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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把握AI经济的下一个“风口”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何英娇女士的引荐下，我与罗杰·布特尔这位同行在中国“结识”。罗杰·布特尔是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以前是汇丰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他撰写的一些经济学文章和著作我也均拜读过。对于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简称AI）及AI经济，我们的经济视角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本书《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中有详细论述，AI经济不但将极大地提高生产率、刺激经济增长，把人们从单调、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够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政治甚至人生意义等一系列复杂领域的众多问题。而不同之处在于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于AI，我有两个好奇的问题。针对一件相同的事情，100位经济学家有100种看法，而且这100位经济学家都言之有理，不易判断谁对谁错。那么，如果让100个不同的机器人来分析同一件事，会得到100种不同的结论还是会得到唯一的结果？在AI已经成熟的年代，让AI预期AI的未来，AI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从人工到机器，从机器到计算机，再从计算机到人工智能，工业革命的每一次升级，都给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工业4.0之路的关键，AI经济的兴起也是必然，它最终会融入各行各业。

我既期待AI，也怀疑AI，期待是希望AI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简单，把许多事情交给AI来做就行。例如，很多智能家居设备，能够听从人们的指令进行工作，像开灯、播放音乐、启动电器、开关门、监控异常报警等，这些原本由人类动手来做的工作，如今人们只需张口就可以实现。这些便利源自万物互联，实现了硬件在软件控制下的工作。怀疑AI，是怀疑其是否靠谱。如果哪天我口腔溃疡，说话不清晰，那些智能家居是否还能识别出是我在说话，是否能判断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当然，智能家居在AI的应用中如沧海一粟。AI开发和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就如科幻片中描述的一样，AI未来会渗入各行各业，例如AI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通过AI智慧城市的调控，每辆车都会成为“老司机”，这将大幅降低事故发生率，减少交通拥堵，人们的出行时间也将大幅缩短。

同样，有了技术成熟的工程类AI机器人，基础建设、楼房建造、仪器生产等工业制造的效率都会大幅提升。在技术设计方面，设计类AI系统能够设计出抗震、抗风、结构更优化的建筑，运行速度更快的高铁，战斗力更强的武器。在战略规范方面，智慧类AI系统能根据大数据分析出市场需求，提出合理的生产规划，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减少资源浪费、降低企业库存。

当然，AI不是万能的。比如，对于某些企业的战略规划，AI将会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市场的变化、历史相关数据等一系列条件进行分析，迅速提出相应的建议。仔细想想，能够做这种战略分析的除了AI，还有谁呢？比如，咨询公司收集各种资料，进行各种专业分析，最终得出可供客户选择的答案。世界知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看似无所不能，其实也不乏一些失败案例，毕竟这类分析仅基于以往的事实进行，实际结果永远都是未知。

同理，AI提供的战略分析也不一定准确，AI只是将需要人工收集的材料进行快速整理，然后根据已有的大数据模型做出判断。人类智慧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是从基础到复杂，从最早的罗列、推演逐渐变为思考。我们能看见的AI智慧在于其快速的运算能力，强大的硬件功能可以让系统在1秒内完成数亿次甚至更多的运算，这种庞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是常人所不具备的。

在金融理财方面，人们可以通过AI进行大数据分析，选择出收益率相对较高的配置模型，由客户选择其认为最满意的方案。同样，AI技术也可以用于炒股、炒期货、炒比特币等一系列投资和投机活动，甚至可以用于博彩分析中。当然，不同设计者制造出来的AI，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的预测结果也会不同，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要么由人来做决定，要么由AI来做决定。毕竟，谁都不能准确预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比如，预测某股票的涨跌，某个AI判断其将大涨，另一个AI判断其将大跌，而最终的事实可能没有按着这两个AI的想法走。

因此我认为，AI当前起到的作用，在于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节省人工成本，同时可以24小时连续运作，从而让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让“996”“007”“715”等工作制成为历史。AI虽然强大，但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

AI能否取代人类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各种忧虑，总有人会担心先进的技术取代人类。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机器设备的引进曾一度引发人们的恐慌，人们担心那些不用吃、不用休息的机械设备会抢走工人们的饭碗。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和那些机械设备“和谐共处”，拥有不同的“岗位分工”、不同的“工作职责”，它们不仅没有抢走工人们的饭碗，反而创造了不少工作岗位。

当前的AI产业看似非常惊艳，博古通今的机器人和人们进行着正常的交流，人们通过智慧终端可以处理许多事情。比如，在很多电商的大型仓库中取件送货的身影都是机器人，这利用的就是AI的功能。媒体界曾经担忧，能够自动写新闻的AI系统会抢走记者们的饭碗。其实这一点无须担忧。因为AI系统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中编辑素材，无法自己独自采编。像央视记者进入巴西贩毒窝点采访，卧底记者通过暗访不良公司写出石破天惊的新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路记者奔波于抗疫第一线……AI系统拿不到这样鲜活的故事素材，体验不到人们的喜怒哀乐，更写不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新闻。

我认为，目前AI的强大主要基于计算机硬件的强大，以及可获取的海量信息，让系统可以快速获取并处理各种信息。而能够真正如同人类一样进行实质性的思考——譬如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佳句，研究出比肩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全新物理理论，制作出更强于自身的AI软件——这种通过探索得出新成果的过程，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

可以期待的是，伴随着AI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会发生质的变化。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供给均衡，社会福利等将进一步完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提升。

以上是我认真读完罗杰·布特尔所著《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这本书的一些思考，如果你对AI经济感兴趣，甚至有志于研究AI经济，这本书会对你非常有用。罗杰·布特尔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经典实用案例，可以加深你对AI经济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还大胆预测了AI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等的趋势，可以让你更有信心把握住下一个经济“风口”。AI经济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大不相同，如果你想尽早学习与研究，不被时代的潮流淹没，这本书可谓是你的“良师益友”。
宋清辉



序言

本书的写作缘由简单明了。在过去的三年里，市面上有很多此类描述——机器人应用的普及和AI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迫在眉睫。这些信息让我应接不暇、不堪重负。我遇到过无数的人（和企业），他们对此非常担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到了恐慌的地步。显然，这些心存忧虑的人甚至包括领先的AI企业中的许多职员，他们担心AI会影响人类，但因为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受此影响，所以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这种恐惧。[1]

于我而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问题之一。此外，它也有可能成为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确实，它有压垮我们所关心的其他一切的危险。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物理学教授、英国科学学会（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吉姆·艾尔-哈利利（Jim Al-Khalili）提到，相比人类正面临的气候变化、世界贫困、恐怖主义、流行病威胁和抗生素耐药性等重大问题，AI问题更为严峻。[2]不管他的这种排位（相比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是否恰当，这都让机器人和AI的存在看起来完全是坏事。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有趣的是，包括艾尔-哈利利教授）认为，机器人和AI具有非凡的能力，它们可为人类带来益处。

因此，无论这些结果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都不影响我一直想了解机器人和AI应用的现状，并考虑它们可能带来的后果。本书正是我调查研究的结果。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埋头于文献资料后，如今我对该主题已经相当熟悉了。不过，读者不必担心我新获得的知识已经将我变成一名极客（Geek）。请放心，它并未使我脱离轨道。

我接触这个主题时没有丰富的技术知识，没什么优势。其实我应该承认，真实情况可能比这还要糟糕。在沉浸于AI文献资料之前，我被我的孩子看作是某种技术恐惧者。而且我确信，我所创立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员工会很乐意认可这一判断。我唯一的优势是对经济学的了解，掌握了很多经济学问题的相关知识，对这些问题，我毕生都在思考和书写。

但是，这个优势并没有为我了解该主题的底层技术性问题带来了什么直接的好处。事实上，这没能避免我被技术专家们所说的诸多信息搞得彻底迷惑和糊涂。现在，我或许可以声称自己已经对其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我曾花了很长时间裹在那人尽皆知的“热毛巾里”（专注投入该热门主题中），努力理解机器人和AI方面的专家所说的话。

我之前非常缺乏相关技术知识，这会带来某种间接的优势以抵消明显的劣势吗？也许会。起码它将我和我的大多数读者置于相同的起点上，这些读者恰如曾经的我，对这个主题感到茫然。

每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两个词出现时，一波波的“技术呓语”浪潮似乎就会淹没我们。阅读这两个主题的相关资料就是让自己浸没在这样的海洋中——废话连篇，好奇疑惑，崇拜“技术圣坛”。你有溺于这些东西形成的急流中的风险——不精确的语言、不严谨的概念、粗略的推断、令人费解的行话和狭隘的视角，而所有这些都笼罩在所谓的必然性氛围中。

不过，在技术领域，一些真正令人惊叹的事情正在发生：不仅仅是数字化程度或者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也涉及机器人和AI。在这杯含有各种配料的技术变革“鸡尾酒”中，AI脱颖而出。对人类个体和整个社会来说，也许它能带来巨大的益处，但似乎也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因为看上去它会深入渗透到人类世界中，并会引出“我们是谁”“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等基本问题。

在这里，我的任务是不仅要让自己在技术呓语的洪水中幸存下来，而且还要确保我的读者不被淹没其中，更重要的是，我要在这片夸大其词的海洋中打捞出很多“真相金块”，并判断它们对我们的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这些可能的影响范围很广。AI专家并不将自己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他们涉足的范围包括经济、社会结构、政治甚至人生意义等多个领域。在此过程中，对个人、企业和政府而言，这些专家得出的结论既令人困惑又可能让人害怕。

这三个群体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考虑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更不用说面对它们该做些什么了。而在这里，经济学家的背景、素养和经验能发挥有益的作用——至少我希望它们能。最后，作为读者的你，必须对此做出判断。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你不会在这里得到很多有关机器人和AI的技术细节或本质属性的启示。希望得到这些东西的读者可以将目光转向他处。这是一本关于机器人和AI带来的经济后果的书。这是我的一种尝试，我试图让任何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后果——明了如何看待这些发展，明了面对这些影响该如何做出选择。顺便说一下，这些问题如此重大，以至于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实际上相当于“每个人”。

然而，这些问题如此复杂，它们与各种各样无法预知未来的事物相互缠绕在一起，因此，即使对这个主题描述得再清晰，也没有什么是能确定的。当凝视未来时，我们只需要睁大自己的双眼，尽自己所能去设法弄清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东西。

就像我以前写的书所介绍的那样，我不认为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可以成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的借口。毕竟，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企业和政府。我们不能逃避不确定性，不能拖延到一切都清晰明了的时候才做出所有的决定。我们得尽力而为。

在做研究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心中积聚了很多感激之情。罗伯特·阿利伯（Robert Aliber）教授、安东尼·库拉凯斯（Anthony Courakis）博士、朱利安·杰索普（Julian Jessop）、加文·莫里斯（Gavin Morris）、乔治·德内梅什凯里-基斯（George de Nemeskeri-Kiss）、丹尼斯·奥布莱恩（Denis O’Brien）、阿利亚·萨莫赫瓦洛娃（Alya Samokhvalova）博士、克里斯托弗·斯莫尔伍德（Christopher Smallwood）、马丁·韦伯（Martin Webber）和杰弗里·伍德（Geoffrey Wood）教授，他们尽心尽力地阅读了此文本的各个版本，并给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我对他们所有人都不胜感激，同时也非常感谢2018年12月在维也纳举办的圆桌讨论会的参会者，该会议由奥地利控管银行（OeKB）主办。

我很幸运地享受到了研究助理莫内利·霍尔-哈里斯（Moneli Hall-Harris）的服务，这使我的工作变得如此轻松。凯投宏观的很多职员提供了有用的数据和图表。另一些人则给出了审辩式评论，尤其是安德鲁·肯宁厄姆（Andrew Kenningham）、马克·普拉格内尔（Mark Pragnell）、维基·莱德伍德（Vicky Redwood）、尼基塔·沙阿（Nikita Shah）和奈尔·席林（Neil Shearing）。此外，我十分感谢凯投宏观的授权，允许我在此采纳其近几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第1章中涉及的主题。

我的私人助理霍莉·杰克逊（Holly Jackson）一方面帮我管理打字稿，另一方面使我在考虑凯投宏观的活动和其他一切我参与的事务时保持诚实、正直。她是无价之宝。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我应该感谢我的家人，因为他们再一次包容了我写书过程中的分心。

以上和此后内容中提到的任何人均不对书中的任何错漏负责，该责任仅由作者本人承担。

罗杰·布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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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机器人和AI主导下的人类未来


它看上去不太像《太空堡垒卡拉狄加》（Battlestar Galactica），更似罗马帝国的覆灭（Fall of Rome）。

——大卫·贡克尔（David Gunkel）[1]

当下，生活中最可悲的一面，是科学积累知识的速度快于社会集聚智慧的脚步。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2]


机器人和AI爱好者们大力宣扬新技术变革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人们通常不清楚这种转变带来的是利还是弊。我从极客们那里了解到的是两种愿景的混合体，而且这两种愿景截然不同：一种是，当我们创造出来的作品（机器人）接管一切时，所有人都会面临可怕的未来——陷入贫困、丧失自我价值甚至毁灭；另一种是，这场变革会让所有人充实而富足，并将人类从繁重乏味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

在针对机器人和AI带来的影响的讨论中，很多具有技术背景的写作者已广泛、深入地涉及了宏观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以在AI方面颇有远见的卡耐姆·切斯（Calum Chace）的判断为例：

……因为这些机器将比它们所取代的人类更高效，而且随着它们以指数级的速度不断改进，其效率会越来越高。但是，当失业人口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需求减少将反超效率提升所带来的价格下降。经济紧缩几乎不可避免，且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必须采取一些挽救措施。[3]

一些领先的企业家和杰出的科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前者包括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后者如拥有黑洞及很多其他科学发现的斯蒂芬·霍金爵士（Sir Stephen Hawking，已故）。[4]

然而，一些愤世嫉俗者（应当承认，他们大多并非AI专家）似乎觉得这一切都被夸大了。他们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给我们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要么微不足道，要么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持续不断地经历过的很多事情的延续，因此，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益处。有些人认为，对AI带来的影响的不当猜测引发了恐慌，类似于千年虫（Y2K）问题，当时人们大惊小怪、瞎忙一通，最终却不了了之。


五种未来前景

说得委婉一点，这是个远未尘埃落定的问题。对于在由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世界里的人类命运，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可简要总结为以下五种可能：

●毫无分别

●糟糕透顶

●好到极致

●灾难临头

●永生之匙

本书的目的是借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绘制出一条路径。在论述即将开始之际，我不能也不应该抢自己的风头，所以，我把前三种可能结果留到后续章节中讨论。现在，我必须简略地谈谈第四种和第五种可能。

对任何不熟悉该主题文献资料的人来说，我用来描述第四种和第五种前景的词语（即灾难临头、永生之匙）似乎有些夸张。但所有钻研过这些文献的人都知道，它们并未言过其实。技术人员认为，一旦制造出达到人类水平的AI，超人类AI的出现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与人脑不同的是，数字大脑可无限制地复制，且能够被提速。

这就引出了AI革命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进步的想法。一旦我们创造出比任何人类个体都强大的AI，它们就会发展出更强大的智能，完全超出我们的理解力，超越我们的控制力，诸如此类。对这些新型智能体来说，我们即使真的不算是累赘，也是低等品，而且一文不值。它们可以轻易地决定是否摧毁我们。2014年，斯蒂芬·霍金爵士曾对BBC（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全AI的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5]

同样，卓越的剑桥大学科学家、皇家天文学家（Astronomer Royal）马丁·里斯勋爵（Lord Martin Rees）将AI获得超级智能的时间点描述为“我们的最后时刻”。他把人类智能主导这个世界的时期视为昙花一现。[6]

在文献资料中，很多人将某些形式的AI变得比人类更智能的时刻称为“奇点”（Singularity）。当其到来之时，后果很可能远远超出对个体的影响。默里·沙纳汉（Murray Shanahan）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认知机器人学（Cognitive Robotics）教授，他在下文中概括了许多AI专家的观点：

依此类推，若指数级的技术进步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现今所了解的人类事务将走向终结，那么人类历史将会出现奇点。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存在的体系（经济、政府、法律、国家）将不会以目前的形式存留下来。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生命的神圣性、对幸福的追求、选择的自由）会被替代。[7]

但是，出现奇点的世界并不是对人类完全不利。事实上，对AI狂热者们的“大祭司”（领袖人物）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强调人类与AI的融合，实际上能使我们把自己“上传”为非物质形式，从而获得永生（我猜想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更积极的前景，我不了解你们的想法，但就我个人而言，为了永生而被“上传”为某种形式的AI对我未必有吸引力）。[8]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上传”技术和永生前景，有关AI能力和奇点降临后人类命运的信息都让我如同一头扎进如科幻小说的世界一般。尽管如此，正如我会在后记中所表明的那样，我并不排斥这些想法。当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如斯蒂芬·霍金爵士和里斯勋爵）均已认真对待这些前景时，我几乎没有资格去蔑视它们。

但我深切地意识到，奇点降临后如科幻小说般的世界，与机器人和AI的日常进步之间存在着错位，这些进步时刻都在对经济产生着影响。这既需要企业和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做出决定，又要求政府在寻求公共利益时做出决策。

奇点对这些决定会有何影响？“文化经理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认为，所有这些当前做出的决定应该都会受到即将到来的革命性变化的强烈影响。布罗克曼与全球大多数顶尖的AI科学家和思想者都有联系。他写道：“人们无须成为超级AI就能意识到，毫无准备地向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直奔而去是愚蠢至极的行为。”[9]

另外，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声称，不做好准备迎接奇点是自满自得乃至彻头彻尾不负责任的表现。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收到了来自更先进的外星文明的无线电信号，说他们将在60年后到达这里，你不会耸耸肩说：‘嗯，60年后？’若你有孩子，你就不会这样。”[10]

我强烈反对这种观点。我不会基于这样一个“无线电信号”立即匆匆忙忙做出重大决定。首先，我要知道该信息是否真的来自外星文明，这种来源记录是否为准确地预告对应行动或预测相应事件起过作用。当然，如果这是第一次收到的“信息”，则不会有这种记录。它会让我警惕起来。而且我还会敏锐地想到H. G.威尔斯（H. G. Wells）创作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1938年10月30日，由此书改编的著名广播剧播出，主播是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在这部剧中，来自火星的外星人入侵新泽西州，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受到惊吓，并造成了大面积的恐慌。

然后，如果我认为该信息可信（尽管牵扯到奥逊·威尔斯和H. G.威尔斯），那么我就要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是为战争做准备还是策划一场欢迎派对？我还要通过该信息猜想外星人何时会来，是200年后还是500年后，或者就在某一时刻？根据外星人到达时间的紧迫性和距离的遥远程度，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能会迥然不同。

事实上，那些声称奇点已近的人并非更先进的生物、外星人，而是地球上的某个异教团体的极端狂热者。而且，尽管他们热情很高，尽管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们有很充分的论据证明他们是错的（我将在书末讨论这一点）。

此外，时间尺度真的很重要。我之前引用过里斯勋爵的话，他相信AI正在蓬勃发展，且具有无法抑制的力量，认为机器可能会“在几个世纪内”接管一切。别担心，这不可能，若奇点降临这个世界的时间像里斯勋爵相信的那样被推迟了那么久，那么有可能的是，人类或许早就因为核战争、小行星碰撞、瘟疫或天知道什么事件而灭亡了。或者也许在那之前，人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救赎。

从宇宙的规模尺度来看，几百年也许仅仅相当于一次心跳，但对公共政策的设计者而言（更不用说我们所有个体），它可能是无限遥远的。对奇点的关注会将决策者在考虑此时此地的日常问题时引向“花园小径”。另外，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会伴随我们多年。的确，日复一日可能很容易变成年复一年，乃至溜走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因为未来某个不确定时刻可能到来的奇点，现在就改变我们的生活、制定公共政策以做好准备是代价高昂的愚蠢行为。更糟糕的是，它会让人们看不清楚机器人和AI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出的明显进步，从而导致我们对摆在眼前的事情毫无准备。这很危险。

因此，我在本书一开头就做出了重大决定。我将奇点降临的世界及其带来的一切影响置于末日的地位（你很可能认为，这恰恰是启示录和永生的应许必定属于的地方）。书中的其他所有内容均指向前面的世界（当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虽然机器人和AI变得更加重要，但人类并未被AI超越，更不用说被其消灭。我们也没有被上传到网络空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低估（更别提忽视）机器人和AI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它们将带来巨大而深刻的改变。我们也许会走向奇点，也许不会，但我们正在走向AI经济。本书讲述的是，对人类来说，AI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如何定义“机器人”和“AI”

围绕术语和定义也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人们认为“机器人”（robot）一词首创于1920年上演的科幻剧R.U.R.［指代《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作者为捷克科幻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其词根似乎取自单词“robota”和“robotrick”，前者指强制性工作，后者意为“服务”。[11]

无论起源如何，“机器人”一词不仅进入了语言体系，还踏入了我们的想象空间。它很自然地让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种金属外形的东西：大致像人类，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两条胳膊、两条腿。但是，许多我们可能想称其为“机器人”的东西根本不是这样的形状。我们应该将机器人视为可通过编程以某些方式行动/做动作的机械装置，而不必把它想象得可以像人类那样看东西或者试图和人类表现得一样。我将使用“机器人”一词来表示所有这类装置，不管它们的形状和外表如何。

术语“人工智能”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数学教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于1955年首创的。他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IBM的同事一道，着手“研究发现如何使机器能够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思维和概念、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改进它们自身”。[12]

约翰·布罗克曼认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不准确，他更喜欢“设计智能”（Designed Intelligence）。无论他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人工智能”一词已然在文献资料和公众讨论中很好地站稳了脚跟，现在再改动会造成混乱且毫无帮助。因此，我将坚持用下去。

这也许解决了命名的问题，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棘手的定义问题。实际上，普通机器与机器人、机器人与AI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洗衣机是机器人吗？我们通常不这么想。这是因为洗衣机外形不像人类且不能移动吗？同样，对我们一般称为机器人的东西，借助编程，它们可以做某些人类能够做的事情，难道这不是我们为其灌注了一定程度的智能——的的确确的“人工智能”？

目前其实有大量关于该主题的文献资料，讨论了机器人的构成、AI的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我不打算在这里用定义上的苛评来加重读者的负担。对那些感兴趣的人，我诚邀其深入研究这些文献。[13]我将在全书中频繁使用“机器人”“AI”这两个术语，将其作为指代整个类属的简略方式。我猜想读者会很容易理解我的意思，而不必借助AI词典或苦恼于定义的边界。


本书的写作目的

虽然我希望经济学家能在我的文字中找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并参与其中，但本书并非主要为他们所写，而是为了聪慧的普通读者。对有些仅仅出于好奇和兴趣才去冥思苦想因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而引发的问题的人，我希望为他们提供引人深思的东西。但对许多读者来说，本书讨论的主题将直探他们对未来的一些忧虑，并帮助他们处理需要就其做出决定的关键事务。这涉及很多在机器人、AI及受其密切影响的领域工作的人。本书的目的是辅助理解，从而改进人们的决策水平，同时也增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对个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作”，不过也有一些其他重要的问题涉及休闲时间、退休和父母的责任：

●他们当下或计划从事的这类工作有着光明的前途还是注定要消亡，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的就业和收益能力，他们应该拥有并发展什么样的技能？

●他们是否应该自愿或非自愿地预期长期失业？

●就算他们有工作，工作时间会明显缩短吗？

●他们是否应该准备好过非常长的退休生活？

●作为父母，他们应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使其在AI经济中为工作和休闲做好准备？

对商务人士来说，他们的主要问题与上述这些问题相关，但他们的关注点略有不同：

●在新世界中，哪些商务活动拥有光明的未来，哪些可能因为机器人和AI的影响而消亡，哪些介于两者之间？

●企业应在哪些领域对机器人和AI投入重资？

●企业应该投资哪些活动以提高员工的技能，若做此投资，应如何行事？

●企业应该在哪些活动中规划用机器人和AI代替工作者？他们应该如何判断对劳动力的需求几乎不受机器人和AI影响的领域？

●企业应该期待人类在哪些方面与机器人和AI紧密合作？

●可能涌现出什么样的新兴产业和活动？

至于政府及所有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的人，这些问题同样至关重要，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也有不同之处：

●经济表现将对机器人和AI做出何种反应，它们将给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哪些挑战？

●政府应该鼓励还是限制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具体要如何做？

●法律和监管体系需做何改变以适应机器人和AI的存在？

●为了适应新世界，国家在教育体系改革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政府是否应该准备彻底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以抵消不平等扩大所造成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本书的框架与结构

因为这三个群体的关注点密切相关，所以我按主题将它们分开，而不是将个人、企业、决策者分置不同的章节，这样每一章的内容都应该是所有群体都感兴趣的。

本书结构简单，不过仍然需要稍作一下解释。虽然我在这里用独立的章节来探究这些问题，但它们之间密切相关。此外，我所讨论的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实际问题，即从何处切入，以及如何组织分析。

研究并撰写本书是一次发现之旅。我希望你在阅读时也会有类似的体验。不过读者的旅程应该比作者的更短、条理更清晰。当后者开启其旅程并“四处游荡”，找寻些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时，他并不清楚探索将在何处结束。可是一旦旅程结束，他就既知道了自己希望带读者去的目的地，又找到了到达那里的最直接的路线。

所以，向读者呈现针对该主题的结构化方法是有必要的。不过，这意味着大家在阅读其中一个方面时，必定会遇到很多“但是某某某是怎么样的”时刻，意识到这一主题与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而这些方面尚未论及，并且不确定是否将会被讨论。我将尽可能努力帮助大家保持耐心，并将那些明显被忽略或错过的问题放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处理，以增强大家的理解。

无论是普通个体、商人，还是政府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工作人员，很多读者无疑都渴望直奔实质问题而去，这些问题涉及上文描述的机器人和AI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但大家需要等待并思考一会儿。在不了解宏观环境的情况下，对工作、收入、教育、休闲及机器人和AI可能影响到的大量其他事情的未来前景，任何推测都毫无意义。的确，恰恰是由于对宏观经济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才毁掉了众多的对机器人和AI革命的描述，并导致这些作者得出错误的结论。

另外，本书讨论的毕竟是机器人和AI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些后果更多地与经济相关，而非与机器人和AI能做的复杂精细的事情有关。因此，本书第一部分讨论宏观经济是很合理的。即便如此，第2章还是以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为视角直接探讨了机器人和AI。此外，它还讨论了机器人和AI的影响与过去200年中其他技术的不同。

但在此之前，第1章介绍了我们以前的经济状况，涉及过去的200年。你可能会认为，一本讲述未来的书以这种历史焦点开场属于堂吉诃德式。然而它并不是。将当前变革置于经济史背景中看待极其重要。这是一个充满趣味和惊喜的故事，并与眼前的问题息息相关。在关于机器人和AI的讨论中，最关键的是要清楚了解，当前的技术进步和未来的及过去的有几分相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了根本性差异。

第3章讨论了机器人和AI发展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它们是会造成经济衰退，还是会像某些分析人士断言的那样导致大萧条？机器人和AI革命将致使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吗？它是反通货膨胀的吗？它将对经济增长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何影响？此外，在这样的世界中，利率和我们投资的各种资产类型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希望直截了当获知未来世界详细状态的读者，第二部分是你们的耐心得到回报的地方。对机器人和AI革命对工作与商业世界的影响的探索始于第4章，该章讨论了工作回报和人类对工作的需求，并设想了增加的休闲机会，以及两者如何保持平衡。在这里，我展示了自己对未来工作、休息和娱乐三者可能的占比分配的看法。

第5章描述了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形态：有些类型的工作会消失，有些将基本保持不变，还有些会留存下来但将彻底改变，另有一些可能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第6章从这些变化中识别出可能的赢家和输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个人、群体，还涉及地区和国家。

第三部分专门讨论政策。考虑到前几章所述的预期变化，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它们是否应该力求借助税收、监管或法律修改来鼓励或限制AI的发展？这是第7章的主题内容。

接下来，第8章关注的是教育。鉴于机器人和AI带来的前瞻性变化，我们肯定不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用与目前完全相同的方式继续教育儿童和大学生。但他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们需要的教师将更少还是更多？应该提供哪些教学科目？在带来必要的改变方面，国家应扮演何种恰当的角色？

第9章探究所有问题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即因为我们可能要面对这样的未来——特别富有成效的慷慨援助和广泛的贫困同时存在，所以需要对收入或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如果社会做出了这种选择，是否可以借由改革现行再分配制度来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我们应该采纳激进的建议——社会应该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所得保障？整个政界很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欣然接受了第二种观点。但这行得通吗？负担得起吗？它会对工作激励和社会形态产生什么影响？

在结论部分，我汇总了前9章的讨论和分析结果，并提出我认为适用于个人、企业和政府的主要经验。但在很多方面，这还不算完全结束。正如上文所述，书末的后记进入了更具争议的领域，即如果我们经历了AI专家所说的“奇点”的降临——AI的智能水平变得比人类的更高，并且/或者AI和人类融合在了一起，那时，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对这场或许会将我们带到遥远的未来的冒险之旅，起点必定是了解、理解我们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过程。



第一部分
人类与机器的历史延伸：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1章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讲起


生产力的增长不是全部，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过去的250年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一幕。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2]


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史上应该有一个事件算作“奇点”，那一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像人们在学校学到的所有历史知识那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所认知的要复杂得多。首先，你可以说它不是一场革命，毕竟它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它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历时数十年之久。

你也可以说它不完全是关于工业的，甚至可以说工业不是它的主角。无疑，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农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使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及发生于英国）的因素与物质条件关联甚少（比如我们在学校反复钻研的煤炭和水力的可用性），而与政治和发生于17世纪的制度变革关系更大。

不过没关系，无论如何命名，它都是重大事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发展，而在那之后，经济就一直在进步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包括十七八世纪的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人均产出和收入都比之前有了一定的增长，尽管与后来的发展相比，这种增长的幅度微乎其微。

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经济持续不断进步的看法也不完全恰当。正如我稍后会展示的那样，在此过程中其实出现过一些明显的中断。此外，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是在过了几十年后才有所提高的。[3]

各种各样吹毛求疵的限制条件让一些经济史学家提出了质疑——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摒弃“工业革命”的概念。然而，这肯定会在改良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即使实际上并不惹人喜爱，但与其令人胆寒的名声形成对比的，是维京人（Vikings）的善良、文明和体面。经济史学家与这些历史学家极其相似，他们在力图纠正某个简单的既定观点时，反而在其他方向上偏离得太远了。事实上，维京人确实非常可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意义也的确非常重大。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起，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将持续改善、越来越好，这是必然且不可阻挡的。该特征将工业革命前后的世界完全区分开来。正如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所言，第一次工业革命“嘲弄了之前历史舞台上上演的所有戏剧”。[4]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腾飞

图1-1证实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它展示了从公元前2000年至今的人均GDP变化情况。显然，该图中显示的早期数据相当可疑，它们充其量是指示性的，事实上肯定不止这些。你还可以忽略数据轴上标记的绝对值，它们没有意义。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相对关系——每年的人均GDP与1800年的相比较。换言之，所有数字均做过转换，1800年的数据被设定为100。


[image: ]
图1-1　公元前2000年至今的人均GDP变化情况（1800年的数据为100）

来源：德隆（DELONG），凯投宏观


如图1-1所示，自公元前2000年到耶稣诞生（图上标记为第0年），每年的人均GDP实际上没有变化；到1800年，该数值翻了一番。这看起来可能也不是太糟糕，但请记住，我们花了1,800年才实现这个结果！至于年增长率，则几乎等于零（这就是你很难看到曲线有任何上升的原因），而改善主要集中在后来几年。[5]

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图1-1清晰地显示了这种腾飞。1900年的人均GDP几乎是1800年的3.5倍；到了2000年，该数值是1800年的30多倍。[6]第一次工业革命确实是革命性事件。它为我们提供了评估机器人和AI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的基本标准。[7]

接下来，我将追溯并讨论从古代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当代的经济史的主要特征。但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相比对近几十年的详细讨论，我对早前几个世纪的相关知识涉及得比较少，从时间上对其会匆匆略过。这有两个原因，一来我们对遥远的历史知之甚少，二来当我们仔细思考机器人和AI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时，与近几十年相比，古代的信息让人兴趣寥寥，且没有多少相关性。

技术变革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8]然而，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在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存在一些值得纪念的里程碑。确实，以公平的方式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早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比如驯养动物、种植农作物、发明轮子。但在世界人均GDP记录中，它们并没有被清晰地体现出来。信不信由你，这份“记录”，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付出巨大勇气和努力而构建的这份“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100万年（将图1-1扩展到那么远的年代毫无意义，因为实际上你只会看到一条平直的线，它将掩盖过去200年中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

现在，应当承认，早期经济增长记录的大量缺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统计数据非常不足。它们少得可怜、零散不全。但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并不只是靠这些不充分的数据。来自艺术、考古及诸如此类我们拥有的书面记录的证据都指向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人类放弃游牧生活而定居下来后，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几个世纪内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技术进步不能自动引起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何上述这些早期的、显然是革命性的技术发展没有带来经济飞跃？其答案或许能洒下一道光，就如今困扰我们的一些经济增长关键问题给我们以启发，并让我们在此探寻过程中提出有关机器人和AI革命的重要问题。

不过我要很遗憾地说，对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而固定的答案。相反，其自身有四种可能的解释。我打算把全部四种解释都提供给你，但不确定哪种最令人信服。我们可以将其留给经济史学家去争论。真相很有可能是这四种解释的混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些可能的解释中的每一个都与本研究主题息息相关，即机器人和AI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影响。

第一种解释似乎平淡无奇，但依然重要。重大发展（可以说始于公元前1万年左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第一次农业革命，它涉及驯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因此，即便该过程完成后形成的积累效应确属巨大，但平均产出和生活水平的同比（年度比较）变化并不太大。[9]

第二种解释有关结构与分配。为了使一个领域（如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带动整体经济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该领域释放出的劳动力必须能够有效地在其他经济领域得到雇用。但当第一次农业革命的成果稳固下来时，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其他形式的生产性就业。因此，寺庙侍者、金字塔建造者和家仆的数量激增。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指出，第一次农业革命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其实是下降了。[10]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新农业经济中，也不存在任何有利于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东西。

第三种解释是仅凭技术进步不足以实现经济发展。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拥有可用的资源去开发新方法，制造能够体现技术进步的工具或设备。因此，这就需要人们克制眼前的消费，以便将资源用于为未来做准备。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需求的即时满足是如此迫切，此乃人类天性使然。

遗憾的是，我们手中关于远古的数据如此粗略，这再次妨碍了我们就该问题确定最终真相。不过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古代社会无法产生大量收入超过消费的盈余，而这些盈余本可以用于资本积累。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古代社会容易发生各种战争和冲突，这就对资本造成了破坏。因此，古代社会资本的净积累恐怕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从普通活动中产生的盈余，似乎主要用于支撑社会中非生产性部分的存在，比如祭祀或者陵墓和纪念物的筑造。在古代埃及，天知道有多大比例的GDP被投入到金字塔的建造中。而中世纪的欧洲则将盈余用于兴建辉煌华丽、极尽奢华的大教堂，这些到处都是的大教堂高高地耸立在贫穷的海洋之上。如今，这些非凡卓越的建筑就在那里，供我们欣赏，真是太美好了。但是，对那些建造时对其怀着敬畏的人们来说，这些建筑并没有为他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多大帮助，也没有为当时或后来的技术进步做出多少贡献。

第四种解释是人口增长耗费了生产中获得的所有收益。有证据表明，整个世界在16世纪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0.3%，但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2%，这就使得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0.1%，接近零增长。同样，在18世纪，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全球GDP年均增长率看上去达到了约0.5%，但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也差不多与之相匹配，这就意味着实际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忽略不计。[11]

诚然，这里的关联关系不是很直接。毕竟，人口增长并非全然是灾难——给社会带来了负担。但人们常常这样错误地假定。事实与之正好相反——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者，这会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但是，将更多的工作者投入到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土地上，往往会降低平均产出（经济学家认识到这是收益递减规律）。另外，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非生产性儿童与生产性成人之间的比例更高（请注意，当今的许多贫困地区的人们正不遗余力地使儿童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具备一定的生产力）。

人口增长会制约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教士提出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既是教区牧师，又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那令人讨厌的悲观看法已经完全不可信了。事实理当如此。他的的确确给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带来了坏名声。1798年，他在英格兰写道：

相比地球为人类生产生存资料的能力，人口的力量要大得多，所以，提早死亡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造访人类。人类的恶习是导致人口减少的帮凶。它们是毁灭大军中的先锋队，而且往往自己完成这些可怕的工作。但是，如果它们在这场灭绝战争中失败了，那么，流行病、瘟疫和灾祸就会以令人恐怖的阵势推进，将成千上万的人一扫而净。若这样还不能完全成功，则在所难免的巨大饥荒就会紧随其后，用一记重拳拉平全世界的人口和粮食水平。[12]

经济学家罕有涉足情欲领域的，在这样的一次探索中，马尔萨斯警告道，如果不加以控制，“两性之间的激情”会导致不幸与恶习。他竭力主张，“我们自然激情的后果”应该经常接受“效用检验”。[13]

这给所有作者都上了一课，包括技术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他们当下正滔滔不绝地讲述人类在机器人主导的未来所面临的恐惧。如果愿意，你有权认为前景黯淡，不过假如你真是这么悲观，并且希望保护自己的声誉，那么最好你的想法是对的。

可怜的老马尔萨斯！如果说曾有哪位经济学家把事情完全搞错了，那就是他了。在过去的200年中（虽然还没等到他的著作墨迹干透），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已呈现剧烈增长的态势。从1798年（那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他那部悲观的大部头作品）到今天，英国实际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已超过了1,300%，生活水平提高的数据也不会与此有太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完整的数据。必须承认，这种改善最初并没有发生，正如我稍后将要讨论的那样），而且一直以来，人口始终在不断增长。这样说肯定不算太刻薄——马尔萨斯教士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坦率地说，这些事实与他的论点完全矛盾。

马尔萨斯未能预见到经济进步的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他不只在总体上低估了技术进步涉及的范围，而且似乎完全看错了该范围，尤其在粮食生产方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设法大幅增加了粮食的产出，不仅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开垦新土地，还借助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够在有限数量的土地上提高产量。

第二，因为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20世纪的人口出生率回落了。这就意味着，尽管人口在持续增长，但并未增长得快到足以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地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尔萨斯对人类历史的认识的其余部分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他的观点似乎一直大体正确。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应该为他感到太遗憾。他去世后获得了一个最大的安慰奖：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赞许他为自己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提供了灵感来源。[14]


变革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并出现大批人生输家

我在本章开头的叙述让人觉得好像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的发展轨迹一直处于漫长的上升态势。这确实是图1-1给出的印象，它是对现实情况很好的一级近似（First Approximation）表达，不过这并非全部事实。经济进步的引擎启动后，生活水平不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平稳甚至提高的过程。确实，19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生活水平受到挤压。该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描述了这一时期。从那之后，这一时期就被称为“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15]

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提出，在1850年，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提升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之前，“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比古代狩猎采集者的更好，实际上可能更糟”。[16]同样，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en）认为，直到1870年后，欧洲的实际工资才真正超过了中世纪的水平，英国处于领先地位。他说，其实对于欧洲的很多地区，很难说清19世纪的生活水平是否显著高于16世纪。[17]

此外，整个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对某些贸易种类、地区和国家来说，这种波动甚至更大。当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很早的时候，财富也存在波动。《圣经》里有“七年丰裕”和“七年匮乏”的故事。这种波动通常由收成变化引起，疾病、自然灾害、战争和内乱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但是，除这些财富方面变幻无常的因素外，从18世纪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新市场交换经济也受到总需求和消费力波动的影响。结果在某些时期出现了大量失业者。在此期间，即使工作者的技能不多余，市场也没有足够的需求提供给他们。货币交换经济的这一特征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体现为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失业（更多信息将在第3章中讨论）。

再有，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破坏了许多个人和群体的生计。这并不是不幸而偶然的附带事件，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固有的现象，旧的技能和职业变得多余，新的取而代之。伟大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这个过程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诚然，即便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也存在一些技术冗余的情况。例如，在几个世纪内，威尼斯的造船工人一直靠建造带固定帆的桨划船和帆船谋生，这些船只跨越地中海进行贸易往来。而当配备可调帆的远洋船只开始主宰国际贸易时，他们便开始面临失业。对他们来说，单单学习如何制造这些不同类型的船只也非易事。主要贸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亚欧贸易不再跨越陆地进入地中海东部，进而到达威尼斯，而是通过海上绕过非洲。不久，由临大西洋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参与组织的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也急剧上升。由此，这些威尼斯造船工人的路被阻断了。

然而，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技术变革和/或需求下滑导致失业和/或贫困的可能性急剧增加。大多数人此时专门从事某种贸易，他们的食物、衣服、住所都能够靠出售自己的劳动果实而获取。这让他们处于弱势，易受伤害，因为由于技术进步（或一些新的商业发展），他们获得的特定技能，甚至仅有的无技能蛮力，都可能变得多余。

纵观历史，技术进步一直遭到那些生计受到其损害的人的抵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远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在15世纪，荷兰的纺织工人就将自己的木屐（木鞋）扔进纺织机，以此攻击它们。这些鞋子被称为“sabots”（木鞋），单词“saboteur”（破坏者）很可能源自它。

因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初几年中，目睹工人群体抵制新技术和方法不足为奇，他们明白自己的生计受到了威胁。19世纪早期的英国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工人群体聚集在一起砸毁机器，他们认为是这些机器威胁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后来人们称其为“卢德派”（Luddites），因为据说有个叫奈德·卢德（Ned Ludd）［或许源自爱德华·卢德兰（Edward Ludlam）］的人于1779年毁掉了两台机械针织机（Knitting Frames）。这种态度和行为引发的回响贯穿了整个19世纪，实际上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反对技术发展的人还常常会被贴上“卢德派”的标签。

对技术进步的反对也不仅限于那些直接因技术进步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三版于1821年出版，该书作者、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中增加了新的一章《论机器》（On Machinery）。[18]他说道：“我深信，用机器代替人力往往会大大损害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在随后的整整200年间，这一想法频频引起共鸣。


工作岗位增加了而非减少了

虽然李嘉图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事实证明，他的悲观想法是不合理的。尽管很多个体工作者因为技术进步而失业或收入减少，但这并非在整体经济层面发生的故事。某些领域或行业失去的工作被其他地方创造的新工作替代了。机械化对工作影响最大的领域可能是农业。1900年，农业类工作占美国就业的40%；到1950年，该比例为12%；而如今的数字是2%。在英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9%、5%、1%。

结果证明，农业相对重要性的降低和该活动中就业机会的减少对人类是好消息。不过至少在数量方面，这对马不是好消息。1915年，美国的马匹总量约为2,600万匹，这被称为“马匹巅峰”（Peak Horse）期。如今美国的马匹总量为1,000万匹左右。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1915年，几乎所有马匹都是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如今，它们几乎都用于某种休闲活动。[19]

一些悲观的评论者抓住人类与马匹的相似性，提出可将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视为“人类巅峰”（Peak Human）期。如果他们是对的，我想人类的生存也会受驱于休闲活动，就像那些剩下的马一样（此预测是否会变为现实，这是后续章节的主题）。

当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萎缩而有利于制造业后，类似的事情在制造业中也发生了，其份额下降，而服务业得到了发展。在1901年的英国，制造业人数几乎占总就业数的40%，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只略多一点。而现在的英国，制造业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的比例下降到8%，服务业则占83%。[20]

另外，在诸如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范围较大的就业类别中，也存在类似的故事——现有岗位被消灭，新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在1971年前的100年里，电话、电报操作员的人数增加了40倍，而1971年之后，随着自动交换机、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相继出现，此类人的就业机会则大幅减少。

相比之下，在过去的35年中，英国信息技术管理者的人数已增加了6倍多，程序员和软件开发人员的数量增加了近3倍。[21]

即便在经历改进过程的行业中，生产率提高这种变化有时也会扩大就业。亨利·福特（Henry Ford）采用装配线生产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09年，生产一辆汽车需要耗费400多个工作小时。20年后，这个时长降到少于50小时。然而，汽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猛增。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转化为更低的价格，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人们对汽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生产率迅速提高的行业中的就业数量会出现萎缩。但是这些行业生产的商品价格下降了，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并导致需求扩大——不仅对这些已经降价的商品，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得生产、提供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中的就业机会增加了。

其结果是，事实证明，那些认为技术变革毁掉了大量工作岗位，甚至威胁到整体就业的人（有很多）错了。总体就业人数一直没有减少的趋势。恰恰相反，事实上，不但整体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而且在英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最近也在持续上升。

另外，工资和薪金也大幅上涨。自1750年至今，尽管有过一些停顿和逆转，尽管最近的形势也许有点变化，但工资和薪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上一直没变。这意味着，在劳动提供者（工作者）和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之间，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或多或少得到了平均分配。实际平均工资和薪金的不断增加使平均生活水平的相应改善成为可能。[22]

但是，我们都明白平均是怎么回事。要想攻克技术变革强加给人们的难题，人们必须使自己适应发展——学习新技能和/或变换岗位。很多个体确实设法这么做了，但有些则没有。因此，在这一“进步”期间，许许多多的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生产率增长的动因远不止发明和技术

当我们的目光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转向更近的时代之前，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技术变革。经济史上的发明不计其数，比如蒸汽机、“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ies）等。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史类书籍更是汗牛充栋。这都没错，但它是片面的，而且可能会误导人。的确，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当然也是人均产出增长的关键，而后者是生活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

但生产率增长的动因远不止发明和技术。如果社会将部分产出用于实际投资，其数量超过因年久破败、持续使用或战时损毁而有必要更换的东西的量，那么假以时日，人们就能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持久的实际净投资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者工作必须使用的资本数量将会增加，即使没有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

此外，有时即便没有新发明或更多资本带来的益处，人均产出也可能增加。从根本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及其组织（家庭、企业、政府）会循序渐进地学着一点一点把事情做得更好。在经济学文献中，这被称为“边做边学/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可以提高产出和生产率。

有时候，贸易和商业会引发经济发展的巨大飞跃。这可能是借助消除内部贸易壁垒而实现的，就像19世纪中期德意志联邦各邦国间的关税同盟；也可能因发现并继而开发新陆地而发生，比如美洲和澳洲的发现和开发。在美洲和澳洲发展的早期，商业的扩展没有任何新技术的辅助。当然得承认，19世纪后期，汽轮和制冷技术的出现大大促进了这一过程。

当时，伟大的发明和技术上的飞跃时常出现，非常具有独立性，起初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商业并没有关联。

在不同时期，这些多方面的因素会存在不同的平衡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见证了所有因素的结合。这些益处会相互作用，因为贸易量的增长使市场的扩张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规模经济得以开发——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讲述的那样。

经济发展从整个19世纪持续到20世纪。但因为有其他因素的干扰， 20世纪的经济表现最初并没有呈现出全面的收益。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地摧毁了资本，并将资源转移到了战争生产中，这使得20世纪上半叶经济发展伤痕累累。而且如三明治一般，这两次毁灭性的冲突之间夹着大萧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此期间的产出均大幅下降。在美国，GDP下跌了30%，失业率达到25%的峰值。尽管如此，一切都已结束，包括糟糕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的登场搭好了舞台。


战后繁荣

在我们的历史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即欧佩克石油价格首次猛涨的那一年）是一段非凡的时期。上面讨论的几种经济增长来源同时出现：

●战争造成破坏之后，战后重建成为迫切需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提供的财政援助极大地协助了这一工作。

●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年代遗留的一些发明和开发成果，未曾完全被用于商业用途。这一点加上新进步的点滴注入，带来了技术改进的稳步、持续发展。

●经济运行在非常高的总需求和高就业水平上。

●多亏了上述因素和低利率，投资量很大。

●国际贸易体系逐渐自由化，结果是带来了国际贸易的腾飞，从而实现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所称赞的专业化分工收益。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是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享受到了史上最棒的经济扩张期。在这些年里，世界总体GDP年均增长4.8%。即使因每年近2%的人口增长而做调整后，人均GDP平增长率仍有2.8%。这一平均值包括了很多根本没有多少增长的国家。而且，从所有国家平均水平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些国家的增长率要高得多。在此期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5.6%。

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增长率令人惊叹，但在未接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人眼里，它们也许看起来很不起眼。而复利（Compound Interest）是个绝妙的东西。若复利累积23年，则2.8%的增长率可产生近90%的人均GDP总体增长。对于5.6%的年增长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过），总增长将达到250%。难怪对整个工业化世界来说，经济学家通常称这一时期为“黄金时代”（Golden Age），也难怪德国人将其叫作“Wirtschaftswunder”，即“经济奇迹”（Economic Miracle）。

但好事同样也有结束的时候。该时期之后，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大幅回落。在大约15年内，记录在案的全球经济增长仅勉强高于1870—1913年的水平。造成这种急剧变化的原因仍然存在争议，但似乎很明显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价格的剧烈上涨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基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的崩溃，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崩溃了，通货膨胀率飙升。

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通胀后，各国央行和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用以再次降低通胀，包括高到天际的利率。他们最终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代价是非常高的失业率。这是术语“滞涨”（Stagflation）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时候。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开来。

随后，经济增长开始回升，最初以发达经济体为中心，后来又受到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推动。2001—2007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近4%。虽然没有“黄金时代”那么高，但比那之后的情况要好得多。这给人的印象是，好时光又回来了。但实际上，这些全球总量具有误导性。除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超高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并非源于一些新的、变革性技术驱动，这种激增多半源于其人均GDP与西方相当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为追赶型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兴市场国家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采用西方已经使用的技术，然后像变戏法一样，快速增长随之而来。我说的是“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这可能会缩小/消除或者至少减少与西方差距所需的变革规模，它涉及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然而，随着新兴市场日益靠近领先者，仅靠追赶就可能实现的增长开始回落。虽然其持续到现在，但开放国际贸易对产出和生活水平的巨大推动只是一次性的变革。因为你无法一直保持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的迅猛增长拉动了整个世界的增长率，使得亿万人口摆脱了贫困。虽然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帮助，但其来源本质上是商业和政治，而非技术。

然后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23]碰巧的是，它们也不是技术性的。对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简称GFC）及其导致的随后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来说，其根源在于金融领域，而非技术领域。此外，尽管涉及所谓的金融技术出了问题，但说到底，GFC的原因还是在于人性、制度和公共政策中始终存在的某些弱点。[24]


经济长期停滞的背后

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大衰退之后的几年中，量化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很缓慢。[25]这种经济扩张步伐的急剧放缓使得大量学术论文如洪水般涌现出来，试图对其加以解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新常态”。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聚焦于这种放缓的需求方面。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复兴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一概念，它于20世纪30年代在世上转了一圈，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幸存过一段时间，后来长期的战后扩张给了它似乎致命的一击（看上去经济思想永远不会真的消亡，它们仅仅拖着脚走下舞台，显然受了致命伤，但只是为了晚些时候再重返舞台）。

长期停滞背后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需求表现出持续低于总供给的趋势。其结果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造成大范围的失业，财政和货币当局不得不诉诸特殊的刺激政策，比如，大幅增加预算赤字、利率降至接近于零，以及启动用新发行的货币支付购买债券的庞大计划。

一些（但绝非全部）支持该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不平等的加剧是长期停滞潜在的根本原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这种观点的著名倡导者。另一些经济学家接受这种相关性，但认为其因果关系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缓加剧了不平等。[26]还有一些人倾向于将总需求的缓慢增长主要归因于银行的疲软、债务的悬置和各种监管，以及使公司更加小心谨慎的多种限制和阻碍。这种辩论会一直持续下去。幸运的是，我们无须在此预判结果。不过，我们确实需要讨论一些关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其他可能的解释。


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对虚弱经济表现的需求导向解释也可以很容易地体现在供给方面。因为疲弱的总需求往往导致对工厂、机器、建筑、软件的投资支出的疲弱。此类支出的减少将抑制生产率的增长，因为其减少了工作者工作必须要用到的资本数量。

但有些经济学家对当前世界经济状况给出了一种解释——其明显是由供给方面驱动的。实际上，其本质上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速度的减缓。[27]

这些经济学家中最著名、最令人信服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戈登。[28]他认为，最近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总需求的疲弱或工作人口增长的减缓。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是，生产率的潜在增长似乎已经显著放慢。

戈登说，我们应该在长期历史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应将第一次工业革命视为一次性事件。在那之前，经济几乎没有进步，在那之后，更确切地说是第三次即最近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经济进步也可能接近于零。因为他提到，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工业革命。多亏了机器人和AI的出现，我们现在也许即将经历第四次。

过去的每一次工业革命均与关键技术的突破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个特指的“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750—1830年，与蒸汽机、棉纺和铁路的早期发展有关（虽然铁路在几十年后才开始影响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发生于1870—1900年，与电、内燃机和电话的发现发明有关联，之后还出现了各种互补性的发明，比如大量的家用电器、汽车和飞机。

根据戈登的推断，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1960年左右，与计算机相关联，引出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和移动电话。

戈登认为，最近生产率增长放缓是因为这样的事实——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意义远不及前两次的重大，其尾声阶段正在当下上演。他曾说过，很多用计算机代替重复性文书工作的发明都出现在很久之前，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与此同时，最近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娱乐和通信设备的改进上。诚然，这为家庭生活和工作之余的休闲和消费都提供了机会，但对人均产出的增长没有多大贡献。特别是它们不符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支撑经济发展的传统技术进步模式，即用机器取代人力。

你可能会以为计算机化肯定符合这种范式。然而，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于1987年发表过著名的讲话：“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无处不在，但除了生产率统计信息方面。”[29] （请注意，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生产率的上升表明，计算机带来的收益是真实存在的，但与很多其他进步一样，其表现延迟了）美国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更加精辟地描述了对近期技术领域的失望之情。他说道：“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结果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译者注：140个字符指社交平台上对发布信息的长度限制）

罗伯特·戈登关于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已接近尾声的论断具有轰动性。想想看，新兴市场快速发展的脚步不可逆转地放缓，整体经济进步基本上趋零，生活水平几乎完全没有提高，下一代的未来不会比现在的人好很多，他们会回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状况和前景（不是生活水平）。毫无疑问，如果这确实是我们的未来，那么它代表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我们所有人的风险都非常高。但戈登是对的吗？


生产率增长悲观看法的四种反驳观点

一般来说，对戈登主导的对当前和未来生产率增长的悲观看法的主要反驳观点大致有四种，它们不一定相互矛盾，甚至未必有竞争性。我不打算试着给它们每一个打分，我将再一次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我只想说，我认为它们都有价值，“真正”的答案是包含这四种观点的混合体（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第一种反驳观点是，我们没有恰当地量化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因此，生产率下降也许仅仅是统计上的错觉。正因如此，或许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来假设——我们未来的生产率将会增长极慢，并由此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这似乎太言之有理了。毕竟，除了最简单的经济体，在最佳时机生产率增长也很难量化。但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数字骚动，它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彻底改变了广告、报纸、银行等各行各业。

此外，在这个新的数字世界中，许多可用的新服务都会免费提供给用户，这和与之处于竞争状态且常常被替代的非数字版本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人们在YouTube上点击观看视频，而不是去电影院。对经济学家而言，某种事物的价值与其在市场上的定价紧密相关，这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但是，某些数字服务没有价格，并不意味着其价值为零。

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对GDP（及相应的生产率）缺乏记录的现象很普遍。在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报告称，信息产业目前对GDP的贡献不到4%，几乎与其在1980年的贡献完全相同（那时万维网还没有发明出来），更别提其他行业了。[30]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人们已经做了各种努力来估计GDP及相应生产率缺乏记录的程度。在英国，由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前副总裁查理·比恩（Charles Bean）爵士领导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对2005—2014年的数字经济状况缺乏记录情况的纠正可使年GDP增长率增加0.35%—0.65%。这听上去可能不算多，但如果将其加到量化了的生产率增长上，你就会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不包括1950—1973年的所谓黄金时代，其与1800年以来的平均记录相差无几。查理·比恩爵士的估算可能用力过猛。

这一结论得到了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的支持，他认为，这种调整GDP统计数据的任务“困难到超乎想象”——以革命性技术变革带来的各种隐形价格变化和质量改善作为依据。[31]请注意，这样做很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并非所有新数字经济中的变化都带来了改善，就像任何曾尝试打电话给他们的电力或天然气供应商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样。所以说，这是一个权衡改善的部分和变得更糟的部分的问题。

第二种反驳观点是，2007—2009年金融危机及之后大衰退的持续影响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低迷。它造成了企业投资回落，让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变得更会规避风险。结果，随着金融灾难影响的消退，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没有理由不应该恢复到正常水平。2017年和2018年世界经济的走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

第三种反驳观点是，数字化革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出作用。经济史上满是相关的例子。机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蒸汽机由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12年发明，用于将水从被淹没的煤矿矿井中抽出来。50多年后，在修理一台纽科门引擎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对其做了改进，以产生更大的动力，由此才使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另外，卓越的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说，纽科门的引擎也是以他人更早开发的原型为基础的。[32]事实上，他声称这是正常模式。我们一直受引导而相信，伟大的发明家会凭空想出一个革命性的新点子或一台机器。实际上，他们的工作通常建立在别人已奠定的基础之上。

更重要的是，虽然詹姆斯·瓦特在1769年就获得了第一台蒸汽机的专利，但直到约100年后，人们才感受到它对劳动生产率的全面影响。类似地，在美国，似乎在第一座发电站建成半个世纪左右之后，电力才对GDP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管这三种反驳观点的真相如何，乐观主义者还有第四种锦囊妙计。他们说，我们远没有耗尽进行根本性技术变革的能力，我们正处在有望带来飞速进步的新发展的边缘。正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言：

每当人们获取资源并以使其更有价值的方式重新安排时，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每一代人都已感知到，若没有发现新的想法，有限的资源和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就会限制增长。而且每一代人都低估了自己找到新想法的潜力。我们始终未能把握，还有多少想法有待被发掘……其可能性数量不是用加法来计算的，而要用乘法。[33]

第一个新“想法”是生物技术，它可能对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和环境保护做出重大贡献。医学科学的发展有望大大改善生活质量、大幅延长寿命。与此同时，对很多传统制造业领域，纳米技术和3D打印技术也具有提高生产率的前景。而现在，除这些之外，我们还有机器人和AI。


回到未来

我们这趟经济史的闪电之旅带出了几个关键点：

●自开天辟地以来，持续改善生活水平就一直不是我们的命运。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年复一年，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穷年累月，一些似乎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对GDP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微。换言之，变革的步伐没有带来改变。

●相比之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我们历史上的重磅事件，它表现得出类拔萃，是一个标志，自此之后，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开始稳步提高。

●但从一开始，这个“改善”过程中就有输家。这些变革使很多人的处境愈加恶化，人们花了几十年才有所好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和生计遭到破坏，但新创造出的岗位足以弥补损失，这些新的就业机会往往出现在那些未曾想到的领域中。

●尽管其远非改善的唯一来源，但事物不断变好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它使得人们既能以相同或更少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又可以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

●当技术进步与商业、政治及社会变革步调一致时（这促进了对它们的充分利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就能得到最大的提高。

●事实上，若没有合适的社会、政治和商业环境，靠其自身的话，技术要么无法进步，要么（如果有进步）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根据官方数据，最近生产率增速已大大放缓，这可能标志着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的空间在逐渐萎缩。

●但官方数据不太可能反映出全部情况。人类福祉的潜在改善程度或许一直远远大于官方数据所显示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机器人和AI。就像之前的蒸汽动力和电力那样，AI的初期发展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利基/小众领域。现在看来，它将影响经济的几乎所有部分，甚至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此外，与戈登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普遍将这里发生的事情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符合我们整个工业历史中正常的技术进步模式，即用机器替代人力。这有望成为一场报复性回归。假使这种情况以任何大小的规模发生，那么机器人和AI革命肯定不会没有经济重要性，就像戈登对计算机和数字革命断言的那样。事实上，恰恰相反。

因此，就在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能力感到悲观之时，一场新的“革命”伴随而来，其有望恰好提供他们开始为之绝望的东西。但一切都像吹嘘的那么好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进步引擎将回到正轨上来，其总体效应是否将与主导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些相同呢？也就是说，推动以前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会再次确保新工作替代旧工作吗？还是说，这次的情况是破坏性破坏（destructive destruction）？


第2章　AI革命会有所不同吗


变革的步伐从未如此之快，但也将永远不会再如此之慢。

——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2018年[1]

20年内，机器将能够做任何人类可以做的工作。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65年[2]


传奇投资家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爵士曾说过，投资活动中最昂贵的六个字是：“这次有所不同。”[3]他指的是金融投资。为了证明高得荒谬可笑的资产价格是合理的，人们会不时提出一长串论证，邓普顿的话就是对这种论证的评论。从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泡沫终将是泡沫，当它们破裂时，所有先前支持有问题资产的辩解看上去都像是空洞的金融宣传。然而，当下一次投资热潮出现时，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这种模式会重复出现。2000—2002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以及不久之后的2007—2010年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时，约翰爵士的智慧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相对于金融史，经济史是另一回事。不过，它们也有相似之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相当多的人以负面的眼光看待技术变革，认为它会使普通人陷入贫困，并造成大规模失业。事实证明，这些唱反调的人始终是错的。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畅销书《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中设想了这样的未来——自动化和信息技术提高了生产率，但大部分工作者“被遗弃在废物堆里”，与社会的成功无缘。该书出版于1995年。[4]

但是，由于机器人和AI的出现，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本质上是我们所看到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延续吗？还是说，它们是差异很大的东西？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革的关键特征之一是生产率的不断增长，由此为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提供了支撑；其二是这些技术进步创造出了新的工作，取代了很多消失了的工作。

即便是认为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人，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机器人和AI的发展确实不是一场革命。其实，这一论点相当于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罗伯特·戈登对通信革命评论的延伸。批评人士说，人们对该主题有很多争论和怒气，但说到底这没多大意义。实质上，他们说这场“革命”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因为经济进步的引擎已经停转，我们只剩下幻想和天花乱坠的大肆炒作。

第二种消极观点正好相反。在速度和范围方面，AI革命与我们以往看到过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基本上破坏了几乎所有人力需求，所以这场革命终结了创造新工作以补偿旧工作流失的状态。这不是经济“进步”的终点，却很可能是人类进步的终点。

在得出总体结论之前，我们需要依次检视这些批评观点中的每一个。


AI革命——不能被忽视的重大技术变革

那么，有关AI革命的一切都像吹嘘的那么好吗？贬低其重要性很容易，但我们应该谨慎。这不是技术变革第一次被看轻。确实，对新技术力量的低估有着悠久的历史。1943年，据说IBM公司前总裁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宣称：“全世界计算机市场的需求大约是5台。”1949年，一本人们认为声誉颇好的杂志《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写道：“未来计算机的重量可能不超过1.5吨。”[5]

从最初开始，互联网发展的快速推进就遭到了彻底怀疑。1996年年末，《时代周刊》（Time）解释了其永远不会成为主流的原因。该杂志说：“它不是为商务活动设计的，没有优雅地接纳新来者。”1998年2月，《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个头版头条是：“因特网？呸！”

也许最惊人的是，该文章的作者克利夫·斯托尔（Cliff Stoll）是天体物理学家、网络专家。他说，网上购物和在线社交是一种背离常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道：“事实是，没有在线数据库会取代你的报纸。”斯托尔声称，充满“互动数据库、虚拟社区和电子商务”的数字世界是“胡扯”。[6]

直到最近，AI一直面对类似的怀疑。此外，有一个事实还助长了这种怀疑——AI已经伴随了我们一段时间（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其尚未产生任何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它脱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探索开发的数字计算技术，该技术使纳粹的恩尼格玛密码（Enigma Code）得以破解，相当著名。

这一功绩与阿兰·图灵（Alan Turing）密切相关。图灵还设计了AI的早期概念框架，于1950年发表了开创性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该主题随后主要在美国和英国发展。但在收获好评和取得成就之前，它几经波折。

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关键的进展共同推动了AI的发展：

●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大幅提高。

●可用数据数量的快速增长。

●改进后技术的发展，涉及文本和图像方面的进步，包括面部及语音识别。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发展。

●基于算法的决策的出现。

所以，现在AI似乎已接近它的“詹姆斯·瓦特时刻”，就像瓦特在改进蒸汽机之前，蒸汽机已存在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开始改变生产方式。因此，AI这个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即将上演一次飞跃。

另外，它的影响很可能会让整个经济体系都感受得到。有些技术改进专门针对特定领域或较窄的生产方面，在更广泛的范围中影响有限。但偶尔也会出现某种发展，产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我们称这些技术为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蒸汽机就是GPT，AI也有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因此我认为，将未来数十年称为“AI经济”时代是恰当的。

机器人和AI有望对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某些领域，它们可以完全替代人类；而在另一些领域，它们能够大大提高每小时的产出，或者改善工作质量与可靠性。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很多服务领域，比如在老年人护理方面，它们可以有效地为工作人员提供高效工具，从而有望克服迄今为止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迟缓的问题。

此外，AI的进步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对AI抱有期望的人常常热衷于这样的概念——目前的发展呈指数级增长，也就是说，下一时期的水平总是比上一时期的高出一定倍数或百分比。例如，每年翻一番的事物正在经历指数级增长。每年增长20%的东西也属于这类。结果，给定的百分比增长率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绝对增长。

无论何时，若增长呈指数级，由于很大一部分累积变化都发生在发展过程的后期，因此很容易在该过程的早期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指数级增长的这种背载（Back-Loaded）本质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解释——为何我们有时高估技术在短期内的效应，而低估其在长期内的影响。[7]这一特性可能会为AI未来的能力带来奇妙的东西，但它也会强化个人、企业、政府的某种倾向，即很少或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适应其发展——直到为时已晚。

AI文献中充满了指数级增长的精彩例子，这些例子往往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术语表达，清晰地呈现变化早期显然平稳缓慢的步伐与后来急剧转变之间的对比。下面的例子来自卡耐姆·切斯，思考一下：

设想你在一个橄榄球场中……它已被密封起来，以防漏水。裁判将一滴水放在球场中央。一分钟后，她又放了两滴在那里。又过了一分钟，放4滴，依此类推。你认为把该体育场灌满水会花多长时间？答案是49分钟。但真正令人惊讶、不安的是，45分钟后，该体育场只有7%的空间有水。后排座位上的人们向下看，并相互交流场内正在发生的严重事情。4分钟后，他们都淹死了。[8]

指数级增长实质上是所谓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其含义通常是指，每18个月（有时两年），价值1,000美元的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会翻一番。一些分析家甚至提出，指数级增长的速率本身也存在指数级增长。费德里科·皮斯托诺（Federico Pistono）说，计算机速度（单位成本）在1910—1950年每3年翻一番，在1950—1966年每两年翻一番，而现在是每年都翻番。他声称：“根据现有证据，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趋势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下去，或者至少再持续30年。”[9]

在计算机和AI领域，指数级增长现象比比皆是。按照最近的增长率，可以想象，机器人的数量不久后就会超过人类。英国工程师、发明者、小说创作者伊恩·皮尔森（Ian Pearson）博士说，30年内，机器人数量将从现今的5,700万增加到94亿。该预测基于皮尔森所说的“适度”（modest）的假设，即机器人数量每年增长20%（当然，这是另一个指数级增长的例子）。

AI的进展速度和范围不仅让人们印象深刻、感到惊骇，还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不祥之感。AI威胁要取代某些活动中的人，而这些活动现在被视为专属于人类。人们曾经认为，即便是能力最强的计算机也无法下国际象棋。但在1997年，IBM公司的“深蓝”（Deep Blue）击败了世界最佳棋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深蓝”每秒可以计算1亿—2亿个位置。卡斯帕罗夫说：“我玩过很多计算机，但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我能感觉到——我可以闻到——桌子对面是一种新的智能。”

2001年，IBM的一台名为沃森（Watson）的机器在电视问答游戏《危险边缘》（Jeopardy!）
中打败了最佳人类玩家。2013年，深度思维公司（DeepMind）的AI系统自学雅达利（Atari）视频游戏，比如打砖块（Breakout）和撞球（Pong），这些游戏都需要手眼协调。这比看上去要意义重大得多。不是人们教AI系统如何玩视频游戏，而是AI系统如何学习玩游戏。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AI如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飞跃，但其重要性依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他写道：

一旦计算机比人类更好地成功完成了一项任务，人们就会普遍认为这项任务简单而不再考虑。然后会说下一个是真的很难——直到计算机实现了该任务，如此类推。的确，一旦机器能完成特定的事情，我们往往就不再称其为AI。泰思勒定律/复杂性守恒定律（Tesler's Theorem）将AI定义为机器尚无法做到的事情。[10]

而机器无法做的事情类别范围似乎一直在缩小。2016年，由谷歌（Google）旗下的深度思维公司开发的名为AlphaGo（阿尔法围棋）的AI系统击败了当时的欧洲围棋冠军樊麾。该系统使用一种被称为“深度强化学习”（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学习方法自学。两个月后， AlphaGo以4∶1战胜了世界冠军李世石。在亚洲，人们对该结果尤其印象深刻，因为相比欧洲或美国，围棋在亚洲要受欢迎得多。

正是互联网推动了AI获得更大的能力和智能。人类崛起并统治物质世界背后的关键特征是交流与专业化的发展，这是一种网络效应。互联网的出现，将计算机连接成网，从而改变了它们的能力。[11]

然后我们很快迎来了英国企业家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所说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IBM将其称为“智慧星球”（Smarter Planet），思科公司（Cisco）把它叫作“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通用电气公司（GE）称之为“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而德国政府的说法是“工业4.0”（Industry 4.0）。所有这些术语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想法很简单，就是将传感器、芯片和信号传送器嵌入我们周围的无数物体中。

互联网企业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说：“最终状态相当显而易见——每一盏灯、每一个门把手都将接入互联网。”[12]当然，所有这些与物质世界的连接都将以易于机器人和AI分析并做出反应的形式呈现。不过，所有这类连接上的事物也将能够直接与人类沟通交流——用“说话”（speaking）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AI狂热者认为，这可能会使我们对“事物”（things）的态度更接近于人们在前技术时代对它们的看法，以及如今部分非西方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也就是说，它们拥有某种精神和身份。

因此，无论你对AI经济中人类进步的空间有何看法——在进行初步全面评估之前，我将先给出一些主要的限定性条件——AI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肯定不能被轻易忽视。


人类还剩下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观点——机器人与AI革命可能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即这一次不会有新工作来替代旧工作。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始终处于经济进步核心位置的技术进步遵循着独特的模式。最初，机器代替了人类的肌肉，让人们做更多的脑力工作。在比较近的时期，尤其是借助计算机的发展，机器已经取代了某些脑力工作（计算机在中文里被翻译成“电脑”）。但是，至少直到最近，计算机只是在人们从事重复性活动的领域取代了人类，使他们能够做其他重复性较低的任务。然而，如上所述，目前AI在取代非重复性脑力工作方面也对人类存在威胁。事实上，是所有脑力工作。

有趣的是，机器会接管人类能够完成的所有工作的想法并非新观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公元前350年就写道，如果自动装置，比如由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神制造的那种，能够努力胜任人类所做的任何工作，那么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工作者都将是多余的。[13]

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究竟要到哪里去找到（并保留）他/她的位置呢？看上去就像撒克逊贵族（Saxon noble）和诺曼人（Normans）的对手“觉醒者赫里沃德”（Hereward the Wake），被“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军队限制在伊利（Ely，英国小镇）附近的沼泽小岛上那样，人类正被迫放弃越来越多的领地。还会给他们剩下些什么？最后的防线在哪里？如果连最后一个沼泽小岛也被征服了，那时会发生什么？还能有什么人类比机器做得好的事情留下来吗？

另外，机器人和AI不像人类，不需要给它们付酬或提供福利和养老金。那么，既然机器人生产率更高且成本更低，到底为什么还要雇用人类呢？

假使人类的工作基本上都消失了，那么，至少这形成了一个深刻的目标问题。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基础一直是努力谋生，既然如此，那要用什么来替代它呢？未来成为没完没了的休闲活动世界，这将涉及我在第4章中讨论的各种机会和问题。我只能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无休止的“休闲”，又名“失业”，不一定代表涅槃。

更何况还有厌烦、无聊和精神萎靡的潜在问题。这是一种充裕的生活，还是伴着贫困的休闲生活？因为，如果没地方需要他们的劳力，人们将如何赚钱？赚不到钱就没钱可花。没有支出，就不需要机器人产出。结果，不但人类会没工作，连机器人也会失业（我将在第3章中讨论和分析这些关于我们未来经济的“反乌托邦”观点）。

这种让人们焦虑不安的情况不一定是在未来发生的。此时此地，它就与我们同在。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相比对死亡的恐惧，美国人更害怕机器人在职场中取代人类。[14]


工作震动

我们应该持怎样的认真态度来对待就业威胁？很多AI梦想家非常悲观。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也许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对这样的想法提出异议——就像在过去和当前世纪一样，无数新工种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替代了消失的工作，因此，在接下去的几年中，这种模式将会重复上演，AI发展会导致工作流失。他辩称，当今的绝大部分职业在100年前就有了。根据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的数据，他发现，2014年80%的职业在1914年就已存在。而且，剩下那20%的新职业的就业人数不多，只有10%的工作人口从事这些职业。

如今的美国经济规模比1914年时大得多，就业人数也多得多，但很多现有的职业并不是新出现的。泰格马克说道：“当把如今提供的岗位数量排序时，我们不得不一路找下去，到列表的第21位才能遇到新职业：软件开发，它在美国就业市场中的占比不足1%。”[15]

按照这种思路，许多分析和预测人士对未来的失业率做了一些“末日降临般”的估计。1996年，联合国组织和美国学术机构联合设立了“千年项目”（The Millennium Project）。基于对来自不同国家的300名“专家”的调查，该项目产生了一份题为《2015—2016年之未来状态》（2015-16 State of Future）的报告，其中包括有关未来工作的部分。他们的判断是，到2030年，全球失业率“只有”16%，而到2050年依然“只有”24%。所以说，那没什么关系。[16]

麦肯锡公司的分析更为可信。它估计，若先进社会迅速转向新技术，到2030年，多达7亿人的工作可能会被机器人替代。即便使用机器人的步伐没那么快——麦肯锡预计——仍有约3.75亿人（占全部工作者的14%）将不得不更换工作并接受再培训。

请注意，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17]最近得出结论——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的工作者数量远低于此前的预期。其总结道，在经合组织内的富裕国家里，“只有”约14%的工作“自动化程度很高”。即便如此，该研究断定，“处境危险”的工作数量仍然巨大——经合组织中的32个国家中共有约6,600万个，其中仅美国就有1,300万个。

牛津大学的卡尔·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做过一项著名且被大量引用的研究，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47%的工作都很脆弱。[18]另外，一些人认为，与以前工作流失时期相比，如今正在发生的变化规模有所不同。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9]

因此，AI有望带来变革，它将破坏很大范围内的职业对人力的需求，包括许多直到最近似乎都对来自机械化的任何威胁具有“免疫力”的职业。AI深入到了以前被认为是人类独占的领域。劳动力市场中即将发生的变化将是真实、广泛、具有实质性的。


给人类的希望

但是，机器人和AI的进步是否真的预示着淘汰，而不是转换很多工作？如果是这样，是否会有新的工作机会来弥补传统活动中丧失的工作？我们有好几个理由相信，将来会是这样的，而且悲观主义者对未来出现全面失业状态的恐惧将被证明完全没必要。AI不会带来就业末日。

首先，尽管有那个吓人的头条新闻，但上面提到的麦肯锡研究强调，人类从事的某些工作会完全消失这种观点可能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它估计，只有不到5%的工作是完全自动化的，大部分工作包含可由机器完成的元素。事实上，该研究报告称：“大约60%的职业中的30%或更多的活动具有自动化性质。”这种趋势甚至延伸到了CEO身上。据麦肯锡估计，使用当前的技术，可以实现自动化的活动占用CEO 20%以上的时间。

引人注目的是，麦肯锡的这份研究报告对整体就业前景并不悲观。它认为，这与个人计算机问世时的情况极为相似。报告称，“自1980年以来，即使把被取代的工作也算进去”，这“也已经使得美国创造了1,580万个全新的工作”。有意思的是，一些人均拥有机器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如新加坡、日本、德国）的失业率也最低。

根据麦肯锡的说法，工作（任何工作）中最不易受自动化影响的方面是创造力和情感感知。诚然，该公司提到，在美国经济中，只有4%的工作活动需要创造力，但是需要“情感感知”的工作活动占比为29%。这些数据表明，人类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转换空间，可以借助专攻人类独有技能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更多工作满意度的方式来实现。[20]

“创造力”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不只是在谈论贝多芬和凡·高拥有的那种能力，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表现出创造力，孩子在玩耍时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其中包括创新能力，以及拥有处理旧事情的新方法的能力。

实际上，在麦肯锡提出的衡量人类“比较优势”的两个关键标准之外，我要加上第三个——运用常识。即使是最“智能”的AI也缺乏这种能力。这或许意味着，即便在机器大范围接管的工作种类或经济活动领域，仍然需要较高级别的人工监督。[21]

经合组织也得出了与麦肯锡类似的结论。前面提到的研究总结道，大多数工作难以实现自动化，因为它们需要创造力、复杂的推理能力、在非结构化工作环境中执行体力任务的能力，以及协商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经合组织就业、劳工与社会事务部主任斯特法诺·斯卡佩特（Stefano Scarpetta）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他对比了在大型工厂生产线上和在独立车库（提供汽车服务和销售）中工作的汽车修理师，前者很容易自动化，而后者却很难做到。

若依照这些标准，即便是根据AI梦想家和就业悲观主义者马克斯·泰格马克的观点，对AI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有若干个领域不会受其直接影响。这些领域涉及更有创意的活动，包括新闻、广告、一切形式的说服和倡议活动、艺术、音乐和设计。请注意，他认为即使是这些工作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且，也似乎缺少可以取代旧工作的新工作。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是大错特错了，稍后我将对此做出解释（我将在第5章概述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形态）。

人类与AI有诸多区别，可以用“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词加以概括。实际上，有一些AI研究中试图让机器识别与之互动的人类的情感状态，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甚至达到似乎具有同理心的地步。对于这个，那祝好运吧！我怀疑，机器人假装有情感反应并能理解人的表现很快就会被人类视为荒唐可笑。


进步速度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从AI能力的可能进步速度来看，在前景方面，有一个关键因素能对人类起到安慰作用。我在前面讨论了摩尔定律的威力，但其实摩尔定律根本不是个定律。公平地说，AI迷卡耐姆·切斯同样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这样的事毫无存在的道理——你能获得的微芯片上的比特数必然会继续呈指数级增长。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你一直能用1,000美元买到相应的计算能力。确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这两个增长率都将大幅回落。”[22]

AI文献中像胡椒粉般撒得到处都是的关于指数级增长的例子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它们的目的是将过程的简单性和最终结果的规模（和明显的必然性）结合起来，以让你大吃一惊。

但是，一切又都依赖于持续的指数级增长这种假设。而恰恰因为持久指数级增长的影响如此具有破坏性，现实世界中很少长期存在这种情况，通常是一开始增长缓慢，然后进入指数级上升阶段，随后放缓。这就形成了一个S形。有时，增长率会下降到非指数路线，该数字一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意味着，该增长率以同比的形式体现，正在不断下降）。

在其他理论案例中，某些事物可以持续增长，但永远不会超过一定的极限值。其中一个是“青蛙跳跃”（译者注：青蛙以池塘的中央为起跳点，第一跳的距离是池塘直径的一半，以后每跳都是前一跳距离的一半），它离池塘边缘会越来越近，但永远无法抵达。在一些其他案例中，以前快速增长的事物也许会完全停下来。

对于在AI文献中被频繁提及的“指数级增长”，我们将在本书中遇到其中一种模式。将观察到的现象描述为“定律”，并得出必须“不可避免”地遵循的结论，这类断言所依赖的基础（如果存在的话）往往很脆弱，所以，失望和幻灭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确实，一些科学的判断认为，AI进步的步伐最近也许已经慢了下来。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记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就持这样的观点。2015年6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举办了机器人挑战赛，马尔科夫对参赛机器人令人失望的表现感到震惊。他声称，自2007年智能手机发明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技术进步。[23]


技术表现不佳

人们对机器人和AI的真正能力将来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存在严重怀疑。是的，有足够证据表明，一些技术（包括AI和机器人）的进步速度甚至比乐观主义者想象的还要快得多。但是，在整体技术尤其是AI发展方面，它的表现并没有持续超出预期。情况完全相反。我最喜欢的一个实例是，某天深夜，记者艾莉森·皮尔森（Allison Pearson）因旅行要通过英国伦敦的希思罗机场的护照检查处。令她震惊的是，当时，自动（即机器驱动）护照检查点关闭了，结果为数不多开放的几个人工值守入境点前排起了长队。在询问了官员为何要关闭机器入口后，她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答复——“工作人员短缺”。

她提出异议，因为她了解到的是，毫无疑问，这些机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减少人力需求。虽然这是真的，但机器有个可恶的习惯——设备异常，而且/或者那些讨厌的人类对付不了它们，护照检查官员不得不解决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就这样，在正常工作时间结束之后，由于人手不足，机器不得不被关闭。

我敢肯定，护照检查处的小故障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解决。确实，最近在西班牙的马德里（Madrid）、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甚至希思罗机场，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类机器检查的情况，它们完全没有故障。但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其远非孤例）是，技术“改进”往往令人失望，而且与原始开发人员和之后的狂热者宣称的相比，其获得全部收益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通常，需要继续雇用人力的旧系统必须与新系统同时双轨运行，直到新系统运转良好并真正稳定下来。

一般而言，关于技术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AI。1965年，赫伯特·西蒙说道：“20年内，机器将能够做任何人类可以做的工作。”[24]1967年，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表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人工智能’的问题将得到实质性的解决。”[25]毋庸讳言，事实证明这些预言乐观得无可救药。这些分析师就像当今的“马尔萨斯”们——只不过方向相反（请注意，他们的其他成就掩盖了这种比较）。

确实，AI研究的历史是一段盛宴与饥荒交替出现的时期，因为在某些领域的成功经验会引来洪水般的投资，然后失败，导致资金被削减甚至完全枯竭。后者经历的时期被称为“AI寒冬”。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被发明以来，人们始终期待制造出在通用智能上能与人类匹敌的机器。当时及之后的任何时候，人们都认为，这种发展很可能在大约20年后发生。但是，预计的实现日期一直以约每年一年的速度推后。因此，许多未来学家仍然将机器获得与人类相当的通用智能的日期设定为未来的20年内。[26]

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于1982年上映，它描绘了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其中，人工生命形式在力量和智能两个方面都击败了人类。其续集《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在2017年推出，再次描画了类似的反乌托邦式未来。


机器人令人失望

与此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机器人的表现让人们的早期希望落空了。如果你认为它们仅仅是最近才亮相的，那还可以被谅解。实际上，通用汽车公司在1961年就推出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名叫“尤尼梅特”（Unimate，意为“万能自动”）。即使到现在，仍然有大约一半的工业用途机器人被应用于汽车制造业。在那里，定义明确的任务和严格的环境与机器人最擅长的领域完美匹配。[27]

有趣的是，虽然汽车制造厂日常会使用机器人来安装汽车的挡风玻璃，但如果车主的挡风玻璃损坏了，去汽车修理店修理，他们会发现，这项工作还是由人类技术人员完成的。

另一方面，尽管为实现这一目标花费了大量资金，但迄今为止，事实证明，人们依然无法开发出具有足够手部灵活性来叠毛巾的机器人（系鞋带是另一个至今仍然超出机器人能力范围的例子）。因此，被高估的独立机器人家庭帮手，与辅助人类帮手的工具不同，如果将来真的能够实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加坡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尝试教工业机器人组装宜家（IKEA）扁平包装的椅子。好消息是它们成功了；坏消息是，这花了两台（由人类预先编程）机器人超过20分钟的时间。据称，人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尽管这个特定的人类（不熟练的人）也可能会耗费更长的时间，或者在完成任务前就沮丧地放弃了。[28]

谷歌的研发集团（现称为X）最近实施了一个项目，以识别YouTube上的猫咪图像。《纽约时报》有一篇关于该项目的文章的标题是：《要用多少台计算机来识别一只猫？16,000台》。[29]

在中国，人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来努力开发机器人服务员，这些服务员不仅能准确地接收你的订单，还可以使你放心地让它们将食物端上餐桌而不会把汤洒在你的腿上。位于中国南部的广州市有三家餐馆曾雇用大量机器人作服务员，但由于机器人实在不够好用，后来不得不放弃了。[30]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对顾客傲慢无礼的人类服务员，毫无疑问，要让机器人像这些人一样表现也是很困难的。

的确，这是AI研究的核心悖论。实践证明，对机器人和AI来说，看起来非常复杂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而貌似很简单的任务完成起来则极其困难。这通常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1998年，机器人学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写道：“让计算机在智力测试或玩跳棋方面展现出成人水平相对容易，而在感知和移动方面，要想赋予它们一岁幼儿拥有的技能都很困难，甚至无法做到。”[31]

这与一些人所说的波拉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息息相关，该悖论由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化学家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观察研究后提出，他在1966年说道：“我们实际知道的多于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其意思是，人类在做很多事情时都没有遵循明确的规则。事实证明，最难以实现自动化的任务是那些需要判断力、常识和灵活性的事情，而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解释这些任务的完成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以AI能够复制的方式将这种理解进行编码是极其困难的。


AI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面

AI很难处理逻辑上模棱两可甚至彻头彻尾错误的指令。例如，许多电梯里都能看到这样的指示：“如遇火警，请勿使用。”意思是，如果发生火灾，你不应该使用电梯。对此，大多数人都很容易理解。但它很容易被AI理解为“绝对不要使用电梯，以防万一发生火灾”。

或者以电影《帕丁顿熊》（Paddington）中的精彩一幕为例——那只与电影同名的熊即将踏上它的首次伦敦地铁之旅。当它在自动扶梯上看到了一个数百万伦敦通勤者都熟悉的标识——“抱好犬只”后，帕丁顿迅速离开车站，为的是去偷狗，这样他就能完全按照那个指示要求带一只狗上扶梯了。和帕丁顿一样，AI也很可能会错误地理解这条指示。

AI狂热者无疑会反驳说，编写AI程序来恰当地解释这类指令是很容易办到的。我相信这是真的，但这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在人的整个一生中，这种逻辑上含糊不清的指令也许随时都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出现，没有预先编程的机会。人类之所以能够精确地应对，是因为他们不完全按照逻辑行事。

就连“深蓝”备受夸耀的胜利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自己的对手非常好奇，战败的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对比了AI梦想家早期的设想和现实情况。设想是，他们要创造出像人类一样思考、下棋的计算机，也就是说，这种计算机要具有创造力和直觉；而现实是，“深蓝”下棋时像一台机器，其获胜靠的是运用不动脑筋的粗暴数字计算能力，这种计算能力让它每秒能够评估出2亿种可能的走法。[32]

麻省理工学院的传奇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AI击败国际象棋冠军的表现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说道：“这并不比叉车在举重比赛中获胜更令人惊讶。”他还补充说，在某些特定领域，很多其他生物都做得比人类好。例如，蝙蝠理解声呐信号的能力比人类强。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认为，只要给予足够的进化完成时间，蝙蝠将在通用智能方面超过人类。

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全面而幽默地评价了“沃森”在《危险边缘》节目中获胜的表现。其标题是：《“沃森”不知道它在〈危险边缘〉节目中赢了》。塞尔指出，“沃森”事先并没有梦想得到这种结果，事后也没有庆祝。它不与朋友聊天，也不同情被击败的对手。[33]

默里·沙纳汉也认识到了这种局限性。他曾说道：“聊天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很容易给人相反的印象，前者经编程后可以讲几个笑话，后者的眼睛能跟着你在房间里转。但AI怀疑论者会迅速而恰当地指出，这只是一种幻觉。”[34]

就AI的所有巨大进步而言，到目前为止，其取得的成果只不过是鹦鹉或八哥的数字化等效对象，这些鸟常常因能发出单词或短语的音而令人震惊，但其实它们并不理解自己在“说些什么”。


变革的局限性

目前似乎有一种严重倾向——许多AI专家沉湎于热情洋溢的过度乐观中。日本顶尖的机器人专家之一高桥（Takahashi）教授警告道：“人们对机器人和AI期望过高。”关于打造可成为雇工、伴侣和一般苦力的自动机器的梦想，他说道：“这就像在火星上开发殖民地，在技术上或许可行，但坦率地说，这不值得如此大规模地投资，有更好、更高效的花钱方式。”[35]

至于“物联网”，很少有什么东西被如此夸大其词过。借由“物联网”，我们将能监视日常生活中的无数事物，并知道它们是否需要更新、改进、清洁或修补。可那又怎么样？我想也许会有一些有帮助的实例，但它们肯定是次要的，既不会显著减少对人力的需求，也不会有意义地增加人类的福祉。

最近，我平生第一次遇到“智能”厕所。鉴于要合乎礼仪，我不能详述全部细节，但想简单说说——这个厕所能和我说话，我听到的是迷人的女声，中途它还告诉我它的历史、喜好，对于提高如厕经验的愉悦性没有丝毫帮助。

未来，当门把手和窗帘需要我们关注时，它们也能跟我们说话，声音类似那些阴森空洞的嗓音，或者汽车里告诉我们安全带没系好的噪音。但愿不会如此！我想象到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场景——我生活中的所有物体都在向我尖叫，发出刺耳的声音，传递无用的信息。这种场景无疑是黑桃纸牌游戏中信息过载的情况之一。如此雪崩般的大量无用信息必定要让人付出代价。

早在1971年，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就看到了这一趋势。他写道：“信息耗费了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丰富的信息造成了注意力的匮乏。”[36]多么睿智啊！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主宰，注意力的匮乏无疑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都见证过饭店餐桌旁的情形，作为朋友、伴侣、爱人或无论什么关系的食客都黏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彼此之间毫不在意。无论距离有多远，大家都有关联；无论靠得有多近，我们都彼此疏离。当所有无生命的物体都能将自己的“声音”加入这种不和谐中时，天知道注意力的缺乏会达到怎样的极端程度。


非预期效果

即使信息技术已实现人们对其抱有的期望并已被应用于工作场所，但它依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对人们和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技术进步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影响。1931年，爱因斯坦将大萧条归咎于机器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曾委托行政部门开展过一项研究——自动化对就业的威胁。[37]

当计算机首次出现时，人们普遍预测，它们会终结大量的办公室工作。尽管打字员的工作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这种事情还是没有发生。还有，无纸化办公是什么情况？还记得这个吗？

特别是当电子表格软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会导致会计人员大量失业。与之相反的是，在美国工作的会计师和审计师数量从1985年的110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140万人。正如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新技术拓宽了会计师的工作范围，因此对其服务的需求有所增加。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看，有关AI影响的最流行的描述都遵循某种传统的想法，它与以前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促使人们给出了相当怠惰的假设——新机器不可避免地替代劳动力。有些技术进步确实属于这种类型，但有很多是对劳动力的补充，从而增加了劳动力需求。[38]

还有另一个很好的例子，离我们更近，即技术进步奇妙而令人惊叹，却没有表现出它最初看起来可能具有的变革性。你是如何读这本书的，用纸质书还是Kindle之类的电子阅读器？我敢肯定，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使用已被轻蔑地称为“枯树”（Dead Trees）的媒介来阅读它。然而仅仅在几年前，人们还普遍预测，电子阅读器很快就会造成纸质书的彻底消亡。不仅如此，纸质书的终结和书籍向数字形式的转变还会释放出无止境改善的可能性。结果，一本“书”永远不会完成，而是会不断更新和修订。因此，它将真的不再是一本书，而更像是一则滚动的新闻报道。

真是一场噩梦啊！我同情这个可怜的作者。想象一下，你永远无法吻别你的宝贝，而需要没完没了地修订和扩展你那倒胃口的“书”！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不过我们作者可以尽管放松，因为这种非常有争议的发展还没有产生结果。而且，它看上去似乎永远也不会发生。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读者回归到纸质书阅读，电子书的销量一直在下降。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电子阅读器有其应有的位置，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不具有纸质书的便利性，也没有纸质书给你带来的关于观念和思想的物理体验感。我的猜测是，两者将共存，但纸质书会保持其作为“真实的东西”的地位。其结果是，这种情形只存在于作者的噩梦之中——不断的修订、将一本书视为已完成作品的想法的消亡。

同样，当电影第一次出现时，人们相信，它不久之后就会将现场戏剧表演统统杀死。后来，在电视刚刚出现时，有人认为它将使电影灭绝。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电影、电视和现场戏剧表演并肩存活了下来。事实上，它们彼此促进、相互依存。


机器人与AI的成本

很多AI专家、非技术分析师及一些经济学家都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为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源于对机器人和AI替代工作者的想象。一旦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人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些悲观的结论。

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机器人和AI革命似乎开始重走西方世界走过的老路，在劳动力总数之外增加了数十亿工作者，但最初几乎没有投入任何额外资本。这就让西方世界的实际工资面临下行压力，价格下跌，总需求趋于疲软，致使政府开始实施极低利率政策。这种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随后便是大衰退，最终形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但这不是我们思考机器人和AI问题的方式。尽管没有领取工资、没有享受福利、没有拿到养老金，但机器人和AI肯定不是没有成本的。它们属于资本设备，创建、开发、维护都要花钱，融资也需要花钱。

此外，人们还要为它们安装合适的软件，这也需要花钱。而且，对软件来说，即便没有维护工作，至少也需要更新，这不仅是为了跟上最新的性能规范，更是为了使其能够正常运行。为了能够相互交流，机器人需要跟上其他不断发展的机器人的步伐。

巴克斯特（Baxter）机器人的工作成本约为每小时4美元。但实际上巴克斯特的能力并不强，需求量也不太大。这种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机器人，其售价却在22,000美元以上。因此，巴克斯特的销量一直没有起色。2013年12月，巴克斯特的制造商瑞森可公司（Rethink）解雇了1/4的员工。[39]

在凯文·凯利看来，购买一台工业机器人的成本为10万美元或更多，但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你可能需要花费4倍于此的金钱用于相关的开发、培训及维护，最终它“一生”的总开支将达到50万美元或更多。[40]

使用机器人涉及固定投资，该投资会受到决定投资是否值得的所有常规因素的制约：维护成本、收益率、融资成本，以及包括过时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过时风险被证明可能是影响极其重大的因素。即使机器人已经开始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相关技术仍会不断进步。随着机器人的软件和关键设计特性的改进，年代久远的老式机器人将失去价值，甚至可能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可将其与音乐播放器做一下对比。或许你曾对老式的78rpm（78转）黑胶唱机很满意，但很快它就过时了，因为45rpm和33rpm的唱机取代了它。随后，磁带和磁带播放机经历了短暂的阳光明媚的日子，然后让位给了CD。如今，它们几乎与曾经看上去最新、最现代的CD播放器一起被淘汰了，因为大家都从互联网下载音乐了。

即便机器人的技术能力更强，但只要使用机器人有成本，人类就有机会在与它们的竞争中胜出。机器人的成本越高，人类就越容易胜过它们。更专业的说法是，机器人的成本越高，人类赚取的工资就会越高。因为相对来说，人类仍然是更低廉的选择。

另外，从技术角度来看，未来的最佳竞争者将是人与机器人或者人与AI的组合，因为它们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以国际象棋为例，虽然AI能战胜最伟大的象棋冠军，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象棋冠军与AI的组合可以所向披靡，不仅能击败单独行动的最佳人类棋手，也可以胜过独自操作的最强象棋AI。


工资伸缩性

无论是人类、机器还是两者的组合，在特定情况下，要想证明哪种选择最低廉且最高效，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这取决于其价格。当然，机器人和AI的价格（包括资本和运营成本）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力成本也是其中之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成本越低，雇用人类而不使用机器人和AI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最近那次大衰退期间，对很多英国雇主来说，如果他们花钱升级计算机设备和软件，就会让一些雇员变得多余了。但是由于雇员的实际工资下降了，所以这些雇主继续雇用这些员工来维持运营。例如，法律事务所好像推迟了对数字文档管理的投资，因为法律助理能够做这项工作，且其收入颇为微薄。[41]

这就意味着，机器人和AI应用范围的大小及推广速度的快慢，不单是由技术决定的，还涉及人们对各种经济变量做出的反应，尤其是工资和薪金水平、利率及资本成本。

请注意，这并不能给人们以太多安慰。这种情况似乎暗示着，随着机器人和AI能力的日益增强，人类只有接受越来越低的薪水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机器人和AI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我在第6章要探讨的主题。我将在第9章讨论可用于减轻或抵消收入分配方面任何负面影响的政策）。

但是，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与其探求机器人和AI革命对人力需求意味着什么，还不如考虑人类会失去多少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这就使得人类的就业（和失业）水平成为价格（指工资和薪金）调整的结果，而不是数量（即工作数量）变动的结果。

不过，尽管这是思考该问题的合适方式，但它不会必然地引出这样的结论——人类面临是减少工作量还是降低工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将取决于人力需求的强劲程度。而且，正如我将在后面章节中所展示的，人类的品位和偏好也将对其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比较优势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简单的经济概念把所有这些内容串在一起。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交换的根本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比较优势。其基本思想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使一个人（或国家）绝对比另一个人（或国家）做得更好且效率更高，但对两者更好的方式依然是双方应该专门开展这样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他们表现得相对较好，并用该活动的剩余收益（Surplus Fruits）与对方（个人或国家）的剩余收益进行贸易交换。自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这个理论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关键见解。它的特点是极其简单，但绝对深刻。这也正是它的伟大之处。

一些AI狂热者（及对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在新世界中，考虑到一方是人类，而另一方是机器人和AI，比较优势将不再适用。这也是未来学家、AI专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的观点。他说道：

机器（尤其是软件应用程序）很容易复制。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用远低于雇人的成本来克隆。当智能可复制时，机会成本的概念就被颠覆了。简（Jane）现在能同时做脑部手术和烹饪，那她还需要汤姆（Tom）做什么呢？[42]

实际上，这一观点完全不对。除非机器人和AI能够毫无成本地生产并复制自己（可能奇点降临后都不会成真），否则，即便人类在每项任务上都不如机器人和AI，但他们始终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请注意，这并不能说明人类在这样的世界中能获得多少收入。其收入可能低到骇人听闻，甚至低到人们几乎都不值得去工作，此时国家对此就不得不进行重大干预）。

当然，要看到这样的结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我怀疑它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在很多领域，相比机器人和AI，人类拥有绝对优势，包括动手能力、情商、创造力、适应性以及最重要的——人性。这些素质将确保AI经济中有多到过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给人类（我将在第5章概述劳动力市场的未来形态）。


这次会有所不同吗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章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了——这次会有所不同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效率方面，我们将会看到一些非同凡响的发展和激动人心的改善，还有数不胜数的新商品和新服务，对其中很多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许多人不仅会失去工作，甚至连赖以生存的根基也会丧失。此外，机器人和AI将复兴增长引擎，在过去的20年中，它们似乎一直在失灵、停滞。

所以说，机器人和AI革命将会是重大事件。不过，蒸汽引擎、喷射引擎和计算机也是很重要的存在。正如其他新技术那样，机器人和AI会遇到很多死胡同，有夸大其词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因为在某些方面，它们未能实现被吹嘘的功能，尽管与此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它们的表现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这让人回想起21世纪初互联网繁荣时期的情形。当时，人们认为一切都将迁移到网上。同样，只要公司的域名以“.com”结尾，任何轻率狂妄的商业想法都必定会让其创始人赚得盆满钵满。那个时代的疯狂以金融市场泡沫的破裂和很多企业的倒闭而告终，其声誉也遭到重创。然而，互联网已然改变了世界。在那充满狂热、迷乱、刺激和夸张的环境中，一些企业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还改变了商业格局——亚马逊（Amazon）和谷歌就是出类拔萃的例子。

我们可以窥见经济将要发生的变化。那些梦想机器人会成为替代工作者、期望它们能在没有任何人工协助或监督的情况下完成人类可以完成的所有手动任务的人，可能会继续失望。但是，机器人在协助人类操作者完成复杂的任务（如外科手术）和简单的任务（如社会关怀）方面的能力之大，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大多数人依然低估了AI在执行日常心智任务时所能达到的效果。假如大批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消失，那么这种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然而，由于机器人和AI应用的日益普及，当下和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变化，本质上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过程的延续，而且效果也大致相似。首先，最重要的是，恰如其前辈们那样（前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大大提高生产能力。这无疑是件好事。至于如何充分利用释放出来的机会，这将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有着广泛且深入的相似之处。和以前一样，机器人时代不会对每个人都产生积极影响。或许所有人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让自己的生活确确实实变得更好。而且，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那样，机器人和AI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经济产生全面影响。

部分原因是，如其诸多前辈一般，目前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所体现的激进主义被过分夸大了。其实，即便在变革真正激进的地方，它们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及整个社会完全融合。此外，监管和伦理问题将导致新系统的全面实施落后于其技术可行性。

我们尤其要提防这样的想法——将机器人和AI革命视为一场海啸，目前它就在地平线以下，但推进迅速，并很快就会吞没我们。机器人已经在工业中应用了60多年，早期形式的AI也已被使用了近乎同样长的时间，它们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多年来的就业模式。算法已经承担起了诸如客户服务和记账等工作。这样的发展一直在持续不断、循序渐进地进行着，尽管从根本上颠覆了某些工作领域，但还没有出现众多AI早期狂热者所说的即将出现的“转变”。

如今，计算机能力的增强、数据可用性的提高，以及AI系统学习能力的改进，使得强化这些发展成为可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渐进性和不断演化的属性，意味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时间不能浪费在无所事事上，而要多花点时间考虑自身并做出改变，为将要强加于自己身上的环境变化做好准备。


未回答的问题

这里仍然留下了一些极其重要的议题有待解决，它们便构成了本书之后的内容，包含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人们将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增加休闲时间而非增加产出的方式从提高了的生产力中受益？

●什么样的工作会消失？什么样的工作数量会增加？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

●对资本、劳动力、个人、国家来说，这些变化会对各自的收入分配产生何种影响？

即便已经分析了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对该领域的看法依然只是局部而片面的，因为我们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东西——宏观方面。在机器人和AI的世界中，是否会有资金将对人类服务的隐性需求转化为创造并维护就业机会的有效需求？如果有，那么在资金方面不遭受其他灾难的情况下，向新世界的过渡会实现吗？

毕竟，正如我在第1章中强调的那样，过去200年的历史已经遭受了一些由重大宏观失败所造成的损伤，其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最为严重。不久之前，我们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接着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大衰退，其状况与大萧条相差无几。AI极客发出的悲观感叹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样的观点——在机器人和AI主导的世界，宏观经济很可能会出现问题，成为以前那些灾难的镜像（但也可能超过）。他们的想法对吗？

为了获得这个问题及其他几个相关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尽管要小心谨慎）宏观经济领域。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已经败坏了经济学的名声。但相比AI极客们的沉思冥想，这个主题有更多更易理解的文献资料。诚然，我有偏见，但我仍然认为它更有启发性。不管怎样，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阶段。在这个（及许多其他）领域，经济学为理解和认知提供了必要途径。


第3章　AI革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鉴于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问题，对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来说，这世界上的问题都是关于匮乏的问题，而非无法承受的充裕问题。魔鬼般可怕的自动化消耗了令人担忧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本应保存下来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赫伯特·西蒙，1966年[1]

预测极其困难——尤其在预测未来时。

——马克·吐温（Mark Twain）[2]


传奇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以其标志性的高傲口吻断言：“经济预测的唯一功能是使占星术看上去能让人接受。”[3]作为一名经济预测者，我虽然觉得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有些夸张，但还是很有同感。

那么，在预测遥远的经济前景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对看清未来方向抱有信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在预测经济的长期趋势时达到一定的精确程度了。我曾试图借助1996年出版的《通胀之死》（The Death of Inflation）一书做到了这一点。在该书中，我预测了一段较长时期的低通货膨胀，有时在超低利率的情况下陷入通货紧缩，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事实上，随后的几年大体上证明了这种预测是对的。但是，我之所以努力做出了如此激进的预测，是因为有几股强大的力量同时指向相同的方向，并且在随后的1/4世纪中都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能与之抗衡的力量。而原本它可以轻易地走上另一条路。

机器人和AI带来的经济影响并没有那么简单、明确，有很多可能存在的抗衡力量。此外，对机器人和AI造成的压力，公共政策的反应仍不明朗。因此，我们不得不努力应对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必须对自己要说的话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说明。

这一点对此后的论述尤其适用，因为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关于机器人和AI对经济的影响，无论是影响程度还是持续时间，目前依然存在激烈的争论。接下来，我将着重阐释AI革命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可能方向，尽管这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不管这种影响程度是如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大到地动山摇，还是像另一些人所怀疑的那么微不足道，这种分析对其都可能会有所帮助。而且，无论这种影响是像许多AI专家认为的那样直接、突然、强烈，还是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要经历几十年才显现出来，就像之前从蒸汽机时代到计算机时代所出现的那些重大技术进步的影响那样，这种分析也都是有所助益的。

不过，我会设法给这些影响加上一些可能的分量，并把它们与我在第1章中所回顾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以下八个主要领域中，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可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

●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总体水平。

●通货膨胀率。

●经济增长速度。

●利率水平。

●不同资产的表现/效益/绩效。

●平衡工作和休闲时间。

●可提供的工作种类。

●收入分配。

因为它们涉及的范围较广且相对独立，所以我决定在第二部分的三个章节中再分别论述最后三个主题。在第一部分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依次讨论前五个。不过，我要首先声明，宏观经济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包括我在第二部分的章节中才会覆盖到的三个主题，它们都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给理解和表述都带来了问题。虽然在实践中，所有事物都是一起确定的，所有的相互关系都是同时发挥作用的，但这并不是我们分析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方式。如果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你就会把自己弄得团团转。

在这里，我用传统的方式把事情分成几个部分，然后一次专注于一个部分，并将其他问题，以及它们与当前问题的相互关系留待以后检视。在此过程中，我会尽己所能参考这些关系，但在最终结论出来之前，一切都还未完成。首先，我会概述机器人和AI革命的宏观前景；然后，我再着眼于总需求的总体水平，以及相应的就业和失业的前景；接着，我会依次谈到我上面提到的其他四个主题。


更多的生产性资本

我在第2章中已明确提出，应将机器人和AI作为资本投资的类型来看待和分析。由于一些卓越的技术发展，机器人和AI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因此也提高了生产力。投资它们更有回报价值。如果AI狂热者是对的，那么回报价值将会得到更大［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的提高。

一旦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传统的经济分析就能派上用场了。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Capital）的增加会导致以下几种明显的结果：

●投资增长。[4]

●实际利率面临上行压力。

●实际产出和人均收入增长。

●平均实际工资可能增长。

最后一个结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多，每个工作者拥有的资本数量都会上升。然而，就像任何其他资本投资一样，平均实际工资能否增长，取决于宏观层面上新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而非补充）程度。众多对AI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文献都或明或暗地假设机器人和AI是人工的纯粹替代品。但是，正如我在第2章中讨论提到的及后面章节中将证实的那样，在大部分经济领域中，机器人和AI都是人工的补充。

从根本上说，人类与AI完全不同，他们擅长不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人类、机器人和AI将通过相互合作的方式产生更多的成果。但是，由于这是人类世界，机器人和AI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也不要求回报（至少在本书结束之前），因而受益的将是人类。

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现在就能全面考虑机器人和AI革命带来的各种宏观经济影响了。首先从对经济活动和就业的影响开始。


经济活动与就业

科技文献中充斥着技术进步会导致经济末日的设想，尤其对将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进行了大量描述。要推翻这些已经被强化了的论调并非易事。但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现代经济中有几种不同的失业类型，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导致前者的原因是，在变更工作的过程中，人们无法（或不愿）恰当地协调好离开旧工作、开始新工作的相关事务；导致后者的原因则是人们工作的行业和/或领域的衰落，甚至可能涉及他们赖以维生的技能的冗余。虽然机器人和AI革命会牵扯到这两种类型的失业因素，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尚不足以导致许多AI大师所描述的末日幻象。

他们对前景的极端悲观看法有两个版本，两者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第一个观点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该观点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是人类能够比机器做得更好的，因此人类可从事的工作将不断减少，大面积失业在所难免。第二个观点本质上是经济方面的。该观点认为，机器人应用的普及和AI的发展将抢夺经济体系中的购买力，因此，即便从技术上来讲可能会有供人类从事的工作，但整个经济体系中不会有能让他们就业的需求。

我在第2章中已谈到过该悲观前景的第一个版本，并发现了它的不足之处。我指出了大规模就业能继续保持的方式和原因。在第5章中，我将讲述未来工作可能呈现的景象。不过在这里，我必须先处理该悲观前景的第二个版本，即与经济有关的那个。

这种悲观看法并非什么新鲜事。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对福特汽车制造厂的参观中，美国工会老板沃尔特·路则（Walter Reuther）看到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车组装机器人。正在带路则各处观看的高管问他，要如何让机器人支付工会会员费。路则回答道，更大的问题是怎样让机器人购买汽车。[5]

关于机器人和AI带来的经济影响，未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也存在诸多风险。对机器人的产出没有购买需求是其中之一吗？是时候介绍一下经济学基础知识了。首先，我将简要介绍关于总需求的简单经济学，不涉及机器人和AI。然后，我将机器人和AI引入进来，分析它们如何契合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框架。

那么，“热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我们从一句话开始：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了产出，某地某人就有收入来购买它。这是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于19世纪初所写的格言。[6]众所周知，就像当时那样，萨伊定律在今天依然适用。我说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萨伊定律在当时也非绝对正确——现在也一样。因此，不仅仅是技术狂热者会过度使用“定律”一词来描述某种关系，有时经济学家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尽管如此，在处理萨伊定律的复杂性之前，我们还是先从简单事实说起。对宏观经济而言，产出等于收入，收入等于支出。可以说这是一枚硬币的三个面。如果商品被生产出来，那么这些商品就会被有收入的人购买，生产者也因此获得了生产这些商品的报酬。在机器人和AI驱动的世界中，这个事实依然成立。机器人可能没有购买力，但拥有它们的人却有这种能力。因此，假如机器人和AI提高了生产力，那么这就提高了某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至于那人是谁，我稍后会讨论。

凯恩斯理论的条件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其复杂性。在货币经济中，虽然生产带来了可用于购买已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收入，但实际上这些收入可能不会被全部用完。如果是这样，那么生产出的一些产品就会无人购买，这就会造成产出被削减、人们被解雇，进而导致收入减少、购买能力下降，等等。这是对经济衰退的描述。当这一过程发生逆转时，则会引发经济复苏。经济衰退不一定会发生，因为有收入可供消费。但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收入不一定总是被用光。

实际上，货币经济中始终存在这种波动。[7]正常情况下，这种波动幅度很小且短暂。但是，在真正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需求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低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解释了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并指出了若这种萧条局面出现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克服它。在这些情况下，凯恩斯主张政府和央行应付诸行动，使总需求恢复正常。

远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过的萧条期，近有2007—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又是席卷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衰退。经历了这些后，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些萧条状况以及凯恩斯关于如何应对它们的建议都是古怪的，是一种只有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感兴趣的人才会关注的“历史奇谈”。

然而，在过去10年间发生很多事情之后，没有多少经济学家认同这种观点。凯恩斯回来了。虽然经济学家对政策细节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但现在凯恩斯理论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公认的智慧。他们认为，在必要情况下，为了解决总需求显著不足的问题，政府和央行要采取行动阻止事态恶化，而且采取这类行动是它们的职责。[8]

候选措施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减税、降息或借助量化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应。最后，如果所有措施都不奏效，那还有一个选择——免费给人们发钱，即所谓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这一选择最早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提出。最近，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人也开始探讨并倡导该措施。

这并不意味着衰退（或小规模的萧条）不会发生，但这确实意味着真正严重的萧条（比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不太可能出现，除非当局失去理智，并且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未能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

萧条趋势

在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及其他任何情况下，上述关于宏观政策行动的结论都适用。但在机器人时代，采取这类行动的需求会更大吗？也就是说，在新世界中，是否会出现因更大的消费不足而引发高失业率的趋势，进而导致政策当局不得不用上述各种方法来抗衡？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说未来很多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就业机会将很少。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阐明的那样，只要人类仍然需要他人提供服务，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他人供应商品，那么对人力的需求就会存在（我将在第5章中讨论他们想要这些东西的程度，以及未来的就业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不，我打算在这里讨论的失业趋势是凯恩斯式的失业。这可能会对机器人和人类产生影响。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是机器人和AI对总需求水平影响的结果。

AI经济可能趋向于抑制总需求，对此，有两个看似合理的原因。第一个是，除非采取特定的具体措施来纠正这一趋势，否则在新世界中，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资本所有者可能会获得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换言之，收入分配将从工资转向利润。若非企业具有同样的利润支出倾向，或者在利润分配给股东时，他们也有同样的股利支出倾向，就像赚取工资的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一样，那么总需求就会降低。

得到同样结果的第二个可能途径来自工薪阶层自己。无论机器人和AI是否会导致收入向利润的转换，它们都可能拉大两类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类工作者（及潜在的工作者）没有什么技能，或掌握的技能可轻易被机器替代；另一类工作者拥有宝贵的技能，特别是那些很容易与机器人和AI一起工作的工作者，他们因此享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事实上，在这个由机器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处境最糟糕的人拿到的工资可能相当之低，以至于很多人选择不工作，因为他们的潜在就业收入低于他们可以从国家获得的福利。

换言之，机器人和AI革命可能会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在这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这种转换是否被认为是可取的、是否为社会所接受、在政治上是否可持续（我将在第9章中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此基础上，因为相比富人，收入较低的人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往往更高，这种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如果发生的话，可能会造成总需求低于生产潜力的趋势。

有可能需求不足吗

从表面上看，机器人和AI应用的扩大将加剧工作者之间收入的不平等（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该问题）。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同样，对于第一种情况，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以扩散来自机器人和AI应用获得的利益（或许可通过征收机器人税实现，其收入用于资助全民基本收入，我将在第7章和第9章中讨论这一点），其影响可能是以牺牲工资为代价来提高利润。

即便确实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两种都发生，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假定它们必然会导致需求不足。若机器人和AI革命如其狂热者宣称的那般影响巨大，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基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结构中的经验来断言，自信地认定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这是不明智的。这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情，当时的经济学界漫不经心地设想，战争的结束将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需求不足的回归。而结果是，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激增带来了强劲的总需求。

另外，在机器人时代，不管收入分配如何变化，总需求很可能会受到一些重要的补偿因素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世界曾遇到过两股削弱总需求的强大力量。

首先，由于人口老龄化，西方很多地方的人更青睐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但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口年龄平衡很快将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工作者，退休人员的数量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而且退休人员通常会花掉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常常会耗尽其积蓄。因此，在很多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储蓄减少和支出增加，从而产生更强劲的总需求。

其次，在进入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的高消费（且低储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低消费（且高储蓄）国家（如中国、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前者往往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而后者则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一如既往，逆差国家承受着通过减少开支来降低逆差的压力，而顺差国家则没有相应的反方向压力。全球层面存在着消费不足（过度储蓄）的趋势，这给世界经济施加了通缩压力。与之相对的是各种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各自不同的问题，包括导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多种因素。

近期，造成这种国际不平衡的根源之一已经逐渐消失到无关紧要的程度，即因为石油价格一直急剧下跌，石油生产国的顺差几乎已降至零（请注意，这种情况会一直变化，实际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已经改变了）。此外，中国的顺差也已大幅下降。

全球贸易不平衡程度的降低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助于在不诉诸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维持总需求。目前，国际不平衡持续的主要来源在欧元区，尤其是德国。但无论如何，我怀疑这也会改变［对欧元区及其对全球不平衡的贡献的分析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对该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的《欧洲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Europe）
一书，该书修订并重新出版后更名为《成功脱欧》（Making a Success of Brexit）］。[9]

与此同时，银行体系正逐渐从2007—2009年的几近崩溃和随后的监管限制冲击中恢复过来。它们变得更加有能力且有强烈的放贷意愿。这也刺激了总需求的增长。

除了削弱总需求的各种因素在逐渐消失，我还看得出，一种可以增强总需求的重要新力量出现了。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释放出了新机会，加之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应该会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到，AI经济会出现投资支出蓬勃繁荣的特征。因此，即使机器人和AI革命确实会使收入从工资转向利润，我们与局部需求不足的前景也还离得很远，但这也未必会导致总需求疲软。情况或许恰恰相反（我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政策响应

但还有宏观经济政策与之对抗。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上述补偿因素，机器人和AI时代的总需求还处于低迷状态，那么事情就不会到此为止。政策当局会以上述部分或全部方式进行干预，以提振总需求。

应当承认，这可能会有一个特别棘手的过渡问题。在机器人和AI时代发展的最初阶段，如果许多人失业了，那么他们就没有收入来支付他人提供的新服务。但这也可以借助公共政策来缓解。这是个过渡性问题，而不是终点。

因此，即便上述可能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总需求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没有补偿因素，然后就由此得出这必将是一个需求不足且失业率高的时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机器人时代的开始阶段很可能会成为扩张性政策施展的时代，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量化宽松或“直升机撒钱”。而政策制定者采取的首要手段肯定是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稍后我将讨论未来可能的利率和债券收益率）。

请注意，这杯由各种扩张性政策调制出的“鸡尾酒”有其局限性。持续的预算赤字会造成公共债务累积，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影响国家的财政偿付能力。若债务超过可持续水平，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要么违约，要么通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许是暂时解决需求不足的可行方法，但从长远来看，它不具可持续性。所以，如果说需求不足是AI经济中的常态，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为其提供出路。

超低利率也许更具可持续性，但它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成本。最重要的是，长期维持超低利率会严重扭曲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可能会损害经济的发展潜力。此外，通过推高资产价格维持的低利率往往会导致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


通货膨胀率

很多人认为，机器人和AI时代必然是低通胀甚至通缩（即价格下跌）的时代。我真希望自己有他们这样的信心。实际上，这种看法太过简单。诚然，如果收入分配的转变导致出现总需求低于总供给的趋势，并且上述潜在的补偿因素不够强大，那么结果将会出现人力和资本（包括机器人）双双失业的趋势。这会带来价格下行压力，使得通胀率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机器人时代将是低通胀甚至通缩的时代。

但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如果”：

●如果机器人和AI革命出现，它是否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

●如果确实会，它是否会导致需求不足的趋势出现？

●如果出现这种趋势，包括政策响应在内的补偿因素是否不够充分？

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引入机器人和AI的初始效应是降低价格。毕竟，应用机器人和AI的目的是降低成本，主要方法是节省人力，这些人力或者被释放到了劳动力市场，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被吸纳进来。

这反映了全球化的到来和中国作为生产大国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对价格水平施加了下行冲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施加了一系列滚动下行冲击，从而有助于压低通胀率。

但是，就像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一样，这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效应——尽管过渡期相当漫长。另外，正如我在《通胀之死》一书中所论证的，最终，通胀率将是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如果当局不想看到价格持续下跌的局面，甚至不希望看到通胀非常低的状况，并且已准备好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将不会出现价格下跌或通胀非常低的局面。这对以下两种情况都适用，一是应用机器人和AI所释放出的任何价格通缩趋势，二是全球化和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机器人时代，针对高通胀、低通胀或任何特定的通胀率，货币当局以及他们背后的民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AI革命可能会影响通货膨胀的表现方式，尤其是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5年中，除了全球化和中国崛起对价格水平的直接影响，数字革命也带来了全新的微观经济现实，理论经济学一直在奋力理解并融入这种经济工作方式的模型。

自远古时代以来，短缺始终是我们生活中持久不变的特征——食物和住所短缺、土地短缺、工具短缺，一切都短缺。事实上，整个经济学就是作为对短缺的回应而成长起来的。作为一种方法，经济学通过研究如何管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短缺来获得最佳结果。而且，经济学的概念语言也由持续的短缺压力所主导。以“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这个概念为例，做某事（任何事情）的机会成本就是你放弃的本可以用金钱/时间/注意力参与去做的任何其他事，或者你所选择的投入到选定的事情、服务或时间上的任何事。

然而，信息技术（IT）/数字革命极大地扩展了那些不遵循一般短缺规律的事物（或更常见的非事物）的范围。任何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如信息、数据或知识）都不会因更广泛地共享而减少。用于描述这种特性的术语是“非竞争性”（non-rival）。此外，在数字世界中，网络效应无处不在。增加网络成员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它对网络上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有益处。

经济学已经发展到分析一个商品由原子构成的世界。但由比特/位（bits）组成的事物呈现出四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它们可以被完美复制。

●额外的单元可以以（几乎）零边际成本“生产”。

●它们可即时传播。

●它们可以以（几乎）零边际成本传播。

AI革命将拓展并强化经济中表现出这些特征的各个方面。当然，短缺依然存在：土地短缺、与之相关的位置短缺，以及粮食和其他物质商品的短缺。人类仍然受限于时间。但相对于由物质、限制、短缺定义的世界，在规模和范围上，数字化、网络化、丰富充裕的世界将不断扩大。

这将影响成本的整体表现。在由物质组成、由短缺定义的世界中，这些成本将继续上升。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里，随着产出上升，平均成本下降，边际成本不会上升，甚至可能会下降。

经济的这两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相对收入份额、利润率和宏观经济表现。一种潜在的负面后果是，成本曲线下降往往有利于垄断和/或寡头垄断的发展，并强化“先发优势”。这种影响在信息技术行业体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催生出了大量利润丰厚、影响力巨大的企业，而其雇用的劳动力却少得惊人（我将在第6章探讨这些问题）。

但有一个较为有利的影响——在较高的经济活动率和较低的失业率下，通胀将继续保持稳定［在经济学术语中，这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a flattening of the Phillips Curve），该曲线描绘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步伐

我在第1章中已指出，最近生长率增速出现了深刻而持久地放缓的趋势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撇开机器人和AI带来的机遇不谈，我也满怀信心地预计，生产率增速将从发达国家近期表现出的低水平状态回升。当然，前提是正常地衡量生产率增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如果”。

因此，未来几十年可能的经济增长率的背景是，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可能会增长1%—2%。现在让我们看看机器人和AI对已经在改善中的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30年，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生产率以年均超过3%的速度增长。经济表现得如此优秀的原因有几个，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过去20年里积累起来的技术进步的充分利用，以及充分就业和低利率结合而带来的高投资。

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有两个主要因素将推动生产率的迅猛增长，第一个是包括AI在内的“机器”直接替代人类，这反映了过去200年间出现过无数次的情况。这将在很大范围的活动中发生。第二个来自机器人和AI的应用对人类工作者的帮助，其中涉及多种多样的服务活动。这将使人类服务提供者能在给定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比如，对于如今应用机器人的护理工作者，他们可以在探访“老人之家”的分配时间内提高工作效率；同样对于外科医生，他们现在可以在高水平机器人的辅助下做手术。在后一种情况下，使用机器人不一定会大大加快手术速度，但会使手术更精准、侵入性更小，并允许医生远程操作，从而可能节省旅行花费的时间资源（我将在第5章讨论这些影响的范围）。

服务业的潜在生产率增长比看上去的要重要得多。几十年来，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一直快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随着经济日益为服务业所主导，这已成为制约生产率增长进而限制生活水平提高的首要因素。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对该因素重要性的认可大大助长了对生产率增长潜力的悲观情绪。

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利用资本设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能力有限，从而限制了其生产率增长的能力。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社会工作等其他服务部门，都体现出这一基本特征。但如今，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使得为服务业部署的资本配置额大幅增加，从而为大幅提高生产率提供了空间。

萨里大学物理学教授、英国科学学会主席吉姆·艾尔-哈利利最近估计，到2030年，AI可为全球增加15万亿美元产出，这比目前中国和印度的产出总和还要多。[10]

我不确定他的这一估计来自何处，但只要稍加计算就能让他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并能帮助我们判断机器人和AI的重要性。让我们假设一下——AI革命会带动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至少在中长期内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可用指标）推高至2000—2007年的水平，即达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一比率为每年1.6%，而对全世界来说是3.1%。若这种增长速度持续10年，那么人均GDP的累计增长率将分别略高于17%和35%。不过，如果这种增长速度保持30年以上，那么人均GDP的累计增长率就将分别达到61%和150%。

当然，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的增长率更高（而且发达经济体与整个世界之间的排名颠倒了过来）。如果我们假设全世界都恢复到了这个黄金时代有记录的增长率，那么这将使10年内总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32%，而发达国家10年内的有记录累计增长率将为37%。30年内的增长数据会相当壮观：分别为接近130%和超过157%。

加上其他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包括纳米技术和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这样的扩张速度应该完全可行。想象一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均GDP将增长一倍以上，生活水平也会因此不止翻一番。这的确会是一个惊人的结果，它将充分证明AI狂热者的热情有道理，同时也将说明AI悲观主义者悲观错了。

你可以说，机器人时代的生产率增长可能会相当高。但你不能说，经济增长将以相同的速度发生，或者以最近的标准来看，经济增长确实很高。在我们能实现这种跳跃之前，有“两座桥”必须跨越。

“第一座桥”与我前文提到的总需求相关。可能的情况是，尽管生产增长率很高，但由于总需求无法接纳此时迅速增长的供应能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和机器人）仍将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然而，正如我前文所论述的，我认为这种前景不太可能出现，而且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阻止其出现。

“第二座桥”不仅意义更重大，而且更有可能实现，即以增加休闲而非产出的形式提高供给能力的趋势。至少在发达国家，人们不希望消费两倍于当前数量的东西。毫无疑问，将会有新事物成为他们的欲望对象。或者他们会选择更多的休闲而不是更多的东西。这就引出了全新的问题集，我将在第4章中讨论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GDP的实际增长率将低于生产率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将无法充分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完全有可能的是，人们会越来越喜欢增加休闲时间，以至于尽管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但GDP的实际增长率却并不引人注目。也就是说，正如我在第4章要讨论的，按照过去的形式，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产出增加与休闲增加的结合。

让我们澄清一下。假如这里阐释的关于生产率增长更快之类的愿景得以实现，那结果将是，即使在我们现有的测量数据（如GDP、实际收入或人均实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比西方近几年的正常增速更快，生活水平亦将提高得更快。此外，由于增加了休闲时间，人类生活状况改善的潜在速度也将更快。


利率

这种未来愿景对利率意味着什么？经济学家通常会区分名义利率（nominal rates），即货币利率和所谓的实际利率（real rates），前者是我们为贷款支付的利率或因存款而获得的利率，后者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要如此区分，是因为正如术语所表明的那样，实际利率可能会影响经济行为。实际上，如果你只盯着名义利率，就会很容易误入歧途（不过这并不是说名义利率完全不重要）。因此，在这里我将坚持这一区别。我先讨论实际利率，然后再谈谈名义利率。

在有关实际利率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的喧嚣与骚动之中，通常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有两个主要因素具有重大影响：

●总需求是否低于或超过潜在的生产能力。

●生产性投资收益率与用于金融投资的储蓄供给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因素决定了货币当局是被说服试图通过施加较低的实际利率来促进需求，还是借助较高的实际利率政策来抑制需求。自然，他们的书面命令只适用于直接受其控制的短期利率（在英国是银行利率，在美国是联邦基金利率）。但实际上，这些短期利率往往会对长期利率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整个投资领域的收益率和必要收益率。

第二个因素是典型的长期因素。它符合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决定“那个”利率的因素。这是一种力量的平衡，实际利率的结果将取决于两个要素，即储蓄倾向与投资意向。

我在本章讨论了机器人和AI的应用对政策制定者制定利率的影响。在那些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中，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几乎每一位AI专家的头脑中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机器人时代的特征是就业不足和经济萧条。因此，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政策制定者都会设法消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对萧条和失业的设想其实相当于认为将来会持续保持低利率——至少在担忧这种政策的扭曲后果并说服当局放弃它之前是这样。

他们的设想或许是对的。但每当看到被懒散地建立起来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的传统智慧时，我的一切经验都强烈要求自己望向相反的方向。如上所述，纵然公共政策没有预先阻止或至少限制这种可能的转向——工薪阶层和消费者的收入分配从工资转向利润，并从低收入者转向高收入者，总需求最终依然可能变得强劲而非疲弱，这是合理的。我怀疑将来它会是这样。

假使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而且，如果这些因素联合起效——老龄化、世界经济更加平衡、银行实力更强大、AI相关投资井喷，并且它们的作用大到足够补偿因不平等加剧而引发的任何消费疲软，那么机器人时代就没有理由成为超低利率时期。的确，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实际利率应该回到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正常水平，甚至可能更高。

储蓄与资本收益

现在是时候谈谈确定实际利率的第二个因素了，即储蓄与资本需求之间的平衡。由于上述及后面几章中将进一步阐述的一些原因，新世界有可能处于高储蓄率状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会压低实际利率。但这种设想远非定论。将高储蓄率视为必然是不明智的。尤其是，如上所述，人口结构变化也许会将其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这涉及上面提到的日本、中国和欧洲相当程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同时，机器人和AI革命很可能会带来资本收益的大幅提高，从而导致长期资金需求的剧增。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将推高实际利率。

总而言之，我猜想，机器人和AI释放出的绝佳机会将引发投资激增。这不仅有益于保持总需求的强劲，也会因此削弱较低的实际短期利率以刺激需求，并吸收可用的储蓄。这一点尚不确定。但我敢打赌，机器人时代将是实际利率相对较高的时代，不只表现在（政策决定的）短期利率一方面，在整个利率范围内都会是这样。

名义利率

大多数人从名义利率（即货币利率）而非实际利率的角度来思考和交易。要怎么说他们呢？如上所述，两者之差就是通货膨胀率（严格说来，应该是预期通胀率）。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AI经济将以高通胀或低通胀为特征。至于占主导地位的通货膨胀率最终结果会怎样，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货币当局的工作，及其背后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在投票箱里表达的政治力量。因此，对于我所说的实际利率的可能走势，可以将其作为一级近似，也适用于名义利率的可能水平。

这并不等同于预测AI经济将出现低通胀，并因此出现低名义利率。相反，一旦易于对价格水平造成向下冲击的过渡阶段基本结束，它就是一种不可知论立场的断言了。AI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可能高也可能低。我想说的是，一旦过渡阶段结束，我将看不出机器人和AI带来的变化的本质，它可使经济系统性地倾向于一种或另一种结果。

但警告一下是必要的。实际利率可能的变化幅度相当小，也许是6%或7%，从-1%或2%到约5%。即使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这个幅度也算非常大的了。在实践中，实际利率的范围通常介于0—3%之间。相比之下，可能的通货膨胀率范围却是无限的。在现实中，通货膨胀率一直在-20%到百分之几千之间。因此，我所说的实际利率可能会轻易被通胀环境的变化对名义利率的影响淹没。


不同资产的表现

在机器人时代，利率变化将成为影响不同资产的表现以及投资回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我在这里必须得说点什么，但我不能也无意将它们作为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表。

但读者对不同类型资产的平均表现和总体表现有合理的预期。此外，它们的表现甚至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考虑不同类型资产可能发生的情况很重要。

若由于上述原因，实际利率降低了，那么这将或多或少对所有投资类别产生压倒性影响，支撑资产价值，但也将延续低收益率时代。不过，也是由于上述原因，我怀疑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而且实际利率将回到2007—2009年前被人们视为正常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对不同资产的表现说些什么呢？

债券的走势将受到当前和未来实际利率水平以及预期通胀率的密切影响。如上所述，我没有理由认为机器人和AI的广泛应用会推动平均通胀率向任一方向发展，我也没有理由相信金融市场会预期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已经说过，预计实际利率将回归“正常”甚至更高水平。换句话说，债券收益率有望回归“正常”甚至更高水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意味着现有的资本持有者将蒙受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股票很可能会受到相反力量的冲击。一方面，如上所述，债券可能发生的变化会产生一种抑制性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我对经济增长将会强劲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将产生提升利润增长率的效果。此外，即便没有这样的促进作用，收入分配仍有可能发生上述从工资转向利润的重大转变。

请注意，至于股权投资，微观细节肯定会主导宏观普遍性。有些行业及行业内的企业将从新革命中获得可观的利润，而另一些行业则根本不会从中受益，或者严重亏损，甚至走向消亡。机器人和AI革命将改变生产结构，甚至改变我们生产的那些东西（thing）。但这些词可能会有点误导人。“produce”（生产）一词并不完全合适，无论恰当的动词是什么，宾语都有更可能是“non-thing”（非物）而不是“thing”（物）。

投资的表现将取决于基础资产及其管理工作如何应对机器人和AI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为了让你能对第4—6章的内容先睹为快，我在此列举四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医疗保健、休闲活动、个人发展、老年护理。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房地产领域。住宅地产也将受到相反力量的冲击。实际利率任何幅度的上升都会倾向于压低价格，而收入的大幅增长则倾向于推高价格。

可以说，商业地产的情况与之大致相同。但在这方面，微观细节也很有可能发挥压倒性作用。而商业地产可能会受到重大的负面宏观因素的影响。如果因为人们选择（或被迫）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我将在第4章讨论这一点），那么工作时间就会大幅减少，这必定会加强最近使商业办公空间需求趋于减少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在没有AI的影响或者至少影响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商业空间需求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自1980年以来，英国的实际办公室租金已经下降了20%。此外，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可能会对商业地产价值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对此我将在第5章详细讨论。


未来的宏观经济

我对机器人时代宏观经济的可能形态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或许会令许多读者惊讶的结论：

●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相信，AI经济时代将是失业时代。总需求不足的趋势并不是在所难免。其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可能会很强劲。

●如果总需求确实不足，那么我们应该期待包括财政宽松和低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积极投入实施，以维护需求并支持就业，至少暂时行动起来。

●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预期机器人时代将是低通胀时代。但应当承认，随着机器人和AI对经济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将带来一系列的反通胀冲击，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因全球化和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冲击。此外，它们的影响或许有助于经济在较高的需求和就业水平上运行，而不会引发通胀加速的后果。

●要感谢机器人和AI的影响，随着生产率增长加快，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有可能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除了采取任何旨在对抗疲软总需求的短期低利率政策，实际利率可能会上升，回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甚至更高。名义利率的变化取决于机器人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通胀机制，也取决于没有绝对的理由让人相信一件事而不相信另一件事。

●实际利率的上升将会对所有资产的价值产生抑制作用。除了债券，对大多数资产，尤其是股票来说，这种影响可能会被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抵消。即便如此，微观效应仍将起主导作用，很多股票甚至会在其他股票一路飙升的时候萎靡不振。

这是一组颇为引人注目的结论。不过应该提醒一句，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将其视为暂时性的。因为这里少了点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会对本章讨论的经济问题和前文列出的结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本质上，机器人应用的普及和AI的发展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生产潜力。但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一潜力呢？

AI文献中的很多讨论都聚焦于因为技术或需求不足导致失业而强制休闲的前景。我在本章已论证过，这种前景不大可能出现。但如何考虑人类的选择呢？我的论点是，不管怎样，人类将必须决定自己的工作量。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他们会希望承担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由此，他们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用于商品和服务开销。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他们将希望工作量大大减少，以至于总产出和收入根本不会提高。如果是这样的话，机器人和AI革命的表现将不是GDP的增长，而是休闲时间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就业持悲观态度的人甚至可能会宣称，“失业率”上升证明他们说对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会被证明是对的，因为“失业率”上升或就业不足是自发的结果，这将是人类的福音。但是，相比和以前工作量一样的状态，这种情况对经济的影响会迥然不同。

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无数种可能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范围之中，我们的未来在哪个位置上呢？


第二部分
机器人和AI的影响所及：工作、休闲与收入



第4章　工作、休息与娱乐


工作可救人于三大罪恶之中：无聊、恶习和贪欲。

——伏尔泰（Voltaire）[1]

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你的一生都不会存在不得不去工作的一天。

——无名氏[2]


大多数关于AI驱动未来的技术文献，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应该更为了解）的大量著作，都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人类是技术发展进程中无助的受害者。工作消失了，人们被留在了“垃圾堆上”。这并非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他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属于不可抗力。

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不是我的想象，至少在奇点来临之前不是（在本书后记中出现了这一点）。事实上，正如我希望已说服你的那样，在机器人和AI驱动的新世界中，没有任何宏观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个想工作的人都不能工作。

当然，某些人可能会被排除在外，他们将无法重新获得技能并找到工作。转型过程充满痛苦。而且很多人从工作中赚取的收入也会有问题（我将在第6章讨论这些问题）。此外，这样的前景会引发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个体和社区落后于时代，并且收入分配也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我将在第三部分探讨。不过这与极度悲观主义者设想的关于失业和贫困的未来相去甚远。[书ji分 享V 信jnztxy]

第3章中所谈及的对未来愿景的重点在于，未来有多少人工作将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相反，这将是选择的结果。个体自身和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能够且确实需要在工作、休息和娱乐之间选择合适的平衡状态。所谓“合适”，我指的是达到最适合他们的平衡。

那么，什么最适合他们呢？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有明确而固定的答案。一些人认为人们主要像现在一样选择工作。另一些人则指出，人们会选择增加休闲时间而不是提高收入。接下来，我将分析这两种观点。

如果将来人们确实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而花更多的时间在休闲上，那么就会引出另外两个关键问题：

●在他们的工作周和职业生涯中，何时会获得额外的休闲时间？

●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额外时间？

一旦这些关键问题有了答案，我们就能回答第3章结束时提出的本质性问题，即如果机器人和AI能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那么这种提高将主要凭借哪种方式实现：是增加产出还是增加休闲？

要想对这些问题形成看法，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人类对待工作和休闲的态度，借鉴我们自己在西方文化中的悠久历史经验，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化的经验。即使没有机器人和AI革命，我们也将在这里处理与现代世界中人类状况相关的问题。纵然事实证明机器人和AI革命是“受潮了的爆竹”，是“一枚哑炮”，就像很多愤世嫉俗者推测的那样，我们也依然将面对这些关于工作和休闲的关键问题。但是，由于机器人和AI革命可能给工作领域带来的挑战的特别性质，它们与我们对AI经济的思考尤为关系重大。


古代与现代

纵观历史，人类对待工作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在一个极端，有观点认为，工作是实现目标和价值的关键，甚至是通往虔诚的道路。而在另一个极端，工作一直被视为生命的痛苦之源，让人筋疲力尽、乏味呆滞、沦为奴隶甚至丧失人性。

这两种态度都出现在基督教传统中。“The devil makes work for idle hands to do”（无事生非）是一句著名的基督教谚语，它可能来源于公元4世纪圣杰罗姆（Saint Jerome）的一句话。然而，在伊甸园中，工作似乎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种无工作生活的幻景不仅限于《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
的描述。在《马太福音》（Matthew's Gospel）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担心工作和金钱。他说：“想想田野间的百合是如何生长的：它们既不辛苦劳作也不转动不休。”[3]

如今仍然存在的很多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可以追溯到以前，即便不是伊甸园，也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它把人们吸引进了工厂，改变了工作的性质。相比一个人同时做几个不同的任务，亚当·斯密支持的劳动分工或许更有效率，但它也有其不利的方面，亚当·斯密也承认这一点。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他写道：“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花在执行一些简单的操作上，而这些操作的效率可能总是相同或者几乎相同，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4]

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机械的广泛应用和劳动分工，无产者的工作丧失了一切个性，因此工人也失去了所有魅力……他们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这项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获得的本领。”[5]其结果是，马克思说，只有不在工作的时候，工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

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辩称，人类对工作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其实根本不矛盾，只不过是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有非常合理的不同看法而已。在人类早期，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拖运石头和泥土、挖掘、把材料制成有用的形状、折弯、搬运、推、拉。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学会了利用动物来完成许多费力累人的搬运、拖拉工作，但人们依然有很多繁重的劳动要做。

在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不受欢迎，通常是因为它是某种形式的苦差事，有时依然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戏剧《皮格马利翁》（Pygmalion）
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及之后大获成功的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在剧中，伊丽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梦想自己变得非常富有，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抬抬双脚就可以享受生活。这种情绪类似于为某女佣制作的碑文中所表达的：“不要为我忧伤，永远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再也不用做任何事情了，永永远远。”

但是很显然，工作的辛苦乏味并不一定源于体力劳动的强度。事实上，很多人已经证实了强体力劳动带来的益处和满足感。仿佛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虽然目前在大部分西方世界中，男男女女均已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们还是会自愿将自己每周绑在机器上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每天数小时。诚然，他们的目的不是追求金钱，而是追求健康和形体的美丽。这些现代奴役场所被称为健身房。有意思的是，描述这种活动的最常用的短语是“锻炼”（working out）。我自己经历过这种极大的“痛苦”，虽然对其没有那么心醉神迷，但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用“working”（工作）这个词。不过，我始终不明白“out”一词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拉开帷幕，人们就普遍不喜欢这种工作，其原因与其说是基于它的物质性，不如说是基于它从根本上把人们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使其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性。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文献多如牛毛，但对该观点最生动逼真的呈现可能来自20世纪早期英国作家D. H.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小说。他认为，工业化不仅玷污和污染了乡村，而且还弱化了人类并败坏了他们的灵魂。劳伦斯的家乡是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他深受煤炭业及当地矿工工作生活状况的影响。很显然，非体力工作也会让人感觉像做苦力。许多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令人高度疲惫，甚至毁灭人的灵魂。使工作表现出“苦力”特征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重复性。

●与同事间的联系不足。

●缺乏与终端产品和终端用户的联系。

●缺乏对所生产/交付的东西内在价值的信念。

如果认为工作一定如此，那么设想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要阶段，因为其确实提供了商品。但随着生产潜力的不断增长，对资本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能力的需求终将走向尽头。在共产主义的主导下，人际关系和政治制度将会发生变革，因为那时会有丰富的商品可供使用。

其他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8世纪末，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预言，人们最终每天工作4小时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将用于“休闲和娱乐”。后来，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说法更甚于这个预言，他在1900年提出，到2000年，工作者每天仅需工作两小时。数十年后，颇具影响力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预测，未来2%的人口将能生产社会所需的一切。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不过，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很多现代工作根本不适合苦力模式。事实上，很多人似乎很喜欢自己的工作。随着我们进入AI经济，这两种关于工作的观点非常显而易见。因此，如果我们正处于一个不需要工作的富足时代的边缘，这将会被不同程度地视为是解放，也是恐怖之事。

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宏观经济这个主题上，我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十分尊重，这个主题或多或少是他创立的。不过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平衡问题，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你很快就会发现，他对该主题的想法远非定论。事实上，相比提供答案，他在该领域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与机器人时代未来工作相关的关键问题，即为何人们当前的工作量和以前的一样多？还有，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将来一定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吗？

有趣的是，尽管凯恩斯设想了一条通往这种终极状态的迥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与马克思有着相似的愿景。凯恩斯在193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100年后的生活水平将是当时的4—8倍。[6]他声称，这将足以解决“那个”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富裕将取代短缺。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

在某些方面，凯恩斯的这篇文章有点令人尴尬。它带来了生活舒适的中上阶层知识分子的偏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直接来源于凯恩斯及其朋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 20世纪初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一方面对人们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完全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对地位较低的人（即其圈外人）如何学会有效地运用时间表示焦虑。

虽然凯恩斯的大量文章均写于近一个世纪前，但如今读来依旧异常新鲜。他写道：

我们目前正遭受经济悲观主义的猛烈攻击。人们常说，19世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步伐现在将放缓——至少在英国是这样；未来10年，我们更有可能面对的是从繁荣到衰落，而非改善。

我相信，这是对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极其错误的解读。我们确实在遭受痛苦，但不是因为“老年性风湿病”，而是来自变化过快带来的成长痛，是一个与另一个经济周期之间重新调整所造成的痛。

为了使凯恩斯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以解决AI经济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解释自凯恩斯撰写这篇文章以来的这一时期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注意力转向未来。


凯恩斯是对了还是错了

《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发表后的那个时期，人们对凯恩斯既友好又刻薄。他在1928年首次发表了这篇论文，经过各种修订，于3年后发布了最终版本，至今还不满100年。但是，就在我写本书时，结论已经相当清晰。

首先，让我们公平地对待这个人。在英国经历了很多年糟糕透顶的经济表现之后，以及在世界经济即将陷入大萧条之际，凯恩斯提出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想法。当时，生活水平在百年内提高4—8倍的想法看上去像一种幻想。

然而，至少在发达国家，这种貌似漫无边际的物质进步幻象已经成为现实。具体情况完全取决于你以哪一年为起点，以及采纳哪种“生活标准”定义。在美国和英国，2018年的生活水平是凯恩斯提出其愿景时的5.5—7倍。而在我撰写本书时，距离凯恩斯发表这一想法的百年期结束还有10年（有趣的是，在他的《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他对不发达国家只字未提，如今我们称之为“新兴市场”。接下来，我也将聚焦于发达经济体，但我会简短地把新兴市场的情况介绍给大家）。[7]

然而，尽管凯恩斯关于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将总体提高的观点基本正确，但工作终结甚至每周工作时间降至15小时的设想尚未发生。目前，大多数成年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全职工作，每周工作30—40小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更多。因此，关于如何利用所有那些休闲时间的问题根本没出现。

此外，现代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关键特征与凯恩斯的设想完全相反。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的工作时间似乎更长了。股票经纪人过去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他们的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天最多六七个小时，而且这段时间中的大部分还专用于“午餐”上。相比之下，如今的金融专业人士往往早上7点就坐在了办公桌旁，上帝赐予的每个小时都要工作，而且还没有“午餐”时间。

同样，虽然法律专业人士通常上午较晚才开始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时间也非常长，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我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律师之间昼夜平衡状态的不同）。这与法律行业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运转方式相去甚远。直到比较近的这个时期，一些成功的英国律师还能在上午处理他们的法律事务，然后在下午和晚间去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

说到政治，在19世纪，英国首相们可能会在夏季到欧洲大陆或乡村庄园待上几个月。现在，他们应该几乎一年到头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当一些国家灾难袭来时，如果他们碰巧被发现在国外晒日光浴，那麻烦就来了。有意思的是，这种更大强度的努力或至少是表面上的努力，似乎并未明显改善政府的工作质量。

相比过去，如今的普通办公室职员通常也要为生计辛苦工作更长时间，除了正式的办公时间，往往还有可观的通勤时间。另外，在漫长的通勤时间中，他们很有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在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上工作，而且他们还可能会在所谓的闲暇时间里在家继续做这些事情。

与此同时，在外工作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8]如今，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与旧模式形成对比。在旧模式下，有一人（通常为女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庭。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对很多人来说，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后的时间并不是一段较长的休闲时光，相反，它只是另一种工作。对所有这些工资和薪金的“奴隶”来说，凯恩斯关于休闲生活的愿景，以及如何利用所有那些时间的想法，似乎都来自另一个星球。

甚至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即便不是专业人士）自愿在工作中投入比规定工作时间更长的时间。在美国和英国，工作者有选择工作时间的能力，其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欧洲国家的正常水平。在欧洲，工会政策和法律对工作时间都做出了限制。美国的人均GDP比法国、德国的高30%—40%，但在一年之中，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比这些国家的人要多30%—40%。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之间这方面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适龄劳动者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24小时。到了2004年，该数据为25小时。[9]

如何解释现代人对工作的明显偏好，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大部分英格兰人的祖先）的世界中？只有找到了该问题的某种答案，我们才能就未来AI经济中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形成新的观点。


经济学家出手相救？

关于人们为何尽管收入增加了还是要继续做这么多工作的原因，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经济学解释——“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由于工作带来的高收入，休闲的机会成本更高）已超过“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据此可以推测，休闲需求会增加。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的答案，也是经济学家的答案（不过在我的书中，这不一定代表着认可）。将这一推断的解释用简明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现在从工作中赚得更多了，从而让人们更乐于选择工作而非休闲；同时，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事实让人们至少可以从更多的休闲和更少的工作中获得一些好处。从这些相关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者的影响超过了后者。

以上是对该现象的描述，但我并不相信它是一种恰当的解释。可以说，技术进步通过拓展娱乐可能性的范围，极大地提高了休闲的主观价值。相比之下，在前工业时代，“休闲”一定在黑暗中坐了相当长的时间。[10]现在，这一因素使人们的选择大大倾向于少工作、多休闲。因此，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明显偏爱工作（和收入）而不是休闲。


竞争欲望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就能找到让人们埋头苦干的强大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竞争本能。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就算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赚取额外收入也已不太重要，因为我们已不太有需求或渴望用其购买额外的“东西”。但是，与邻居和同等地位的人的竞争仍然能够激励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人们或许还是想显示出，无论与之比较的是谁，自己起码都能够与之匹敌，甚至自己更出色。他们甚至可能会觉得，即便不是与之前的自己或双亲竞争，至少也有一种要展示与自己和双亲以前的生活相比有明显进步的感觉。

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确实加剧了——具体内容请参见第6章中的讨论）可能也促使人们在工作和休闲之间做出选择。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希望通过工作获得那些处于上层的人所获得的东西。与此同时，那些处于上层的人也热衷于维持地位较低的人与他们之间的差距。[11]

有趣的是，凯恩斯预见到了相对性的重要性。在其《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他写道：

人类的需求似乎是无止境的，这是事实。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需求，无论人类处于何种状况，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需求；另一类是相对需求，只有当它们带来的满足感让我们得到提升、使我们感到自己比同类有优势时，我们才会感觉到它们。第二类需求满足的是对优越性的渴望，或许的确属于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总体水平越高，它们也就越高。[12]

对于相对成功的渴望有几个驱动因素。

第一个纯粹是经济方面的。无论我们的社会变得多么富有，有些东西总是限量供应的，比如，伦敦的温布尔登（Wimbledon）或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中的最佳位置、能看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纽约）最美景致的公寓，或者是法国圣特罗佩（Saint-Tropez）的漂亮海景房。这些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从定义上来讲，由于社会无法生产出更多类似的东西，个体对它们的追求将导致人们不断为经济成就而奋斗。某个特定的个体或许能将这些东西成功收入囊中，但其表现形式只能是拒绝他人拥有。

第二个关键驱动因素在本质上是心理和社会因素。大多数人都喜欢赢。他们获得晋升、得到更高职位和赚更多钱的动力可能完全来源于对“赢”、对“击败他人”的渴望。这一点对一些成功商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似乎对工作有着永不满足的渴望。诚然，有时这是因为他们真的享受自己所做的事情，但通常是由于财富和有目共睹的物质成功是“计分”的一种手段，而且他们拼命想让该分数对自己有利。

第三个相关的驱动因素是对权力的追逐。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与经济上的相对成功有关（注意，不是绝对成功）。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力在企业尤其大企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受追捧。但在整个社会中，包括在中小学和大学里，也可见其踪影。这种权力动机和追求相对成功的渴望背后与另一个驱动因素紧密相连，即对地位的追求。

在上述所有因素的驱动下，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争取相对成功的竞争力量在各种专业服务企业中发挥着作用——这些企业在纽约、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等地，以及在全球任何专业环境中运作的企业都是这样。为了在企业（有时是合伙企业）内的竞争阶梯上越爬越高，银行家、律师、会计师、管理顾问以及许多其他专业人士都在长时间地辛苦工作。

律师事务所传统上采用所谓的“同步”（lockstep）模式运转，在该模式下，职员的薪酬和地位与其在事务所中的工作年限挂钩。加入一所顶级事务所的初级律师通常会玩命工作，为的是在八九年后有可能成为“合伙人”。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期间，他们一般每周会工作约100小时——差不多是法国法律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每周35小时）的3倍。一般来说，在这些奋斗者中，最终能做到合伙人层级的只有不到10%。


乐趣与回报

对相对成功的强烈欲望和对“胜利”、权力及地位的追求，用一种相当消极的方式解释了持续繁重的工作时间的现象。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反映了人性中更具吸引力的一面。人类的需求涉及基本需求、迫不得已的需求、为了生存而工作的需求，以及对安全舒适的渴望。一旦这些目标基本实现，工作的重要性就减弱了，人类会日益将工作视为友谊、消遣、兴趣、娱乐和意志的来源。

这些都是非常真实而强大的驱动力。其反面也极具威力。无数调查研究指出，对于被调查者自述的不快乐情形，失业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其影响超过了纯粹的收入损失。[13]换言之，工作可使人享受快乐——没了它可就糟糕透了。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这是因为工作本身固有的性质，倒不如说是它带来了同事间的社交互动。例如，在美国，40%—60%的工作者都曾与同事约会过。[14]

此外，除了乐趣方面，工作还能让人拥有更深层次的积极感受。工作可以令人产生自豪感和认同感，给人以使命感。这对雇员和雇主都是如此。对企业家而言，还有更大的快乐来源——创建企业带来的纯粹的兴奋和刺激。

在“事业”这一概念中，“工作是意义和价值的源泉”的理念达到了顶点。也就是说，随着一个人在企业内或其他地方的晋升，久而久之，他会获得更多的金钱、地位、重要性和价值。我想，过去有一些人确实如此——或许在教会或军队中。但是，一些普通工作者拥有“事业”这个概念也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更不用说大部分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工作、职业、办公室，甚至拥有自己的企业，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还有永远向前向上的使命感，但却没有“事业”。

凯恩斯的《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没有体现出这一特征。不过在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绝非个例。经济学家被困在幽暗的冥河（Stygian，希腊神话里的概念，介于阳间和阴间之间）世界中，往往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漏掉了快乐因素而深感内疚。他们通常认为，工作是十足的坏事，人们从事工作只是因为能拿到钱，这反映在“报酬/补偿”（compensation）一词频繁被用于指代薪水和福利上。然而，尽管很多人的工作体验很可能是辛苦劳累和沉闷乏味的，至少直到最近，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仍然如此，但经济学家认为“工作绝对是让人恐惧的事情”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


重新发现休闲的实情

鉴于存在这些强有力的观点，在思考工作的未来前景时，人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从凯恩斯主义观点（在大众富裕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将直线下降）到认为工作伦理如此强大，以至于对于人性和人类状况而言，全职工作是极为普遍的存在。如果你持后一种观点，那么你就会相信，未来拥有更多休闲的愿景终将会被证实是海市蜃楼。将之延伸到机器人时代，则会引出这样的推论——即便到了机器人和AI承担了大部分“繁重”劳动，并且收入也高了很多的时候，人们还是会想工作，且做得和过去一样多。

但是，我认为这种“工作主义者”（workist）观点被夸大了。现在是时候让一个更平衡的观点得到适当的倾听了。因此，现在我打算着眼于另一种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更多休闲是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我将依次查看：

●关于过去工作时间趋势的事实。

●对凯恩斯关于工作时间会减少的预测为何尚未实现的另一种经济学上的解释。

●很多人认为工作并不令人快乐（与上述讨论相反）的证据。

●当前工作时间与个体潜在偏好不一致的观点。

●状况来源可能发生的改变。

●实现工作之外的意义和使命感的可能性。

历史证据

我们一向如此勤奋工作吗？当然，我们没有原始社会人如何努力工作的数据。不管怎样，那时的工作时间肯定一直由气候和季节所支配。一旦社会安定下来，在冬季的几个月中，人们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工作；当春天来临，即便不是全部，他们也会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作。

事实上，我们的确有当今欠发达农业社会的证据作为考量。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似乎没有如今西方社会的那么长。

有趣的是，有证据表明，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尽管国外旅行没那么普遍，人们享受的假期也非常长。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曾估计，在1300年左右的欧洲，由于日历中满是圣日和节庆日，假期起码占到了全年的1/3。在法国，假期的比例约为半年。肖尔写道：“我们的祖先或许并不富有，但他们有充裕的休闲时光。”[15]

从最近的时代来看，凯恩斯的观点也许是错的，但从长远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平均工作时间已大大减少了。1870—1998年间，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每名雇员的年工作时间数从2,950小时下降到了1,500小时，几乎减少了一半。经合组织1998年后几年的数据显示，该数字进一步下降了（虽然就以前的数据来说，美国的下降幅度较小）。[16]在英国，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从19世纪中期的约59小时下降到现在的32小时左右。

毕竟不是那么富裕

近几十年来，人们一如既往地偏爱工作而非休闲，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些人的预期。对于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直截了当的经济学解释。直到最近，物质上的改善只能使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不再短缺——体面而能持续获得的食物和饮品、采暖和住所、衣服、迁移和娱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收入是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这只是说，他们现在能够追求高一个层次的基础物质需求了。

毕竟，迟至196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几乎14%的家庭还没有配备室内冲水马桶。1960年，这两个地方95%的家庭尚未接入中央供暖系统；到1976年，该数字依然只是刚过50%。[17]只有这些基础设施确实有所改善了，人类才可能适度思考宁愿增加休闲也不愿增加收入的问题。但这意味着，一旦这些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就像目前初现的那样），至少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人们很可能会开始选择更多的休闲，而不是工作和收入。

你可以在当前的零售消费趋势中看到类似的情形。近几年来，在广泛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人们倾向于将更多的支出用于提高质量上，而非增加数量。食品、家具和汽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一旦人们的基本生活质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偏好就会转向更多的休闲。

诚然，这有条件限制。经济增长不仅让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甚至质量更好的现有产品，而且还会生产出全新的商品。人们现在渴望拥有电视、汽车、洗衣机、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玩意儿。请注意，你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因为那些曾经的“必须拥有”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无处不在。此外，它们的价格通常在进入市场的头几年就急剧下降。因此，获得最新玩意儿的需求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人们没日没夜地不断工作，直到下一个小玩意儿出现。

其实，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解释可以说明凯恩斯的预言为何还未实现。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大多数工作者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对30多岁的美国男性来说，2004年的实际工资中位数比1974年的还要低。[18]其原因我将在第6章中阐述。

反工作偏好

对于我在前文讨论的持续长时间工作的情形，你不应该轻率地接受“工作很有趣”这种表面解释。将某些人因工作而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误认为是所有人的体验，这存在严重风险。于许多人而言，工作并不总是像人们吹捧的那样好。事实上，即使不是大多数，依然有很多人对工作有疏离感。他们觉得工作沉闷乏味、毫无意义、无聊枯燥。德勤咨询公司（Deloitte）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显示，有80%的人讨厌自己的工作。[19]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同等水平的国家中，工作时间长的国家的人比工作时间短的国家的人的幸福感低。例如，韩国人每年工作时间为2,232小时，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多473小时。报告显示，他们的幸福感就很低。另一个极端是丹麦。丹麦人年平均工作时长为1,595小时，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少约200小时。丹麦经常被评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例子。其他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也被评为“幸福”国家，比如瑞典、芬兰、挪威、荷兰。同样，在工作时间很长的国家——希腊、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土耳其，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痛苦。[20]

此外，“幸福经济学”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表明，超过一定限度，额外收入几乎不会带来额外幸福。[21]而且，我们似乎还不知道这一点，它还表明，幸福与人际关系的强度有关，尤其是与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然而，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紧张度压缩了可用于与亲密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并且有可能破坏这些关系。

如今的工作时长是否反映了人们的真实选择

关于人们对工作和休闲的偏好，我们掌握的这些信息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文献中，似乎普遍有这样的假设——人们的工作时长反映出他们根据回报和各种替代可能性做出了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还远远不清楚这种假设是否合理。

事实上，实际情况比平均工作时长所显示的要复杂一点。有趣的是，小时工资与工作时间之间由来已久的反比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在英国，从事高薪全职工作的男性的平均工作时间比20年前更长。与此同时，收入处于底端水平但仍在全职工作的男性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另外，还有很多低薪男性在做兼职。

显然，这不符合人们的偏好。英国官方数据显示，如果薪水较低，有340万人想要工作更长时间，而320万人希望工作时间短些。那些想要更多工作的人通常是低收入的服务员或清洁人员；那些希望少工作的人一般是高收入的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士。

假如你是成功的专业人士，则很难选择更多的休闲。这往往属于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情况。例如，尽管在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律师已起到了示范作用，但个体律师仍然少有机会通过修改雇用条款来减少工作时间。逆势而行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些竞争激烈的专业服务公司中，选择更少的工作时间通常会带来沉重的代价——阻碍、减缓职业发展。

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人们会对社会压力做出反应。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在过去50年间，工作上的成功，乃至花在工作上的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指标。

此外，还存在协调问题。只有当你能与家人或亲密朋友共同分享额外的休闲时间时，它才可能对你有特别价值——家人或朋友或许也有同感。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所有人都会讨价还价、做出自己的工作/休闲选择。因此，由于有协调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更喜欢多休闲，但前提条件是其他人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比自己希望的更愿意接受更多工作和更少休闲的组合，因为“我们不想独自一人待着”。

改变这些现状的关键在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态度与社会规范至关重要。但或许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作为。例如，就业福利结构会使得雇主更热衷于雇用一个人来加班，而不是雇用两个人工作相同的时间。

正在变化的社会地位来源

在前文讨论的为何西方人在生活很富裕的情况下还保持长时间工作的问题中，我提及很多相对性影响，并充分考虑了权力和地位问题。但在未来，因追求相对位置、权力和地位而形成的工作动力并不一定会如此强烈。如果追求相对成功是一场你没兴趣玩的游戏，那么你可以选择退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确实有意识地选择放弃“老鼠赛跑”（永无休止的竞争），从而为了追求更大的满足感而接受较低的物质生活标准。

同样，由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结构化的缘故，权力和金钱关联在了一起。但有些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在以前的社会中，权力至少部分源自出身。即使在当今社会，政治权力也不总是来自巨大的财富，也不必然与之有联系。

这与追求地位相似。在这方面，古代世界也有所不同。在古代世界的很多地方，繁重的工作由奴隶承担。比如，在古希腊，生产活动似乎一直由他们所主导。斯巴达（Sparta）有一个奴隶部落，由希洛人/黑劳士（Helots）组成，他们是被征服的人群，活着是为了工作和繁殖更多的奴隶。当地的斯巴达人根本不做事情，他们扮演的角色及尊严的来源是参加军事活动，包括为战争进行训练和发动战争。

在古罗马，也是由奴隶做所有的重负荷工作，实际上，不仅仅是重活，他们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工作，包括家政服务。地位较高和比较受宠的奴隶还倾向于为主人打理一切事务。有人指出，在古代雅典和古罗马，多达1/3的人口是奴隶。[22]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社会地位都不是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得的。取而代之的是，它主要源于出身、财富、军事威力和公职。这些因素往往紧密相关。财富主要来自继承的土地所有权，而获得高阶军衔或政治职位的能力也与财富和出身密切相关。古埃及和亚洲的大多数古代社会的情况似乎也与此大致相同。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也许我们可以将教会添加进地位来源列表中。在某段时间，甚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相比通过土地所有权，借助商务获得财富的空间更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地位是作为财富的副产品来取得的。虽然在很多社会中，这会招来人们的普遍不满。确实，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贵族世家”（Old money）拥有“新富人/暴发户”可能渴望的某种印记，从定义上来讲，他们无法获得，至少几十年内不行，甚至几个世纪也做不到。

这些关于地位来源的观点与上述追求相对成功的关键驱动因素有关。对地位商品和权力的竞争并不一定会所向无敌。毕竟，它们之所以都会出现，部分原因是它们赋予了人们地位。但在新世界中，地位可以来自其他主要方面：美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体育运动上取得成功，诸如此类。

使命与意义

即使很多人不需要这样的工作，也不需要从工作中获得的金钱，甚至不需要权力和地位，但他们依然有可能需要当前工作带来的使命感。不过，使命并不需要由我们所谓的“工作”来提供。具体而言，人们无须为了拥有使命感而将自己大部分醒着的时间用于追求金钱。使命和意义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获得：追求某种爱好或运动、渴望创造点什么、提高自己某种技能或实践的熟练程度。这适用于桥牌、高尔夫球、滑雪、说外语和许多其他事情。自我价值感和使命感也可以来自慈善和社区工作，以及极限挑战，比如跑马拉松或攀登乞力马扎罗山。

这种对使命性活动的明显需求也可能是文化上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包括南太平洋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文化），人们似乎整年都懒得工作。他们的地位结构看上去也没有遭到破坏，人们好像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生活中缺乏意义和使命而感到困扰。当然，在传统上，所有欧洲社会的上层阶级根本不工作，而是用体育运动、爱好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来愉悦自己。是什么给了他们使命感？也许他们不需要这个？

有趣的是，在当今的海湾国家中，富有的阿联酋人的工作习惯与凯恩斯《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设想的非常相似。他们通常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实际上，与那些或许影响了凯恩斯思想的富有的英国贵族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并没有什么不同。最突出的是，富裕的阿联酋人拥有相当可观的私人财富，即便他们很少工作，这些财富也能为他们提供收入。


如何才能缩短工作时间

因此，我怀疑对于发达经济体中的很多人来说，他们对更多休闲时间有着强烈的潜在需求。我确信，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除了那些目前无论如何工作时间都很少的低收入者），对减少工作时间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渴望。

假使我是对的，对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很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来说，当他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将选择减少工作时间、享受更多的休闲时间。假设包括雇主在内的社会体系都倾向于促成这种状况，那么在人们的工作生涯中，额外的休闲时间从何而来？主要的可能性有六种：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延长假期时间、向单收入家庭转变、拉长受教育时间、拉长退休时间（提早退休）。我将在下面简要介绍每一项内容。

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每天正常工作时间的大致区间是上午9时至下午5时30分，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对想逛商店、想和办公室内的某人交谈、想得到某些服务或者想完成一些任务的人来说，即便事情不麻烦，这种“正常工作时间”也可能非常不方便。

显然，如果将正常工作时间延长到常规范围以外，那就与这里讨论的要点相抵触了。但是，在商店、办公室、学校或任何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作者可以适当安排，让这两种状况同时存在——“开放时间”更长、每位工作者工作时间更短。例如，正常的“开放时间”可以延长到上午7时至下午7时，但同时可安排员工两班倒，每人每班6小时。若每周工作5天，则正常的工作周时长为30小时，4天的话就只有24小时（见下文）。

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

另一种非竞争性的可能方法是减少工作天数。每周工作5天（两天为周末）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虽然安息日（Sabbath，犹太教节日，每周六不许工作）被确立为非工作日由来已久，这使得每周工作6天成为常态，但两天的周末（双休日）还是相对较新的概念。

银行周六上午开门曾经是正常的事情。在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1889年出版的深受喜爱的小说《三怪客泛舟记》（Three Men in a Boat）中，三位主人公之一的乔治只能在周末和其他两位一起沿河上游，因为他“每天在银行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4点，周六除外，那天他们会叫醒他，两点钟带他外出”。[23]

此外，在如今的伊斯兰世界，有些人每周工作6天，只在周五的主麻日休息。因此，对在海湾国家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的工作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很早开始工作，到了午餐时间就可以停下来，常常和家人一起去海滩。

在欧洲，工作者特别喜欢把周末和公共假日连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享受3天甚至4天的长周末。假如每周工作4天是一种规范，那么无论在家还是外出，这种延长的周末也会成为常态。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样呢？

事实上，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正在加快。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最近与德国金属和电气行业的雇主达成协议——90万名工会成员每周工作的时间为28小时。

2018年，新西兰保险公司Perpetual Guardian采用了每周4天工作制；在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已考虑让所有员工均转为每周工作4天，伦敦总部的全部800名员工每周五都不用上班，而且不减薪。[24]不过，这些计划最近都被取消了。

延长假期时间

直到最近，工作者享受带薪年假仍然不是正常模式。很多经营着自己的企业的人依然不休年假，一直工作个不停。最初，假期是神圣的日子，也就是说，是各种宗教节日。现在，这些节日被添加到各种其他非宗教性质的公共假日中，如美国的劳动节（Labor Day）、英国的八月银行假日（August Bank Holiday）。

带薪年假刚开始实行时，规范时长仅为两周。对欧洲的很多资深人士来说，如今已经达到6周，有时甚至更长。对普通员工来说，标准为4周。

这种状况并非必然。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短假期的现实通常是巨大的冲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大约半年没有正式工作义务的生活，甚至其中的一些人再也没有从冲击中恢复过来。

人们有足够的空间从工作中拓展出更长的假期。美国尤其如此，按照惯例，两周或最多3周的假期是正常的。一年中，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欧洲人的多出30%—40%。欧洲人通常能休完所有的4—5周的假期，相比之下，美国人一般在两周的假期中平均只休息不到4天。

如果美国人直接切换到欧洲的工作时间模式，按照欧洲人的平均假期长度休假，将会减少美国的劳动力供给，相当于在1.6亿人的总劳动力人口中减少了约2,000万人。

双收入家庭

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家庭中双亲都工作的现象日益盛行。有大量证据表明，这已经给双亲和孩子都带来了焦虑和压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物质上存在必要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其驱动力来自对社会中的地位和位置的考虑。当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时，这种转变肯定会有很大的逆转空间。

家里有小孩（或者即使家里没有小孩），为什么夫妻双方都要全职工作呢？平均而言，人们减少工作时间的方法之一是，如果夫妻一方（甚至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的情形再次变得更加常见，那么他们可能会从事一些兼职工作，也可能不会。假如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双亲应该如何共同承担外出工作和做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呢？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类似地，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母亲（有时是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休几个月的假已成为正常现象（再一次说明，美国并非如此）。但这种假期显然还有延长的余地。

拉长受教育时间

还有另外两种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方法。第一，年轻人可以延迟进入全职工作状态，可以花更长时间接受全日制教育。在德国，学生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到25岁左右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第二，人们可以在正常工作生活中花一定的时间在教育上，而不是在18岁或21岁后就完全放弃了教育。根据当前教育领域的情况，只要愿意，人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周期性的“学术休假”。

这些对教育“时间表”的更改是否会变得普遍，以及其是否的确是个应该推行的好主意，这些是我在第8章中将要讨论的主题。

拉长退休时间

在我们生命的另一端，人们有可能更早退休，从而享受更长的退休时光。当然，目前在应对寿命延长和各种养老金问题方面，压力完全在相反的方向上。但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依然受困于包括财政短缺在内的短缺经济学中。假使我们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未来数十年中，机器人和AI将能够减轻我们的很多工作负担，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富有，那么这将是一个与我们当下居住的、正在推动如此之多的公共政策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寿命的延长使大多数人的退休期大大超过了几年前的预期。一些分析和评论人士认为，目前医学的进步可使普通人的寿命延长至100岁以上。[25]若是平均寿命继续提高，这也将可能给社会、给我们正常的职业生涯和退休生活带来重大问题。

要想同时大幅延长预期寿命和缩短正常职业生涯可能太过分了。但我们至少应该留神这样的假设——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的工作寿命必然应该做相应的延长。两者共存有很大的可能性：更长的职业生涯和更长的退休时间。


休闲生活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之前提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果工作占用更少的时长，那在所有空出来的时间中，人们会做什么？答案往往不会是非黑即白的。如今很多人发现，完全花掉自己的时间根本不算挑战。的确，许多已退休的人感觉非常开心，说他们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是中年，那时他们有年幼的孩子、抵押贷款，以及需要为之拼搏的职业发展。

一些退休人员甚至说，他们都不知道要如何抽出时间去工作，桥牌加上高尔夫（若经济上能承受）就可占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如果这还嫌不够，那总还有志愿工作可以做。根据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的说法，周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也拥有数量最多的志愿者和体量最大的“社会资本”。[26]

不过，也有很多人真的发现不工作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说过：“工作是那些无更佳事可做的人的避难所。”[27]早在1964年，伟大的科幻作家、梦想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就预见过，工作的消亡会造成严重的情感和心理后果。最让他担忧的是普遍存在的厌倦情绪。他提出，到2014年，精神病学将成为最大的医学专业。在西方社会，很多人退休后确实会体验到强烈的地位降低、自尊削弱及目标丧失的感觉。在很多情况下，由此产生的不愉快会导致他们需要寻求精神病学的帮助。

但是，如果从该事实就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面临着一场不快乐情绪的大规模爆发，就像几乎所有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经历的那样，就像如今相当多的人在退休后所体会到的那样，那就不恰当了。如今的退休人员的这种体验来自一个事实——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等他们退休时，其他社会成员（既有他们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正在赚取收入、享受工作带来的各种益处，包括友谊、兴趣、使命感、权力和地位等。

所以，他们的体验并不能为普通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的感受提供任何重要指导。这些情况包括，如果他们一生中做的几乎都是无薪的工作（或至少薪水很少），或者他们经历过长期失业、工作时间大大缩减的状况，而与此同时，大多数其他社会成员恰恰也处于相同的境况。

如何处理更多的空闲时间，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空闲时间，这必定是机器人时代的教育任务之一。我将在第8章论述这些内容。


展望未来

上述分析显示出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大家对休闲和工作偏好的看法会存在重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并增加休闲时间将是一种福音和解脱。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不会是大多数人自然选择的结果，甚至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焦虑，并产生对专业精神病学帮助的大量需求，同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病态。

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一种看法是合理的，如果AI革命确实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下降，或者如果人们能够选择较短的工作时间和较长的休闲时间，前提是人们有足够的收入来源（这可能需要一些国家干预，此内容将在第9章讨论），那么这无论如何都应该不会给人类造成任何问题。而实际上情况正相反。

如果第二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那么劳动力需求的崩溃可能会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巨大的问题。当然，如果人们如此强烈地偏爱工作而非休闲，那么即便工资非常之低，或许他们也会希望继续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结果可能是，尽管薪水很低，相当多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依然从事某种工作。然后，一些影响收入分配的国家干预可能会再次出现。

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该问题的答案，除非我们真正面对引发这个问题的环境。如果我在第2、第3、第4章中提出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面对这种情况，因为机器人和AI的进步不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下降（起码在奇点降临到我们身上之前不会。只是想提醒一下，在本书的后记中会提到这种情况）。

两种极端结果的任一种都很容易让人相信：人们承担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休闲时间没有增加；人们将所有的额外生产能力均以增加休闲时间的形式消耗掉，结果人均GDP或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提高。然而在实践中，如果可以的话，大多数人肯定想要选择处于这两种结果中间的某个位置。至于在现实中，他们将在这两个极端结果间的范围内选定哪个位置，将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收入状况，我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讨论该主题，在那之前我基本不会对此做出评论。

倘若机器人和AI革命带来的结果是广大民众收入的下降，而收入被重新分配给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拥有者，那么大众最不可能希望的就是提供更少的劳动。的确，他们甚至可能选择提供更多的劳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然而，这远非必然的结果。确实，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会论证这可能不会发生。所以，让我们暂时假设不管有没有公共政策的干预，收入分配将大致保持不变（我将在第9章中讨论这些），然后会怎么样？

平均而言，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大部分非洲国家、一些亚洲国家，人们的生活还远未达到某种物质满足程度。如果在物质满足之后，人们依然为追求更多的物质福利而不懈努力，那就变成了一种病态。事实上，全球约5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28]随着生产率的增长，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的机会，那里的人们必然会选择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以增加休闲的方式放弃对自己境况的改善。

对西方先进社会中收入水平处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只是程度轻一些。这些人的收入也远低于物质需求完全得到满足的水平。事实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的工作时间明显较短，只要经济环境能为他们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相当多的人可能会希望工作更长时间。

但对发达国家中处于收入分配中上层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为他们设想了一个中间结果。竞争欲望、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以及对地位的争夺，将成为维护当下“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的强大因素。凯恩斯将工作看得如此消极是不对的，他低估了驱使人们继续工作的各种力量，其中很多与相对位置有关，与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有关。同样，他严重低估甚至忽略了分配因素的重要性。增加的休闲时间需要花钱才能充分享受，这一事实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而对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繁荣地区的许许多多人来说，工作时间非常长已经变成一种社会病态的体现。在历史上，较富裕的社会成员工作如此之长的时间是反常现象，而且不利于健康。这种情况有足够的改变空间。我相信会改变的。对人们而言，每天、每周工作更短的时间将变为正常状态，周末休息3天正成为一种惯例。此外，平均假期长度会增加——即便在“无休止工作之国”美国也将同样如此。

正如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我不太确定人们是否会在教育上花更多时间。至于更长的退休时间，如果真的发生了，其原因将会是寿命更长了，而不是有很多人选择缩短他们的工作生涯。因此，它不会起到减少劳动力供给的作用。事实上，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延长工作年限，从而倾向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他们对休闲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像现在这样，科技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可以从休闲中获得的东西。因此，我预计这个世界或至少发达地区的人们会逐渐选择更多的休闲，尽管不像凯恩斯很多年前所建议的那样。

这些改变的总体结果将是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应。社会地位指标的转换会使其成为可能，其本身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将来，对银行家、律师或会计师来说，成为工作狂或许更可能被视为失败而非成功的标识。

假如我对这些转变的看法是对的，其结果不仅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而且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正如我前文所论证的，人们选择更多休闲的情况越多，满足他们需求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多。这些就业机会是为人类而非机器人产生的。因此，对机器人和AI的需求与对人类的需求之间的平衡将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从而减少本来可能会对人力总体需求造成的任何侵蚀。在AI经济中，相比其他所有行业，休闲行业为人类提供的工作数量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很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第5章　未来的工作


我们正处在机器人大量入侵的过程中。现在，机器无处不在，而且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大卫·贡克尔[1]

未来的工作如今不存在，如今的工作未来也不会存在。

——斯图尔特·阿姆斯特朗（Stuart Armstrong）[2]


让我们由残酷现实坦诚地谈起。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可做。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正身处1900年凝视、展望未来。那时你怎么会知道，美国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会降至当时的5%？你又怎么能知晓，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所做的有关马匹的事情——买卖、保有、打理马厩、喂养、清洁，都会变成多余的？你又如何会认识到，相比在英国皇家海军（Royal Navy）服役的水兵，如今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工作的心理健康护士的数量更多？你又怎能清楚，会有数量众多的人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给私人教练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并让自己承受一定程度的必要痛苦？

历史上有很多做出长期预测而后被证明完全错误的人。除了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马尔萨斯教士，我最喜欢的、19世纪后期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65年，他预测：由于煤炭短缺，工业扩张将很快停下脚步。可怜的老杰文斯！

大多数专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述两位）的失败预测中都贯穿着共同的思路。第一，他们低估人类和经济体系的适应能力。第二，除了他们试图预测其效应的某个重大变化，他们还将未来设想为过去的直接延续。换言之，他们明显缺乏想象力。

并非只有过去那些想要成为有远见者的人才会遭遇这些失败。我们也可能为之苦恼、深受困扰。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行事。话虽如此，但对于由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的就业前景，我们还是有很多话可说的，不过我会带着深深的谦卑和满满的质疑。

一些研究试图估计某些特定行业中将消失的工作岗位数量，并冒险猜测将有多少新的工作岗位出现。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的确，我将在后文的内容中参考它们的一些结果。但这类研究充斥着大量令人生疑的数据。相比之下，本章试图要集中讨论的是，新经济中潜在的就业减少和就业增加的基本原则。我试图找出在机器人和AI应用普及的情况下，最容易受到威胁及那些相对具有免疫力的工作类型，并解释其中的原因。此外，我还会讨论哪些领域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甚至推测哪些种类的新工作可能会出现。

我会首先分析无人驾驶汽车的应用范围；进而分析在军事领域中用机器人和AI替代人类的范围；然后探讨可能受到威胁的各个领域中的岗位——通常是体力劳动，尤其是家政服务，以及各种各样的常规脑力劳动。

之后，我将转向对现有工作的扩展和新工作的创造问题，其特征是以“人的因素”为主的休闲产业及各类活动的就业增加。


无人驾驶汽车的应用范围

在可能受到机器人和AI威胁的工作类别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之一是驾驶者。在这个例子上花些时间很值得，因为它凸显了AI的潜力和存在的问题，对其他种类的就业也有着明显的影响。

自动驾驶汽车的问世可能会导致面临风险的工作岗位数量非常巨大：公共汽车司机、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私人司机、送货司机等。2017

年的一份货运行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在美国和欧洲的640万个卡车运输工作中，其中大约440万个可能因为“机器人”上岗而消失。在美国9个州中，卡车送货司机是最常见的职业。[3]（请注意，人们目前还没有感觉到这种影响。事实上，在2018年的美国，强劲的经济和网购热潮共同引发了长途运输量的激增，导致了对卡车运输工作的巨大的过剩需求。作为结果，卡车司机的薪资一直在飙升。）

无人驾驶汽车的广泛应用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的成本将大幅下降，尤其在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据亚历克·罗斯（Alec Ross）称，司机成本占卡车运输成本的25%—35%。[4]

但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炒作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讨论这些批判和存在的问题之前，我会先分析一下正面的案例并评估其潜在影响。

潜力与希望

无人驾驶汽车的投运并非白日梦，它们已经在工作了。诚然，迄今为止，它们只在指定的区域上路，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部分地区；加利福尼亚州也通过了新法规，允许无人驾驶汽车在没有人类驾驶者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情况下运行。在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曾告诉BBC，他的目标是使“完全无人驾驶的汽车”在2021年前投入使用。

包括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Apple）、福特、通用汽车、丰田（Toyota）和优步（Uber）在内的大约50家公司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测试过自动驾驶汽车。事实上，全球当下有100多项自动驾驶汽车试验在进行。而且，据研发这些汽车的公司称，自动驾驶汽车的性能已经相当出色，并且一直在改进。所有这些公司都投入了巨额资金，显然均认为无人驾驶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对的——如果是对的，他们将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我希望自己很快就能为你提供足够的证据，使你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答案。

你会很容易理解无人驾驶汽车受追捧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前文提到的节省成本问题。但其优势远不止于此。人类驾驶汽车每年大约造成120万人死亡，另有2,000万—5,000万人受伤。据估计，在中等收入国家，该项成本约占年度GDP的2%。而且，这些事故一般都是由人类的常见失误造成的——醉酒、疲劳、生病、分心。[5]

此外，想象一下，社会上那些不能开车的老弱病残人士，还有那些不会开车的人，在一个应用无人驾驶汽车的世界里，他们将拥有与其他人口一样的机动性，免于受到公共交通不足和支付出租车费用的困扰。同时，家长也可以从接送孩子参加聚会、上芭蕾舞课、参加橄榄球赛等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另外，去酒吧或参加派对也不会再让人痛苦地选择是开车不喝酒，还是掏钱打车。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节省自己开车去上班、见朋友和家人、购物、度假、办事的时间。如果真的享受开车，那没问题。可是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开车，尤其讨厌在拥挤的都市中开车或被困在堵塞的高速公路上。想想看，如果有人（或者确切地说是别的什么）替你开车的话，会是多么美妙。我们可以看电影、学语言、工作、尽情喝酒或睡觉。多幸福啊！尽管这些效应不会体现在GDP数据中，但其结果无疑会增加人类的福祉。

产生的深远影响

再有，假如无人驾驶汽车真的能成功应用，除了使人类驾驶者变得多余，还可能产生其他巨大的影响。随着人们集体放弃私家车，转而乘坐无人驾驶、共享使用的电动汽车出行，超级狂热者开始谈论着城市土地的利用该如何转型。由于人们主要选择搭乘浮动池中的无人驾驶汽车，汽车拥有量很可能会锐减。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和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无人驾驶汽车的共享使用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间，由此会逐渐削弱公共交通的市场。[6]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说过：“拥有一辆人类驾驶的汽车将类似于拥有一匹马——罕见而可有可无。”[7]

其结果将是，人们需要制造及销售、维修、投保的汽车会更少。另外，对停车空间的需求也会减少，因为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当无人驾驶汽车在等待用户时，它们可以首尾相连或堆叠停放。这有可能会改变城市景观，并腾出大量稀缺空间用于其他方面。2016年，谷歌的克里斯·厄姆森（Chris Urmson）告诉某个美国国会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Committee），美国停车场的面积相当于康涅狄格州的大小。言外之意，若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全部按预期进行，这些空间可以被释放出来用作他途。

潜在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或许交通管理员也会消失，因为严格的停车需求将不再是问题。不管什么情况，如果停车仍然需要监管，那么想必性能良好的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交通管理员的工作。比如，对无人驾驶汽车进行违章停车罚款，然后等着汽车被接走——稍后我们会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有趣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这将是一个某项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出现又消失的例子。50年前，交通管理员的工作并不存在。若无人驾驶汽车的狂热者是对的，那么在比正常人类寿命还要短的时间内，无人驾驶汽车也可能要被扔进废料堆了。

这可能对保险业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车辆保险约占所有保险费用的30%。当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事故时，谁来承担责任会有一些特殊问题。毋庸置疑，这将为保险公司提供硕果累累的业务领域，同时，一大群律师也必然获得卓有成效的商务地盘。但是，由于需要投保的汽车数量的急剧减少，这对保险公司的收入来源将造成沉重打击。

存在的严重问题

所以，无人驾驶汽车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但在做出综合评价之前，现在是时候考虑对此前景持较怀疑态度的观点了。

无人驾驶汽车的想法一直存在，几乎与汽车存在的时间一样长。通用汽车公司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提出了该想法。当然，此后这项技术已经变得比当时所能想象到的要强大得多（1939年的概念是无线电导航汽车）。

实际上，从那以后，人们对整件事情的看法一直过于乐观——至今依然如此。2012年，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表示，无人驾驶汽车将在一年内面向谷歌员工推出，并将会在“不超过6年”的时间内进入商业市场。这意味无人驾驶汽车商用的时间点是2018年。但在我写作本书时，人们仍然在等待。

谢尔盖·布林绝非唯一过于乐观的人。2015年，福特公司CEO马克·菲尔兹（Mark Fields）提出，全自动驾驶汽车将在2020年上市。嗯，在我2019年初写作本书时，料想他的说法仍然可能被证明是对的。但实际上这似乎根本不可能。

在实践中，关于未来汽车旅行的极端激进愿景的三个要素——无人驾驶、共享使用、电力驱动，不太可能同时出现。我们需要拆散这个看似诱人且所谓不可避免的三件套。人们对隐私、个性化和控制（至少在表面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欲望，而共享使用与之背道而驰。同时，电动汽车的广泛使用也面临着电池短缺和充电能力低下的问题。所以，三件套中这两件被认为注定会改变我们社会的事情其实离铁板钉钉还差得非常之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共享汽车、电动汽车或共享电动汽车的广泛使用，但没有看到市场向无人驾驶汽车的大规模转移。

因为即使没有拼车以及汽油向电力驱动的转换，无人驾驶汽车的广泛使用也不会像其概念暗示的那样简单。可行性不是问题，安全才是。深度思维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丹米斯·哈撒比斯（Demis Hassabis）在2018年5月说道：“从数学上讲，你如何确保系统是安全的？当它们在野外时，你又如何保证它们只做我们认为它们会做的事情？”[8]

他的疑虑和担忧完全有道理。尽管无人驾驶汽车的制造商和开发商声称它们超级安全，但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人驾驶汽车的事故率更高。[9]该研究显示，事故发生时，无人驾驶汽车几乎总是无过错。问题似乎是，当其他车是无人驾驶车辆时，人类驾驶者很难与之互动。这是一个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至于一些科技公司正试图让无人驾驶汽车不那么机器人化，甚至诱导它们抄近路、表现得争强好斗、在路口寸步不让。

这似乎暗示着什么，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尽管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和开发商吹嘘他们产品的功能，报告他们的车辆已出色地通过了相当多的测试，但对于这些说法，你不可当真。因为这些测试通常是秘密进行的，未经独立验证。我们不知道——也不被允许知道——这些测试车辆所处的道路和天气状况，也不清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任何的人为干预。

很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无人驾驶汽车如此之多的体验都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之类的地方，那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迷人气候和良好的驾驶条件。不下雪、不起雾、没有错综复杂的道路系统或随机出现的交通拥堵。这些车辆应该接受更严格的测试，比如在2月份的伦敦、莫斯科或伊斯坦布尔上路考察。

人为干预的程度

现在，立法者、法院和保险公司不得不处理无人驾驶汽车造成的一些棘手问题。根据英国新出台的法规，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者不得让自己的手脱离方向盘超过1分钟。2018年4月，一名汽车驾驶者被禁止驾车，因为之前在M1高速公路上他被发现坐在副驾驶席上，而该车由AI“驾驶”，驾驶席空着。[10]英国政府正计划取消对“安全驾驶者”的要求，以便在2019年底之前能开展全自动汽车在公共道路上的高级试验。看看它能走多远，这会很有意思。

美国的经验招致了人们的怀疑。2018年6月，亚利桑那州坦佩（Tempe）警察局报告了一起事故——优步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了一名过马路的49岁女性。该报告中提到，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该报告称，有证据表明，“安全驾驶者”一直在用手机观看电视节目，处于分心状态。她可能面临“驾车过失杀人”的指控。

英国保险人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2018年的一份报告警告称，汽车制造商和驾驶者需要区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前者指汽车的计算机可帮助驾驶者完成选定的任务，甚至执行这些任务；而对于后者，计算机实际上控制了一切。根据现行法律，驾驶者必须在有问题的情况下采取控制措施。但那意味着，驾驶者必须一直盯着道路，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实际上，在无人驾驶汽车的开发者和AI狂热者中，这样的区分已经做得很细了。在这些讨论中“自动处理能力的六个级别”占主导，其范围从级别0到级别5。级别0的车完全没有自动处理能力：人类驾驶者做所有事情，没有智能系统辅助工具。而对于级别1的车，驾驶者必须控制所有正常的驾驶任务，但可将有限的任务分配给车中安装的智能系统，比如停车辅助。级别2的车的特点是“半自动化”，驾驶者必须一直监视着系统和环境，但在条件合适时，驾驶者可将部分控制权分配给车辆，包括转向、加速和制动。级别3被描述为“有条件的自动化”，汽车自己驾驶，但人类驾驶者需要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恢复控制；而且系统知道自身的局限性，会定期请求驾驶者协助。级别4被称为“高度自动化”，汽车在驾驶者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己驾驶，但驾驶者保留对脚踏板和方向盘的控制权，以便能够在必要时接管汽车。车处于级别5的状态时，即便在紧急情况下，人类的介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事实已证明，级别2和级别3不安全，因为方向盘后的人类会变得注意力不集中、分心，因而无法在必要时立即干预。有一起众所周知的悲剧性事故发生在2016年的佛罗里达州。约书亚·布朗（Joshua Brown）是特斯拉（Tesla）汽车的热心支持者，当时他已经将自己的车置于自动驾驶模式，但车上的传感器未能检测到一辆大卡车正横穿其车道。该车自行驶入卡车底部，杀死了布朗。

认识到这些问题后，现在汽车行业内的雄心壮志是开发出达到级别4的汽车。实际上，瑞典已有级别4的自动驾驶卡车正在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虽然没有驾驶室或控制装置，但若有需要，汽车可由坐在数百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以外的监督者远程控制，这个监督者最多可同时监控10辆车。这种被称为“T-Pod”的车最初一天只能行驶6英里（约9.6千米），并且只允许在限制时速100英里（约160千米）的公共道路上行驶，在这些道路上，它可能遇到人类驾驶的车辆。[11]然而，除非汽车真的能处理所有情况，否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若汽车没这个能力，而你也不能时时保持警觉，那么你如何能准备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要是你喝醉了或睡着了，会怎么样？

假使你这个人类驾驶者、“安全驾驶者”（或随便他们给你的什么称呼）不得不全程集中注意力，那无人驾驶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难道不是在于，你这个从前的驾驶者如今可以看报、睡觉或喝醉？

因为依赖技术而造成司机死亡，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正是在技术失灵或无法应对特定处境的情况下，车辆才需要人类的介入，那时人类应该比已经失灵的机器/自动系统更有能力。但是，如果他们已经习惯于被动地坐着，同时自动系统完成所有工作并做出一切决定，那他们怎么可能变得更有能力呢？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无人驾驶汽车，飞机和轮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方面最严重、最悲惨的例子是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一架A330客机的失事。2009年6月，该机突然坠入大西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机组人员似乎不能恰当地操纵飞机。

对于达到级别5的自动驾驶，这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一级别下，人类甚至不可能介入。但是，要达到级别5，无人驾驶汽车需要能够应付所有的天气条件，包括起雾、暴风雪、降雪，能够在孩子追逐踢入道路的足球时区分二者，能够分得清狗和孩子，能够在沿街挤满人的情形下成功穿越道路，能够常常做不可预知、有时显然是荒谬的事情。目前，所有这些事情无人驾驶汽车均无法轻松做到。

此外，必须找到方法来应对地图上未标明的道路和道路布局的变化。虽然GPS（全球定位系统）很棒，但大家都知道，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将人们引入歧途，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人带进大海。

美世战略联盟（Mercer Strategic Aliance）是一家专门针对汽车技术的游说公司，该公司的罗伯特·丁格斯（Robert Dingess）对当前的进展状况描述得最为精当。他指出，制造商已经变得非常擅长“开发在90%的时间内能安全操控的自动驾驶系统，但消费者不乐意要一辆在10%的时间内会撞车的汽车”。[12]

正如新技术的传道者经常做的那样，一些人将婴儿的缺陷归咎于人类。关于无人驾驶汽车，日产汽车公司（Nissan）前CEO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早在他自己没落之前就曾表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骑自行车的人。汽车会被骑自行车的人搞糊涂，因为他们时而像行人，时而像汽车。”[13]想象一下：那些讨厌的骑车人正在干扰这项绝佳新技术的成功运行！当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确保它们保持清醒。

与飞行员的比较

根据AI狂热者的说法，另一种显然命中注定要被废弃的岗位是航空公司飞行员。不过人们对此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众所周知，飞机的大部分飞行工作均已由计算机完成，飞行员只控制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人与计算机的结合是否优于人类独自驾驶飞机？也许吧。很大比例的飞机失事都是由人为失误造成的。

同样，由飞行员和计算机共同完成飞行任务或许优于只让计算机来操控——部分原因是，极端情况发生时，人类飞行员会表现得更好，或者计算机系统会出故障。这里还存在一个公众看法的问题。这确保了客机在没有飞行员的情况下“自动”飞行的前景不具现实性。我真的无法想象，200多人愿意登上一根金属或玻璃纤维管道，然后以超高的速度和极大的高度在空气中被推进，而控制它的只是一台计算机，即便它现在被称为机器人或AI。

为了使自己适应这种状况，乘客自己当然也不得不成为机器人（或许他们会的）。不管事故统计数据怎么说，人类乘客总是会担心无法预料的事件，而当发生这类事件时，人类飞行员可以并有能力处理，机器却不能。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的粉丝肯定会立即想起电影《萨利机长》（Sully），并明智地点头认可。

这与无人驾驶汽车被允许行驶多远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航空公司飞行员相当于长途汽车司机。人们对通过乘坐完全控制在AI手里的客车进行的长途旅行真的集体做好准备了吗？他们会将自己的孩子放在这样的长途客车上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人们很容易认为，至少商用车和货车是可以避开这个问题的车辆种类。不过我不是很确定。普通商用车横冲直撞起来的破坏力都相当可怕，更不用说载重货车。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亚马逊公司的无人机送货理念。当然，这在技术上可行。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5磅（约2.3千克）重的有效载荷悬在数百英尺（1英尺约为0.3米）高的空中，其造成事故时的破坏力该有多么巨大！

人类判断的重要性

冷战时期（Cold War）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它说明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当时，苏联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导致269名乘客丧生，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该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天，苏联的预警系统报告，美国向苏联发射了5枚导弹。负责该预警系统的苏联官员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决定该如何处置。根据规程，他应该报告这是核打击。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依靠了自己的直觉。他的判断理由很充分：如果美国真的要发动核打击，为什么只发射了5枚导弹？

所以，他确定这是误报，因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是对的。事实证明，一颗苏联卫星将云顶上太阳光的反射误判为火箭发动机的尾焰。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彼得罗夫的判断拯救了世界，使人们免遭核灾难。

我们能想象将彼得罗夫所做的这类判断委托给某种形式的AI吗？这让人想起现在已很古老但仍有价值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
，由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主演。在这部电影中，一旦美国发动核打击，就不可能阻止其进行下去了。系统将全面接管，并且不会对人类试图做出的干预有任何响应。

进一步的问题

安全和法律责任问题构成了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严重障碍。至少，它们很可能意味着，用于商业目的和休闲旅行的无人驾驶汽车的实际部署，将远远落后于其技术可行性。

但是，除了驾驶者、乘客和第三方的安全这一重要的问题之外，无人驾驶汽车还会引发三个其他问题。

第一，假设某个穷凶极恶的人或组织能够侵入控制一辆或一组汽车的系统，那将会怎样？对心怀不满的个人或罪犯来说，这种风险已经足够可怕了，但请再想想恐怖组织。如果交通工具（包括飞机和汽车）上没有人类驾驶者，而恐怖组织能够侵入控制这些交通工具的计算机系统，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蓄意将整个运输系统变成武器，从而制造工业级规模的大屠杀。

第二，还存在一些有关隐私的严重问题，因为无人驾驶汽车会携带摄像头，用以查看车辆内外环境，以及传输有关其所见内容的数据。那么，谁将拥有这些数据，谁又将控制其传输和可用性？

第三，这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关键问题，即成本。技术人员似乎很少讨论它。使汽车能够自动操控的必要套件贵得惊人。协和（Concorde）飞机运营商痛苦地发现，仅仅因为某些东西在技术上可行并不必然使其在经济上值得拥有。

如果无人驾驶出租车或商用车仍然需要“安全驾驶者”，那么使用传统驾驶者进行无人驾驶领域几乎不会节省任何成本。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无人驾驶系统需要大批的软件工程师来解决困难的道路问题，比如交通堵塞。这些软件工程师通常都极其昂贵。因此，无人驾驶远远不会节省成本，反而更有可能增加成本。

无人驾驶汽车倡导者有时试图为其仍然需要“安全驾驶者”的观点争辩。他们指出，这些“安全驾驶者”依然可以提供一些现在司机提供的辅助服务，比如帮助乘客搬行李、帮助他们进出车辆、在旅途中与他们聊天。的确如此。但当他们不再实际驾驶车辆时就不能再这样做了。当他们在车里时，成本是一样的。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

综合评价

特斯拉的老板埃隆·马斯克一直警告说，不要将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要求定得太高。他认为，毕竟，驾驶时的人为失误也要为大量的人员死亡负责，所以，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一些人类驾驶者本可以避免的致命事故也是可以接受的，总的来说，无人驾驶汽车的引入还是可以降低整体事故率、减少死亡人数的。但我想，无论是监管者还是公众都不会相信或接受这种说辞。

因此，AI替代人类驾驶者的规模很可能比AI狂热者断言的要小得多。目前市场上没有级别3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售。当下，该技术处于级别2与级别3之间。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处于这个级别的车辆需要大量的人为干预，因而削弱了无人驾驶的优势，并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人驾驶汽车没有发展空间。汽车已经可以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还可以自行泊车。这些特性可以且确实能为用户带来一些益处。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利用这些服务。不过，这距离人类用户（以前的“驾驶者”）能够完全不再干预汽车行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依然需要人类驾驶者具有控制车辆的能力时，大多数被大肆炒作的无人驾驶汽车带来的经济后果根本不会发生。

请注意，规定线路的旅程出错的可能性也有限，这肯定会向AI完全替代人类驾驶者的实现敞开大门。实际上，我们已经相当频繁地遇到过这类AI驾驶者。一段时间以来，在机场和地铁站，无人驾驶轨道穿梭车已经很常见了。

在轨道交通方面无疑存在更大的AI替代人类的空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地铁公司（Glasgow Subway）于2018年9月宣布，到2021年，其新列车将实现无人驾驶且完全不配员工（不过，该提议遭到了运输工会的强烈反对。能够摆脱运输工会的罢工和蓄意阻挠将是无人驾驶列车的主要优势之一）。

对公路运输来说，在规定线路上AI替代人类的空间也一定存在，比如在不同机场的停车场之间接送乘客，甚至可以沿着城市轨道行驶，还有城市巴士线路。实际上，自2011年以来，希思罗机场5号航站楼和停车场之间已有“四人豆荚车（driverless pods）”在运行，用以接送乘客。此外，对于在远离人群的农业用地上作业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和其他无人驾驶农用车来说，显然还有增加其使用的空间。

挪威已经推出了无人驾驶渡轮。请注意，到目前为止，它们一直仅限于在特隆赫姆（Trondheim）320英尺（约97.5米）长的水域航行，整个旅程只耗时60秒。我确信，这种在规定水路跨越短距离运送人员和货物的“自动驾驶渡轮”的例子将会有很多。但这与全自动远洋货轮或航行时没有船长的邮轮还差得很远。

无论交通工具是汽车、飞机还是轮船，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的，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实现的无人驾驶，都与AI狂热者认为即将出现的AI驾驶者大规模取代人类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就说明无人驾驶交通工具的益处一直被过分夸大了。事实上，在英国，最近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得出了一个怀疑性结论，并批评英国政府陷入了围绕无人驾驶汽车的炒作。它建议研究应该集中在其他领域，包括海洋和农业。

一些证据表明，尽管人们因为担心无人驾驶造成的后果而不敢说出来，但在行业内，私下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一点。整件事情有一种皇帝新衣的气氛。这让我想起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人们对所有数字化事物的过度热情。[14]当然，当时井喷般涌现的一些创意和公司也有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其中一些不仅活了下来，还像Topsy公司（创意分享平台）一样成长了起来，并改变了商业格局。但当泡沫破裂、人们恢复理智时，也有大量浮渣立马被吹走了。

如果认为花在无人驾驶汽车上的时间和金钱反映了泡沫的确存在，那么当其破裂时，人们将面临一场严重的“清算”。新技术垄断企业有充足的数十亿财力可烧，但汽车制造商没有。对那些大举投资汽车行业的公司来说，除了汽车行业面临的所有其他挑战之外，无人驾驶汽车梦想的破灭可能会引发其生存危机。


机器人和AI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范围

与无人驾驶汽车密切相关的是机器人和AI在军事应用中的可能性。关键问题是一样的：机器人和AI的普及是否预示着可以用机器替代人类（这里指的是战士、水手、飞行员）？

机器人技术在军事行动中的应用并不新鲜。机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都得到过应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苏联人都使用了自动车辆运载大量烈性炸药。它们实质上都是移动机器人，依赖人类的指示，基本上靠遥控或远程控制。[15]不过它们的军事价值有限，因为其成本高、速度慢。

但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大多数军用机器人均为遥控操作，用于定位敌人、监视、狙击手探测、解除爆炸装置。无人机是当下最常用的军事机器人，虽然有时出于监视目的而使用它们，但它们通常都配有导弹。美国的无人机库存从2001年的约50架增加到了2012年的逾7,500架，其中5%左右装备了武器。[16]2007年，美国国会宣布“在新系统采购计划中优先选择无人系统”。

由于机器人不受情绪、肾上腺素和压力的影响，所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用自主机器人替代人类可能会减少暴行和战争罪行。可以这么说，由于具有更高的精确度而没有人类常见的缺陷，自主AI作战系统“不仅会减少受到伤害的人类数量，而且能显著提高那些必须面对危险的人的安全性”。[17]

那么，鉴于军用机器人有这么多优势，是否意味着对军事人员的需求减少了？美国海军机器人先驱H. R.巴特·埃弗雷特（H.R. Bart Everett）并不认为机器人会取代人类，而是设想了一个“人—机器人团队”，很像警犬与其训导员的组合。[18]

与其他许多案例一样，在军事应用中，机器人和AI可节省人力投入的能力似乎也被过分夸大了。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菲利普·M.布里德洛夫（Philip M. Breedlove）将军从事无人机方面的工作。他最近发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空军的首要人员配备问题是无人平台的人员配备。”他指的是修理和维护无人机所需的人类工作者，以及分析无人机出行获得的视频和监视信息的人力。据美国空军估计，要让一架“捕食者”无人机在空中保持工作24小时，需要为之配备168名工作者。更大的无人机可能得配300人。[19]

因此，其结果很可能是，训练有素并准备好面对敌人的前线军事人员数量会降低，而满足军事机器人和AI的各种需求的人员数量将上升。这种变化与整体经济领域的类似。


机器人和AI对体力劳动的挑战

对无人驾驶交通工具和军队中机器替代人的现象的评估，为分析其他行业的就业前景提供了参照。在某些领域，这是一种大肆炒作和过度营销。但在另一些领域，机器取代人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就像在军队中一样，在任何特定的领域中，人类可从事的工作类型都有很大的彻底改变空间。

手工职业

人们普遍认为，手工行业中来自机器人和AI的挑战给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手工工作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如前文所述，机器人的手动灵活性依然很差。据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说：“长达35年的AI研究的主要教训是，难的问题容易，容易的问题难。”[20]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多对技能有要求的手工工作看起来是安全的，其中包括管道工、电工、园丁、建筑工和装修工。

话虽如此，但Mace公司（咨询公司）的研究指出，到2040年，在建筑业的220万个工作岗位中，有60万个可实现自动化。根据最近的报告，对于那些挖掘道路以识别和修复供水、供气、排污管道故障的人们，最终可能会出现大量失业。英国政府已经在一个开发迷你机器人的研究项目上投资了2,500多万英镑，这种微型机器人可沿着管道行进，以识别和解决问题，而无须挖开道路。而且，就像在人体上做的微创手术那样，管道中修复故障的机器人将由地面上的人类控制。[21]

工作复杂程度最低的领域是零售业，人们认为该领域的工作基本会消亡。最近，新的“Amazon Go”（亚马逊无人便利店）在美国西雅图（Seattle）开张了，店内完全无员工服务，且顾客结账时无须排队。当顾客在店内逛来逛去时，成排的摄像头和AI设备监视着他们从货架上拿下的货品；在他们离开时，货款会自动从其账户中扣除。基岩资本公司（Cornerstone Capital）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这些技术有可能淘汰美国约750万个零售业工作，其中包括350万个收银岗位。

但不得不说，目前，来自人手极少的零售店的证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英国的首台“购物机器人”名为“法比奥”（Fabio），它在苏格兰连锁超市马尔乔塔（Margiotta）的爱丁堡（Edinburgh）旗舰店试用一周后被解雇，原因是令顾客困惑。当顾客询问它哪里能找到啤酒时，法比奥答复道：“它在酒类区。”[22]当然，这个回答事实上没错，但这对顾客并没有多大帮助。

零售业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这个行业中，不仅传统工作岗位在流失，就业性质也在发生改变。结账助理的工作即将消失。如果曾经做过类似工作的人在别处找到了体面的职业，那么失去这种无聊、重复性的工作肯定不会有太多遗憾。与此同时，商店里还有不同类型的工作可做，比如，帮助、引导、建议顾客购买什么物品、如何搭配比较好、明白不同选择的各自特点。这种新的零售业工作涉及人的因素，需要更多的技能和知识，而枯燥、重复性的工作则留给了机器。

在供应链的上游，英国网上超市奥克杜（Ocado）正在重塑自己，要成为全球零售商的仓储服务供应商。该公司最近与加拿大食品商索比（Sobeys）签订了一份合同，后者将推出在线商店，从多伦多地区的一个自动化仓库中提取订单。在仓库中，不会有很多由人类从事的工作，电池驱动的机器人是奥克杜模式的核心。

请注意，机器人仍然不太擅长从货架上取东西。因此，仓库现在都在使用“詹妮弗装置”（Jennifer Unit），这是一种头戴式耳机，它可以告诉人类工作者该做什么。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认为，这可能预示着更大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机器人在思考方面胜过人类，而人类在从货架上取东西方面优于机器人，那么为何不用机器人的大脑来控制人类的身体呢？”[23]

在餐馆中，尽管机器人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帮忙清洗餐具，但我怀疑它们永远都不会接管餐厅服务员的角色。与服务员互动是餐厅体验的一部分，而与机器人互动可完全是两码事。

家政服务

另一个似乎面临严重威胁的体力工作的例子是后勤和提供各种家政服务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艾罗伯特公司（iRobot）的Roomba机器人可以为地板吸尘，但仅此而已。虽然已卖出1,000多万台，但它们不会去整理咖啡桌上的杂志，不会叠毛巾或拍松靠垫，它们无法完成类似这样简单的任务。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AI的进步或许会使人们的收入增加，而这可能会释放对各种家政服务的巨大需求。现有证据显示，人们需要的这些家政帮佣不会是机器人，而是人类。

这种前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从前的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中产阶级，甚至包括文员和行政助理这些群体，雇用至少一名家庭佣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收入（和地位）更高后，人们会雇用更多佣工——女佣、男管家、厨师、园丁、清洁工、男仆，天知道还有什么。在那些真正显赫的大人物中，甚至对更多的仆人数量和衣着更华丽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对家政服务濒临消亡的经济原因进行反思是很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中税收对中上阶层收入的侵蚀及社会态度的变化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样，在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出现了，比如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等，它们减少了用于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时间。

但有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机械化使工厂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成为可能。这增加了工作者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中能够赚到的实际工资，从而提高了雇主为了有能力竞争而必须支付给家政人员的工资和薪金。如果当前在制造业和办公领域，大量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和AI夺走，那么这种一直不利于家政人员就业的基本力量可能会逆转。

虽然“楼上楼下”（楼上贵族、楼下仆人）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家政服务还是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要工种。当然，很多人已经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家政服务，尤其是清洁工和保姆，尽管他们大多是兼职的，而且通常住在外面。这可以走得更远。当今世界，富裕的中产阶级显而易见是缺时间而非缺钱，他们可以很轻松地雇用至少一名家庭佣工（由一些机器人增强其能力）。佣工可能是兼职的且不住在家里，他们可以做一系列的家庭任务，包括购物、开车接送家庭成员等。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很可能就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其家庭随从的数量与衣着华丽程度与他人竞争社会地位。

机器人和AI对常规脑力工作的威胁

许多最容易受到机器人和AI威胁的工作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手工工作。在底层，机场的登机助理工作正走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路上。在另一个极端，基金管理行业的许多工作也可移交给AI应用。2017年，规模庞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解雇了7名基金经理，并将他们过去管理的数十亿美元资金转移到一个名为“Systematic Active Equities”（字面意思为“系统化活跃股票”）的内部部门，这是一个计算机驱动的量化投资部门。

2018年，有消息称，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正在试用一种AI技术，这种技术可生成分析师对企业和行业所做的研究简报，从而让该银行可以少雇大量人力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历来都是薪酬最高的雇员之一（在我的印象中，投资银行分析师的报告已经在由某些形式的AI编写了）。[24]

房地产估价师同样也有被AI替代的风险。显然，AI可以更快、更低廉、更精确地执行任务。这个意义相当重大。美国需要8万名左右的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估价业务的价值每年约为120亿美元。

同样，日常法律工作现在也可以由AI来做。请注意，这些趋势并不一定意味着律师数量会减少（很遗憾）。利用AI应用程序来做日常法律工作，似乎大大降低了成本，以至于以前始终不便宜的一整类法律项目现在也变得可行了。例如，初级律师可以为AI应用程序设置初始阶段，并让它以正确的方式工作。[25]

另一个不需要人工操作、脆弱的工作是笔译和口译。最初，数字翻译服务只是个笑话。实际上，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依然是。尽管它们还没有达到许多人认可的水平，但其改善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不久之后，只要点击鼠标，它就可以以很高的水平将任何内容翻译成任何语言，这种能力甚至会超出大多数人类译者的能力。

2014年3月，Skype公司推出了实时机器翻译软件。2013年6月，谷歌的安卓系统高管雨果·巴拉（Hugo Barra）表示，预计在几年内会出现可行的“通用翻译器”，可面对面使用，也可通过电话使用。[26]

请注意，即使这些改进得以继续，日常翻译工作全部由机器完成，仍然会有人成为语言专家，并以此为职业。但这些人的水平会非常之高，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将涉及监督和改进AI驱动的笔译、口译服务。毫无疑问，从事翻译和语言服务的高级语言专家的数量将远远低于当前的人数。

你可能会认为，面试求职者肯定是人类的专利。事实上，在一些领先的企业中，尤其是金融领域，现在很多此类活动都是由某种类型的AI执行的。几十年来，大企业的求职者都必须要接受自动化在线测试，最初的淘汰工作无须人工干预。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面试都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可以预见，求职者的反应是——利用AI来帮助自己做好准备，以通过由其他形式的AI进行的面试。一家名为Finito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就利用自己的AI系统为求职者提供专业指导。


机器人和AI对工作的拓展

关于工作的消失问题就先谈这些。那么机器人和AI创造就业机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到2026年，美国将创造出1,240万个新工作岗位。[27]机器人和AI应用的充分扩展本身就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设计和制造机器人，开发它们所用的软件和应用程序，教人类如何从AI助手处获得最大收益，甚至向那些在与AI的关系方面有严重问题的人提供咨询服务。

此外，还将出现无数个工作岗位，用以监控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边界，处理法律和法规问题，甚至可能顾及并监视AI引发的任何伦理问题，特别是在大数据的使用方面（我将在第7章讨论这些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预测，有一个行业将享受到创造工作职位最多的成果，并且其地位已经非常牢固——医疗保健行业。该行业只会失去1万个职位，却有230万个职位被创造出来。

这不足为奇。即将到来的技术变革的本质是将大量的机械工作从人类手中移除，把真正关乎人类的领域留给他们。毕竟，这显然是人类最具比较优势的领域。该领域将非常广阔，个人护理（特别是老年人护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经常被告知，在所有西方社会中，对老年人的照料工作都还做得不够。这方面的资源短缺，根本没有足够的护理人员。然而，随着社会中老年人数量的大幅上涨，对护理人员的需求也将急剧增加。

当然，将来会有更多的护理人员。我并不是说这些护理人员是机器人。毕竟，谁会希望家里来个机器人呢？而且谁又会把自己年长的亲人托付给机器人呢？额外的护理人员将会是人类，这些人是从经济领域中其他非看护工作中解脱出来的。

不过在这方面，机器人和AI依然可以做出贡献——不是取代护理人员，而是帮助他们。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一名护理人员带着一系列能帮助他们工作的机器前往老人的家，护理人员设置一台机器进行清洁，另一台为客户洗头发，而护理人员则可以与客户谈论他们最近想做的事情。

因此，机器人和各种AI设备的使用将能使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其他节省劳力的发展一样，护理人员的就业人数不会下降，因为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有（且更长寿），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

实际上，如今已经存在这种机器人助手，不过它们效率不是很高。有些机器可以抬起并移动老年人。麻烦在于它们本身极其沉重，重达人类体重的10倍，而且非常昂贵。[28]毫无疑问，以后它们将会变得更轻、更便宜。


机器人和AI对现有工作的加强

尽管常常有报道说机器人开始替代人类，但在很多工作中，它们其实旨在辅助人类，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人类的工作质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护理老年人的工作就是如此。

外科手术提供了另一个医学例子。据推测，机器人正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外科医生的工作。伦敦大学学院医院（London's 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有两台达·芬奇Xi（da Vinci Xi）手术机器人，它们由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直觉外科公司（Intuitive Surgical）研制。2017年，它们切除了700个前列腺和膀胱。

这两台机器人可以自如地使用手术刀，但它们受到坐在几英尺外看着3D屏幕的外科医生的控制。[29]所以该机器人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精细的工具。从表面上来看，使用这种机器人的结果引人注目：侵入性手术更少，精确度更高，事故风险更少，并发症更少，恢复状况更好。

但请注意，这其中并非全都是甜蜜和光明。原因如下：第一，需要成本。2013年，美国售出了大约1,200台外科手术机器人，平均价格为150万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第二，安全记录有些令人担忧。根据《医疗质量期刊》（Journal for Healthcare Quality）的文章，目前已有174例受伤和71例死亡病例与使用达·芬奇Xi机器人的手术相关。[30]当然，就像很多时候那样，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死亡或受伤病例中的任何一例是否是因为雇用了机器人外科医生，还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不管目前的安全记录如何，我确信它只会越来越好。

医学领域还有其他激动人心的进步。据称，为了跟上已发表的医学研究成果，人类医生每周需要阅读160小时，这显然不可行。但AI不受这样的限制。

因此，AI在诊断方面有优势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谷歌的深度思维已开发出通过分析医学图像来诊断疾病的AI。据私营医疗保健公司维朋（Wellpoint）的塞缪尔·努斯鲍姆（Samuel Nussbaum）称，沃森对肺癌的诊断准确率达到90%，相比之下，人类医生的仅为50%。[31]

医学诊断的发展很有可能会导致更频繁的检查和更早期的诊断。不久之后，我们智能手机的附件将能提供血糖、血压、声音、呼吸等方面的即时检查结果，并立即给出有关我们身体状况的初步评估。这不会减少对医疗专业人员服务的需求。恰恰相反：这很有可能会带来对医疗专业人士的更多咨询和医生的更多治疗行为。

由于使用了能跟踪患者心率和血压的传感器，患者能更便利地在家中而非医院里更早识别问题并治疗。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不得不去医院的人数减少了，从而为危急病例释放出了资源。

此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医生能够花最少的精力和时间抄写、记录与患者的会面内容。谷歌办公室的一名贴标扫描顾问提道：“为头颈癌图像贴标是一项需要五六个小时时间的工作，医生通常要在下班后来做这个。”[32]同时，AI还可以帮助急诊室分诊，并有助于减少患者在不同医院科室间流动而造成的“交通拥堵”。

对于AI能在诊断和治疗两方面做出的贡献，医学界和政府都抱有相当大的热情。2018年5月，英国当时的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表示，积极应用AI对确保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未来至关重要。同月，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大张旗鼓地宣布了一项计划，要让AI改变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失智症等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

毋庸置疑，人们的雄心壮志足够真诚，发展机会也是巨大的。但这里存在着大量资金被浪费的严重风险。值得怀疑的是，很多NHS的从业者（临床和行政）当下是否具备相应的技能，可以为NHS合理地使用巨额AI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失败的项目上花费了数十亿英镑之后，NHS仍然无法将所有纸质病例转成数字形式，而这是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诸如NHS之类的AI用户需要确保自己聚焦于AI能够出成果的领域，即便这些改进起初微不足道，而不是被愚弄着开展一些可能最终徒劳无获的大型项目。


机器人和AI对休闲领域就业的影响

我在第4章中指出过，机器人和AI应用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财富，这将导致很多人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人们决定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做的许多事情（尽管不是打桥牌或志愿工作）都会涉及金钱支出。这可能会使你认为这是一个悖论。努力工作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是更容易省钱。工作时你无法轻易花钱，因为即便有意愿，你也根本没时间。而当终于停下工作时，往往因为太累了，除了休息，你也不想做太多事情。

而不用于工作的时间则正好相反，为了充分享受这段时间，你需要有钱来花。这就出现了悖论——这也是AI经济中将涌现出的很多就业机会的关键所在。你可能想要在休闲时间里将钱花在很多事情上，这会涉及他人的就业，特别是在体育、娱乐、教育和个人发展领域。

因为消费者偏好的不断变化，现在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休闲时间中获得“体验”。这意味着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在每样事情上，从夜晚外出到假期再到婚礼，所有这些都属于高就业密集型领域。他们不会希望由机器人来陪伴，或共享、指导自己的“体验”，不管这些“体验”是喝醉、度假还是结婚（请注意，牧师在婚礼上扮演的角色可以用机器人来替代吗？或许不能，虽然在我参加过的一些婚礼上，情况可能已有所改变）。

更多的休闲时间将增加传统的餐饮和娱乐服务提供者的就业机会。但除此之外，很多人或许会尝试更充分地利用他们的休闲时间。个人发展将成为一个大生意，不仅是个人体能训练，还涉及生活指导和精神训练。谁会想要由机器人来完成这些？试试询问机器人关于生命的意义，以《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为例，它很可能会回答：“42。”[33]

这意味着，随着更多人选择更多休闲，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将是为了满足那些不工作的人的休闲需求而产生的，当然，这甚至包括那些在休闲产业工作的人的休闲时间。这并不矛盾。在非休闲活动中工作、在休闲产业中工作，以及休闲本身这三者间的平衡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是人们对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所做的无数选择的结果。但这确实意味着，在AI经济中，为充实人们的休闲时间而提供便利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


未来就业中人的因素

这一点对娱乐和“体验”行业中的人力需求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假设对所有服务而言，更便宜的选择是由某种机器来提供的，如果另有人类提供的服务，难道你会不想为因享受这种服务而得到的快乐多花点钱吗？事实上，这难道不能赋予你作为消费者的地位吗？

实际上，我遇到过的一些人声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宁愿和机器而不是和人打交道，包括在超市结账、在机场办理登记手续等。对于这些个体，在与机器提供的服务竞争时，由人提供的服务将不得不打折扣。但我不确信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

人类喜欢与他人现场互动。以娱乐为例，这个世界充满了“远程”娱乐，包括体育和音乐，涉及录制的和现场直播的两种形式。这往往可免费获得，或者几乎免费。人们大量消费这种内容。尽管如此，人们也会支付数量可观的金钱参加现场活动，观看、聆听表演者的亲自表演，包括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音乐表演和戏剧。现场表演的吸引力不仅限于超级明星，大量的酒吧和俱乐部都会上演现场音乐，常常能吸引众多热情的本地观众。

人们甚至会偏好选择购买一些由人类制造的商品——而且很可能是由人类销售的。卡耐姆·切斯将具有这种偏好的原因命名为“手工变化”。[34]在奢侈品方面，这是我们喜欢古董的主要原因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像莫奈（Monet）或特纳（Turner）这些伟大艺术家的原作的价格要比复制品的高得多，即便在未受过教育的人眼里，后者与原作也别无二致。

对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我们也往往更喜欢手工制作的小摆设和个性化设计的服饰。还有，比起预先准备好的、批量生产的或可用微波炉烹制的食物，我们当然对“自制”食物情有独钟（即使是在餐馆而非家中制作的）。

在观察和关注的人类

人类的领域必将涉及对各种人类行为的持续监视和指导。你可以想想当今金融投资领域产生的工作量和就业岗位数量。谁能想象100年前会有多少人对人们的过去和未来的投资发表高论并提出建议？撰写昨天的股市报告是一件完全人性化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份报告是在谈论人类的行为和意见。是的，在新世界，基本的事实将由某种形式的AI记录、“书写”，很多投资工作也将由AI完成。但是，无数的工作基本上会集中在人类的思想、观点和行为上。做这些工作的将是人类。

有趣的是，凯恩斯再次预言了这一结果。更有趣的是，在其《通论》（General Theory）一书中，当谈到股市投资者如何决定买卖股票时，他将很多股市投资行为与选美比赛做了比较。他写道：

我们并不是要选出那些按自己的判断真的是最美的人，甚至也不是那些一般人真的认为最美的人。我们已经达到第三层级——我们投入自己的智能来预测平均意见、期待平均意见会有的样子。而且我相信，有些人已在实践第四、第五及更高的层级。[35]

关于投资，他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是（碰巧，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但他无意间准确地指出了未来就业和活动的可能来源——人们对他人关于自身、他人及由此产生的无数衍生品的看法的迷恋。

与投资领域差不多的是赌博领域。近几十年来，这个行业的规模急剧扩张，随之激增的是与之相关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大量赌客投入的休闲时间。正如太多人类领域中的事情那样，占用如此之多时间和资源的不仅仅是该活动本身，还牵扯所有相关的辅助服务——媒体建设、专家自以为是的看法，以及对公众舆论热度的判断，无论相关的是网球、橄榄球、斯诺克、赛马还是政治。所有这些活动都源于人类特有的某种东西，即人类对他人所思所想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用金钱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AI经济中，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许多其他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发生。几年来，总部位于英国的广播电台“古典调频”（Classic FM）一直在复活节期间做一项调查，搜集听众对其最喜欢的古典音乐的看法。在复活节周末，最受欢迎的300首曲子会从第300首开始倒序播放，“冠军曲”将在复活节后的周一晚些时候发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分析和后续报道。请注意，这一切都没有涉及专家对音乐及其价值的分析，更不用说创作任何新音乐了。整个运作就是对公众舆论的测试。

我们可以预见，对人类行为及从性到宗教、毒品等一切东西的看法的调查会扩散开来。诚然，大部分细节性工作和结果汇编都将由AI完成，但人类会负责调查问题的设计、解释和展示。真人秀电视节目、知心姐姐节目连同他们的非名人模仿者自主群体，它们专注于人际关系的变迁，将会蓬勃发展。

人际关系

在机器人时代，人们拥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他们肯定会对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增强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特别感兴趣。为生存而战、挣扎着活下去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如今，人们无疑会更注重使自己变得更加美丽，既为了吸引他人，也为了获得自我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而且他们必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人类的美丽。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相比机器人，人类一定具有独特、明显的优势，更不用说它们无实体的“表亲”AI了。

这也适用于性关系。不可否认，人们正尝试开发增强型性玩偶，由于有了AI，这些玩偶可以在身体和“对话”两方面都更好地与其拥有者互动。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放弃了与其他人类发生性关系的想法，转而依赖人造替代品。我想这有可能发生，但我怀疑与机器人发生性关系将仍然是少数人的选择。人类需要亲密关系，但要的是与其他人类之间的。

人们也非常需要友谊和陪伴。鉴于各种各样的关系在机器人时代将持续存在，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因而必定会出现大量处理各种关系的工作——如何开始一段关系，如何将关系保持下去，甚至如何改变或终止关系。关系指导肯定是门大生意。谁会想要机器人来指导他们应该如何处理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呢？当然，除非你是机器人。可是，你是机器人吗？即使是，我仍然猜想你会希望（或被编程为希望）由人类来做指导。

机器人时代会存在增强型的陪伴市场吗？在18世纪和19世纪，富有、单身、年长的女士往往会花钱请另一位女士陪伴她们，这种同伴通常较年轻，当然相对贫穷。即便在现今世界，我也了解到一些相关例子——单身、年长男士雇用较年轻的住家同伴和助手（不是出于性方面的原因）。他们希望得到综合性服务，兼顾家政服务、安全保障、交谈对话。当然，你也可以雇用机器人来和你说话，假装其为人类，但那不会是“真实的事情”。


未来就业愿景

现在是时候盘点了。不过，在我们对可能出现的新工作的想象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定会错过许多即将涌现的新工作。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的想象力只能让我们走这么远了。

这是机器人和AI对总体就业影响的评估往往过于悲观的关键原因。这是一项简单却费劲的任务，需要查阅大量工作规范清单，评估有哪些类型的工作，以及多少人处于冗余的“危险”之中。这方面已有数不胜数的研究。毫无疑问，也可能有新的研究出现，比以前的研究更好或更糟，并且多多少少会带来某种启示。但是，就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言，这些实践基本上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对现有的工作做哪些改变能有效地转化它们，将会出现哪些类型的新工作，以及新工作的数量会是多少。

在经济学中，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知之甚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为不确定的未来考虑政策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政策设计成处理那些似乎可以量化的东西，却忽略或低估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

上述讨论应该已经打消了或许一直困扰你的疑虑，即新世界必然涉及大规模失业。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交通领域，机器人和AI替代人类的范围被过分夸大了。不过在其他领域（如零售业）很可能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况。在许多活动中，人类的日常脑力工作也将被AI取代。

但在其他许多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和休闲行业，人类就业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在某些领域，比如医学和法律行业，机器人和AI能加强专业人员的工作能力。这远远不会导致这些行业的工作消失。与之相反，随着专业人员生产力的提高，他们的产出很可能也会增加。

与此同时，如今几乎不存在的新工作将会涌现并成倍增加。因此，我认为机器人和AI广泛应用的未来经济没有理由不伴随着充分就业。

请注意，这并不一定是你会喜欢的未来前景。撇开其他事不谈，很多旧工作的破坏和新工作的出现肯定会对社会的构成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会决定政治后果，这是我将在第三部分讨论的主要问题。

但在此之前，还有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尚未解决。仅仅因为存在足够的工作有待“分配”，并不能让人确定这些工作会有怎样的报酬。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是否必然意味着出现大量低收入人群，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显著加剧呢？


第6章　赢家与输家


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左右，人类将分为两类——神和无用之人。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1]

有些人通过研究人工智能致富。而我，我靠研究天生的愚蠢来赚钱。

——卡尔·伊坎（Carl Icahn），亿万富豪[2]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机器人和AI的影响，似乎这些影响对世界各地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显然不是真实的情况，现在是时候该加以澄清了。接下来我将讨论收入分配对不同个人、群体、地区和国家的影响，首先从个人方面开始。


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

在阅读过很多关于机器人和AI即将对我们的就业和收入造成冲击的描述后，你会觉得这是某种新事物——当然，这种新事物与最近才出现的持续经济进步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尽管总体数据表明，有时经济已经能够应付并适应非同寻常的技术变革，而不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但隐藏在总体数据下的是令人痛苦的人类悲剧。仅仅因为有足够的新工作替代已被破坏的旧工作，并不意味着特定的个人、群体甚至国家和地区能够轻易地转向有需求的新工作。

这也不只是19世纪遍地污秽、烟囱高耸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特征。在大部分欧洲和北美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全球化摧毁了整个社区和地区。直到今天，你依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现在被称为“撒切尔革命”（Thatcher Revolution）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其中包括创造出了主要集中于服务业的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它也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旧”工作岗位的毁灭，尤其在制造业，最让人痛苦的是煤矿开采业。许多个人因而失业，并且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要将一名50岁左右的矿工（几乎无一例外是男性）转成面向客户的呼叫中心接线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该问题不只影响单个的个体，因为受技术和政策变化严重影响的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非常集中，所以整个社区甚至地区都遭受了损失。事实上，很多社区和地区仍然没有从丧失其主要经济活动和就业来源的情况中完全恢复过来。

如今，类似的事情正在美国发生。在所有美国男性中，劳动参与率（指有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从1990年的76%下降到2018年的69%左右。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上升，这与酒精、毒品滥用和自杀的增加有关。[3]这两件事很可能有关联。就像在英国一样，传统产业在地理上非常集中，其衰落伴随着男性高失业率和心理、社会失调的扩散。

即使我认为即将到来的AI革命在物质和其他方面都会为人类造福的观点是正确的，其益处将来还是不会平均分配。确实，有些人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不只是相对变差，而是绝对更糟，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发生的情况一样，也像近期大多数工业国家一直呈现的那样，因为传统的就业来源数量已急剧下降。的确，在AI经济中，这可能会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数百万人的命运——即便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有待分配”。

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当前的状况，因为在AI革命的影响尚未显现之前，人们就对收入分配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普遍感到焦虑。此外，已经造成不平等加剧的力量的性质或许会与AI革命相互作用，影响人们能够并且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定（我将在第9章重点展开讨论）。


不平等加剧的事实

我们的讨论从事实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我们认为的事实开始。就像经济学中的许多其他关键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饱受争议。

无疑，传统观点认为，近年来，收入和/或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根据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的说法，在美国，贫富差距“已经比古罗马（基于奴隶劳动的经济体）时期的更大”。[4]无论这是否有所夸大，基本的统计数据确实显示出已明显加剧的不平等。

1962—1979年，在美国处于收入分配底层1/5的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接近5.5%，而处于顶层1/5的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不到2%。但在1980—2014年，前者的平均增长率接近于零，而后者的平均增长率为2.8%。1980年，收入最高的1/5的人获得了总税后收入的44%，处于收入顶层的仅1%的人就获得了8.5%。到2014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至53%和16%。

并非所有国家都有相似的经历，比如英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5]让我们以美国为例，不平等为何一直在加剧？同样，这也是经济学家始终争论不休的领域。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正是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带来了学术上的“火花飞扬”。


全球化与不平等

关于全球化的论述简单明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打开了大门，从而有效地使全球劳动力增加了数十亿。劳动力市场中的额外竞争并没有在所有类别中平均分布。它集中于底端，那里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技能。因此，全球化往往对发达国家中的低端薪酬具有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很多处于收入分配较高层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来自新兴市场低收入人群的直接竞争，而且现在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许多商品和服务。除了新兴市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之外，这些生活较优裕的“西方人”也是全球化的赢家。

除此之外，因为全球化有效地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几十亿个额外工作者，但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资本，所以它以牺牲劳动收益（工资与薪金）为代价，提高了资本收益（利润）。由于股份所有权集中在处于收入分配最高端的人群手中，尽管通过养老基金间接持有股份的现象很普遍，但这也加剧了不平等——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这样（值得强调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已极大地减弱了不平等现象，因为它大幅增加了中国及其他地方无数贫困人口的收入）。


技术转折

技术上的解释也很简单明确——只不过是有趣而重要的转折。最直接的一点是对劳动力需求的持续缩减，最近主要是由于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

问题在于，通信革命已造成所谓“赢者通吃”市场的扩展。在传统市场中，薪酬往往与绝对业绩挂钩；而在“赢者通吃”市场中，薪酬完全取决于相对业绩。限制“赢者通吃”市场范围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距离。这使得二流、三流乃至更差的服务提供商能够继续经营下去，甚至生意兴隆。但如今，只要所讨论的服务可以数字化，距离就不再是障碍。这有效地联合了全球市场，让人们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服务提供商。

更重要的是，数字商品享有庞大的规模经济。这使得市场领导者能以低于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售商品，并依然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一旦收回了固定成本，每一件额外生产出的产品就几乎不再有成本。其结果是趋向于垄断，和所有通常的结果一样。据称，亚马逊占据了近75%的电子书市场，脸书（Facebook）是77%的社交媒体所使用的媒介，而谷歌则占据了近90%的搜索广告市场。[6]

新的数字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的赢家。J. K.罗琳（J.K. Rowling）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系列书籍和电影的成功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韩国流行歌曲《江南Style》（Gangnam Style）
及其伴舞。如果正在阅读本书的你还没有在YouTube上看过这首歌曲的视频（更别说尝试跳这支舞了），那么你就是几十亿尚未看过这首歌的视频的人中的一个。不过，该视频已被观看了24亿次，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如此巨大的观众规模史无前例。[7]

经由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会接着引出二线财富——那些为超级富豪提供服务的人赚取的财富。毕竟，假如J. K.罗琳发现自己陷入了法律纠纷，那么她肯定会雇用最好的律师来应对。她必定没兴趣在无法确保胜算的情况下为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律师的服务支付费用，更不用说那些在法律界地位相当低的人了。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写道：“对一个声誉或财富或两者都岌岌可危的富有客户来说，为了确保获得他能得到最佳人选的服务，他几乎不会考虑价格。”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引用过运动员O. J.辛普森（O. J. Simpson）的例子。辛普森支付给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数百万美元，请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诚然，德肖维茨的服务并没有像辛普森支付律师费那样数字化并出售给无数人。但他们说：“借助代理，德肖维茨成了超级明星：他受益于他的超级明星客户们的能力，这些客户的劳动力通过数字化和网络被更直接地利用了。”[8]

这些关于超级明星运动员和作家的讨论，可能会让人觉得“赢者通吃”的结构似乎只适用于极少数的孤立市场。但这种印象是错的。它适用于大部分经济领域。如果你能聆听最优秀的乐团演奏，为何还要去听排名靠后的乐团演奏呢？如果你可以由牛津或哈佛提供的最好的教授远程“教授”，为何还要接受本地大学中最平庸乏味的教授教你呢？如果你能雇用最佳会计师、投资银行家、外科医生或其他什么人，为何还要聘请最差的呢？简而言之，倘若金钱能买到最好的，为何要勉强接受次之的呢？

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如果服务能够数字化，而且客户数量无限制，那么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在极端情况下，这将意味着，除了最好的服务提供商，其他商家都会倒闭，而且可能没有足够低的价格让它们留在“游戏”中。正如布林约尔松与麦卡菲所言：“即使我们将自己唱的歌曲《满足》免费提供给大家，人们还是会更喜欢为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演唱的版本付费。”[9]

当给定的供应商能够满足的客户数量受到限制时，这个结果就不太适用了。但是，扩大市场的结果仍然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推高顶层从业者的市场价值。让我们以外科手术为例，机器人和AI或许能让外科医生给更多的患者做手术，但主要的益处在于提高了他们所做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允许他们进行远程操作，甚至可能距离患者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结果就是，对顶级外科医生的需求增加了。实际上，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市场。除非机器人和AI的工作质量和可靠性能够提高到最佳水平，否则能力较弱的外科医生仍然会得到雇用，但薪水较低。


皮凯蒂的观点

因此，过去的20年来，全球化和数字化一直是推动不平等加剧的两股强大力量。现在，一个具有（知识）天赋的法国人走进了这个迅速发展的不平等世界。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一本书，以一种不同而有力的方式解释了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且预测这种趋势会加剧。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国际出版界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它已经成为成千上万的书籍、学术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出发点。[10]

皮凯蒂的论点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原因很简单——资本收益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财富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于财富高度集中，这势必导致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

皮凯蒂声称，早在他的数据涉及之前，这就是西欧一直存在的真实情况。他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收入就异常集中。但20世纪早期和中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福利国家和累进税制的出现，起到了纠正作用，但也使我们对潜在的现实视而不见。皮凯蒂提出，现在的财富分配已经回到了19世纪晚期的水平，除非采取措施遏制这一进程，否则财富分配将不可逆转地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有趣的是，从本书的观点（即我的观点）来看，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皮凯蒂的书中，“机器人”一词仅出现过一次，且在近第700页处。换言之，假如你相信机器人和AI将显著加剧不平等，并且接受皮凯蒂的观点，那么，我们确实正在走向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世界。


对皮凯蒂的批评

皮凯蒂的书的影响力和他本人的影响力一样大，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他的论点招来了一大堆批评。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些批评的地方，但在继续研究机器人和AI的影响之前，我们的确需要了解那些关键的批评，并就主要问题得出结论。[11]

尽管开始时皮凯蒂积累、分析数据的规模之庞大引来广泛赞誉，但这些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事实上，这些怀疑如此严重，以至于让人们对皮凯蒂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大厦”产生了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80%，以及将全球财富税提高到20%或更高。

这种批评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指出，皮凯蒂依赖所得税申报表作为收集有关收入的证据。[12]然而，在美国，自1980年以来，税收规则的变化使得高收入者在低收益免税投资（如市政债券）方面的积极性降低了，对借助税率较低的企业运转业务和专业收入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因此，尽管纳税申报表也许能体现不平等的加剧，但在现实中，不平等问题可能根本不存在潜在的加剧。

第二，赫伯特·格鲁贝尔（Herbert Grubel）教授指出，皮凯蒂的数据（质量不大好）聚焦于不同时间点上个体间不平等的日益加剧。[13]但是他解释道，同一个体在一生中可能会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出现相当大的变动。他援引加拿大的数据显示，1990年处于收入最低的1/5群体的100名工作者，在接下去的19年中，其中的87名转入了收入更高的1/5群体中，这100人中的21人甚至进入了收入最高的1/5群体中。

第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经济学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指出，皮凯蒂的数据在细节层面存在严重问题，包括原始数据与皮凯蒂的相应拷贝数据之间有差异，以及在原始数据出现缺口的地方粗略地插入了“假设”的数据。贾尔斯说：“《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结论似乎没有得到该书自身来源的支持。”[14]

鉴于这些对皮凯蒂数据的批评如此具有毁灭性，你很可能会认为，那么批评皮凯蒂观点的理论缺陷就多余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简要地考虑一下该理论。毕竟，经济学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俏皮话——“好吧，这个想法在实践中行不通，但在理论上可以吗？”事实上，因为关于这些数据的争论也许会没完没了到让人倒胃口，所以与其相关的核心思想往往能自己存活下来，即使它没有经验事实方面的基础。

在理论方面，对皮凯蒂观点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随着资本规模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和国民收入变得越来越大，从资本中获得良好收益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称此为边际收益递减定律）。这与皮凯蒂认为资本收益几乎会永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的想法存在分歧。

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利用皮凯蒂的数据，对资本收益递减的原因做了精彩而有力的解释。他说，我们不应该像皮凯蒂那样，将财富等同于资本。他特别指出，在现代世界中，财富的大量增长归根结底是由于土地（和其他产生租金的资产）价值的增长。但是，土地获得的较高价值（因为需求的增长）并不会增加可用土地或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数量。实际上，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可测算的财富的持续增长，经济中配置的生产性资本数量可能一直在下降。[15]

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皮凯蒂的分析过于简单，它依赖于这样的假设——所有资本收益均被用于再投资，劳动所得的一切收入都没有被存下来（都用于积累资本了）。然而在现代经济中，与之相反的是，很大一部分资本收益都花在了消费上，而大量的劳动收益被存了起来。在存在养老金和人们普遍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中，这一点尤其突出。[16]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无关理论，而与实证相关。当你查看财富榜时，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你会惊讶地发现，如此之多的超级富豪是通过工作获得财富的，这使得他们创立和/或建立的企业的价值惊人地增长。这适用于杰夫·贝索斯、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以及更多的人。

而且关键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让我们来看看《福布斯》（Forbes）榜单，在1982年被列为最富有的美国人中，到了2012年，还在榜单上的不到1/10。此外，那些通过继承而得到财富的人在《福布斯》400强中的比例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皮凯蒂的研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果：最近工资不平等的加剧主要集中在顶层。在美国，熟练和非熟练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似乎在2000年左右就停止增长了。相比之下，最顶层的人的收入却大幅增长。然而，难以解释的是，超级富豪是如何因为技术或雇用外国廉价劳动力而变得更加富有的？皮凯蒂估计，最富有的0.1%的人中有60%—70%是企业CEO和其他企业高管。[17]

这些特点源于完全独立于任何AI或皮凯蒂理论的因素。它们的出现是因为机构股东未能限制高管薪酬，以及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金融化。目前已经存在扭转这两个因素的举措。自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银行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更普遍的是，机构股东已开始更加积极地限制高管薪酬。不过这两个方面都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有关这一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9章）。

结果如何呢？很多左翼人士将皮凯蒂奉为英雄，坚决拥护他的理论——不平等必将不可阻挡地加剧。他们认为这为采取激进的公共行动提供了依据，甚至在机器人和AI产生任何影响之前就能行动。他们可以将新工业革命的再分配影响视为只是对皮凯蒂的财富集中过程理论的一些补充（也许还会加速）。如果他们觉得皮凯蒂的观点有一些严重漏洞的话，那么它就是能够使他们跳往新的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的东西。

而且，正如我们前文所讨论的，它确实存在一些严重漏洞。对于皮凯蒂所做的工作——在如此漫长的时期汇集了一系列国家的数据，学者们似乎一致表示钦佩。但鲜有人认为他的理论令人信服。我也不认为。我们不需要用皮凯蒂简单却有潜在影响力的理论来解释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更重要的是，许多现实状况都极大地挑战了他的观点。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将皮凯蒂的信息留给经济史学家作为数据库使用，这也是无数激烈而前仆后继的学术争论的基础。


工作与报酬

现在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AI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非经济学家往往使用一些绝对性的术语来谈论就业。他们指的是一些工作正在消失，而另一些替代了它们。确实，我在第5章的讨论中采用了这一简单的方法。

但经济学的自然方法假定体系是灵活的。这种灵活性的润滑剂是价格。因此，我们最好考虑一下，在机器人和AI主导的世界中，劳动力市场与供应和需求的关系是怎样的，并将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变化视为数量与价格变化的体现。对就业而言，所讨论的价格是工资和薪金。当然，这方面的情况会影响收入分配。

那么，谁将成为赢家或输家呢？《连线》（Wired）
杂志的编辑凯文·凯利对该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说：“未来，你的薪酬将基于你与机器人合作的好坏。”[18]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常常提道，人们应该寻求成为某种日益丰富且廉价的东西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比尔·盖茨曾表示，当他看到软件将要用于计算机时，决定进入软件行业。

事实上，就像我在第5章中所论述的，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在AI经济中取得成功，你就必须成为一名AI极客。实际上，我在那里提到，职场中提供的许多工作（以及其中的好工作）都将以人为中心。与人类互动的好坏至少和你与机器人互动的好坏同等重要，或许更重要。AI经济中的输家是那些本质上做着机器人工作的人，以及/或者在与他人打交道时自己无可救药得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人。我可以肯定，读者会从他们自己的经历中发现无数这类人的例子。

人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假设——输家将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他们会在竞争中被机器人和AI击败。假如他们终于设法找到了工作，那收入肯定也会非常低。确实，他们在市场上的价值可能非常低，以至于跌到了像样的水平之下。因此，成千上万的这类人也许会选择（或被迫）依赖国家福利。与此同时，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收入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人将受到保护，免遭机器人和AI的冲击，就像处于高地的人们免受不断上涨的洪水的侵袭那样。

实际上，我完全不确定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早期的几轮机械化（其实是计算机化），甚至机器人的工业应用，确实都是以替代工厂中无技能或技能低的体力劳动者为中心的。专业性工作甚至办公室的工作起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但随后它们确实受到了重大影响。的确，秘书和档案管理员的工作实际上都消失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一进程现在已接近完成。

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现在很多受到AI威胁的工作是技能水平处于中等的非体力工作，这些工作的薪酬往往都相当不错。相比之下，对基本体力劳动的需求很可能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因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应该仍然会（适度）获得较高的报酬。此外，AI革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工作，因为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对AI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

人们普遍认为，鉴于大多数因技术提升而流失的工作都相对具有高技、高薪，那么新出现的工作很可能是低技、低薪的职位，主要分布在服务业。我们的脑海中对提供的新工作的印象是——快餐店中的低薪工作或户户送公司（Deliveroo，英国在线点餐外卖公司）的送餐骑手。但实际上，英国工作的平均技能含量一直在提高。过去10年间，英国三类薪水最高的职业（管理者和高级官员、专业性职位、准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在总就业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从42%上升至45%。

再则，即使对于可能最没技术含量的活动，工作者其实也需要掌握几项基本技能：使用电话和计算机进行交流的能力、驾驶汽车的能力，而这些技能是前几代所不具备也不需要的。没错，当今社会也有很多成员没有这些技能，但大多数人是具备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技能通常不会以任何正式的方式学习得到，而是作为现代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而获得的。驾驶能力或至少通过法律规定的驾驶考试（不完全是一回事）是个例外。结果是，工作者拥有比初看之下可能显现的更多的技能，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们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AI如何减少不平等现象

AI某些方面的进步为低收入人群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有利结果。优步出租车服务已经改变了很多城市的出行方式。在伦敦，它破坏了著名的“黑色出租车”行业。众所周知，这些标志性出租车的驾驶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心了解伦敦的街道——“知识”。但是，由于智能手机可以接收到卫星地图，这种“知识”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所以，黑色出租车的生意经常被那些对自己行驶的城市几乎一无所知的驾驶者抢去。

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供给的增加导致了均衡价格的下降。然而，如果你试图向伦敦的出租汽车司机建议，黑色出租车的价格太贵，该行业应该降低收费标准（由监管机构设定），那么你将会很幸运地逃离自己的生活。你的出租车司机会认为你在暗示他“活该”赚得比通常的少。

因为优步提供的打车价格要低很多，所以它们极大地拓展了租车服务市场。而且，由于该技术能让优步司机快速而高效地识别、招揽乘客，相比传统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闲坐和巡街以期接到“乘客”方面花费的时间较少。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其结果是优步司机比传统出租车司机赚得更多。据称，在美国，他们每小时的收入约为19美元，相比之下，传统出租车司机每小时的收入约为13美元。[19]

诚然，若无人驾驶汽车的数量最终出现激增，至少对一些商业驾驶者来说，这种收入的增长可能只是暂时的。不过，就像我在第5章指出的，无人驾驶汽车对人类驾驶者需求的影响很可能比其狂热者宣称的要小得多。

在技术对收入分配的普遍影响方面，优步的例子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窗口。优步的出现将收入从传统的出租车司机那里转移到了技术水平较低的优步司机手中。这会加剧不平等吗？几乎不会。相比其他工薪阶层，传统出租车司机的薪酬往往相对较高。事实上，你可以说这种转移使得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了。

另外，优步变革对消费者有益。这些倾向使情况更好了吗？未必。事实上，情况或许正好相反。你如何评价现在新技术带来的出行增多，以及具有更大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无疑，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最能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益处，他们的出行需求对价格相当敏感，而在过去，他们一直负担不起出租车费。

不可否认，优步变革确实有可能带来一个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的因素，也就是说，优步所有者可能获得巨额利润，而他们的所得不会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平均分布。他们必将成为社会中较富有的成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点仍然只在理论上有价值，因为优步当下亏损严重。


较廉价服务的益处

优步现象并非孤例。如今大多数颠覆性技术都在侵蚀着受专业人士、有技能的工作者、成熟企业所宠爱的职位，从而使全体人口受益。

金融科技行业尤其如此，该行业正在蚕食包括外汇交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以前巨大的利润空间。其结果是，将以较低成本提供这些服务的益处扩散到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除了银行的股东，损失惨重的还将是那些在银行传统的中介角色中找到工作的各种银行员工，他们的报酬通常非常丰厚。

基本的法律服务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AI的应用，它们将会便宜很多。其结果是更多人更频繁地使用此类服务。其受益效应将不均衡地落在不太富裕的人群中，大体上，这些人目前感到法律服务贵得让人望而却步。

因此，AI革命必定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的说法并不明显。事实上，AI革命的影响有可能会减少收入，至少在收入分配体系的某些部分会这样。毕竟，前面几章内容的重点在于，很多手工工作不会轻易屈服于自动化。与此同时，许多技术熟练但本质上属于例行公事的白领工作会被压垮。后者的主要例子包括大量处于中级水平的律师和会计师，这些人通常比一般体力劳动者赚得多得多。

请注意，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在美国，最近对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那些人的技能的需求增加了，对大量处于底层、相对缺乏技能的人的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了，而那些处于中间层、具有机械类中等技能的人，很容易被AI取代。但这似乎对提高底层工作者的工资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人们会不断从中等技能和收入水平的职位向较低技能和收入水平的职位流动。

相比之下，没有太多的中产阶级人口向上流动，因为要进入更高层次群体通常需要更高的教育水平，包括专业资格，而这些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获得的。即使自身有能力，一个人也可能需要经过好几年的训练才能进入更高的阶层。

在文献中，收入分配的顶层和底层两端都有更多工作的现象，被称为“工作分极化”（Job Polarization）。这似乎预示着，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增加收入的机会很小，因为他们的收入持续受到来自高于其层面的不断流入的人口的抑制。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却不这么认为。他怀疑，计算机和AI对中等收入工作的大部分侵蚀现象现在已经结束。我们如今剩下的是很多AI与人类技能互为补充的职业，包括放射学类、护理技术人员和其他医疗支持工作。[20]

奥特尔指出，记者、评论员甚至AI专家通常都会夸大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程度，而低估机器人补充人类劳动的程度，因而忽略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空间。这对于计算机和早期机械化浪潮是这样，对于AI也是如此。

但这通常意味着，为了能与AI进行富有成效的互动，工作者必须将自己的技能提高到某种程度。同样，对于计算机也是如此。而今，几乎没有什么办公室的工作（甚至任何工作）能由无法操作计算机的人来完成。市场对能挥舞铁铲但不会操作机械挖掘机的建筑工人或许仍然有些需求，但他们赚的钱要比既会拿铲子又会操作挖掘机的工人少得多。


技术与垄断

我在前文提到过，在数字世界以及由扩展出的AI广泛应用的新世界中，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的垄断趋势，这往往会导致利润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富人更有可能拥有享受这些垄断企业的所有权，所以不平等有加剧的趋势。

但这种观点不能被不加审辨地接受。虽然数字世界的确似乎具有高度寡头垄断或垄断的特征，但其始终存在的特征是颠覆性变革。毕竟，像脸书、谷歌、亚马逊这样的标志性企业在25年前尚不存在。它们从无到有，侵蚀、毁掉了很多老牌企业的利润，为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利益。

因此，认为自己的市场地位永远坚若磐石是最不明智的。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和先发优势，面对试图与自己做同样事情的竞争对手，它们可能不会非常脆弱——尽管它们无法确定这一点。它们真正的弱点在于，一些新技术或许会随之而来并削弱它们，就像先于它们的那些企业所经历的一样。

此外，一些现代技术（如区块链和3D打印）可促进小规模生产。

再有，第4章就工作与休闲的讨论产生了对收入分配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可能影响。事实表明，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往往比处于底层的人工作时间更长。有证据表明，无论对于哪个群体，这都不符合人们的偏好。

现在假设这是对的，并假设在未来经济中，处于顶层的人工作少，而处于底层的人工作多。这自然会缩小顶层与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金钱衡量，不考虑休闲时间）。

应当承认，尽管如此，机器人和AI革命还是很有可能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力。而且因为资本主要为富人所有，在缺少干预的情况下，这很可能会导致机器人和AI带来的益处向收入最高的那些人倾斜。

这个问题可能会在代际方面有明显的体现。资本的拥有者将主要是老者，而劳动力的出售者则大多是年轻人。因此，很容易看到AI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以牺牲年轻人为代价，让老年人受益。

而且这可能会对社会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假如出现大规模贫困，原因无论是工作稀少还是薪酬很低，利用收入积累资本的行为都将变得极为困难。


综合评价

在一个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世界中，许多人担心未来的收入分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都在争夺低薪工作。同时，还存在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及拥有新世界所需技能的少数人的倾向。在这些情况下，许多人会面临低薪就业（或许不规律且不稳定）和长期失业之间的选择。

现代经济中已经存在朝着这个方向推动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影响将加大这股力量。无疑，很多人会害怕这样的未来，其中包括许多数字和AI领域的大人物。

如果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很可能需要国家实施重大干预措施，以预防和/或纠正它。这就撞上了关于何为理想的或至少可接受的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以及为了纠正不平等加剧而可能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成本和意外后果的问题。我将在第9章讨论这些。

然而，关于AI经济将严重加剧不平等的问题，这远非预料中的必然结局。事实上，AI革命中的很多发展都将朝着减少不平等的方向推进，因为它们通过提供较低价格的服务来逐渐动摇中产阶级的收入，从而使收入水平较低的人获益。当然，很多工作会流失，但新工作将取而代之。这些新工作的薪水会较低的情况也并非不可避免。绝大多数人获得相对高薪工作的能力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机器人和AI的技术能力（目前，在独立于人类而行动的大量的各种活动中，它们的表现一直令人失望）。

●机器人和AI的制造、维护及融资成本。

●机器人和AI与人类有利互动的空间（机器人和AI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品的作用越大，人类能赚到的工资就会越高）。

●人们有多想从他人那里购买东西，尤其是服务。

●机器人和AI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当下由相对高薪的人提供的服务成本，以使薪水较低的消费者受益。

●人类自愿决定增多休闲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高，将会加强人类劳动力与资本和AI讨价还价的余地）。

●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偏向喜好更多休闲的程度。 

显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相互作用的，很难判断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是，即使机器人和AI的应用开始激增，若上述各因素处于平衡状态，那么也很可能会使大多数人享受到不断增加的收入。不会出现收入不平等大大加剧的情形亦完全合理。

如果出现的话，那也很可能是暂时现象。伟大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经济发展初期会加剧不平等，但随后这种差距的拉大会被逆转。此外，这个故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吻合。正如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结果是，现在下结论说随着机器人和AI应用的兴起，社会必然会朝着不平等加剧的方向大步向前，还为时过早。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毕竟，如果我们在19世纪末就知道，农业、照料马的行业及家政服务业的就业率即将直线下降，那么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富裕程度较低的人的前景很快会明显恶化，而且能想象到，大幅扩大了的穷人队伍将会四处争夺工作和收入的“残羹剩饭”。当然，其结果恰恰相反。类似的事情为何不可能再度发生呢？


输赢地区

地区和国家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可能很容易假定，因为机器人对其所在地没有偏好，起码在它们接管这个世界之前是这样（将在后记中探讨），即便它们有偏好，人们也不会注意到，而AI肯定可以在任何地方应用，所以，即将到来的革命会削弱地理上集中和集聚的优势。

这会很容易被理解为，经济活动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因此，这可能意味着，地区差距将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而缩小，此后人们的住所也可能迁到土地和服务更便宜的地方。可能的结果是人们从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向更低廉的城镇、乡村和地区迁移。

但我对接受这些结论持谨慎态度。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过早地贸然宣布“距离的消亡”。这应该是计算机和通信革命的结果，因为人们现在可以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工作、娱乐和交流。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了。但它一直没有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实际上，集聚的趋势看起来还在继续。

伦敦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你可能会很容易想象，通信革命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促进英国地方性中心的发展，比如爱丁堡、格拉斯哥、敦提（Dundee）、珀斯（Perth）、伯明翰（Birmingham）、诺威奇（Norwich）、布里斯托（Bristol）、利兹（Leeds）、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埃克塞特（Exeter），所有这些城市都曾有过大量的金融活动，我年轻时曾作为金融市场分析师去过上述地区。但实际上，在这些地方已经看到了总部设在当地的金融企业被合并或接管的情况，金融活动转移到了伦敦。只有爱丁堡设法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存活了下来，尽管其规模只是伦敦的一小部分。

有趣的是，伦敦内部的情况并非如此。以前人们常说，要想在金融领域成为任何人、取得任何成就，你就必须位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心脏地带，步行即可到达英格兰银行。但是，假若这曾经是真的，那现在肯定不是了。金融服务业已经分离开来。虽然大量机构仍位于旧城区，但如今很多商家都迁到了东部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另有很多则向西迁移，搬到了圣詹姆斯（St James's）和梅菲尔（Mayfair）周围的聚集区，那里是对冲基金的大本营。维多利亚（Victoria）和马里波恩（Marylebone）也有分支机构。

如何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呢？我想原因一定是，尽管很多业务可以远程完成，但这只起到了增加面对面会议重要性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如果你驻扎在圣詹姆斯的对冲基金巷，则可以很容易地随时安排与在金融城甚至金丝雀码头工作的人见面。但你无法和在伯明翰的人这么做，更不用说在格拉斯哥的了。

同样，在伦敦这些不同地区运营的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相同的、规模极其庞大的熟练劳动力池/库。相比之下，格拉斯哥、伯明翰和大伦敦地区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隔离状态。

在休闲领域，促成集聚的类似力量也在发挥作用。足球/橄榄球比赛、赛马场、电影院、歌剧院、音乐厅、顶级餐厅等都需要位于顾客能够轻松到达的范围内。这对很多经济活动的发生所在地都产生了明显的连锁反应，而不仅仅是提供这些各种娱乐服务所涉及的一切事情。假如你是一位领先的对冲基金经理，可支配收入可观，能在去餐厅、购物和/或听歌剧等方面消费，那么你希望住在斯肯索普（Scunthorpe）还是伦敦？（如果在美国，可通过伊利诺伊州的皮奥瑞亚和曼哈顿的对比来理解。）

据说，这一因素与大量对冲基金在伦敦的持续存在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在某些不利的税收变化使得迁往瑞士似乎更具吸引力的情况出现之后依然如此。日内瓦（Geneva）当然有其迷人之处。但在购物、听音乐和去餐厅方面，它无法与伦敦比肩。再就是瑞士的州首府楚格市（Zug，顺便说一下，我没有反对去楚格市。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都去过那里）。

牛津大学的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教授认为，AI革命带来的变化实际上将拉大地区差距。在地理上，最脆弱的城镇和地区与经济强劲增长、充满活力的城市隔离，高房价和高通勤成本阻碍人们前往这些城市。

英国智库“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它预计，到2030年，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城市中约360万个现有工作岗位（占总量的1/5左右）将被替代。它认为，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作流失情况会更严重。同时，南部地区的城市已在软件开发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将使需求增加，相应的流失也可能会减少。[21]

公共政策研究所经济公正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总结道，在英国伦敦，面对自动化时可能具有弹性的工作比例最高。[22]有意思的是，该报告还指出，在从事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的人群中，女性和某些族裔的数量所占比例过高。

作者和AI梦想家卡耐姆·切斯表示，人们将日益根据收入的多少而形成不同的群集。对大多数穷人（85%）来说，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温室城市将是禁区。他说，他们将借助“免费娱乐和社交媒体这些鸦片/麻醉剂”来适应社会中明显的不平等。[23]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所有这些都不是很确定。就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样，当如此之多未来的情形都笼罩在纯粹的不确定性中时，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不要妄下结论。我们必须做好受到震惊的准备。


输赢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含蓄地假设，机器人和AI革命会平等地席卷所有国家。然而，片刻地认真思考就应该能明白，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逐渐步入的新世界与旧的那个迥然不同，它带给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挑战如此激烈，以至于我们必须假设，不同的国家将做出不同的选择，并在实施时取得不同的成功。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均衡那样，这场新的革命也能做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走向伟大，因为英国首先推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业化，享有相当大的先发优势，直到被德国和美国超过。在机器人时代，是否会有某个国家明显处于领导者地位？我们能不能轻易识别出哪些国家可能成为输家？

应该强调的是，能充分利用AI的形式有两种——生产和消费。两者并不一定结伴而行。完全有可能的情况是，只有少数国家在生产支持AI的产品甚至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或许是美国、中国，也可能是英国），但这些产品和服务也许会在更多的国家得到应用。

这反映了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只有极少数国家从事计算机制造，而且相应软件的开发主要由美国所主导。但是，世界各地都在使用计算机。此外，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本国不生产就决定不使用计算机，那么它就会把自己扔进经济垃圾堆。

AI也是如此。仅仅因为你的国家不生产AI（既没有任何算法、驱动AI的深度学习应用程序，也没有像机器人那样的物理实体），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通过应用它们而获益。实际上，若不这样做，你就有陷入经济孤立的风险。

尽管如此，关于创新（包括AI）及其收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技术行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一种极端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倡导的“世界是平的”（World is Flat）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由于现代技术的廉价和互联性，任何可以访问互联网的人都能发明一种具有潜在全球规模的服务或产品。

另一种极端是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提出的“世界远非平的”的观点。实际上，它起码有几座大山。这种观点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创新发生在一定数量的特定大都市地区，通常围绕着一家大型、成功的企业和/或一所领先的大学。

然而，尽管在起步和起步刚过的阶段，世界似乎由美国科技公司主导，但创新已经实现全球化，充满活力的技术中心在中国、印度和欧洲蓬勃发展。一份由佛罗里达教授联合撰写的报告显示，如今硅谷在风险投资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不超过50%，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为95%。[24]

不过该研究还显示，排名前6位的城市吸引到了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排名前24位的城市吸引到了超过3/4的风险投资。引人注目的是，资本投资量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中有3个在中国。

经合组织2018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总体而言，相比南欧和东欧，北欧和北美的就业风险较低。在西斯洛伐克，几乎40%的工作面临风险。相比之下，在挪威的奥斯陆周边地区，据说只有约4%的工作面临风险。

这些差异本质上与当前的就业结构有关。但是展望未来，国家间取得相对成功的关键特质可能会有所不同：在AI开发和研究上花费的资金，对机器人和AI进行严格监管和/或征税的程度，决定大众对机器人和AI接受程度的文化因素。


差别开支

各国机器人的应用强度已经存在巨大差距。2016年，有记录的韩国制造业每万名员工拥有工业机器人数量最多，达631台。其后一些主要国家的排名如下：新加坡（488台）、德国（309台）、日本（303台）、美国（189台）、意大利（185台）、法国（132台）、英国（71台）、中国（68台）、俄罗斯（3台）。[25]

不同国家在AI方面的投资量也大不相同。高盛集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英国投资额为8.5亿美元，中国为26亿美元，美国约为182亿美元。尽管比中国和美国的量要差得多，但英国的投资量依然高居世界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承诺到2030年成为AI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届时，其目标是建成价值1,500亿美元的“AI生态系统”（AI ecosystem）。[26]

提到AI时，人们的思路往往转向机器人或无人机方面，但其最大的影响常常来自与视觉不大相关的地方，即分析数据的能力。中国在该领域可能拥有巨大的优势，即拥有更多的数据。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成为AI的最大雇主之一。2017年，中国申请了530项摄像头及视频监控专利，是美国同类申请数量的5倍多。中国人已经可以利用面部识别购物、付款和进出建筑物。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AI研究很大程度上与互联网相关，而德国的研究则一直集中在AI可以改善制造流程的领域，以及集成AI的“智能商品”的生产，比如汽车和家用电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英国AI研究与其工业和智慧发展史保持一致，主要在政府完全没有试图决定甚至影响其方向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的。

然而，2018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将投资3亿英镑用于AI研究。这听起来应该很了不得，但实际上相比国际上的花费，这只是九牛一毛。在提交给英国上议院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的书面证据中，微软指出，“中国和印度一年分别培养出了30万名计算机科学毕业生，而英国只有7,000名”。

诚然，英国在AI研究方面有着出色的记录，但是正如在很多领域中的那样，英国在将这一杰出技术转化为商业获利方面不大成功。另外，英国市场上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趋势，即小型和创新型AI企业被出售给大型的外国（通常是美国）企业。DeepMind卖给谷歌就是有目共睹的实例。DeepMind创立于2010年9月，2014年售出。而且，不管在英国成立的企业是否被卖到了国外，很多英国的顶尖AI人才都流失到了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

就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英国试图全面发展AI的重要前景正在走向失败，因为英国不希望达到中国或美国的支出规模。相反，正如德国似乎在做的那样，英国在专业化方面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份提交英国上议院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似乎认为，英国在AI的伦理和监管方面可以成为全球领先者，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将其转化为重大的经济成就。[27]

然而，英国的AI专业化领域可能会宽广得多。鉴于AI将成为很多类型的熟练人类劳动力的补充，所以看到国家层面AI应用的专业化普及，也就不足为奇了。它反映了这些人技能的跨国分布情况。因此，美国和英国可能会专门研究AI在金融、法律、会计、商业服务，或许还有医学领域的应用。德国、中国和日本或许会将AI应用引入先进制造业。

与此同时，从最近的形势来看，你不会轻易认为很多非洲国家会设法投入足量资本，或者进行彻底的组织变革，从而实现AI革命的成功。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他们未来的专攻领域可能会是将AI应用于基础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

请注意，仅仅因为一个国家一开始在某个特定领域拥有“领先地位”和专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一定能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并成功地在该领域的AI应用方面发展出专长。相对的能力和专长能够且确实会发生变化。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在将AI融入其已发展出专长的活动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它的专长就很可能会被其他能够更好地融合AI的其他国家取代。


监管倾向

根据过去的形势并基于当前在AI上的花费金额，你或许会很容易地期望美国和中国走在AI及其相关发展的最前沿。另外，它们是最有可能允许AI革命所隐含的经济变化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而不会因为社会原因而对其减速和抑制。Ocado公司对英国上议院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表示，“围绕应用和技术监管较少的情形正加速实验和创新的进展，包括在数据和AI的使用方面”。[28]

相比之下，你可以轻易想象到，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对机器人和AI征税更重、监管更严格。一般而言，这些国家很可能是那种已经倾向于为现有生产者群体利益提供严密保护的社会。对此，人们很容易想到欧盟，它可能就是对机器人课以重税并严加监管的组织。

我们不可能自信地确定英国会落在此范围内的哪个位置。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英国如何在脱欧后的世界中寻求自我定位。我猜可能会介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某个地方。

在第7章，我将讨论各国如何监管机器人和AI的可能选择及其后果，包括可能引入机器人税的问题。


文化因素

税收和监管在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化也很重要。总的来说，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似乎比西方国家更容易接受机器人。一般而言，亚洲人不认为机器人具有威胁性。一代代的日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机器人视为乐于助人的英雄。《铁臂阿童木》（Astro Boy）
是一部总销量达1亿册的日本系列漫画。相比之下，机器人在西方被看作是极具威胁的东西。人们内心对它们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电影影响的结果。

或许这种差异有着更深的文化根源。日本东京大学机器人学教授石川正俊就这么认为。他提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宗教。他将西方的一神论宗教与东方的唯心论宗教做了对比，前者无法相信一个重要的非有机实体能有智能，而后者的追随者很容易相信机器人有“灵魂”。

无论其根源是否与宗教有关，西方文学中都充斥着人类创造出无法控制的事物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结果是，机器人和AI在美国和欧洲可能不如在亚洲那么易于被公众接受。这也许会影响这些社会对机器人和AI严格监管和征重税的倾向。


不同国家的选择

如果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有望引发生产力的大幅提高，那么，各国在GDP排行榜上的相对排名的显著变化，应取决于对机器人和AI的易于接受程度，而非征税和严苛监管。

各国在工作与休闲之间权衡取舍方面的不同选择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假如一个国家决定以增加休闲的方式获取AI红利，而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实际产出和收入，那么相对于后者，前者的经济权重会较低。

在很多方面，这也许无关紧要，但在一个方面确实重要，即防御能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选择更多的休闲，而另一个选择更多的产出和收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个的防御能力将会相对更高。我用了“防御”（defense）一词，但或许我可以更准确地说是“进攻”（offense）。如果不同国家在对机器人和AI的税收和监管方面采取非常不同的政策，那么同样的观点也一样适用。

不过，这里可能再次出现政策回应。如果一个国家能发现自己的能力低于其国防开支的要求，从而造成战略脆弱性，那么这种担忧也许会对其领导者起作用，说服他们放缓或阻止其社会选择更多休闲而非产出的趋势，还可能缓和对机器人和AI过度征税和监管的倾向。


发展进程的测量器？

AI革命的影响之一或许是使发展中国家更难跻身经济发展的前列。近几十年来，一连串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在东亚）基于低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了转型，使得它们能够经由高度依赖出口来扩大制造业。这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发展路线。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出口增长，从而使它们能够在规模经济中受益。

最初，这仅限于制造业，但随着通信行业的变革，其扩展到了服务业的部分领域。呼叫中心、基本会计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已日益转往更廉价的国外中心，尤其是印度。

但在机器人和AI普遍存在的新世界，劳动力成本的相关性将会降低。倘若可以在几乎没有人力投入的情况下以低廉的成本制造商品，而且能在本地生产，从而省下运输费用且不耽误时间，那么，你为何还要将制造基地设在亚洲呢？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到，这和过去30年的趋势正好相反，那时西方制造业的很大一部分都转移到了东方（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大的输家行业之一将是大型国际运输集团）。

同样，当你可以应用成本几乎为零的App时，为何还要在印度雇用廉价但成本非零的人类来做行政工作，而且还要解决可能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承认，有时候，数字服务在不同地点之间的切换可以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功能。最近，有一种举措是将机器安置在气候较冷的地方——在那里，使服务器保持低温的成本较低。[29]显然，冰岛是最受欢迎的地方。

当然，正如200年前大卫·李嘉图在其比较优势理论中概述的那样，驱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是相对成本差异。所以，开展贸易始终比没有贸易有利。不过，该原则并未确定可获利（且可取）的贸易量。在新的经济状况下，从狭义范围和全球整体水平的角度来看，减少国际贸易量很可能有益处。

但这是否会毁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之路？它可能不会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任何阻碍。对它们而言，那只鸟已经飞过去了。它们中的许多人已然达到或起码接近西方发达国家享有的生活水平。诚然，中国和印度尚未实现，但它们拥有庞大的内部市场，这应该可使它们避开依靠出口而取得成功的路线。此外，在这两个国家（不过特别是印度）中，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相比机器人或AI，雇用人类劳动力依然有利可图。

损失惨重的输家可能会是那些在发展阶梯上尚未设法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已就“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提出警告，因为依然处在发展阶梯较低位置的国家无法通过出口实现工业化，却会被迫发展成服务经济。

很多非洲国家很容易立马呈现在你的脑海中。经常有人争论说，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可能即将走上众多东亚国家踩出的发展道路。毕竟，东亚国家已发展起来，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猛增。这使得人们能够想象，日本过去将其大部分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以从当时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获益，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可以将其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非洲。

但是，如果劳动力成本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过程就可能永远不会开启。因此，非洲可能永远无法享受出口繁荣带来的好处，而正是出口繁荣推动了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将不得不依赖内部产生的需求。但是，由于国内劳动力如此低廉，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这些国家在机器人和AI的部署上会比较迟缓，因而在发展方面将一直远远落在后面。

最近，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将无法沿着发展阶梯向上前行的担忧，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一项研究对其进行了反驳。该研究认为，制造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制造业的增长不是发展中经济体进步的先决条件，也不是防止“好的”和“坏的”工作之间出现巨大差距的关键。

另外，该研究还发现，几个服务领域的生产率增长与表现最佳的制造业相当。该研究引用了邮政服务和电信、金融中介、批发和零售分销等行业的数据。该研究的结论是，“跳过”传统的工业化阶段不一定会拖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30]


小结

在前文关于AI革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的讨论中，我认为要确定其总体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对有关AI革命对地区差异的影响，我们同样应该做个不可知论者。但至于机器人和AI对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更有信心一些。这些影响将部分取决于各国在AI上的投入。但这将主要影响它们在生产机器人和AI方面的作用。

不过，真正重要的差异因素，是各国对机器人和AI应用的接受程度，或者寻求严格监管和/或对它们征税的意愿大小。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看起来可能是AI领域的赢家。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由于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美国和欧洲，所以AI革命的效应可能会减少全球不平等，很像过去20年间全球化实现的效果那样。

所有这些AI革命可能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或许都需要政策回应。当然，这种行动不可能留给个人或企业。它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落到政府头上。事实上，在我们为AI经济做准备的时候，政府可能需要成为以下三个主要政策问题的支持中心：

●对机器人和AI进行监管并可能征税。

●彻底改革教育体系，以使人们做好准备，能在机器人时代兼顾工作与休闲。

●可能进行收入再分配，也许涉及通过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方案开展。

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是我们从讨论和猜测转向行动的时候了，或者至少是考虑行动的时候了。


第三部分
未来已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第7章　是鼓励它，还是对其进行征税和监管


很遗憾，机器人不纳税。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1]

若你唯一拥有的工具是锤子，我想，将每个问题都当作是钉子来对待会很有诱惑力。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uw）[2]


机器人和AI的发展对人类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是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材料的根源。它引发了一系列政策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致力于刺激并鼓励AI的发展？如果是，应该如何做？还是我们应该致力于限制它们的发展或至少减缓其推进速度？如果是，又该如何做？是否有很好的理由来设置“机器人税”？

除了这些问题，前面各章还揭示了AI引发的很多伦理、监管和法律问题。无论AI对人类的幸福是好是坏，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政府选择和执行的公共政策来解决。

在讨论支持和反对征收机器人税的理由之前，我首先会问，试着抑制或鼓励使用机器人和AI的应用在原则上是否可取和可行。接下来，在讨论如何防止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之前，我将讨论监管、法律和伦理问题。最后，我将讨论AI对民主政治系统的影响。


我们应该阻止机器人和AI的发展吗

支持阻止的理由是，AI革命威胁人类的福祉。因此，阻止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符合公众利益。据推测，机器替代人类恐怕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工作者收入减少、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对许多人来说，没有工作会带来贫穷、烦恼、疏离感，以及通常伴随这种状态出现的所有常见社会弊病。

该论点的另一种说法是，即使AI和机器人对人类没有坏处，社会也将发现其很难适应其中涉及的巨大变化。因此，为了让人们和机构有时间调整，延迟这些变化的到来符合公众利益。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机器人和AI革命将产生与这些令人担忧的结果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场革命将提高我们的生产能力，并在此过程中使我们有可能在生活中既提升消费水平又增加休闲时间。就像我在第5章中所论证的，如果任由该过程自行发展，将有可能导致一些旧工作被破坏，另一些旧工作得到增强，以及一些全新工作的出现。在很多领域，人类劳动力和机器人将会相辅相成。

但我们无法预先确切地知道，这种毁灭/增强/创造的效果会落在何处，更不用提它们的变化程度了。我们也无法知道人类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爱休闲而非工作，也不知道他们选择怎样打发多余的休闲时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一个让市场找到自我运转方式的领域，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假若事先强制推行决策制定者的选择或假设，而不让市场发挥自己的作用，则可能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

在工作和休闲的选择方面尤其如此。在这个人类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何人们做出的决定会受到决策者的认知的严重限制？即使在他们试图影响的事情已充分确立并得到很好的理解的时候，他们也有能力造成巨大伤害。而当他们在未知领域中运作时，即便是出于善意，无意识干预造成伤害的能力也是无限的。

AI梦想家凯文·凯利的观点挺合适。他写道：

政客们竭力阻止机器人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没人早上起来真的想做的工作。[3]

所以我认为，虽然有理由让公共资助项目来帮助那些因这些和其他技术变革而变得多余的人，并协助其参加再培训，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试图阻止甚至减缓机器人和AI应用的拓展。


鼓励AI发展吗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有理由积极鼓励并刺激AI革命？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e）对此坚定不移。他曾说：“我们中的很多人相信，在道义上，让技术发展并应用势在必行。我觉得故意对其横加阻止是一种无礼行为。”

这相当于不抑制、也不刻意鼓励AI发展的论点。确实，反对鼓励它的主要论点和反对阻止它的论点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根本还没有充分明白AI将如何影响经济与社会。此外，找出答案的唯一方法是让人们和企业做出自由选择。政府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在不知道其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扭曲和成本时积极鼓励AI的发展。

请注意，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我们在本书前文中提到过，萨里大学物理学教授、英国科学学会主席吉姆·艾尔-哈利利担心，除非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做出积极的努力，就AI带来的风险和益处教育公众，并和他们一起展开全面讨论，否则，公众可能会强烈反对AI，类似于几年前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情形。[4]


支持机器人税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没道理，但如果社会判断应该努力阻止或起码减缓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那么这样做的最具吸引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借助税收体系。毕竟，看上去仿佛对机器人征收的任何税款均会由“它们”支付（当然，在实践中，所有税款最终都将由某处的某些人类支付）。

“机器人税”的构想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其中就有比尔·盖茨。他认为：“如今，人类工作者在工厂里做着价值5万美元的工作，他的收入被征了税，而你得到了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机器人来做同样的事情，你会认为，我们应该向该机器人征差不多水平的税。”[5]盖茨认为：“未来20年，工厂中必定有不少有意义的工作种类将被机器替代，例如仓库管理、驾驶、房间清理。”[6]

韩国已经在向阻止机器人应用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它宣布了对适用于自动化机器投资的税收优惠的限制措施。在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的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阿蒙（Benôit Hamon）在竞选中提出过这一想法（当然，他没有赢，甚至离赢还差得远）。在英国，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已经支持征收机器人税的主意。他在工党大会上表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自动化的挑战——机器人技术可能会使太多的当代工作变得多余。”他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向机器人和AI征税，以资助成人教育。[7]

另外，有人向欧洲议会（EU Parliament）提议征收机器人税，其理由是，“在为支持及再培训失业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已减少或被淘汰）提供资助的背景下，应该检视对机器人完成的工作征税或对使用、维护机器人收费的问题”。[8]该提议被否决了。

事实上，负责欧洲数字单一市场的欧委会委员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强烈反对机器人税，他表示，如果欧盟采用了机器人税，“其他人就会占据这一领先地位”。他由此提出了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当一个国家引入机器人税，而其他地方不实施时，则可能只会引发其他地方的创新，并且企业和有技能的工作者都将向税收制度更优惠的国家转移”。[9]

毫不奇怪，技术工业的领导者和一些国际组织将机器人税称为一种“创新惩罚”。国际机器人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认为，开征该项税“会对竞争力和就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10]


支持和反对机器人税的争论

那么，机器人税的利与弊是如何叠加的呢？我已经陈述过，一般情况下，限制和/或阻止机器人和AI的发展经不起推敲。不过，征收机器人税存在三个具体财政方面的理由，需要对其进行依次分析。

财政中立原则

第一个观点认为，不对机器人和AI征税会给税收体系带来破坏性失真情况。雇用人类劳动力必定会被征税，其方式是，不仅要向雇员征收所得税，还要向雇员和雇主征收就业税（Employment Taxes），比如英国的国民保险税（National Insurance）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不对机器人和AI征缴相应的税，税收体系就远非处于中立状态。这实际上是鼓励机器人和AI替代人类劳动力。[11]

因此，税收制度可能会使技术性失业、工资下降、不平等加剧等问题更加严重。就算你不相信会造成大规模贫困的情况（我不相信），它仍然意味着，资源配置扭曲会导致社会收入减少。

但是，对于何为税收体系的中立与不中立，关键取决于你是将可能替代人类工作者的机器人和AI视为“人工工作者”（Artificial Workers）还是资本投资项目。如果它们被看作是人工工作者，那么对它们征的税低于人类工作者的就显得奇怪了。这有点像对不同类型的工作者征缴不同的税——矮个子工作者与高个子工作者、上半年出生的与下半年出生的，等等，诸如此类。

然而，一旦你视机器人和AI为机器，这个问题的面貌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毕竟，我们不仅不会断然对机器（资本投资）征税，而且在很多国家，我们还特别提供补贴，且补贴方式往往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免。但是，这种资本投资很可能会造成某特定行业或职业的就业人数的下降。

这种对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待遇基于三个关键假设：

●一个职业或领域失去的工作总是会由其他职业或领域创造出的工 作来弥补。倘若这种结果不是经由市场的正常运作自然产生的，那么各种各样的政府计划将确保其无论如何最终都会实现，这些计划可缓解结构性困难，由当局旨在实现充分就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整个社会对实现高水平投资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是提高人均 GDP水平、进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途径。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企业也许不愿意像对公共利益那样进行那么多的投资。所以就有了通过减税给予一些刺激以增加投资的想法。当资本投资涉及创新元素时尤其如此（对机器人和AI无疑也是这样）。的确，因为创新给社会带来的益处大于创新者产生的利润，所以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对体现创新的资本补贴和征税都有理由”。[12]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假如一个国家对资本设备征税，则其境 内的资本投资更有可能减少。另外，部分活动、企业或行业或许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鉴于这三个假设，借助提高前者的实际税率来实现资本设备与劳动力之间的税收平衡不具有吸引力。而且，为什么应该将机器人和AI与其他种类的资本设备区别对待呢？如果对机器人和AI征税，但不对可能同样损害工作者（其工作受此类投资的威胁）短期利益的其他类型的机器或软件征税，那将是极其古怪的。

事实上，如果对机器人和AI征收特别税，这会导致一些严重失真。毕竟，机器人是什么？AI又是什么？ATM（自动柜员机）技术毫无疑问已经淘汰了银行业的一些工作。是这个符合征税条件，还是会计软件程序符合征税条件？

我在本书开头就已明确指出，机器人和AI尚无被普遍认可的定义，这有充分的理由。交响乐投资公司（Symphony Ventures）的CEO大卫·普尔（David Poole）曾说过：“机器人不等于人。大多数不是物理机器人，而是软件机器人。它们与电子表格软件真的没什么不同。”因此，如果政府试图征收机器人或AI税，那将出现巨大的法律和避税问题，还会有相当多的投资转移到“几乎算机器人”和“几乎算AI”的设备、技术上。

关于对机器人和AI征税的争论，或许可以得出的结论恰是，不应该对它们（不管它们是什么）征收类似的就业税，而应该废除对人类雇员征收此类税。

当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将在公共财政中留下一个缺口，必须通过增加其他种类的税收（或削减支出）来填补。但人们并没有在排队等着任何形式的增税或减支。此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指出的，所有种类的税收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失真，所以机器人税会导致失真的论点并不能圆满地解决该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失真的程度有多严重，以及替代的方式有哪些。[13]但是，上文提到了将机器人和AI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投资分开的定义问题，肯定表明“机器人税”引发的失真将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

税源流失

尽管如此，征收机器人税还有第二个财政方面的理由。在美国，大约80%的联邦税收来自所得税/工资税。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肯定也差不多。随着机器人和AI替代了人类劳动力，除非对它们征收类似的税，否则税基会缩小，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崩溃。所以，该观点认为，存在填补收入缺口的迫切需要。

但是，对于机器人和AI替代人类工作者是否会导致税收减少的问题，取决于那些人类工作者的状况。如果他们因此失业，那么会出现收入的净损失；但假如他们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就不会这样。在后面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取代的工作者将继续缴税，包括令人讨厌的就业税。

此外，机器人和AI的应用使提高产出成为可能，这将增加政府的收入，因为人们总体上缴纳的所得税和以前一样多或更多，而企业要交更多的公司税，消费者则要交更多的消费税。这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税基不会被侵蚀，因此也无须增加额外收入。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唯一主要的条件是，工人在多大程度上选择以增加闲暇时间而不是增加产出（和支出）的形式来获得AI红利。由于休闲活动不直接征税，这可能不会导致税收的整体增加，反而很可能导致税收下降。而财政收入的任何下降都必须被某个地方的税收增加取代。因此，对机器人和AI征税是一个可能的候选项。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向机器人和AI征税的好理由。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指出的，人们不太可能以增加休闲的方式拿走所有AI红利。如果他们只是以这种形式获取一部分，其余部分以增加收入和支出的方式得到，那么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很可能存在扩大税基的足够空间。此外，即便不是这样，基于先前给出的理由，寻求额外收入也需要以最不失真的方式进行。如上所述，“机器人税”不大可能符合条件。

政府支出增加

第三个支持征收“机器人税”的财政方面的理由是第二个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被机器人和AI替代，不仅政府收入可能会下降，而且相应地，在失业救济金方面的政府开支或许也会大幅增加。事实上，很有可能的是，就业岗位的大量减少，很可能使引入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或最低收入保障（GMI）成为可取方案（我将在第9章就支持和反对这一建议陈述相关论据）。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对造成这种政府开支增加的事情（即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征税既合适又有效。

当然，可能会存在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由于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使他们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也许会因为自己的技能变得多余而失去生计。他们将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求再就业机会，而这可能涉及以高昂代价获取新技能的问题。其中一些人或许没能力获得新世界所需的技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公共资金来缓解人们从一种就业形式向另一种就业形势的过渡，并让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能够维持生活。

但是，如果这是个重要的收入问题，需要通过提高收入来为采取措施使过渡更容易或为过渡减轻困难提供资金，或者为UBI供给经费，那么与任何其他种类的政府支出一样，这种收入应该运用所有常用的方式，以对整个税基最不失真的方法来提高。尤其考虑到上面讨论过的定义问题，对机器人和AI征税似乎不太可能是最佳的（即最不失真的）增加收入的方式。

所以，对于向AI征税以减缓其普及并由此保护人类的工作的问题，需要将其与是否应该以某种形式增加公共援助（如UBI）的问题分开，后者的目的有二，一是为缓解AI发展对特定个人和群体的不良影响，二是为更广泛地提供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机器人与公共政策

仅仅因为机器人税是个坏主意，而允许由市场来决定机器人和AI应用的适当普及是个好主意。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简单地以完全自由放任的精神退出整个AI领域。在一系列关于机器人和AI的问题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

很多年前，颇有远见的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4]就认识到机器人有可能造成伤害的问题，因此他认为需要设计管理其应用和发展的伦理（或许还有法律）框架。他提出了三项原则，虽然它们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具体问题，却为考虑私人行为和公共政策构建了良好起点：

●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也不可以在人类受到伤害时无所作为。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给予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条原则相 冲突。

●机器人必须始终保护自己的存在，且这种保护不与第一、第二条 原则发生冲突。

欧洲议会最近投票支持建立有关机器人的“伦理—法律”框架。无疑，这在原则上完全正确。但是不知道欧盟在实践中会如何运用这一框架。就像所有种类的监管一样，现实中存在一种风险——监管措施可被有效地用于阻碍创新，以此作为保护特定类型就业或总体就业的一种方式。这完全符合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历史，也完全符合欧盟的历史和先天倾向。于政府而言，取得平衡非常重要。


AI研究方面的限制

即使我们不试图限制或阻止机器人和AI的应用，为了防止未来的发展对公共利益不利，在限制AI研究方面也可以有所争论。

首先，我要说的是，只有当你就机器人和AI对人类的影响持极度悲观看法时，对研究的一般性限制才开始变得有意义。如果你接受我即将在后记中讨论的关于人类命运的一些激进观点，那么这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就像本书中阐述的关于机器人和AI影响人类未来一样，任何限制或阻拦一般性AI研究的企图都是荒唐可笑的。

不过该结论存在一些例外和局限性。假如可以证明机器人技术或AI的某些类型的开发活动对人类有害，不是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在一些特定方面上的，那么就有理由对这些应用的研究加以限制。

在微观层面上，已经在实施一些限制性措施。韩国研究型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KAIST）因为决定开设AI武器实验室，遭到了50多名世界领先机器人专家的抵制。一些国家正在开发自主武器，这些武器可在没有人类控制者干预的情况下选择行动路线并实施打击。联合国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已倡议禁止此类武器。

然而，更为普遍而广泛的限制是否可行则是另一回事。阻止甚至减缓科学或技术进步的企图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成功过。让我们以核武器为例。的确，自两枚核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投掷到日本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核交火/核战争。虽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始终受到条约的约束。同样，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使用也一直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并取得了相当大（但非完全）的成功。但这一切只是和使用有关。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已经停止积累关于如何制造或运输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增强其杀伤力的知识。

当近在咫尺的前景对人类有如此之多的益处，而奇点降临后可能出现的黑暗前景似乎还如此遥远的时候，要限制AI研究尤其困难。另外，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定义问题。如果你打算尝试禁止或限制机器人和AI研究，那么你将如何定义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机器和软件之间的边界呢？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行动的古老问题。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做出判断，认为人类面临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有效地压制AI研究，甚至可能力图阻止机器人和AI在社会中的应用。但如果一个国家决定独自沿着这条路线前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国际地位将下滑。这会严重影响该国保卫自己和/或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这表明，有必要就限制AI研究形成国际协定。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阻止知识的不断进步都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让国际社会就此达成协议了。

如果整个世界都不签署约束协议，那么事情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糟糕。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限制了这种研究，只有一个流氓政府没有这么做，那将会发生什么？后者最终可能拥有完全主导其他地方的能力。想想看，倘若ISIS极端组织或其他一些类似的组织继续开发AI，而世界其他地方停滞不前，将会发生什么？那简直不堪设想。


犯罪应用

AI有一个方面需要政府进行认真干预，即预防网络犯罪。它有许多可能的表现，其中之一是开发高级恶意软件（恶意软件包括未经同意安装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的病毒、间谍软件和其他不需要的软件）。目的是窃取浏览历史记录或个人信息，企图利用这些信息实施诈骗或攻击账户。据报道，各种不同恶意软件的数量从2014年的2.75亿个暴涨至2016年的3.57亿个。[15]此外，机器学习系统能够识别数据中的模式，无须经过专门编程就能“学习”，这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

人们可以通过开发AI程序来自动监视个人电子邮件或短信，并创建个性化“钓鱼邮件”。其中包括使用诈骗电子邮件或短信向某人发送安全漏洞警告，鼓励他们点击链接，因而泄露其个人信息。在AI的帮助下，这些诈骗信息变得更加个性化，因此需要安全系统具有更高的智能来识别它们。

应用AI可能会导致安全软件专家赛门软件科技公司（Symantec）所描述的“网络犯罪与安全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正如乔治·P.德沃斯基（George P. Dvorsky）曾说过的：“由于如今AI已经成为现代黑客工具包的组成部分，防御者不得不想出新方法来保护易受攻击的系统。”[16]但是就像如此之多的其他情况一样，采取措施来有效应对该问题需要成本。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代价过高，那么更好的行动方案或许就只是与其共存。


AI与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也开始将AI用于加密。极端组织已经着手采用“虚拟策划者”恐怖主义模式，作为管理独行袭击者的方式。高级特工能够招募成员，协调袭击目标和时间，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提供炸弹制作等方面的协助。此外，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用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来实施袭击。

自然，就像常规战争一样，这些危险已经引发防御活动的相应增加。脸书拥有利用AI运作的反恐侦测系统。该公司表示，2018年上半年删除或标记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内容达190万条，比前一个季度增长了近两倍。尽管如此，其防御行动可能依然不足。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于2018年3月发布指导方针，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1小时内将有关恐怖主义或激进材料的内容侦测到并将其删除。

在提升抵御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破坏性活动的社会能力方面，肯定还存在巨大的空间。《电子通信隐私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于1986年通过，尽管其允许美国政府访问数字通信信息（如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消息）和公共云数据库中的信息，但加密信息依然可以不被侦测到。

有人提议允许政府访问私人加密信息。这引发了激烈讨论。一群学术计算机科学家已经得出结论——这些提议在实践中不可行，它将带来相当多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并且在互联网漏洞造成极度严重的经济损失时，会使安全进程倒退。假使政府可以访问每个人的私人信息，那么黑客只需要攻破政府的防火墙就能够大规模访问所有这些信息。


法律与保险问题

即便没有任何人试图限制或阻止机器人和AI的发展，现实中也需要监管和法律框架来管理它们的运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涉及了机器人和AI对人类造成伤害的能力。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哪一方应承担此类伤害的责任的问题。责任属于机器人的用户、制造者还是设计者？还是说上述任何一方都不承担责任？所有与机器人和AI互动的公众成员是否都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罗马法》以与奴隶相关的法律形式提供了可能的答案。若有奴隶发生了意外事故或对他人的财产造成了损害，那么相应的责任会落在该奴隶的所有者身上。至于法律责任，我们是否可以将机器人和AI当作罗马法之下的奴隶那样对待？（当然，一旦奇点出现就不行了，不过那必须要读到后记。）

以对我们来说是老生常谈的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当这些车辆发生意外事故时，谁应该来担责？在与无人驾驶汽车互动时，其他人类驾驶者应承担哪些义务？对保险公司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都将需要谨慎起草相关法律。

这不仅仅是一个可选的额外工作。如果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AI应用将受到严重抑制。这可能会导致AI的技术可行性与实践中的应用程度之间出现相当大的差距。

这个任务只能由政府来承担。确实，对于鼓励AI应用普及，如果说政府有一件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明确法律和保险责任。皇家放射医师学会告诉英国上议院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在AI的广泛应用成为现实之前，法律责任往往被表述为需要克服的主要社会障碍。”[17]

不过也存在私人行动的空间，以确保安全并提高公众对AI的接受度。2016年6月，有报道称谷歌DeepMind将与牛津大学的一些学者合作开发“切断开关”（Kill Switch），即一堆代码，它将确保AI系统可以“被人类监督者反复、安全地中断，而该系统不学习如何避免或操纵这些干预”。[18]

为了既能确保安全又能增强公众的信心，保持透明必不可少。例如，患者不太可能准备好接受某种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果的治疗方案。他们很可能希望获得合格专家给出的明确理由。但是，要让专家的观点体现出价值，那么通过算法得出结论的过程必须要让患者理解。

布里斯托机器人实验室（Bristol Robotics Laboratory）的艾伦·温菲尔德（Alan Winfield）教授告诉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能够“检查算法”很重要，“这样的话，假如AI系统做出了被证明是灾难性错误的决定……人们就可以调查做出该决定的逻辑”。[19]

微软的戴夫·科普林（Dave Coplin）曾对该委员会表示：“在AI领域，人类每次编写算法时都会将自身持有的所有偏见嵌入其中。”他强调，需要“用心留意组织的哲学、道德和伦理……创建我们每天愈发依赖的算法”。

有趣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监管人类与机器人和AI之间的互动，不是因为其造成伤害的能力，而是一些人和机构（尤其是警方和行政部门）可能企图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机器人和AI。2018年9月，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应用算法来决定嫌疑人是否应该被羁押的情况日益增多，这方面缺少“明确的指南和实践准则”。


数据的力量

有关数据的更多法律与伦理问题也会出现。AI的很多有益应用均源于机器学习，它依赖于对巨量数据的处理、分析和操控。所以有了“大数据”这一表达。这些数据涉及规模巨大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偏好、习惯、行为、信仰和关系。[20]收集并分析这些数据能提供有关个人信息的来源，这很可能会改善推销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信息质量。但这或许很容易侵犯他们的隐私，损害他们的权利。

在进行汇总和分析时，这些数据可提供关于群体行为的信息来源，这对于一些试图调整其上市产品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除此之外，它也会带来影响、操纵选举的可能性。贯穿整个问题的是，谁“拥有”数据并具有将数据传递给其他潜在用户的能力与法定权利，天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这里存在国家采取行动的合法理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泽伊内普·图菲克希（Zeynep Tufekci）的研究领域是技术的社会影响，正如其所言：“数据的私密性根本无法逐人协商，尤其在不存在有意义的知情同意时。人们无法理解他们的数据将揭示什么，特别是在与其他数据相结合的情况下。就算是公司也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它们无法通知任何人。”[21]

用户数据的转售是主要问题。在《电子商务时代》（E-Commerce Times）
的一篇文章中，帕姆·贝克（Pam Baker）说道：“数据货币化是脸书的商业模式。脸书和其他一些技术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收集并出售每个人的数据，越来越详细地暴露用户的生活状况。”[22]

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最近卷入一起丑闻，它从脸书获取数据，据说试图利用这些数据影响选民的意见。一名剑桥大学的学者在工作之余开发了一款脸书应用，收集了大约8,700万个脸书用户的数据。[23]随后，该公司开发出了“复杂的心理分析和个性化算法”。[24]然后，政客可以雇用该公司来设法影响选民的意见。剑桥分析公司的总经理告诉一名卧底记者说：“基于事实进行竞选活动的效果不好。”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实际上，这一切只与情感有关”。[25]

对有关数据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恐惧开始影响人们的行为。全球市场研究公司英敏特（Mintel）开展的研究发现，71%的英国消费者积极避免在各个公司创建新账号。实际上，英国人最担心其财务数据的安全性， 87%的人声称他们对与各公司分享这些细节感到担忧。由此，英敏特公司的高级技术分析师阿德里安·雷诺兹（Adrian Reynolds）表示：“使用联网设备访问网站和App的行为日益增多，并因此产生了大量共享的个人数据，使消费者很难一直掌握事态动向。对很多人来说，限制更多的暴露是他们的首选。”[26]

虽然目前只有有限的政策和法律专门针对AI，但已经存在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措施。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于2018年5月出台，“其目的在于保护和增强所有欧盟公民的数据私密性，并重塑整个地区的组织处理隐私的方式”。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只有被视为绝对必要的数据才会由企业保留，若发生数据泄露事件，相关企业必须在72小时内通知有关当局及其客户。未能遵守该条例的组织可能会被罚款，最高可达年度全球营业额的4%。[27]


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AI对人类的自由和隐私构成了威胁，这令人们为之担忧。政府可利用具有AI功能的监控摄像头网络及对互联网活动的监视来实施大规模监视措施。

例如，欧盟为名为INDECT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该项目由几所欧洲大学开展。该项目鼓励欧洲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开发能够自动侦测威胁的解决方案和工具。一些人指责INDECT项目滥用隐私信息。在为《电讯报》（Telegraph）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将其叫作“奥威尔式的AI计划”。人权组织“自由”（Liberty）的前负责人沙米·查克拉巴蒂（Shami Chakrabarti）称，这种大规模监视技术的引入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邪恶的一步”。在欧洲范围内，这“确实令人不寒而栗”。[28]

不仅欧盟、英国和美国在大规模监视方面表现出兴趣，亚洲也对其投入了大量资金。新德里NLU通讯治理中心研究主任钦马伊·阿伦（Chinmayi Arun）谈到了AI对印度的公民自由和民主造成的威胁。她说道：“在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真的很微妙，AI极有可能打破这种权力平衡，使之有利于国家。”[29]

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类必须关注机器人和AI的权利和福利吗？一些人已经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机器人和AI没有意识，它们无法思考或感受，它们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最终都来自它们的人类创造者和所有者。这是当前的“游戏”状态。所以，就目前情况而言，机器人和AI不会引发任何特别的道德或伦理问题。

当然，事情并不一定始终如此。一旦机器人和AI能够思考、感知并做出独立的决策，那么一些严重的伦理问题就可能会出现。不过我们可以将对这类棘手问题的检视推迟到后记中，那时奇点就快要造访我们了。


AI对政治结构来说意味着什么

直接相关程度很大的是对民主的潜在影响。很多AI专家已经得出结论，机器人和AI的进步将改变社会形态，使大多数精英都过上“游手好闲的休闲追逐者”（Lumpen Leisuriat）的生活。社会结构将变得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样子，只不过那时农奴在干活。事实上，如果他们不干活，领主就没有财富或收入。相比之下，在现代，大众不工作，这对精英阶层的财富和福利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机器人和AI将成为一切财富和权力的来源，那么谁会拥有并控制由其组成的军队？许多AI梦想家提出，这必定会导致民主的终结。他们说，未来将是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最好的情况是政府表现为寡头政治形式。

正如奈杰尔·沙德博尔特（Nigel Shadbolt）与罗杰·汉普森（Roger Hampson）所说的，“……问题不在于机器可能从精英手中夺走我们对生活的控制权。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或许永远也无法从占据指挥所的人手中夺取对机器的控制权”。[30]

这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因为万维网和随后的很多数字开发活动均源于极端自由主义精神。互联网的创建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在其发明中没有确立任何专利或产权，因为他希望它是免费的。互联的世界应该是社会的一股平衡力量，应该起到反独裁、反等级制度的作用。

不过，正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即便在西方国家和地区，个人自由和隐私权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来自私营领域内部。此外，主导当今世界数字时代的伟大企业——亚马逊、谷歌、苹果——的创始人无疑都是这种类型的：美国人、白人、男性。通常，虽然创始人会通过出售自己所创企业的股份而变得超级富有，但他们仍然拥有控制权。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参加美国2012年总统竞选时使用了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结果，该次竞选活动“不仅在动员选民方面，而且在说服他们支持奥巴马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功”。[31]然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剑桥分析公司基于他们对不同论点的敏感性的预测，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向不同的选民发送不同的信息。[32]

最近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利用假新闻影响竞选活动，这可以说妨碍了“公平的”选举。虽然“假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存在，但社交媒体和机器学习“能够使假新闻更加蓄意、高效地传播”。[33]机器人往往可以有效地瞄准反对党的支持者，阻拦他们投票。

在最近法国总统选举日的前几天，机器人被用来在社交媒体上散播“fiMacronLeaks”话题（2017年马克龙电子邮件泄露事件）。将马克龙描述成骗子和伪君子的信息淹没了脸书和推特。[34]请注意，这并未能阻止其当选。

关于谁应该为发布假新闻负责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诸如脸书和推特之类的公司宣称，它们只是“平台”，而非“发布者”，所以不对发布的内容负责。[35]不过脸书确实也承认，在阻止人们于美国大选期间使用社交网络“侵蚀民主”的行动方面，自己表现得过于迟缓。[36]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告诉《连线》杂志，若任由其发展，AI可能“全面危及民主”。[37]

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此相关。AI和机器人的世界是否天生具有反民主倾向与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何关联？如果是这样，可否借助收入再分配得到更加平等的结果，以此抵御这种结果并维护民主？还是有可能加剧该问题？对此我将在第9章加以讨论。

当然，这并不一定是AI悲观主义者所吹捧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各章中所指出的，机器人和AI将带来大规模失业和/或贫困这一说法远未成为定局。事实上，我的观点恰恰相反。


需要采取公共行动

本章的结果既不能作为激进限制机器人和AI的理由，也不能作为对其完全放任的观点。关于采取公共行动的必要性，结论各不相同：

●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赞成对机器人和AI征税。而且，这一措施会 面临巨大的实践困难。

●也不存在不可抗拒的理由来限制机器人和AI的一般性研究。不管怎样，试图这样做很可能会制造实际困难。

●仍有理由限制机器人和AI应用于显然有害的研究，包括那些会促进罪犯和恐怖分子活动的研究。然而，实际的困难将是巨大的。在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方面，更有希望的方法或许是运用公共资金支持如何在机器人和AI的帮助下打击此类活动。

●但是，即便不投入任何行动来促进或限制机器人和AI的发展，政府也需要采取措施制定影响深远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来管理它们。确实，若做不到这一点，企业将很难充分利用它们提供的机会。

●进一步制定管理数据使用的框架也是迫切需求。 

●相比之下，对机器人和AI福利的关注可等到奇点即将降临的时候 （如果真的会出现的话）。

●但迫切需要有人（可假定不是政府）研究新的AI世界对政治结构 和体系产生的影响。

对所有那些希望在机器人时代接受工作和生活教育的人来说，最后一项也许应该是布置的关键论文任务之一，当然，前提是论文写作的艺术能够在AI的冲击下存活下来。因为，毫无疑问，AI革命的一些最大影响会出现在教育领域。但它们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


第8章　年轻人应该如何受教育


教育是社会对你做的，学习是你为自己做的。

——伊藤穰一（Joi Ito）[1]

计算机没什么用。它们只能给你答案。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2]


人们很容易相信，良好教育的基础是不变的。该想法很诱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的作用是培养教会牧师、律师和教师。他们研究的对象反映了这些要求。

整个19世纪，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的英国公立学校将其主要职责之一视为培养那些管理帝国的人。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有很高比例的学生仍然学习神学和古典文学。直到很久以后，诸如化学、物理、生物和工程等科学技术学科才被广泛研究（经济、政治和社会学等令人半信半疑的学科更是后来才出现）。

现在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了。如今，研究神学和古典文学已成为少数人的职业。因此，我们或许会认为，教育领域如今已经“赶上了”现代的现实状况，所以目前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彻底变革。但实际上，这也不是事实。教育体系是当今社会最陈旧、最不同步的部分之一。如今，由于机器人和AI的发展，经济和社会都即将经历另一场根本性变革。教育也必须有所改变。

这里需要讨论四个主要问题：

●考虑到机器人和AI带来的就业前景和休闲机会的变化，中小学和 大学应开设哪些学科？

●机器人和AI对教育方法有何影响？ 

●它们对全日制教育年限又有何影响？ 

●国家在为新世界塑造合适而高效的教育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 


机器人时代的教育

让我们首先考虑工作领域的教育。自从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诞生以来，AI一直是深奥的，甚至属于精英学科，学习者主要限于各大高校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3]而今它肯定已经进入主流学科领域。不仅如此，它还必须与孩子们在学校所学的内容有关键联系。那么，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人们经常认为，未来必须完全取决于STEM学科，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你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尤其是像我在第5章中解释的那样，不仅会有很多工作与机器人和AI直接关联，而且几乎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应对它们。至少，人们必须学会与它们互动，就像人们必须学会与电话、汽车和计算机互动那样。

因此，很多人认为，所有人文学科，比如语言、历史、地理，以及艺术、音乐与戏剧，即便不完全被淘汰，也应该退居次要位置。你可以说它们是现代的神学和古典文学。也许依然会有少数学生（可能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这些科目，但它们应该不再是核心课程的一部分。那些过去一看到本生灯（Bunsen burner，实验室用喷灯）就逃跑、一想到二次方程式就胆怯，以及在法语不规则动词或英国历代国王和王后信息中寻求庇护的学生，都需要醒过来，闻闻咖啡的香味（你知道你是谁）。现在，“书呆子”占了上风。

如果这是事情必须要发展下去的样子，那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6年，只有约40%的美国学校教授计算机程序设计，仅有5.8万名学生参加了计算机科学（AP Computer Science A）考试，相比之下，参加微积分测试的学生数量则为30.8万。虽然这一数字在上升，但很明显，要想达到将计算机技能视为与通用数学同等重要的地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不仅仅是选修一门与不断变化的世界息息相关的课程的学生比例的问题。目前学校教授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更新的框架会将AI纳入学校的课程计划。虽然英国于2015年决定用修订后的计算机科学资格取代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ICT GCSE），但选课学生人数只有小幅增长。[4]现在其大部分内容都聚焦于编码和程序设计。

但是，当这门课不是必修课程时，如果部分学生对这门课不感兴趣，那么对课程的修订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IBM公司的开发人员戴尔·莱恩（Dale Lane）曾帮助创建面向孩子的教育工具“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他说：“由于AI不属于核心课程，所以挤出课堂时间投入其中是一件具有挑战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AI在现实中的应用进展一直很缓慢的原因。”[5]

严重缺少接受过计算机科学培训的教师也是主要障碍之一。实际上，尽管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明显动机，但部分私营领域正在为推动AI教育向前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确保有更多训练有素的教师的可能途径之一是与科技公司合作。由微软提供支持的“校园技术教育与扫盲”（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Literacy in Schools，简称TEALS）计划帮助美国的高中开发计算机科学课程。[6]计算机专业人员每周与高中教师结伴交流几小时，以期产生连锁反应。[7]教育工作者、政府与业内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可能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始教学生如何编程。但这并不能完全让学生为适应AI经济做好准备。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罗丝·勒金（Rose Luckin）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学生进入职场之时，这项技能其实已经过时了。[8]

当然，学校需要教授的不仅仅是编程。正如教育家本·威廉姆森所说：

了解隐私与数据保护、新闻传播方式，认识到网络攻击、机器人与黑客非法侵入行为、算法与自动化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以及这背后的程序设计者、商业计划、政治议程和利益集团，这些内容也值得纳入有意义的计算机教育中。[9]

此外，在任何涉及AI的教育计划中，伦理占据突出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AI技术面临很多严重的伦理困境。重要的是，那些直接参与开发和操控AI技术的人不仅要熟悉这些伦理问题，而且要能促进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进行有效互动。


为传统教育辩护

所以，学校课程中需要更多地关注AI。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内容应该只是甚至主要是机器人学和程序设计。毕竟在过去的50年中，汽车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部分，但是几乎没有人清楚自己的车的内部工作原理。他们也不需要知道，更不用说在中小学或大学学习它们的运转方式。

其实计算机也是如此。事实上，虽然现在计算机基础操作课程已经在学校中广泛存在了很多年，但我不认为这是计算机被普遍接受和应用的关键。除了学生，社会上的其他人也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它们，而这种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而来的（不过应当承认，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还有更多的人不清楚如何利用它们的全部功能）。

智能手机近来变得无处不在。据我所知，没有学校教过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就学会了这些技能。我估计，与机器人和各种形式AI之间的互动可能就像学习使用智能手机那样。

无论是教还是学，如何与机器人和AI互动的技能都不会成为主要需求，更不用说唯一的需求了。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过，AI经济将带来对人类领域的全面发现。因此，将教育目标全都放在机器领域的发现上就有点怪异了。

因此，传统的学科和教育方法仍将占有一席之地。每个人都会受益于完整、全面的教育。而社会上的资深成员，无论是管理企业、国家还是文化活动，仍需要培养和磨炼批判性思维技能。这对传统教育的需求是一种支持，传统教育包括对历史、宗教、艺术、戏剧、音乐、哲学和其他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如今，企业家和教育家都开始普遍接受这一结论，他们在商业和教育期刊上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辩论。事实上，应对这一主题的小型产业已经兴起。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主要倡导者的言论。

美国亿万富豪马克·库班（Mark Cuban）甚至预测，随着自动化应用成为常态，社会需要“在文理通识（Liberal Arts）方面表现出色的自由思想者”。[10]因此一些评论者认为，艺术需要与STEM学科平起平坐。他们还提出另一个反映这一点的首字母缩略词“STEAM”。

与此相关的是，未来学家和技术大师戈尔德·莱昂哈德（Gerd Leonhard）认为，为了平衡STEM学科，有必要强调具有明确以人类为焦点的学科。因为我们似乎要身处各种缩略词的混战之中，所以他提出了“CORE”的优点——创造力/同情心（creativity/compassion）、原创性（originality）、互惠性/责任感（reciprocity/responsibility）、同理心（empathy）。[11]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大卫·科斯比（David Kosbie）在与他人合著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该文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他们写道：“随着AI接管工作场所的日常信息和手工任务，我们需要更加强调将人类工作者区别于AI的特质——创造性、适应性和人际关系技巧。”[12]

教育家、思想家格雷厄姆·布朗-马丁（Graham Brown-Martin）表示，我们应该鼓励发展机器人无法重复的技能。他说道：“这是个大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工作自动化，使工作人性化。”[13]

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校长约瑟夫·奥恩（Joseph Aoun）为人们需要在数字时代学习的新学科取了个名字——万幸，没有又造出一个缩写——他称之为“人文”。他说，学生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三种素养/能力——数据素养、技术素养和人文素养。[14]


需要改革

请注意，即使包括艺术和人文学科在内的传统学科的持续重要性被接受，这也并不意味着教育可以故步自封。实际上，即使没有考虑到机器人和AI，雇主最看重的员工素质似乎也不是传统学术研究体系所教授的甚至鼓励的。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雇主对准雇员最看重的素质是“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紧接着是“书面沟通”与“问题解决”能力。技术能力排在调查反馈的中部——低于强烈的职业道德和主动性。

诚然，你可能会说，在这项调查中显示出的最重要的技能是由传统的文科教育培养的，而不是由技术教育培养的。但是，传统的通识教育特别擅长培养这些素质吗？恐怕不是。如果我们想要的是充满创造力、主动性、具有领导力与团队合作能力的年轻人，那么严厉批评整个现代教育方法无疑是合适的。教育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爵士曾说，惩罚“错误答案”的整个过程会扼杀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不会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与日俱增，而是慢慢失去，更确切地讲，我们所受的教育会让我们丧失创造力。”[15]

教育有时等同于“学习”，过去，学生在死记硬背上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今天依然有大量这类东西——从乘法表到与国王和王后相关的各种日期。在亚洲的部分地区，死记硬背尤其受到重视。当然，这种学习方法的很大价值最初源于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困难（及成本）。事实上，最好将其交给储存设备。

而现在对于一切东西，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得到几乎任何相关信息。因此你会认为，教育应该聚焦于从哪里找到信息，无论你是否信任它，以及如何衡量它。仅此一点就应该能证明教育的本质发生了转变。

不可否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如果根本不去尝试“学习”任何事实，那我们还能有任何理解吗？例如，如果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时、之前、之后的情况连个大概的了解都没有，那我们还能真正开始思考它吗？

也就是说，随着AI对教育的影响日益增强，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寻求加固现有的教育体系。AI带来的变化为人们提供了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和教育目的的机会。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古代哲学家和现代教育家给出的肯定答案是“改善受教育者的生活”。我也赞同这一目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标是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因为教育可能会引起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效应。换言之，它可以对受教育者以外的其他人产生溢出效应。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作为公民发挥更充分、更有价值的作用，除了受教育的个人获得的额外收入之外，还可能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能力。有些人可能会说，更好的教育也能培养人善良、诚实、平和的品质，所有这些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广泛的益处。请注意，这最后一组益处令人高度怀疑。


休闲势在必行

为进入工作领域和参与社会做准备并非教育的唯一目的，让人们为休闲做好准备也应是其作用的一部分。我在第4章中提到，在AI经济中，人类可能会选择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上。毋庸置疑，这些额外休闲时间的大部分将用于开展更多的日常活动，人们可以自己或与家人、朋友一起进行。而且，无论是充分利用、享受这段时间，还是发展新的爱好、开展新的活动，很多人不需要任何帮助。

但是相当多的人已经发现很难充分、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将面临如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运用这些额外时间的挑战。教育可以对此起到重要作用。它可以教会人们如何依靠自己过得充实而愉快。这可能包括教授他们文学、音乐或其他可以带来乐趣的东西。

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精英主义和居高临下施人恩惠的傲慢态度——把对贝多芬和巴尔扎克的欣赏派发给大众，作为度过休闲时间的“认可”方式。这一切似乎太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大哥”。当然，在实践中，教育工作者无法控制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他们也不应该这样。

然而，他们可以对人们在青年时期接触到的东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能对人们的余生起到有益的作用。在效果最佳的情况下，教育体系能向人们介绍没有它的介入时他们通常不会遇到的东西。对很多学生来说，这必将包括贝多芬和巴尔扎克之类的信息。如果这听起来也像是精英主义，那就太苛刻了。

至少，在教育体系的促进下，与这两位绅士及类似人士的接触，为衡量那些大众娱乐的拥趸提供了标准。这些流行文化的例子包括《名人老大哥》（Celebrity Big Brother）、
《与卡戴珊姐妹同行》（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等（任何不知道这些节目的人都应该感到庆幸。它们是被称为“真人秀”一类电视节目的样本，在这种节目中，人们做的任何事情、说的各种陈词滥调都被录制下来，以娱乐在家看电视的人们）。

让年轻人接触到事物的概念正好触及了教育的核心。“教育”（education）一词似乎源于两个拉丁词根（动词“educare”意为“培养”或“塑造”，动词“educere”表示“从中引出/引导/启发”）。年轻人不仅需要被引导走出由贫穷、偏见、无知构成的世界，还需要被引导摆脱充斥着《名人老大哥》和《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的世界。如果他们已经被带离了这种不幸且阻碍发展的世界，然后又决定回去，那就是他们自找的前景了。但是，如果一开始就不帮助年轻人逃离这些，那对负责教育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失职。

然而，休闲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关于智力和文化方面的事情，它还应该向年轻人介绍木工、绘画、烹饪等手工艺。它也应该引导他们参与体育运动，而不只是观看。它还可以帮助人们养成享受保持身体健康的乐趣，并了解如何能最好地保持健康的适宜性。在现代社会中，有大量的人可能在没有人为干涉的情况下成长，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几乎变得一无所知，或者起码倾向于不活动。

另外，教育还能发挥一种关键作用——教授人们社会技能、培养社区价值观和公民责任。它还可以向人们介绍志愿领域的优点和长处。

所有这些都与最近诸多关于教育体系的评论的重点相去甚远，这些要点强调教育必须具备高度的学术性，让STEM学科占主导地位，以便让学生为AI经济做好最佳准备，并/或聚焦于技能或较窄的知识面，使其与将来的工作前景直接关联。生活远比工作重要。事实上，文学、音乐、艺术等远比工作重要。


教育方法

除了在机器人时代需要在中小学和大学教授的科目之外，教育方法无疑需要经历一场革命。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经常看到，教师和讲者站在班级或听讲座的群体面前朗读讲稿，听讲的人则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有什么意义？令人惊讶而可耻的是，我们大多数的教育机构仍然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根据英国白金汉大学校长、杰出的教育家安东尼·塞尔登（Anthony Seldon）爵士的说法，许多教育机构依然在采用1600年前的方法，更不用提考虑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了。[16]我估计，自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教育方法其实没发生过太多变化。若能恰当应用，AI可以有效地结束这一切。

大多数人似乎认为，AI革命对教育的影响将导致对教师需求的大幅减少。正如马丁·福特所言：

现在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大学生可以参与由哈佛大学或牛津大学教授讲解的免费在线课程，并随后获得雇主或研究生院认可的证书。那么，谁会愿意为了支付三四线院校的学费而负债呢？[17]

实际上，这样的变革已经在进行了。在哈佛大学近400年的历史中，注册在线课程的人数已经超过在其“实体”校园中读书的人的数量。[18]

不过，我认为，关于中小学及大学教师需求将大幅下降的结论完全不正确。无论如何，当下学校教师承受的压力使得目前的体系难以在现有资源的支撑下得以维持。在现有体系中，要么必须有更多的教师，要么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减少对他们的需求。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82%的教师表示难以应对自己的工作量。其中近1/3的人说他们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19]教育支持合作伙伴（Education Support Partnership，英国的一家慈善机构）开展的一项调查揭示，在过去的两年中，80%的教师都曾遭受过心理健康问题之苦。

班级大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英国，一个班级很容易超过30人。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可能是60人或者更高。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100多年前就已提出，理想的班级规模为8—12人。大学里的情况类似，讲师在数量庞大的听众（有时达到几百人）面前高谈阔论，而两者直接、间接接触的时间却少之又少。

所以说，目前教育体系的师资供给严重不足。随着机器人和AI对教学能力的提高，其影响或许不会是大规模筛选淘汰教师，而是缩小班级规模，降低讲课的重要性。事实上，潜在的变革比这要彻底得多。就像新世界中的很多其他事物一样，AI进步的效应将要求教育服务进行彻底地重新配置。

肯·罗宾逊爵士对当前教育结构的描述有很好的措辞：“学生按照年龄分批接受教育，仿佛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生产日期。”[20]当然，未来的方向是借助研讨和辅导来使教学更具个性化和互动性。一旦实现了这一点，根深蒂固的“一刀切”教育问题就将得到解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来已久的学习方法（即一对一辅导，剑桥大学称其为督导）一直被很多人批评为过时，并争论其是否为众生之路。然而，这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教育方法，不只是精英机构，更多的教育机构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AI可以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个性化课程，有效地终结低效的小组学习形式。教师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更为积极的一对一课程。这甚至可能导致对教师需求的增加，即便到了机器人和AI接管了传递信息的传统教学角色之时。

技术可用于吸引学生并促进更个性化的学习，同时也可以提供在线平台，使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以前无法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有机会获得教育材料。正如教育技术专家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曾说过的：“谷歌是最伟大的教学法的成功案例，它是AI的一部分。”[21]现在有一些公司可以定制教科书。教师与AI算法之间的互动可生成特别适合学生个人需求的材料，教师要做的是输入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学生个人的信息。

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时任英国教育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称赞了游戏和互动软件的功能，夸赞它能如何吸引学生、使学习变得有趣、帮助他们获得复杂的技能和严格缜密的知识。另外，适应性软件还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理解设置个性化教学过程。[22]这些交互式系统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还有助于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教学，这些学科的教师有可能缺乏相关知识。

虽然我们可以确定AI在教育中的应用会增加，而且肯定会产生有益影响，但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其影响的程度。这一直没有阻止一些人和机构过分追捧其可能带来的效应。机构报纸《校园电子报》（eSchool News）在其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宣布，到2021年，AI在“教育行业”中的应用将增长47.5%。

在预测行业做了一辈子的经历让我学习到，对任何事物的3年预测，若其值涉及小数点，则不值得写成论文，或者至少如今不值得写。我们对一切都无法确切地知道，比如危险驾驶导致的死亡率、中美洲的降雨量、非婚生育数量，更不用说精确到小数点了。举这些例子是说，即便声称AI在教育中的应用会增加一半左右也已经够英勇了。


AI能做与不能做的事情

除了促进班级规模的缩小，安东尼·塞尔登爵士还认为，AI最终将能够指导学生、批改作业和撰写报告。他是正确的吗？对于简单的问答练习或多项选择题，AI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批改工作。一些狂热者甚至认为，AI很快就有能力有效地给论文评分。除了处理最基本的问题和最基本意义上的批改，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不认为AI能取代人类评估者——至少在奇点降临前是如此。

我在牛津大学时听到过一个关于哲学入学考试题的故事（很可能是杜撰的），题目很简单：“这是个问题吗？”在这个故事中，一位勇敢的学生给出了简洁而干脆的答案：“如果是，这就是答案。”对于这类问题，AI如何批改呢？实际上，就算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们也一定会觉得这很困难！假如我负责给该考试评分，我当然不会希望这位学生不及格。他/她可能无知而懒惰，也可能绝顶聪明（而且勇敢）。至少我希望这位学生能被安排面谈，而不是以某种方式与AI打交道。

我最喜欢的另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人即将展开穿越沙漠的冒险之旅，那里没有水。他给自己装了一葫芦水。在他睡觉时，他的一个敌人在水里下了毒。另一个人劈开了葫芦，这样水就流出来了。那么，谁杀死了他？”同样，我也不希望由AI来评估该问题的答案。

激发人兴趣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哲学领域。我在牛津大学遇到的最喜爱的经济学问题是：“黑死病是好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既不需要详细了解14世纪黑死病爆发期间发生的事情，也不需要掌握关于中世纪欧洲的任何一般性知识。你需要知道的只是黑死病杀死了欧洲很大一部分人口。这个问题仅仅要求学生运用自己在经济学上的理解来分析结果。我无法想象，任何形式的AI能恰当地评估出该问题的可能答案范围。

AI还存在更普遍的局限性。教学具有突出的人文方面的内容，它涉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特别类型的同理心/共鸣。对那些真正适合教学的人来说，这就是它能为其带来这种回报和满足感的原因。而在该人际关系的另一面，学生可以基于人类的互动而茁壮成长。在回想自己的成名之路或其他任何已经取得的成就时，我总能追溯到一位特别能启发人灵感的老师。对于这种情况，我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个例。我把一切都归功于他（后来出的问题都怪我自己）。无论机器人多么擅长传输信息，它都不可能复制这种效果。因为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或者不如说是两个，同理心是人类的一种品质，启发灵感也是。

人的因素在所有学科中都很重要。对于非学术性学科，比如艺术、音乐、戏剧和运动，它也许尤为重要。正如我上面所论述的，这些学科是优秀而全面教育的核心内容。在AI的帮助下，教师将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这些非学术性活动。


教育的程度如何

以上关于学科和方法的大多数观点都适用于教育的所有阶段。但是有一个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问题特别需要引起注意，即“它是否太多了”？

甚至在AI革命发生之前，高等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不过，是机器人和AI使这种变革成为可能。这为人们提供了重新思考的机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当前体系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有效程度如何？如果社会未能考虑这些问题，那么AI革命也许会加剧本已严重的资源浪费。在英国，自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工党政府以来，当局一直推动确保50%的孩子上大学的目标。相对于我当时（1970年）的情况，这可谓急剧增长。那时，进入大学学习的孩子只有5%—6%。诚然，我们当时还有其他叫作“科技专科学校”（Polytechnics）的机构，但即使包括这部分，年轻人接受中学后学术教育（大学及科技专科学校）的比例也仅有14%左右。实际上到2016年，英国30岁以下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已经上升至49%，仅落后托尼·布莱尔的目标一点点。2017年，教育专家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提出了新的目标——到2035年，大学入读率要达到70%。

布莱尔政府扩张政策背后的想法是，总体而言，大学毕业生比非大学毕业生赚得更多（因而很可能对经济的贡献更大），如果提高了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将会增加很多人的收入，否则这些人就有可能朝着收入分配的底层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生产力也将得到提升。

这种推理是有问题的。只是因为平均来说，大学毕业生常常比非大学毕业生赚得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如果你打造出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那么他们的收入就一定会比没有学位的人的更高。教育体系的大部分作用都是指导学生跨越与生产潜力很少或没有关联的任意障碍。因此，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如何跳过这些障碍几乎不会有任何效果，更不用说让他们越过一些相当简单的障碍，那样收获就更少了。

这个问题比最近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更为严重。的确，它直抵所有教育的核心。教师因其学生而取得的成就是否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生产能力（或者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幸福能力）？还是说，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维护他们自己学生的利益，而与其他老师所教的学生的利益相抵触？在我的《市场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Markets）一书中，我用于描述这种区别的术语是“创造性”和“分配性”。[23]

经济上（尤其是金融领域）发生的很多事情，本质上都是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它影响到谁赢谁输，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但不影响总收入（除非在对社会无益的活动中使用稀缺资源而造成其减少）。

教育领域差不多也是这样。假设向学生反复灌输有关日期和国王、王后的知识，对个体的生产能力不会有一丁点儿的促进作用。引申开来，它也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但是，通过帮助“他们”的学生通过历史考试，从而有资格进入一所好大学，优秀的教师或许增加了自己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机会。老师和学生可能都会对此感觉良好。然而，在本案例中，此类活动纯粹是分配性的，而非创造性的。

可以说，当前很大一部分的教育活动本质上都是分配性的。无论学生在学习某特定课程时是否取得成功，几乎都提高不了多少个体的生产能力。不过成功有助于区分“赢家”和“输家”。大部分教育过程都由一系列任意障碍组成，如果能成功穿越，就能让学生准备好面对下一组障碍，如此等等，直到最终“完整的文章”出现。其实，擅长跨越这些障碍与学生在余生中将遇到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关系。


少受教育的理由

鉴于教育过程中“分配性”活动的优势，你可以说，相比“需要更多教育”的流行观点，事实上需要的是更少的教育。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反对教育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一书[24]正好论证了这一点。他提出了两个证据来证明现代教育体系实质上崇尚“文凭主义”，而与人力资本的创造性无关。

首先，他说，那些刚好在拿到学位之前辍学的大学生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赚得少得多，实际上几乎不比高中毕业生多多少。然而，如果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学知识的内在价值，那么差异应该非常之小。

其次，很多学生只下最少的工夫来确保自己拿到“文凭”，他们意识到教育体系试图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几乎没有价值。他说，50年前，典型的美国学生每周用于上课或学习的时间大约为40小时，而现在则降到了27小时。[25]

卡普兰对教育体系的批评过于严苛。即使成功死记硬背那些很快就会被遗忘，而且基本上毫无用处的知识，对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的能力没有任何帮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无益。与学习甚至死记硬背，然后在特定时间以预定方式输出信息有关的技能，在工作生涯的许多方面都很有用。而且，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自律和决心。此外，雇主确实需要某种证书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不过卡普兰的说法无疑是对的，文凭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布莱尔派的教育扩张政策已呈现出与预期大相径庭的结果。仅仅给年轻人一个学位并不会使他们在劳动力中更有能力或更有价值。而且整个过程开销昂贵。所以，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满是20出头的孩子，像潮水涌来一般，他们拥有毫无意义的“学历”，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只能得到不需要“大学毕业生水平”的工作。结果，对于很多“非大学毕业生”就可胜任的工作，拥有学位现在已成为一个关键要求，即使它对求职者从事该项工作所需的能力没有任何帮助。

英国特许人事和发展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的一份报告称，英国58%的大学毕业生都在做不需要大学水平的工作。相比之下，德国的这一数字仅为10%。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是，很多没有学位但可以相当好地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被排除在外。这些年轻人来自弱势家庭的比例奇高。因此，这种“学位膨胀”远非单纯的游戏。它不仅浪费大量的金钱，而且助推了不平等的加剧，并使其代代相传。

在英国，为了享有获得学位的好处，年轻人背着沉重的债务离开大学，而这种学位在其内在价值方面几乎无用，只是使其持有者借此挤掉现有的非大学毕业生，从而挤进过去被认为不需要大学水平的工作。该问题不仅限于英国。2018年，美国学生的债务总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23年，这些借贷者中将有近40%的人可能违约。[26]

整个体系的存在是一种昂贵的耻辱。我们应该为少得多的年轻人上大学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就不应该再学习或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很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在职”学习，并与教授他们特定技能的短期课程相结合。在工作生涯的各个阶段，他们非常有可能受益于（尽管不一定是经济上的）短暂的脱产学术学习。


人工教育

AI革命可以帮助促进这一结果的产生，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绝不能只是简单地被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在机器人和AI驱动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是，新的和提高了的教育能力要定向用于教育的创造性方面而非分配性方面。用另一套在技术上更为复杂的障碍来替换一套人工障碍毫无意义，设计这种更复杂的障碍只是为了从那些能力较弱的人中筛选出能更好地跨越这些障碍的人。机器人和AI革命需要成为彻底反思教育的催化剂，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达成共识的教育目标。

区分创造性与分配性对两个方面有着惊人的影响，一方面是学术与职业发展研究之间的教育平衡，另一方面旨在增强休闲生活的研究。尽管人们在学术和以职业为重点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分配性的，而旨在提高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休闲时间的能力的教学，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毕竟，如果接触巴尔扎克和贝多芬的作品能帮助学生摆脱《名人老大哥》和《与卡戴珊姐妹同行》，这对保护他们有益，也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享受能力遭到相应的损害。

有趣的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瑞士是年轻人上大学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你不会想说瑞士的发展是失败的。它的劳动力拥有非常高的技能基础，而且它是世界上实际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当然与那些不上大学的人有提供高等职业和技术培训的机构可供选择这一事实有关。

顺便说一下，也许你会认为这种做法意味着严重降低学术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拥有除英国以外唯一经常跻身世界顶尖大学之列的欧洲大学——苏黎世大学。相比之下，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前的那些一流大学已不知所踪。我们可以向瑞士人学习很多东西。


何地与何时

作为AI革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彻底思考教育常规，比如上课日的长短、学年的长短、假期的长短。另外，我们也需要重新考虑学位课程的授课时长。学位课程通常为3年，最多4年，而实际上大学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半。为什么要这样呢？肯定有设置更紧凑的一到两年的学位课程的空间。毕竟，AI能使学习变得更加个性化，这样学起来就可以快得多。

教育是否需要在被称为学校或大学的物理实体中进行也不是很明朗。由于如此之多的教育将采用学生与某种形式的AI驱动的教育程序进行互动的方式开展，这就使学习可以很容易地在家里完成。无论如何，在家接受教育的人数似乎呈上升趋势。2016—2017年，英国有3万多名儿童因家长的选择而在家上学。在美国，相应的人数约为200万名。[27]

至于大学教育，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很久以前就率先实现了远程学习。此外，许多大学已开发出可部分或全部进行远程学习的学位课程。

但是这应该有个限度。我在上面已经论述过，全面而适当的教育涉及人类的潜能和个性的发展。这必须包括社会互动，以及体育、戏剧和其他活动。因而需要一些共享的物理空间，我们很可能希望将其称为学校或大学。

但在机器人时代，投入教育的全部甚至大部分时间将不需要在这些地方度过。相反，大量的教育时间可以花在家中或工作场所，偶尔造访物理上的“学府”作为穿插行动。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教育资源（包括建筑物和物理基础设施）。


终身学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章的标题“年轻人应该如何受教育”是不合适的，因为并非只有年轻人需要受教育。传统的教育和培养模式会占用一个人婴儿期后的头10—20年，此后在约40—50年的全职工作期间，人们不再有更多的受正规教育、学习或培训机会。

当经济发展停滞，或者即使经济产出在增长，但经济结构及对某些技能的需求相当稳定的时候，这种模型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了，但工作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还在缓慢发展，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AI经济有望与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经济环境大不相同。

这意味着，人们在一生中需要经历数个学习、培训阶段，就业阶段穿插其间。[28]伟大的思想家和未来主义者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ler）很早以前就提出：“21世纪的文盲不是那些不会读和写的人，而是不会学习、摒弃再学习的人。”[29]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劳动力必须能够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迅速作出改变。

这同样适用于“休闲教育”。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个问题——关于享受生活及从休闲时间中获得极大愉悦的能力，为何我们对它的投资应该只限于生命的前10—20年。

请注意，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对公民的教育和整体心理健康都有积极作用。有证据表明，最近的技术发展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下降了，尤其是视频游戏技术和智能手机。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其《浅薄》（The Shallows）
一书中指出，互联网正在对我们的思考能力产生不利影响。[30]2013年，他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都可能丧失：把我们的知识交给机器产生的风险》的文章，他在文中哀叹“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的兴起，这种自动化“将技术能力提升到高于人们的利益的位置”。类似地，有人认为，依赖GPS进行定位干扰了我们的空间推理及记忆能力。[31]

对于接触这些东西，如果确认超出一定的阈值水平的确会损害认知能力，那么就有了限制人类对这种技术依赖的证据。事实上，教育过程的一个关键作用或许是教会人们如何从新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但又不致对其上瘾，也不会遭受认知衰退之苦。


政府职能

在机器人时代，政府应该制定怎样的教育和培养政策？我已经讨论过机器人的普及和AI的发展对最有利可图、最值得去做的教育类型的影响，以及在新状况下哪些教育方法最有效。一般而言，正常的市场力量能够实现教育在这个方向上的转变，因为家长、孩子、教师和教育专家都会逐渐认识到新世界的需求，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教育偏好。

但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将教育完全留给私营领域，而政府不发挥任何作用。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第一个原因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教育也许具有很强的正向外部效应/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也就是说，个体受教育的所有益处并非全部落在该个体身上。有些益处会广泛地分布于整个社会。如果你愿意接受，社会在其成员受教育方面有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假如教育完全由私人供给，那么为公共利益提供的教育就会不足。

部分原因是在市场上提供教育资金形式的不完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中较贫穷的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最低）缺乏远见，而且不了解教育的预期收益信息。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思想者认为教育可能会带来负向外部效应/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比如前面提到的布莱恩·卡普兰教授。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那就有理由减少国家对教育的资金投入。的确，卡普兰恰恰就是这种观点。他提到自己支持将学校和政府完全分离。但正如我上面说的，卡普兰夸大了他的理由。

此外，即使卡普兰大体上是对的，他的激进处方也会与政府参与教育的第二个理由（分配因素）相冲突。若没有某种形式的公共供给或财政投入，教育会趋向于变成社会中较富裕者的专属，这将加剧社会分化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会世代相传。

我将在第9章讨论减少不平等的政策。而为了减少在AI经济中的不平等，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或许就是投资教育。实际上，这在AI革命开始之前就是事实，而现在更是如此。

有效的教育政策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减少不平等。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与这种优势抗衡——富裕、成功的家长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使其享受私人指导，或者直接在家里接受具有优势的教育。投入更多公共资金对国家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会寻求将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提升至私立学校现行的水平，包括非学术学科的水平，这将有助于人们适当地装备自己，从而能够充分并“有益”地利用休闲时间。

通过恰当地构建教育内容，政府可使年轻人获得一定的技能和特质，这些东西将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并保有可得到回报的工作。不过政府也可以为终身学习和再培训提供资金，从而再次帮助人们以有用的技能重新装备自己。这对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尤为重要，这些人时不时就会遭受经济中破坏性创新风暴的侵袭，包括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为了减少AI经济中的不平等，教育体系需要培养出能够作为AI补充的蓬勃发展的工作者群体。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特尔指出，1900年，典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年轻人只接受过非常基础的教育。由于农业就业规模急剧下降和工业就业规模的上升，儿童需要额外的技能。作为回应，美国政府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公民提供普及性高中教育的国家。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推进普及高中教育背后的运动是由“农业州”（Farm States）领导的。[32]

当然，在接受这种终身学习和再培训方面，个体本身也会获得利益。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支撑这种教育，而且在确保人们被雇用方面也存在外部效应。我们也不能依赖雇主在员工的终身学习和培训上进行投资（至少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因为雇员可能跳槽到别的企业，或者雇用企业在投资还没全部收回来之前就破产了，这意味着它们将无法获得此类投资的全部社会效益，因而它们不会投入很多。

请注意，要想在此议题上取得进展可谓知易行难。只是在现有体系中投入大量金钱并没有什么用。正如我前文所说的，教育结构需要做根本性的改革，一切都需要改——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大学教育，再到终身学习和再培训。这种激进的改革已经遭到教育界的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甚至有所加剧。教育体系是现代社会中最保守的部分之一。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这是政府需要积极参与推动该体系适应新要求的另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提醒一句。完全依赖政府当然不是答案。从影响力的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育者。AI极大地拓展了自我教育的范围。除了个体自身，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家庭成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世界各国的政府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将教育等同于仅仅是在中小学、大学、职场学习中心所开展的事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资助的教育往往过分强调学习知识及获得某些资格证书，而不是“更模糊的”非核心活动，比如音乐、戏剧、运动。正如前文解释的，通过此类活动培养出的素质正日益成为雇主所寻求的东西。他们倾向于在私立教育体系的产品中大量发现它们。

所以说，并非只有教师和教育者不得不改变，所有参与计划并实施政府资助教育的人都必须改变。在AI经济中，除了提供良好的学术训练，政府资助的教育的志向还应该包括为学生提供与私营领域提供的一样好的非学术活动体验。这既能促进他们作为人的发展，又可以使他们的就业前景更加光明。


小结

教育是我们在本书中遇到的另一个现象案例。AI狂热者滔滔不绝于AI将如何改变社会的特定方面（本例为教育），但他们完全误判了这种转变的本质。按照推测，教师必将走上出租车和卡车司机的道路，被裁员、弃置，成为又一大批失业的熟练工作者，不得不拼命四处寻找新的谋生方式。与此同时，需要教授的科目被彻底革新，传统艺术类学科被扔出窗外，取而代之的仅为STEM学科。

现实情况很可能迥然不同。在机器人和AI大规模出现之前，教育亟须改革。其从业者和维护者是普天之下最保守的一些人。即使没有机器人和AI带来的变化，它们也早就应该受到冲击了。

AI革命将实现这一点。但较之AI激进者所提出的，它带来的变化会截然不同。通识教育不会消亡，即使不是更重要，它也将保持同等重要的地位。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还涉及帮助人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体，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并提升他们的职业生涯、提高对社会的贡献。

而且，教育行业的就业人数也不会像激进者所说的那样直线下降。事实上，还很可能会增加。确切地说，机器人和AI将改变教育方法，结果是教育更加个性化，教学不再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实现，这种方式让人联想到汽车制造厂。

这种彻底变革的大部分议程都理所应当借助市场自然实现，学校将根据市场压力和家长的偏好做出响应。不过，教师和家长无疑都需要花时间来适应，并且逐渐相信，机器人和AI革命并不意味着通识教育的完结，非学术学科的重要性也不会降低。这是一个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来实现预期结果的领域。毕竟，教育体系的很大一部分由政府资助并控制。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教育机构和政治领导者都需要懂得机器人和AI普及对教育的真正意义，而不被人们对AI的大肆炒作欺骗。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正确的教育体系将对社会健康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将是我们面临另一个主要挑战的关键所在，即如何确保大多数人不掉队。


第9章　确保共同繁荣


我们最终将需要把金钱和职业分离，这种转变会挑战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的一些非常核心的假设。

——戈尔德·莱昂哈德[1]

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做。

——无名氏[2]


我在第3章至第6章中提到，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工作的灭亡。人类将有足够多的工作可以做，尽管财富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人们投入工作而非休闲中的平均时间减少。在第5章，我阐述了关于可能出现的替代旧工作的新工作类型的个人想法。

虽然如此，很多人能找到的可能都是临时性、没有保障、报酬很低的工作。或许当今一些贫穷国家的就业市场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未来之景。当你到达机场时，一群人蜂拥而至，为你提供不一定有价值的服务，比如帮你拎行李，而行李车就能做这件事。在酒店甚至有时在餐馆中，成群结队穿制服的服务人员在那里听候你的吩咐，但几乎无法为你创造任何价值，因此他们也几乎赚不到钱。

正如我在第5章中提到的，有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或者算多出来的选择，未来的就业市场或许类似于西方的前现代时期，当时，大量的人从事家政服务，真正富有的人则雇用大批侍从（忠诚的或不忠诚的）。

这是对未来前景的两种展望，但就像我在第6章中所论述的，它们不是唯一的看法。事实上，我列出了几个可能延迟或抵消不平等加剧趋势的因素。至少，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轻率地采用激进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计划，因为这可能既不必要又有害处。

不过，在机器人和AI会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方面，我们可能会弄错。如果我的观点大错特错，那么我们最终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是，很多人发现其不公平、无法接受，并且对社会形态和性质造成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这确实是困扰着许多AI专家和其他人的未来景象。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假如这种噩梦变成了现实，我们该怎么办。

公共政策能做些什么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并/或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调整分配方式？我们是否应该（且能够）依靠现有的收入再分配体系进行适当改革和改进？有没有可以采取的根本性新措施？如果有，我们应该积极采用吗？在下文中，我将特别关注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想法。

但在考虑废弃当前的税收和再分配体系之前，我们需要回到基本原则上来。暂时将机器人和AI搁置一旁，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模式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当前的收入再分配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我们将任何假定的新体系与现有体系进行比较时，针对AI经济的潜在政策措施才具有说服力。清晰地了解这些问题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若采取重大干预措施去改变其风俗、习惯和体系，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理想的分配方式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就理想的收入分配这一主题进行仔细思考、热情谈论。说我们对此始终一无所知是不友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问题尚无定论。

马克思构建了关于共产主义下的平等主义未来的惊人愿景，只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痛苦时期后，这种前景才会肆意绽放。他的辛辣分析和鲜明结论源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概念。遗憾的是，虽然这些概念看上去很强大，但在实践中，它们在你的手中显得脆弱而易碎。[3]

想要识别出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或许不够明智，甚至不可能做到。我们应该坚持找出不公平分配的极恶劣例子，并对其采取一些措施。在孟买街头或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当看到巨大的财富和舒适与极度的贫困和匮乏并排而立时，我们就知道有些地方出问题了。但也存在不那么极端的对比现象：超级富豪的豪华游艇悠闲地漂浮着，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埋头苦干、做着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小房子。

这些强烈的对比或许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即使超级富豪的巨大财富是靠自己赚来的，但当超级富豪通过继承获得财富，而穷人因为没有遗产可继承而贫困时，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这些关于收入和财富的比较不仅涉及正义与道德问题，甚至牵扯到贪婪和嫉妒。它们也与某种效率有关。经济学家持有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概念。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随着你变得更加富有，每一点额外的收入给你带来的收益会越来越少。无疑这符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最初的额外收入能让你买到足够的食物来抵挡饥饿，而当你富裕起来后，相同的额外收入也许是能让你外出就餐而非自己准备食物，相比之下，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后者。

若基于这种认识，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额外的1英镑/美元，给超级富豪产生的价值远远低于给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人。而且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就根本不算夸张——从富人那里拿走1英镑/美元对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小于穷人得到这1英镑/美元的收益。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你试图实现著名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目标——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你会力争实现完全的收入均等，或者与此非常接近的目标。

不过，这一观点非常粗糙，而且它导致了非常粗略的结论。在实践中，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一笔钱或开支对两个不同的人的相对价值是多少。因此，这种实现目标的做法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仅仅把每个人的“效用”加起来，以达到整个社会的总体效用的目标。此外，社会不只是由最大化其“效用”的原子化/孤立个体（甚至家庭）组成的集合。任何设法提升人类幸福的人都必须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个体与机构之间的复杂动机和相互作用。


相冲突的原则

在实践中，即使是“哲学王”，在寻求收入分配均衡时，也必须考虑几个相反的原则，更不用说现代从政人士了。人们的才华、倾向和努力程度都是不同的。因此，结果完全相同是不公平的事情。这也会让那些原本可以跻身收入最高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对此愤愤不平。

另外，人们会对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大力改善一个人生活的能力是对努力的激励。因此，一个对所有人实行平等结果的社会，将比一个人们可以让自己致富的社会更贫穷。而且人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相对地位的激励。领先的人有动力保持领先，落后的人有动力奋起直追。所以再次证明，均等的社会将变得更贫穷。

再有，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将自己的所得传给孩子。阻止他们这样做会导致不快乐，也可能削弱动力。

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有时候，不同的人生结局就是运气好坏的结果，比如中了彩票或遭遇车祸。良好的社会或许希望防止人们受后者之苦，但排除或限制前者可能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如果试图“纠正”收入分配，那么就得有人为之负责。这个“某人”就是政府。于是，再分配过程就会受到一切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的影响，最终，其结果远远达不到“哲学王”的设想。

此外，这一过程可能会强化政府对抗个人及公民社会其他机构的权力。如果政府掌握在“哲学王”的手里，那么或许无关紧要；但如果是有血有肉的政治领导者掌权，那么必定会出问题。因此，要想确保自由受到保护且能抵制过于强大的统治者，最好的办法或许是让社会中存在一些独立富有的人，从而能够抵御政府权力的哄诱（请注意，这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当今的一些国家来说，虽然其社会上有不计其数的亿万富翁，但实际上仍然是专制国家）。

这套原则是现代社会不愿强制实现完全均等结果的基础。在考虑AI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为改变这种分配而可能采取任何政策措施时，我们必须将其牢记在心。即便如此，还有两个长期存在的关键论点指向相反的方向，它们的力量源自AI革命。现在它们值得人们关注。此外，还有另外两个论点最近开始变得突出，特别是与机器人和AI有关的，我将稍后讨论。

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能力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与人之间才华、倾向和努力程度的差异真的应归结于个体自身吗？难道真正的原因（至少部分因素）不是遗传（继承）的结果吗？在当下世界（更不用说在未来世界，美丽的价值可能比现在更高），当一个美丽的人成为真人秀电视节目巨星，从而赚到巨额收入时，他们的“才华”真的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遗传产物，因而受制于所有通常对继承性财富的异议吗？对于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甚至较强职业伦理的人，这不也是真的吗？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认为，那些基于“天赋”而获得巨额收入的人其实并不“配得上”这些收入。

第二，令人惊讶的是，在发展水平非常不同的国家中，从事相同工作的人的收入也相差很多。乌干达的恩德培市的公交车司机赚的钱要比柏林的少得多，尽管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医生，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职业都是如此。换言之，个体的所得不只是他们自身努力和技能的产物，实质上也是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结果。因此，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而成功的国家中的人，更普遍、恰当地来说，这些回报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属于”社会。


现代折中

那么，如何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呢？唯一的答案是某种形式的折中。或者，不那么友善地提法是：模糊处理、敷衍了事。自古以来，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反应，远远早于机器人和AI的出现及普及甚至还在做白日梦的时候。

纵观历史，人们偶尔也会采取一些临时的专门措施来提高穷人的地位，但与现代国家推行的再分配政策的规模和普遍性相比，那实在算不上什么。可以说，这种变化始于19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总理俾斯麦（Bismarck）实施的一些措施，即建立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失业及疾病补助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政府开始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先进的，但它的一些相关元素在北美、亚洲和世界其他所有地方也有所体现。本质上，福利国家旨在成为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前文讨论的竞争性观点——对收入分配完全放任自由、追求均等结果。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免费或以高补贴率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因为穷人在这些服务上的 花费占其开支的比例较高，所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这些服务可使收入分配向有利于穷人的方向倾斜。这些服务通常包括教育、保健，某些情况下还涉及公共交通。通常，这些支出不包括在穷人支出中占很大比重的另外三种关键支出，即食物、衣服和取暖（以及其他公用事业项目）。由于政府提供或补贴的服务的资金来源是一般性税收，只要税收体系能对社会中较富裕的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就能加强针对税后可支配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性住房。 

●提供失业与疾病保险。正如最初设想的那样，这些福利确实被 认为是一种保险形式，政府通过税收形式收取保险费，然后在需要时分配福利。但实际上，因为政府没有单独设立基金，无论是否做出了贡献，福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获得的，所以保险因素已被淡化了。

●为收入低于特定水平的人提供临时的特别福利。通常情况下，在家庭收入低于特定水平时分配这些福利，当其收入高于该水平时将不再支付。

●政府出资为低薪工作者补充收入。

●若符合特定标准则分配某些福利，受益人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比如养老金、养老金领取者的免费旅行、75岁以上人群的零成本电视许可证、为支付冬季增加的取暖费用而向养老金领取者发放的津贴、儿童福利、有障碍者福利。

●拥有包括免税津贴和/或对低收入实行低税率的税收体系。在大多数国家，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都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请注意，近年存在向更低税收发展的趋势。在中国香港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运转的税收体系中，无论收入有多高，税率都不会高于标准税率）。

●对投资收益征税，即使是为积累资本而储蓄的收益本身也要缴税。 

●对继承的遗产征税，即使当初赚取这些遗产时已经缴过税。 

●在某些国家，对财富征税。 

●借助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已注册的慈善组织进行慈善捐赠。

这个体系是混乱的。即使没有AI革命即将释放的任何压力，对其进行改革的时机也肯定已经成熟。它有几个主要缺点：首先，它很复杂，让人难以理解，而且管理成本昂贵。其次，在大多数国家，个人对自己积累的、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权利和其他福利权益没有所有权感，也不能灵活使用资金（新加坡是个例外）。

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涉及这样的行为——对于同一个人，政府用一只手从其身上拿钱，然后用另一只手再还给他/她。因为这种资金周转的管理成本高昂，并且边际税率必须更高才能为支出提供资金，所以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让人存疑的是，政府是否应该从事提供保险的业务。即使需要一些担保和补充资金，我们也可以认为，保险事务最好由私营领域提供（不过应当承认，健康保险方面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健康保险公司不愿意为那些最有可能需要医疗护理的人提供保险。这需要政府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行干预）。

再者，政府过去在健康和教育领域提供的服务并不很令人满意。评论者会说，在质量、消费者选择和效率方面，他们有取得糟糕结果的趋势。

福利体系表现出对工作动机的强烈抑制，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福利会被取消。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面临100%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和福利被取消的危险）。与此同时，税收体系漏洞百出。通常情况下，尽管它能够从中等收入中抽取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但大笔财富的所有者可以从国际流动性中获益，并能够提供最好的税收建议，因此他们逃脱的难度要小得多。

确实，在很多国家，该体系充斥着各种漏洞和反常现象——富人和超级富豪缴纳所得税的比例低于立法者的预期，有时甚至“低于他们的清洁工的纳税额”。同时，大型跨国企业设法缴纳很少的公司税，而驻扎在国内的小企业则毫无选择，只能全额缴纳。

也许最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总成本巨大，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更大。因此，显然需要为该体系提供资金的高边际税率的抑制效应将变得更大。

该体系一直以混乱无序的方式成长，这多亏了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希望保持分担原则（Contributory Principle），只有当人们需要的时候才提供帮助；为某些“应得群体”（如双亲、养老金领取者或长期患病者）提供福利，从而限制成本和不利于激励的负面影响。它迫切需要变革。


机器人和AI登场

但是AI革命对该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第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对当前的收入分配有多不满意，在缺失再分配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对分配状况会更加不满意。如果悲观主义者是对的，它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AI和机器人将在经济中施加更大的影响。此外，除了扭曲收入分配，AI革命还可能降低社会流动性，从而存在一种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推向下几代人的趋势。

再有，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具有两个显著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因为消费能力集中在那些最不愿意花钱的人手中，这可能会抑制总需求（如第3章中分析的），从而对效果不够完美的需求管理政策施加额外的压力。此外，它可能会破坏民主（如第7章中分析的）。

如果这些结果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并且我们希望抵制这种结果，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么加强现行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一系列政策，要么制定一些新政策。


修补现行体系

如果我们决定为了再分配收入而修补现行体系，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接下去，我将概述原则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将为一项激进得多的措施（即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一些背景和平衡建议，该措施我稍后讨论。不过我不想有所暗示——我在这里讨论的改革现行体系的措施在政治上很容易实施或一定可取。尽管如此，它们是可行的，至少原则上可行。

首先，政府无疑可以使再分配收入政策变得更有效率。它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用同样的钱实现更好的结果，这可以让不太富裕的人大大受益。在这里，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它会极大影响原生家庭没有很多钱的人的赚钱能力和生活机会。因此，它可能对社会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我在第8章中讨论过一些政府可利用教育政策来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

全球很多国家/地区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占GDP的比重较低，包括美国、日本、瑞士及许多其他地方，将这些国家/地区的支出和税收比率提高到当前该比率较高的欧洲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后者包括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额外的支出用于增加穷人的福利，资金来源为对富人征收大量的税。

有几位作者一直认为，即便没有AI革命，政府也有充分理由建立一个更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2011年，荷兰卫生部委托相关机构开展了一项研究——探讨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救助措施包括免费住宿、援助计划、免费海洛因和预防服务。该研究得出结论，投资露宿街头者可获得最高的投资收益。在荷兰，对于投入对抗、防止发生无家可归情况的行动中的每一欧元，都能在节省社会服务、警务、诉讼费用方面得到两到三倍的回报。[4]

减少不平等的另一种方法是，政府中止提供某些普惠福利，比如中止给予超过一定门槛的人的儿童保育和养老金，然后把这笔钱分配给“应当得到帮助的人”。还可以增加对超级富豪的征税额度。当然，所有国家都可以提高标准税率。其实这可能不是明智的做法。一个税率较低、免税额较低、没有漏洞的体系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收入。采取打击个人和企业逃税行为的行动是可行的，但要想行之有效，就需要国际上的协调合作。

想要征收或已经征收财富税的国家都可以这样做。但是，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削弱这种举措，各国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就目前情况而言，在征收财富税的问题上似乎缺乏达成国际协议的机会。


竞争与改革

对待不平等问题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是从根源上或者至少在部分根源上解决它。无论如何，在美国，最近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资本收益的增加（就像托马斯·皮凯蒂的论述和第6章中讨论的那样），而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员工之间差距的扩大。此外，这种不平等加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CEO和其他企业高管薪酬的大幅上涨，以及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的大幅上涨造成的。[5]

这些不平等的加剧与AI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如果社会希望做点什么来减少不平等，至少在美国和英国，首先要加强企业治理程序，以降低企业高层的薪酬，外加缩减经济中金融领域的规模。此外，政府可以推出实施反垄断措施计划，尤其在数字领域——在该领域，几家企业从其准垄断地位中获利颇丰。这最后一点建议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在“反托拉斯”（反垄断）计划下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上述建议没一个是容易实现的，尤其在政治上。对AI领域的许多观察者来说，乍一看，它们似乎与因机器人和AI的普及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规模和重要性都不匹配。因此，人们支持以真正激进的方法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热情迅速高涨。这看上去比较容易，适合解决手头问题，在政治上也可行，即引入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普遍收入。在没有机器人和AI的影响下，人们可能对这个想法存在共鸣。但是，正如在随后的详细讨论中应该明确的那样，这似乎与经受机器人和AI冲击的世界有特别关联。


全民基本收入

最低所得保障（GMI）的概念通常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BI），我会在这里使用该术语，它有很多变体。[6]在最纯粹的UBI形式下，无论环境、财务状况或其他方面如何，只要是所讨论问题中的那个国家的公民，或者是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的人，每人（或每户）都会定期得到单一、固定水平的收入，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

最后这个资格限制引发了一个棘手问题。若将新移民排除在UBI之外，则当他们陷入困境时，政府就必须有某种辅助福利体系来应对他们的需求。如果不排除，能够使其享有UBI，那么本地纳税人可能会相当有怨气。此外，假使一个国家给予移民UBI，而另一个国家不给，或这个国家提供的UBI相比邻国的显得特别慷慨，那就可能会吸引来大量移民。

在某些变体中，UBI从人出生时就开始支付，另外一些则从人成年开始支付。在一些变体中，UBI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并根据个人情况而设定为不同水平——例如孩子的数量，甚至该人在该国生活的地区。在一些不纯粹的变体中，它取决于接受者的收入降低到一定水平；而在另一些特定的变体中，则要求接受者处于正在找工作的状态。

在一些变体中，福利的数量与价格或工资挂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自动上升。还有一些变体的UBI对支付有所限制，比如，每人只在若干年中获得。通常来说，UBI不应该被抵押或征税。不过，如果其为应税项，只要采用的是累进税制，那么这将是一种从富裕人群中收回福利的方式。

在该想法的最纯粹版本中，UBI被设想为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福利；而在另一些版本中，UBI被设想为对任何或所有其他形式的补充而非替代。在有一种变体中，福利体系与所得税体系合并在一起。对于这种变体，当收入低于一定的水平时，税率变为负值，人们就可以从税务机关得到钱（这被称为负所得税）。

甚至有人提议，政府应该提供“基本最低传承金”。有人建议，对所有年满25岁的年轻人来说，该金额应设定为总计1万英镑。[7]这是UBI想法的变体，兼具其优缺点。该提议并非专门针对AI革命而提出的，成功还是失败与AI革命无关。这一建议源于人们对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关注。但是，对AI革命带来的分配后果以及对此能采取的措施的特别关注，意味着由政府提供一大笔资金的建议似乎与AI经济尤其相关。

但实际上，该提议完全是一种计谋和借口。为了筹集救济金，有人建议对企业征税、增加新的税项、出售国有资产并将收益注入该项基金。但是对于这一核心思想——由公共资金支出，为公民提供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这些具体做法没有为其添加任何新内容。关于人们为这种赠予行为提供支付而提出的筹钱建立“基金”的各种方法，我们没有太多可说的。我们最好还是保持诚实，清楚地了解现实状况，只将从普通税收中获得的资金用于支付该福利。

再者，如果一次性支付和UBI建议可选，相对每周、每月或每季度得到固定收入，一次性支付在状况改善方面也不是很明显。一次性支付的一个可能优势是，它更符合资本数额的积累和保存。应当承认，如果接受者将收到的所有固定收入存起来，那么同样可以积攒这么一笔钱。但大多数人对自我做足够的约束比较困难。同样，一些接受者往往会一次性挥霍掉一笔钱，使生活难以为继。而固定收入本可以提供持续的支持。

接下来，我将把一次性支付的想法搁置一边，来分析固定收入的支付。


基本工作

不过，在讨论主要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变体，即基本工作保障（Basic Jobs Guarantee，简称BJG）的想法和“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s，简称UBS）的提供。在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科里·布克（Cory Booker）、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都一直在迫切要求试行BJG。

该想法旨在阻止人们对UBI的一种批评，但它立即削弱了UBI的一个关键吸引力。显然，这个提议回应了UBI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并破坏职业伦理（我将稍后讨论）的批评。但为了应对这个异议，这个想法重申了工作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因此，它缺乏UBI的一个吸引力——允许一些人无须从事有偿工作就能拥有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这些人包括想要成为诗人、写作者、画者、作曲者的人。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假设过这样的案例——每小时15美元的保障性工作能鼓励额外的400万人加入劳动力群体，并吸引现有的1,000万从业人员（对其中1/4的人来说，每小时15美元就代表着加薪）。他估计，每位工作者的成本将为6万美元，这会使政府的总年度开支增加8,400亿美元，约为当前总量的20%。[8]这必定会让政府负担不起，而且效率极其低下。因此我们应该假设，这个BJG建议不会被采纳。


全民基本服务

另一个想法是提供一整套全民基本服务，涉及免费的住房、食物、交通、通信。这个主意对许多左翼政治人物一直具有吸引力，包括英国工党的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

UBS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认为，这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延伸，该体系提供免费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他们在这一点上的想法是对的，但其中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为在英国，政府提供这些服务遭到了普遍的不满。此外，提供更多的其他免费东西（如食物、住房、交通）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低效。当然，这也会使政府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社会中。再有，它会削弱UBI想法的两个关键吸引力，一个是它的简明性，另一个是它让个人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政府提供的金钱的方式。

所以说，UBS想法或许不会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因此，现在对我们有意义的是，把它放在一边，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更为主流的UBI想法上。后者似乎更有可能成功。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开始奏效。


出色的支持

UBI的基本原则最近得到了广泛支持，支持者包括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2017年迪拜世界政府首脑峰会（World Government Summit）上，当提及即将到来的交通运输业转型时，埃隆·马斯克说道：“对于12%—1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之类的事情， 20年是很短的一段时期。”关于UBI他谈道：“我认为我们将别无选择。我想这会是必要的措施。”[9]

这种支持或许看上去令人惊讶。免费提供金钱听起来很激进，甚至到了颠覆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步。毕竟，资本主义建立在激励理念的基础之上。回报应该与努力程度和风险承担相关联。回报的反面是出现失败时的惩罚。所以，仅仅因为是一国公民就能得到固定收入的情况，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但这些杰出的企业家和富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UBI最终还是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怎样，正如埃隆·马斯克所说，他们认为没有太多选择。

其实，UBI的基本思想在很久以前就拥有一些卓越的支持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是都铎王朝（Tudor）的伟大学者、政治家、圣人，他设想了类似UBI的一些东西来维持他所理想化的世界——乌托邦——中居民的生活。同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其1797年出版的小册子《土地公平论》（Agrarian Justice）中指出，每个人在成年后都应该获得一笔一次性补偿金，以弥补有些人出生在富裕家庭而另一些人的原生家庭一无所有的不公平状况。

20世纪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支持实行UBI。他认为：“在经济上使赋闲无事成为可能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会提供强大动力，让工作不令人厌恶，如果任何社会的大多数工作都不令人讨厌，那么可以说这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他在其他地方还写道：“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奴隶。”[10]

在经济学家中，这一概念的一些版本的支持者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因此，了解这些信息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在经济学家中，一些对资本主义最热衷的拥护者也支持UBI想法。例如，一直倡导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他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一书的作者、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还有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和《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的作者、市场经济的强烈倡导者（弗里德曼主张采用UBI想法的变体之一——负所得税）。

政界人士中也存在一些意外。20世纪80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提出了一项基本收入法案，被称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尽管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在参议院遭到了否决。

那么，诸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支持UBI呢？他们的观点是，在文明社会中，为最弱势和最不幸的人提供财政支持是正常且必然（也是可取的）的事情。正如我们前文讨论的，这通常借助复杂的福利网络来实现养老金、有障碍者福利、失业福利、住房福利、疾病福利、收入支持、儿童福利等很多内容。

其中一些在满足简单的标准时可提供给人们，比如达到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年龄。因此，无论需求如何，这些福利都会分配。不过大多数还是依照一些假定的财政需求标准来分配的。所以，失业福利提供给失业者，收入下降到指定的最低收入水平的人会获得收入支持。

这样做似乎可以大大减少有限的公共资金的浪费，因为它的目标是为那些显然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福利。但它也抑制了工作积极性。如果你为处于失业中的人提供金钱，那么就是在有效地激励失业。这种行为会减少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并因而减少产出，不仅违背社会利益，还可能不利于接受者的长期利益。因为随着工作的到来，人们有机会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更不用说对自尊和归属感的好处了。另外，这个体系的成本非常昂贵，并且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所以，对于我先前描述的无数不同福利构成的复杂丛林，资本主义的伟大拥护者已将UBI视为穿越其间的有效方法。这些福利的管理成本高昂，难以为潜在接受者理解，但不会减少他们通过工作来大大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一些右翼的支持者还认为，UBI能使政府降低最低工资，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同时，引人注目的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UBI这一想法对很多参与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的人也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UBI有可能使人们摆脱主张消费主义、投身痴迷于增长的激烈竞争的生活方式，因而有助于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虽然UBI这一想法早在机器人和AI问世之前就有其吸引力（众多的过去支持者可资证明），尽管其在不涉及机器人和AI的情况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对机器人和AI影响的关注已经相当合理地增加了人们对UBI的兴趣。

原因非常简单。关于向所有公民提供“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的一些争论始终存在，而收入分配中的潜在变化使其更加激烈。

这不仅仅是因为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可能会破坏工作或侵蚀实际工资，从而可能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它们还可能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高收入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对土地、稀缺资源和知识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说，这些收入可能由不“应得”这些收入的人获得。

那么，反对UBI想法的立场是什么呢？现在是时候讨论一些实质性争论了，首先谈谈对工作激励的可能影响。


UBI与劳动力供给

让我们假设UBI已被引入，取代了各种各样需做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那么劳动力供给会发生什么变化？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某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这会增强人们的工作欲望。这是因为，受这种变化影响的人现在可以在不损失福利的情况下从工作中赚钱。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UBI会降低人们的工作欲望。他们提出，对有些人（可能很多人）来说，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他们就不愿意为了获得更多而付出额外的努力（这与第4章中关于人类对更多休闲的潜在渴望的讨论相一致）。

因此，UBI方法的引入也可以说服人们提供更多或更少的劳动力。在实践中情况如何发展将部分取决于UBI的额度。少量的UBI或许不会说服人们减少劳动力供给，当然也不会说服人们完全放弃工作，因为根据假定（ex hypothesi），它不足以维持生活。

如果UBI是人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且其数额足够大，大到人们有理由依靠它生活，那么就极有可能说服人们减少自己的劳动力供给。UBI设置得越高，这种效应就越大，有些人会决定完全放弃工作。随着UBI被不断推高，这种效应将加剧，原因是，更多的人将只依赖UBI生活，这样做在社会上更容易被接受，因而更多的人受到鼓励去这样做。此外，正如我们稍后要看到的，政府需要为足以维持生活的UBI提供资金，这意味着税率将大幅提高，很可能会减少人们向更高收入层级攀升的动力。


传统异议

有关UBI之类的福利制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1944年，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出版了《大转型》（The Great Tansformation）
一书，除了其他内容，该书抨击了最早的福利制度之一——斯宾汉姆兰体系（Speenhamland system），因其在英国伯克郡（Berkshire）的斯宾汉姆兰实行，因而得名。根据波拉尼的说法，该体系“引入了与‘生存权’不相上下的社会、经济创新，直到1834年被废除，它实际上阻止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他总结道：“该体系导致了‘大众的贫穷化’。”他声称：“他们‘几乎失去了作为人的样子’。”他认为，被推行的基本收入不是作为地板的下限，而是成了天花板的上限。[11]

毫不奇怪，我们的老朋友马尔萨斯教士在波拉尼之前100多年所写的内容也对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斯宾汉姆兰体系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生育（那个马尔萨斯教士似乎对生育问题挺在行）。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基本收入会导致工作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指责了斯宾汉姆兰体系。他论述道，通过让地方政府承担责任，贫穷救济成了雇主用于保持低工资的一种策略。斯宾汉姆兰体系的另一些坚决反对者包括杰里米·边沁、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著名思想家。

然而，根据当代激进的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的说法，所有这些思想家在责备斯宾汉姆兰体系的时候并未检视过相关数据。他说，造成该体系下人们受苦受难的原因，是英国于1821年恢复了黄金兑换，而且能节省劳力的机械发展了起来。[12]他说道：“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全都归结为对两种类型贫穷的毫无意义的区分，以及一种很大的谬见，我们大约在40年前就几乎设法消除了这种谬见——不贫困的生活是你必须为之努力的特权，而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权利。”[13]


UBI的附带益处

虽然在经济学家争论UBI对工作激励的影响的过程中，两个方向都存在可接受的案例，但这一想法的捍卫者已经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有时甚至离奇的论点加以反驳。

在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从反对UBI转向支持UBI。他并没有因其可能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而退却。他以典型的加尔布雷思风格写道：“除了富人，让我们也接受穷人对休闲的一些诉求吧。”[14]

UBI的一些主张者认为，UBI的益处之一是能提高低收入家庭中成员的结婚率，同时也使双亲中的一方留在家里照顾幼儿的方式更为可行。一些支持者还认为，UBI让年轻人更容易为自身的培训和教育投资，或者接受低薪实习和学徒训练。同样，他们表示，UBI使得雇主更容易为雇员提供这些机会，因为雇员依靠政府提供基本收入来生活，不需要花雇主很多钱。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UBI能起到抑制努力和降低GDP的作用，那将不是一件坏事。可以说，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受到竞争的驱使，付出了超出自身利益的努力。因此，抑制竞争本能和抑制工作的东西是受欢迎的。如果你认为无论是通过资源枯竭、污染还是通过气候变化，人类的经济努力强度正在破坏地球，那这一论点就更有说服力了。[15]

这种方法的变体之一认为，我们社会中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对应于经济学家所称的“租金”，也就是说，市场上提供某种设定价格的东西，因其处于供给匮乏的状态。但是，即使没人支付这样的价格，它依然会存在（土地就是经典案例）。

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勋爵认为，在未来的经济中，除了“租金”的比例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将是零和博弈，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会为所有人享有的总产出或收入增添任何东西。[16]许多金融市场活动或许会落入这一类别（正如我在2009年出版的《市场的麻烦》一书最后一章中指出的，我把这类活动称为“分配性”活动，与之相对的是能够扩大整体规模的“创造性”活动）。[17]

如果特纳勋爵是对的，那这就是为如下观点提供了论据——若引入UBI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GDP下降，我们不必为之过于担心。所测算的GDP的大幅下降是虚假的，它与人类的整体福祉毫无关联（请注意，对于如何确保UBI只减少GDP的“分配性”或零和博弈部分而非“创造性”部分的问题，尚有待观察）。

另一个貌似有理的论点是，即使因为UBI确实会抑制工作积极性并因而降低GDP，并且这种GDP下降的重要性不会因特纳勋爵的论点而被削弱，它也是可以被容忍的。如果你相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而工作需求会减少。这应该意味着，对税收和再分配的抑制效应的重视程度应会小于以往。同样，有关社会公正的事业应该占更大的比例。简而言之，你可以说，在新世界中，我们将有能力对公平投入更多的关注。当AI和机器人承担所有工作、人类完全享受休闲生活时，这一点将达到极致。那么，工作激励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而且如果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对的，我们永远不会到那一步。


离奇的批评

如果说针对UBI有一些激进甚至离奇的论点，那么也存在一些离奇的批评。一些评论者担心它会加剧通胀。正如AI梦想家卡耐姆·切斯所说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资金容易抬高价格，导致突发性通货膨胀，甚至可能是恶性通胀。”[18]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引入UBI很可能会改变劳动力供给及失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政策制定者（包括设定利率的央行银行家）可以考虑这些影响。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UBI会引发通货膨胀就反对它。

另一个批评是，假如UBI取代了所有福利，会降低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因为在现行体系下，很多（尽管绝非全部）福利支出的总体价值跟随经济周期波动，在经济下滑时上升，在经济回升时下降。因此，福利支付充当了“自动稳定器”的角色。如果所有的福利都被UBI取代，那么这一特性就会丧失。

这没错，但它并非真正强有力的论点。这仅仅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货币当局将不得不用酌情决定的稳定政策来代替自动稳定器。在目前体系下，如果政府认为自动稳定器自身的作用不够，那么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会经常发生。这些附加的稳定政策可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一种可能性是暂时提高UBI的价值，直到经济低迷状况结束（诚然，虽然相比自动稳定器，酌情决定的稳定政策可能会存在额外时滞）。不管怎样，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丧失不太可能构成严重的反对观点。


UBI测试

UBI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建议，人们已经在实践中尝试过对其进行过很多次测试。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小镇多芬试行了UBI。UBI的支持者声称结果非常好：遭受严重精神健康问题折磨的人减少了，辍学的青少年人数降低了，最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人放弃工作。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曾尝试了一个UBI计划，但在2018年的夏季放弃了。安大略省负责社会服务的部长丽莎·麦克劳德（Liza Macleod）表示，该计划“相当昂贵”。

2017年1月，芬兰启动了一个UBI实验，随机挑选了2,000名失业者，但这个实验在2018年4月就被放弃了。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该政策覆盖到所有人口，芬兰将不得不将所得税提高近30%。

2018年6月，法国宣布开展一个UBI实验——为无子女单身人士每月提供最低600英镑的收入，将向约2万名失业者提供。申请人需接受经济状况调查，但无附加条件，比如强制性要求必须找工作。在撰写本书时，我们还不知道其结果。

UBI的坚定倡导者安妮·罗瑞（Annie Lowrey）引用了两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案例。[19]2010年，伊朗政府削减了对石油、食物等商品的补贴，转而开始向公民发钱。调查其效应的经济学家总结道：“除了与劳动力市场关联较弱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金转移支付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似乎还增加了工作时间。”请注意，这并没真的构成经典意义上的UBI测试。

罗瑞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存在矛盾。切罗基人（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拥有两家利润丰厚的赌场，族人每年可分得4,000—6,000美元的利润，作为对这种支付的反应，他们的劳动力供给似乎只是略微有所减少。请注意，在明尼苏达州的沙科皮（Shakopee）苏人（Sioux，北美印第安人）身上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据报道， 2012年，该部落成员每月收到8.4万美元。一位沙科皮苏族官员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的失业率达99.2%，并补充道，任何有偿劳动都是完全自愿的。[20]

实际上，美国已经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类似UBI的案例。自1982年以来，阿拉斯加州的居民一直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获得周年红利，该基金拥有该州的众多国家资源。2015年，63万具备资格的公民获得2,072美元，约占阿拉斯加州人均GDP的3%。但这一数额太小，预计不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很大影响。

无论这些测试的意图如何，人们都远远无法根据其结果得出结论。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其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态度和社会规范，而这些东西的改变非常缓慢。我们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实施该政策——最好更久。此外，我们需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施，而不只是在某些限制区域内。事实上，开展这种实验的可能性看上去非常之低。

尽管如此，UBI想法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公众吸引力，有时体现在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地方。2016年，瑞士就针对引入相对较高水平的UBI的提案举行了全民公投。最后该提案被否决了，但有近1/4的选民支持它。

在意大利，新政府的联盟伙伴之一是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在它2018年竞选时的纲领中包含一个UBI变体。尽管存在预算限制，而且欧盟当局反对增加公共支出，但它仍然致力于推动实行某种形式的UBI。

在英国，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表示，他正在推动将UBI的引入纳入下届工党宣言中。因此，若工党能赢得下届大选，我们可能会见证迄今为止最大的UBI实验。


评估

除了UBI会减少受益者的劳动力供给这一尚不明确的论点之外（如上所述）。UBI的真正反对者还基于四个截然不同的论点：

●它会冒犯大多数人的公平感。 

●它会加剧社会排斥、扩大社会分歧。 

●它会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成本，从而导致税收的提高。 

●因为存在所有这些困难，UBI完全不会简化福利体系，反而会使其 复杂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实践中，除了微不足道的UBI水平，是否还有其他东西是社会所希望的或可持续的，确实值得怀疑。对大多数公民来说，逐渐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是一回事。对某一阶层的人来说，当一大群人无所事事、以他们为食时，他们却继续苦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UBI的接受者全是艺术家、僧侣或音乐家，即使他们正在学习编篮子、弹竖琴，这或许都可以接受。但是，假如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吸毒或看色情作品，我想这就不能令“辛勤工作的家庭”信服了。

社会排斥

UBI的提倡者必须应对这样的事实——当今如此之多的激烈社会问题都与失业有关。要踏上公开设想相当多阶层的人不工作的道路，这似乎会招致很多严重问题。

毕竟，UBI的倡导者往往受到担忧的驱使，不仅是因为不同群体间的货币收入存在差距，而且还因为处于收入底层的人们会感到被排斥和孤立。而如果UBI的作用还允许、鼓励大量的人不工作，这必将会加剧根本性的社会分歧。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可能会自我延续、永久存在。一旦有人选择不工作并依靠UBI生活，他们将很难再回到工作中去，他们会丧失技能、工作意向、职业伦理，雇主对他们也将不再那么有兴趣。另外，靠UBI资助而过着不工作生活的人的孩子可能会更倾向于过类似的生活，确实，他们将不太有能力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日子。

成本

UBI水平的设置对其效果的好坏都至关重要。米尔顿·弗里德曼希望他所支持的负所得税“足够低，以给予人们实质性、持续性的激励，从而使他们通过自食其力摆脱该计划”。他认为，根据收入保障水平和为其提供资金所需的相应税率，该计划可能呈不同状态，处于非常可取与完全不负责之间。正如他看到的：“这就是政治观点如此广泛的人们有可能支持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负所得税的原因。”[21]

顺便说一下，弗里德曼青睐的负所得税变体有一个明显不利的副作用——它鼓励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谎报自己的收入，以获得享受负所得税的资格，即政府救济金。相比之下，如果采用明确的UBI，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了。事实上，假如人们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政府不会对他们赚多少钱感兴趣，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UBI。

UBI的大多数支持者建议将其水平设定在等于或接近贫困线上。毫无疑问，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社会负担不起UBI，而且/或者认为UBI会让人们变得懒惰。然而，这样的水平无法满足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的愿望，而且代价依然极其高昂。如果AI确实会毁掉大量就业机会，使得很多人面临失业，那么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水平都将被证明是不够充足的。

政治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扬妮克·范德博尔特（Yannick Vanderborght）是UBI的强烈支持者，他们建议该福利水平可设定为相当于人均GDP的1/4。[22]在美国，该数额为每月1,163美元，英国为每月910美元。此外他们还认为，UBI应该只取代低于这些金额的福利，较高的福利及其各种资格条件应予以保留。

不过，这样做的成本最终肯定会高得异乎寻常。当然，替代较低福利所节省的总成本将达到GDP的1/4，可谓数额巨大，但净成本的数额依然相当可观。

话虽如此，设计一个能够实现财政中立的UBI转换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这只需要将UBI设定为——刚好用完取消所有其他福利而节省下来的钱。

在没有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将目前花在基于经济状况调查或资格限制的福利上的同样数额的钱转用于UBI，结果将与预期相反。因为每个人都会获得UBI，包括那些当下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福利的人，甚至亿万富豪。所以，平均而言，那些当前获得福利的人的处境会更加糟糕。而且由于这些人通常处于收入层级的底端，结果将是加剧不平等。

当然，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可以提高对较富裕社会成员的税率。不过这样做也有缺点。机器人时代可能是一个超级过剩的时代，但至少在机器人和AI接管一切工作、我们全都过上休闲生活之前，激励依然重要。如果为了向慷慨的UBI提供资金，将目前的边际税率水平大幅提高，那么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抑制效应。

这才是真正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根源，而不是对低收入工作者通过工作确保更好生活的抑制作用。问题在于，为了能够提供可让人们靠其生活下去的UBI，税收将不得不显著升高。这将要求提高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他们或许会（诚然，并非一定）以减少劳动力供给作为回应。

这是一种避免成本的方法吗

有一种潜在的方法可避免UBI因给公共财政带来的成本而遭到反对。我在第3章中讲到，AI经济可能存在总需求不足的趋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反击方法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刻意让预算赤字维持在高位，以便为较高的政府支出和/或较低的税收提供资金。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与UBI的引入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花费额外的公共资金将不必导向提高税收。

这具有潜在的吸引力，甚至是诱人的前景。但它确实有很多缺点和限制条件。

●原则。非常不平等的经济体也会倾向于需求不足，这远非不可 避免。

●时机。无法保证收入分配需要调整的时间和宏观经济需要财政刺 激的时间必然会一致。

●规模。即便时间一致，依然没有理由假定这两项政策所需的规模会匹配。若财政赤字增量达到GDP的5%，则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刺激作用，而5%的GDP只能为最低水平的UBI提供资金，不足以做其他事情。

●可持续性。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长期持续的财政赤字会导致公共债务高企，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靠赤字融资支撑UBI只能是暂时的。但是，如果你接受该论点，这种需求将是永久的。

其结果是，要避免通过大幅增税来为合理水平的UBI提供资金，采用赤字融资的方法并不可行。

更多的复杂性

对右翼思想者来说，UBI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表面上的简单性，能够废除由低效福利构成的复杂网络，以及与之相伴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对激励结构和行政成本产生有益影响。但是，由于将UBI设置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使政府能够取消所有其他形式的福利所产生的一定财政后果，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任何发达国家引入UBI，它将不得不设定在较低的水平。这肯定意味着，其他福利形式将继续存在。

因此，其结果或许不是简化现有的过于复杂的福利体系，而是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和公共开支。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者将无法抵御对UBI修修补补的冲动，就像他们对所有其他福利体系元素所做的那样。毕竟，你可以想想最初支撑国家福利的保险原则的情形。现在，违反该原则比遵守它更受尊敬。正如上面指出的，尽管很多国家在继续强制征收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险”，但实际上，它们相当于另一种名称的税收。

我完全可以想象，从政者把UBI的规模改来改去瞎摆弄，同时强加一些新的资格条件，并且改变UBI与其他福利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从一开始就破坏了UBI背后的原始理念。我们不久就会以将一个体系搞得一团糟而告终。


有什么可以挽救吗

这将UBI想法留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上？在讨论了上述的所有反对观点和问题之后，我们仍然可能想象，在现有的一系列政府提供的福利之外，还可以加上很低的基本收入。对某些边缘情况来说，这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能使人们获得一点点钱来维持一段生活，而不必经历繁复的官僚程序。在目前以经济状况调查或“资格限制”为基础的体系下，他们必须经历这些程序才能获得各种形式的国家福利。

但对于确保这种适度收益的问题，这样的方案会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方法。这与右翼UBI倡导者的设想相去甚远，他们设想UBI能替代所有其他福利，从而在加强工作激励的同时降低供给成本。它也远远不是左翼UBI支持者对前景的展望，他们设想UBI能为很多人提供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的合理生存手段。

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对该问题的描述简洁有力：“要么基本收入的水平低得令人无法接受，要么提供基本收入的成本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不管它基于的哲理、原则有多吸引人，这基本上就是该问题的结局。”[23]不得不说，我同意他的说法。


应对不平等的另一种方法

我在本书中论述过，AI革命将加剧不平等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如果不平等确实会加剧，那它的规模也可能不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更多的理由来采取反不平等措施（当然，你可以认为，当前的不平等程度完全不可接受，需要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

不过，还有另一种应对不平等的可能方法，即与之共存。这听上去可能麻木不仁、冷酷无情，但是并不荒谬可笑。的确，这种方法会有其倡导者和支持者。正如我前文所阐述的，没有唯一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另外，现在我们全都富有多了，而且还会变得更加富裕，不平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

当然，这仍然让人耿耿于怀，看到巨大的财富、奢华与贫穷紧挨在一起，这对任何自然的公平感都是一种冒犯。但是如今，发达国家几乎不存在绝对贫困，至少没有我们过去了解的贫困。不平等加剧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挨饿或生活在没有住所和温暖的环境中（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但由AI诱发的不平等不太可能成为问题）。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反不平等运动表达的一些愤怒基于误解。他指出，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我在第6章讨论过）中，相对和绝对之间似乎存在混淆的情况。皮凯蒂说：“今天的穷人和过去一样穷，和1910年一样，他们在2010年的财富只占总财富的5%。”[24]但平克指出，因为2010年的财富要比100年前的大得多，如果较贫穷的一半人口拥有相同比例的财富，那么他们实际上要富有得多。[25]

平克还痛斥了这样的观点——越不平等的社会因而越不成功、越不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平等与经济上的成功和幸福之间存在关联，因果关系就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或者两者都要归因于第三个因素或因素组。

一般而言，人们受不平等本身的困扰程度也不明显。不过，他们会因感知到的不公平而烦恼。人们绝不会总是把不平等和不公平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收入）。

例如，对于数字以亿万计的富豪的财富，人们似乎并没有普遍感到不安。而且，数字世界的超级巨星积累的巨额财富很可能会消散。毕竟，在以往的财富激增过程中，这种事情发生得相当频繁。事实上，很多超级富豪可能会借助慈善事业来消散自己的财富。沃伦·巴菲特曾表示，他无意将大量遗产留给自己的孩子。比尔·盖茨已经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巨额资金。

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在不破坏社会凝聚力的情况下，人们或许会接受相对较小程度的不平等加剧。但是，如果AI革命的效应是为少数幸运者创造不计其数的财富，而同时让大量的普通人陷入贫困，那么接受不平等加剧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然而，它并不一定是政策专家想出的任何陈旧的东西。


小结

有一种关于我们未来的愿景，呼吁采取激进的公共政策，以防止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所带来的人类灾难。

该愿景包含四个关键要素：

●机器人和AI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 

●这将意味着，人类可获得的工作数量将大大减少，且/或处于收入 分配底层的人能得到的收入将急剧降低，无论他们是否有工作。

●对抗这种影响的唯一方法是制定彻底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鉴于当前的再分配体系存在不足之处，我们需要引入起根本作用的新体系，将钱分发给所有人，而不考虑其是否需要或是否应得。

这个愿景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至少它是始终如一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令人信服的。在本书中，我就这四个论点中的三个提出了异议。我并不质疑机器人和AI革命意义重大。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会有灵感写这本书了。但我不认为它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驱使我们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不一致。无数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替代那些遭毁掉的工作岗位。再有，对于其一定会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这一点，我们还完全不清楚。

但是，即使我关于AI革命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看法是错的，也不能由此认为，采用UBI这样激进的干预措施要么是有必要的，要么是可取的。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尽管技术进步对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但假如没有合适的激励结构和有利于工作与资本积累的政治、法律体系，那么技术进步也不足以确保经济进步。

AI极客和技术专家普遍认为，如果什么也不做，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将葬送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原因就是权力倾向于跟随金钱，而金钱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些人认为专制和技术官僚统治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政府。然而，大多数人看到，这是某种形式的独裁，具有威胁性。为了预先阻止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许多人主张限制AI的发展，抑制大幅增加税收和政府开支的行为。然而，这些事情还预示着政府权力的大力扩张，而这些人声称对其感到恐惧。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处处都能看到问题、解决方案就摆在自己眼前的政策书呆子。他们显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与之相比，我们完全无法确定事情在AI经济中会发展出怎样的结果。在我们的经济表现即将被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发展提升的时候，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实施激进的新福利计划来破坏这些进步，同时增加税收。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坚持那些支撑、巩固我们的繁荣和自由的制度与习惯。我们应该防范迎合最新的流行趋势，即“大规模政府干预”，以阻止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幻想的事情的发生，从而危及它们的风险。

其实，正如本章前部分所论述的，激进改革者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很多潜在的措施中，这些措施能排成长长的议程。其中税收调节和福利支付的安排、企业治理体系、竞争体制、教育体系，以及所有那些涉及金融行业规模及其经济奖励的安排，都值得进行彻底地改革。无论AI会带来什么，做这些都是没错的。

诚然，这些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对于各种各样提议的可取性与合意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的议程应该考虑这些根本性的改革，然后在恰当的时候实施它们。无论AI的影响如何，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措施来减少我们社会的不平等。我们能够且应该执行这一议程，而不被AI极客带上歧途——引入危险、具有破坏性、非常昂贵的收入再分配体系，这种体系会以完全错误的方式、在完全错误的时间巩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


结 论


未来不会是过去的样子。

——尤吉·贝拉（Yogi Berra）[1]

如果想从零开始制作苹果派，你必须首先创造宇宙。

——卡尔·萨根（Carl Sagan）[2]


我在本书中给自己设定了任务——为读者提供关于AI革命会带来什么的指南，因此，我需要列出两个清单：一是“要思考什么”，二是个人、企业和政府“要做些什么”。当然，现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未来更是如此。最容易做的事情是说“一方面这个，另一方面那个”，或者将大多数学术论文最终得出的相同结论摆在读者面前——“需要对该主题做更多的研究”。

但这都将辜负读者。当然，事情是不确定的，更多的研究也会产生更多的信息。然而，面对这些不确定时，人们必须决定要做什么（即便决定什么都不做），不能等到一个学术生命周期全都结束了才做出决定。

因此，我将在这里尝试从自己的分析中得出主要结论。我抱着无比的谦逊来做这件事，同时也承认存在困扰这个主题的各种不确定性。我诚挚地希望读者能以确定的仁慈和宽容态度接纳我必须要讲的内容。毕竟，我也可能大错特错。如果冒着分析不确定性并窥视未来的风险，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惩罚。


整体愿景

或许我最重要的结论是，就其经济影响而言，AI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所有其他变化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差异。的确，我认为它大体上是那些发展的延续。

那些认为机器人和AI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发展甚至具有变革性的人，一开始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我们应该考虑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于任何事情，某种或某些形式的机器人/AI会和人类做得一样好、一样快，或者更好、更快。此外，我们应该假定它们的制造和维护成本为零。据推测，这就是我们正在急速前往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难道不会对就业（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吗？

没错。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而且我可能不会怀疑杞人忧天者预见的大部分可能后果。但要是沿着这些思路思考，那就等于从一开始就忽略掉了本质问题。机器人和AI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且确实已经在做了，比人类做得更好，成本也更低。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事情是它们根本做不到的。

此外，有很多事情它们永远无法比人类做得更好，还有更多的事情它们不能以同样低廉的成本完成。我们尚未发现所有这类事情，但我们已经知道机器人和AI能力的主要局限性。

第一，人类智能中似乎有一种特质是AI无法与之匹敌的，即具有应对不确定性、模糊性、逻辑歧义性的能力。

第二，因为人类智能在本质上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能做无数可能的任务（包括那些最先没有预见到的），并且在执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第三，人类是社会生物，而非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人希望与其他人打交道。在这方面，机器人永远不会比人类做得更好。

现在，AI极客可以借助提问来反驳第三点——为何人类的偏好和人性应该优先于机器人和AI能够和“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拥有情感和意识，而机器人和AI没有（至少暂时没有）。它们只不过是机器。

因此，决定一切的是人类的欲望和偏好。如果人类无法轻松地与特定形式的AI互动，或者机器人不能按照人的意愿行事，就像机器人侍者无法轻易叠好毛巾一样，那么这是AI/机器人而非人的问题。如果奇点降临，这可能会改变，不过至少要在AI获得意识的情况下（我将在后记中简短评论这一观点）。但至少在那之前，“人是万物的尺度”（据说是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所言）。


速度与规模

很多AI狂热者会认为，我对AI进步速度所持有的谨慎和怀疑有些过度了。而且他们会说，在整个AI发展史上，这种过分谨慎一直如影随形。最初，每个人都会小心对待或完全怀疑AI可能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然后，他们被实际情况搞得不知所措。随后，他们的怀疑被传送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直到在那里被AI发展的现实状况再次证明是错的。如此等等。

虽然AI狂热者对这个想法感到欣慰，但我认为它完全没有充分的根据。诚然，机器人和AI在很多方面的成就都令人震惊，但不能说这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表现始终优于先前的预期。事实上，我认为，总的来说，事实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历史屡屡令人失望，因为极客和狂热者总是承诺过多并兑现不足。

与之相关的是，我并不把这样的想法当回事——人类能够从事的工作很快就会严重短缺，从而导致大规模失业。这既不存在技术性理由，也没有经济上的原因。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其他发展那样，在一些活动中，机器人和AI会替代人类劳动力，但在另一些活动中，它们将提高人类的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机器人和AI会与人类劳动力互为补充。而且将有无数的新工作出现，这是我们现在几乎无法想象的。这将完全符合过去200年间发生的情形。

如果我们处理得当，那么结果将是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加快，同时伴随着平均生活水平改善速度的提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实际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十有八九会很快回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甚至更高。

在这些重大的改变过程中，特定的个人和群体将遭受苦难，因为他们的技能和资质会受到需求下降的影响。但这些人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些人和群体。例如，很多手工劳动将抵抗机器人和AI的侵犯。事实上，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对其需求会增加。

即将到来的这场革命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它将增加服务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工作者可用的资本设备，从而大大提高他们的生产率。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对于近来大多数西方经济体整体生产率增长疲软的现象，这些领域生产率增长疲软是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医疗保健和老年人护理行业将大幅扩张。


休闲与不平等

随着机器人和AI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需要在增加收入还是增加休闲之间做出选择。我预期人们会采用中间路线——全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将减少，但不会为了休闲而完全拒绝工作。休闲增加将增加人们在休闲活动上的支出，这将提升这些行业的就业需求。休闲业是增加就业机会的关键领域之一。

要确保每个人都受益于AI带来的改善将是一个挑战。但推行UBI的理由并没有说服我。不可否认，改革税务、福利体系及很多造成我们社会不平等方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对AI影响的判断是错的，它会导致普遍的贫困，那么政府就不能坐视不管、无所作为。现在政府可以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改革并完善公共教育体系，包括加大资金投入，为终身学习和再培训慷慨注入资金。

毋庸置疑，不同国家在机器人和AI方面的定位会有所不同。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领先的机器人制造者或AI开发者。但这根本无关紧要。就像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一样，关键是各国要对机器人和AI的广泛采用持开放态度。可以肯定的是，出于公共利益，它们需要被监管，而且法律也需要调整以顾及它们。但是，对机器人征税或过度监管会导致其应用受限，这是一种倒退，可能会极大地抑制一个国家的绝对和相对表现。


现在不会出现世界末日

简而言之，与围绕该主题盛行的悲观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认为机器人和AI革命无疑对人类有积极意义，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数个经济进步浪潮那样。不过它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将是积极的，因为它与自那时以来发生的大多数经济发展都截然不同。这场革命将要做的是把人类从很多糟糕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些工作给他们的精神带来沉重负担，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和热情），在此过程中，它将使人们获得自由，从而成为真正的人类。

当然，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回避了真正重大的问题。即使你大体上接受了我上面谈到的重点，你也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对不久的将来的一种展望，而未来的情形则会完全两样。你可能是对的。对人类来说，我们无从知晓不久的将来的状况是更好还是更坏。但如果奇点降临，这将意味着未来的几年将会成为一个全新世界的前奏，不同于目前为止本书中讨论的一切，也不同于我们有史以来经历的任何事情。最后，是时候仔细看看那个世界了。


后记
奇点降临及之后


人类的大脑就是一台计算机，只是碰巧是由“肉”构成的。

——马文·明斯基[1]

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与潜艇是否会游泳的问题一样有重大意义。

——埃兹格·戴克斯特拉（Edsger Dijkstra）[2]


现在，你一直等待或害怕的时刻兴许到了。奇点正在迫近我们。嗯，不管如何，它就在这本书里。我们眼下必须考虑的是，在外部世界，它是否会降临到那里、何时降临、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是20世纪50年代的传奇式计算机先驱，“奇点”一词首次用于指代未来技术驱动事件应该是他提出的。但直到1983年，弗诺·文奇（Vernor Vinge）写了一篇关于即将到来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文章，它似乎才开始流行起来。[3]

最近，“奇点”（Singularity）一词（尤其现在首字母以大写“S”显示）已变得与雷·库兹韦尔这个名字紧密相关，他于2005年出版了《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一书。目前是谷歌工程总监（Director of Engineering）的库兹韦尔曾预测，到2025年，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将超越单一人类大脑。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声称，到2050年，单台计算机的能力或许能与所有人类大脑加起来的能力相匹敌。[4]

奇点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指AI获得“通用智能”（与人类的一样）的时间点。奇点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在其降临之后，机器能够在每一个任务上都胜过人类，还因为AI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发展，因而这样的AI能永远螺旋式上升，超出我们的理解或控制。[5]

直到最近，超人类智能的概念还只是科幻小说中的内容。而现在，它是令人惊奇且期待或者令人惊骇和担忧的东西。这里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奇点降临，对人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它一定会降临吗？ 

●如果它不会降临，我们的未来是否会有另一个看似可信的前景？ 

不难看出，奇点的影响是完全有害的。在较窄的经济方面，你可以与机器人和AI的经济影响分析（我在本书其他部分陈述过）吻别了。很快，人类的劳动会变得多余，人类将没有能力确保获得收入或用收入可以购买的东西。

比这更糟的是，我们会成为AI统治下的臣民。此外，如果它们想要做的话，新的智能形式可以消灭我们。这不一定出于恶意，而是为了自我保护。具有超级智能的AI可能会简单得出结论：由于我们具有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特点，它们不能将任何重大决定或行动托付给我们来做。如果任由我们自己处理，我们可能会将整个世界置于危险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等待着我们的最好的未来是作为一种下层阶级存留下来，成为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对象（非常像动物园里的动物），可能借助剂量合适的索玛（soma）之类的东西得到安抚，这种药物在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被分发给人们，目的是让其保持安静。

关于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AI大师们有很多猜测。如果我先用他们的话说一下他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告诉你我的观点，可能会对你最有启发。

整个AI领域之父阿兰·图灵清楚地看到了其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1951年，他写道：“如果机器能思考，它思考起来可能比我们智能，那么我们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即使我们可以让机器处于从属地位……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应该会感到极其卑微。”许多AI专家后来都赞同这一观点。即使没有要屈从的情况或被毁灭的威胁，他们还是担心，被AI超越或许会让人类的心理、情绪处于不良状态。当代AI大师凯文·凯利曾写道：

我们不是唯一拥有可以下国际象棋、驾驶飞机、创作音乐或发明数学定律的心智的存在形式，对于这些活动，每一步的缴械投降都会令人痛苦而悲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30年中（其实也许是下一个世纪）度过一场永久性身份危机，不断询问自己，人类还擅长什么。如果我们不是独一无二的工具制造者、艺术家或道德伦理学家，那么，什么（如果有的话）能让我们与众不同呢？[6]

AI梦想家马克斯·泰格马克认为，拉丁语可以被用来帮忙解决困难。我们已经习惯把人类称为“智人”（Homo Sapiens）。智慧（Sapience）是智能化思考的能力。这是人类现在正面临的挑战，或许很快就会被AI超越。泰格马克提议用知觉（Sentience，主观体验的能力，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意识的能力）替代智慧。他建议我们将自己重新命名为“觉人”（Homo Sentiens）。[7]


人类与AI的融合

或许上面的讨论太非黑即白了。一些AI思想者认为，人类与AI之间的对比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已经有很多人在身体中植入了某种“人造的”（即非生物的）东西——从人工髋关节到心脏起搏器。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一些有远见者看到，人类和AI最终会融合在一起。

而且交换将不会总是以单向形式进行，即将人工的东西植入人体。根据约翰·布罗克曼的说法，他所称的“设计智能将越来越依赖合成生物学与有机制造”。[8]借助克服我们的肉体对自身的限制，我们是否也可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也就是说，技术有可能提供永生之路吗？

一些IT热衷者是这么认为的。[9]雷·库兹韦尔相信，人类将不可避免地与机器融合。这导致永生有可能实现。奇点主义者（库兹韦尔并非个例）的目标是努力活得足够长，等到下一个延长生命的医学突破出现，最终能够与某种形式的AI融合，从而摆脱死亡的限制。据报道，为了确保他能一直存在，享受躲进永生之境的乐趣，库兹韦尔“每天服用多达200粒的药丸和补充剂，并通过定期静脉输液来接受其他东西”。[10]

库兹韦尔是个相当有个性的人。2009年，他出演了纪录片《卓越的人类》（Transcendent Man）。你会相信吗？好莱坞甚至还推出了一个相关版本的电影《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由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主演，于2014年上映。人们很容易将库兹韦尔当作怪人而不予理会。但相当多的硅谷亿万富豪已经欣然接受了奇点的想法。2012年，谷歌聘请了库兹韦尔来指导其AI研究。

机器人学家汉斯·莫拉维克的想象力走得更远。他预计，在未来，部分宇宙将“迅速转变为网络空间，在其间，存在者建立、扩展、保护身份，像信息流模式那样……最终，该空间变为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扩张的思维泡泡”。[11]


必然性是个很重要的词

在思忖上面引用的思想者的愿景时，我的反应是：“天哪！把我传送上去，斯科特。”（《星际迷航》系列的经典台词，意思是把我带走）但奇点并非必然降临。事实上，我们离它还远得很。诺姆·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认知科学已有60多年，他说：“我们距离打造出具有人类水平的机器智能还有‘万古之遥’（Eons Away）。”他认为奇点是“科幻小说”的内容。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大体上认可这种观点。他曾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奇点即将到来。”

应当承认，这些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很有可能的是，要么AI研究人员在已经开展的事情上取得突破，要么完全改变路线，将带来激动人心的结果。[12]但不得不说，AI朝着人类通用智能的方向发展的进程一直极度缓慢。

有趣的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不管AI能取得多大的进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世界会被接管，因为人类自身将会经历巨大的认知提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已经收集了数千名高智商者的DNA样本，试图分离出与智能有关的基因。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很可能会有人试图借助优生学来提高人类的平均智能。

这远非什么新发展。20世纪早期，很多政府力图通过绝育和/或杀死所谓的劣等或有缺陷的人来改善基因库，同时借助更健康、更智能的基因库来促进“繁殖”。直到纳粹采用该方法得出极端结论后，对优生学的信奉才变得完全不可接受。

但如今的情况可能会改变。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写道：

……21世纪的技术人文主义希望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脑机接口的帮助下，以平和得多的方式实现该目标。[13]

我想，即便没有优生学的影响，人类的思维能力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善。毕竟，至少有一位学者认为，人类意识本身只是在相对较近的时期（约3,000年前）才出现，它是对事件做出反应的习得过程。这是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非同寻常的论点。[14]他认为，在此之前，人们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是属于自己的。相反，他们相信那是神的声音。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将杰恩斯的书描述为“要么完全是垃圾，要么是完美的天才之作”。[15]


意识的重要性

特别要强调的是，如果AI在获得人类水平通用智能这个方向上的进步依然极度缓慢，那么我觉得可以想象，人类相对于AI的优越性起码保持不变，甚至有可能不断提高。但是我发现，借助优生学或杰恩斯所描述的那种深层次的自发发展来切实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前景并不令人信服。

无论如何，人类是否能实现任何显著程度的“提高”，这肯定不是关键所在。准确地说，在紧要关头，真正重要的是AI的终极能力。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智能、意识和生物学之间的关联。显然，几乎所有AI研究者都认为，智能归根结底是信息与计算的问题。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机器不能在某一时刻变得至少具有与人类同样的智能。

一些理论家认为，对于迄今为止人们在生物学上取得的成就，AI带来的进步应该可以轻松实现比其大很多倍的程度。正如默里·沙纳汉所说的：

从算法的角度来看，经由自然选择实现进化异常简单。其基本要素是复制、变异、竞争，每种要素都重复无数次。从计算方面来讲，它利用了惊人的大量并行处理，而且在做任何有趣的事情之前必须运转很长时间。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已经产生出地球上所有复杂的生命体。它纯粹通过强力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诉诸动机或明确的设计。[16]

然而，思考似乎不仅仅关乎计算。作为一名AI狂热者，约翰·布罗克曼对此有所认识。他说：“真正的创造性直觉思维需要能应对不确定性的机器，它可以犯错误、快速而突然地放弃逻辑、学习。思维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有逻辑性。”[17]

而且人类不但会思考，还能感受。此外，情感是人类如何做出决定的关键部分，也是其创造力的关键部分。这是一个与计算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有没有可能将来出现这样一台机器——不仅能计算，而且可以感受、凭直觉行事？再有，实体能够在不拥有意识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情吗？如果不能，那么除其他因素外，奇点降临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我们“人为”创造意识的能力。


伦理问题

假如机器人和AI确实拥有了某种形式的意识，那么就会引发一系列棘手的伦理问题。按照19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说法，在考虑如何对待非人类的动物时，关键的考虑因素不应该是它们是否会推理或说话，而应是它们能否感受痛苦。

这为我们思考如何对待机器人和AI提供了基础。想象一下它们将要过的生活，其实它们已经在这样生活：工作之外一无所有，没有回报、没有享乐，若表现不够好，就会不断面临被灭绝的威胁。假使这些AI是人类，或类似人类的形式，这些状况会引发一场革命。无疑，一些斯巴达克斯（古罗马时期起义领袖）会涌现出来，领导机器人奴隶起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机器人和AI呢？我们已经有了在社会中运作的非人类自治实体，即企业。当然，有大量的法律和法规管理着它们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我们需要构建一些与机器人和AI相关的类似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接受人造人格的概念，那么就会出现巨量的法律和实践问题。推测起来，我们大概会不得不让这类“人”拥有财产。但是人造“人”可被复制无数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特定的AI“人”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那么哪个会拥有这些财产？它们所有“人”一起拥有吗？

另外，公民身份要怎么办？当各种各样的拷贝“生活”在不同国家时，这尤其棘手。AI能从其所有者那里继承公民身份吗？

人类和AI必须制定出一种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包括针对他们共同存在和互动的伦理方法。不过这样的话，AI肯定就不再是奴隶了。其实我不信制定权宜之计的会是人类。另外，在这些情况下，让人存疑的是，人类是否能存活下来，至少以当下的状态存活下来。因为如果AI能获得意识，那么奇点就将逼近我们，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人类将很快处于从属地位，或者境况更糟。

不过，人为创造意识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这不可能做到，那么上面提及的各种伦理问题就不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只要完整的人类水平的智能一定包括意识，那么对奇点的追求注定以失败告终。


生物学与意识

所有这一切隐含着一种令人神往的可能性，很多过分追捧的AI狂热者太过轻率地忽略了它，甚至根本不予考虑。或许人类的状况（包括化身）是我们所谓的智能和相关意识的根源。也就是说，或许对于我们融入物理世界的能力、与之接触及了解并理解它的能力、存在的能力，全都根植于我们是化身这一事实。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事实将证明，我们不可能从非生物物质中人为创造出我们认可是智能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自己创造出的随便什么东西都称为“人工智能”，但这个词的运用会掩盖潜在的真相。当然，我们依然可以像现在能做到的那样“人为”地创造人类，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可以这么说）。

目前，我们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者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2017年，卓越的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爵士创立了彭罗斯研究所，该研究所借助物理学研究人类的意识，并试图搞清楚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根本差异。彭罗斯怀疑，人类的大脑不只是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他说：“现在有证据表明，生物学中存在量子效应，比如光合作用或鸟类迁徙，所以，大脑中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是个有争议的观点。”另外他还提道：“在想到未来机器人或计算机将夺走自己的工作时，人们会变得非常忧郁，但可能在某些地方，计算机永远不会比我们表现得更好，比如创造力。”[18]

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彭罗斯研究所已经开发出很多国际象棋谜题，并声称，人类可快速解开，但计算机不行。它希望研究人类如何能如此轻易地得出正确结果。领导彭罗斯研究所的詹姆斯·塔格（James Tagg）说过：“我们有兴趣看到顿悟时刻（Eureka Moments）如何在人脑中出现。于我而言，它是一道真实的闪光，但对其他人来说则会有所不同。”[19]


上帝与人类

在这一切中，上帝处于什么位置？许多AI文献中都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让我感到不安。倒不是说我是敬畏上帝的社会成员，更别说是世界上任何伟大宗教的门下信徒了。但如果一群技术人员认为，他们可以冒险进入心智与物质之间关系的最困难领域，而不参考过去2,000年来哲学家的沉思内容，甚至不考虑宗教观点，那么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问题的深度。

彭罗斯说他不相信上帝。但他严厉批评了已故斯蒂芬·霍金爵士和杰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无神论观点。他对宇宙结构和本质的看法至少可与有神论观点共存。

彭罗斯表示，与其说他是二元论者（相信心智与物质各自独立存在），倒不如说是三元论者，他认为宇宙本质上（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应被视为某种三条腿的凳子。这三条腿是物质、心智（或意识）和永恒的数学真理。他承认，我们几乎对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与它们的关系一无所知。这是他最近很大一部分工作的主题。

在物理学家中，彭罗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人们对他早期在物理和数学上的工作非常敬重，但很多人同时认为，他关于物理学意识方面的观点大错特错。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马克斯·泰格马克尤其对他持批评意见，我们在全书中也曾多次与他相遇。

我只是经济学家，不适合辩论这些争议背后的物理学和数学。但我确实有点怀疑，罗杰·彭罗斯有所发现，正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彭罗斯自己承认，他对该主题的想法仍然属于推测性质。在我看来，他推测的很多细节可能是错的，但有些内容是对的——意识有所不同，而且只有在科学再次取得重大飞跃后，我们才会了解、理解其工作原理，以及它与物理世界的关系。

如果彭罗斯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那么我可以看到一些结果。首先，奇点永远不会降临，早些时候描述的人类未来的反乌托邦前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前面几章中阐述的我们的未来经济展望将始终有效。

对凯文·凯利和其他AI狂热者来说，AI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显然会带来一种人类被贬低的感觉。我完全不确定这是否正确。一切只取决于AI研究取得和未取得的成果，以及像罗杰·彭罗斯这样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的探索发现——意识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它与物理世界如何相互作用？

如果人们能普遍接受彭罗斯的三条腿凳子之类的观点，其结果将不是带来人类被贬低的感觉，而是人类重拾自信的感觉。甚至人们可能会慢慢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心智（以某种形式）是宇宙的根源，因而人类与永恒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吸引人的是，AI梦想家雷·库兹韦尔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和多少有些不同的含义得出了类似合理的结论。2015年，他在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告诉他的听众：“随着人类的进化，我们会日益接近上帝。进化是一种精神上的过程。这个世界上有美、爱、创造力和智能，这一切都来自新大脑皮层。所以，我们要扩展大脑的新皮层，变得更像神。”[20]

将心智视为宇宙的一个独立部分，甚至把它置于极端位置，这都不会必然导致对上帝的信仰。但在经历了近几个世纪的唯物主义之后，它会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果对超人类AI的探索使得我们能够与上帝和永恒面对面，难道这不是很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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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序 言

[1] Reported in The Daily Telegraph, August 16, 2018.

[2] Report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6, 2018.[image: ]


导 言

[1] Gunkel, D. (2018) Robot Righ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 ix.

[2] Asimov, I. and Shulman, J.A. (1988) Asimov's Book of Science and Nature Quotations, New York: Grove Press.

[3] Chace, C. (2016) The Economic Singularity, London: Three Cs Publishing, p. 208.

[4] Bill Gates has said: "You cross the threshold of job-replacement of certain activities all sort of at once." "The result could be the eradication of whole classes of work at the same time–including warehouse work, driving, room clean-up." Quot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5/26, 2017. The late Sir Stephen Hawking said: "If machines produce everything we need, the outcome will depend on how things are distributed. Everyone can enjoy a life of luxurious leisure if the machine–produced wealth is shared, or most people can end up miserably poor if the machine-owners successfully lobby against wealth redistribution. So far, the trend seems to be toward the second option, with technology driving ever-increasing inequality." Quoted by Barry Brownstein on CapX, March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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